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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选本视域下的梅曾亮散文

陈虹虹1

（1.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梅曾亮是“桐城派”古文大家，道光十二年（1832）入赀为户部郎中，自此寓居京师二十载，一心为文，
奖掖后进。作为嘉道年间桐城派传衍的重要人物，其影响可见一斑。重回历史现场进行探究，选文作为极富当代
属性的文学文献为此提供了切入视角。从选本视角考察梅曾亮散文，彰显、遮蔽兼而有之，桐城派选本与非桐城
派选本呈现出显著差异，探究其成因对更好还原梅文在当时的接受情况及深入认识清代散文发展态势具有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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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集中国古典散文之大成，跨越古、近两个时代，影响广泛、褒贬纷繁。虽古人鲜少使用“散文”概念，

然“散文”概念通行已久，故本文所指“散文”乃狭义散文，即古文。[1]嘉道年间，姚门弟子皆以传衍桐城统脉为己

任，梅曾亮更是潜心为文，奖掖后进。于是“京师治古文者，皆从梅氏问法” [2]“四方人士以文字从其讲授及求碑

版者至无虚日” [3]，足见梅氏在桐城文脉延展中的重要作用。然此类论述大多出于对桐城门人交游之言的判断，

在当时梅文的接受面貌与梅氏的影响广度究竟如何，还需回到历史语境进行探究。此前，学界多聚焦梅曾亮《柏

枧山房诗文集》及梅氏所纂《古文词略》，探讨梅氏创作风貌及辐射影响，尚未涉及接受视域下的梅文选本研究。

作为“桐城派”传衍中期的重要作家，梅曾亮接受着“桐城派”内外视角的关注与评判。基于此，笔者将以选家师事

及选文宗旨作为桐城派选本与非桐城派选本的分类标准，聚焦清代收录梅文的古文选本，通过清人古文选本这一

当世评价回溯梅文收录情况，重回历史现场进一步了解作家作品的传播与接受面貌。“桐城派”影响广大，考察梅

曾亮散文收录情况不仅有助于解读时代对梅文的接受，拓展梅曾亮研究的维度，而且还能从中窥见嘉道年间桐城

派的发展状态，同时展现清代散文发展态势及文坛风气。本文拟就此略陈己见。

一、桐城派选本视野下的梅曾亮散文

梅曾亮散文在桐城选本中得到整体推崇，篇目比重仅次于桐城中兴的代表人物曾国藩。选本编选者或选本参

与者在凡例、选文篇数中或直接或间接皆对梅曾亮做出较高评价。兹略以清代散文选本刊刻年代为次论述。

（一）陈兆麒《国朝古文所见集》十三卷。道光二年（1822）一枝山房刻本，现藏于天津图书馆。陈兆麒师

事姚鼐受古文法，序言曰：“本朝作者极盛，究之能嗣熙甫者，惟桐城方刘姚三家为得其宗。”是集以桐城标准选

文，选录顾炎武、毛际可、陈廷敬、汤来贺、冯景、方苞、刘大櫆、茅星来、姚鼐、吴定、方东树等数十人，选

文较多的作家依次是：方苞（13篇）、姚鼐（13篇）、刘大櫆（11篇），管同（10篇），梅曾亮（6篇），方

东树（4篇）。而刘开、姚莹未入选。综合排名梅第五。陈选编纂于道光年间，其时“桐城三祖”在门生弟子的追

认下影响尤为广大；管同与梅曾亮相交甚笃，且年长于梅曾亮，彼时创作影响高于梅氏。

（二）杨彝珍《国朝古文正的》五卷。光绪六年（1880）刻本，苏州大学图书馆藏本。杨彝珍“学文于梅曾

亮，尽得桐城古文义法”[3]。是编以桐城派标准选文，选录清初顾炎武至咸丰年间姚谌等作者共 77人，选文 400
多篇，其所录文以作者时代先后为次序，选文较多的十位作家依次是：方苞（19篇），吴敏树（19篇），潘谘

（15篇），胡天游（14篇），姚鼐（14篇），曾国藩（14篇），梅曾亮（10篇），魏禧（8篇），刘大櫆（8
篇），朱琦（8篇）。综合来看，各家所选篇幅相差无几，综合排名梅第七。其序曰：“至于我朝初缀，文家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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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深得八家所传之义法厥推方氏灵皋，降至中叶如胡氏稚威、姚氏姬传、汪氏容甫、潘氏少白、梅氏伯言，俱不

出方氏下，其他通贤硕夫以是名家者又后先磊磊相望，及道咸之交兵事起，其时所号为能者恒出入锋镝间身多濒

于危死，然治其术益精，直欲与中兴之事功争胜。”可见，杨选旨在梳理文脉，树立正宗，梅氏为清文传衍者之

一。

（三）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三十四卷。光绪八年（1882）王氏虚受堂刊本，《续修四库全书》第 1610
册收录此本。近人刘声木认为王先谦非严格意义上的桐城派中人，但其私淑桐城文学，极为推崇姚鼐，“古文以

姚鼐宗旨为归”[3]。对此，《续古文辞类纂序》有言：“惜抱《古文辞类纂》，开示准的，赖此编存，学者犹知遵

守。余辄师其意，推求义法渊源，采自乾隆迄咸丰间，得三十九（注本为三十八）人。”是选以桐城义法为选文

标准。其中选文较多的十位作家依次是：梅曾亮（80篇），曾国藩（81篇），姚鼐（57篇），吴敏树（42篇），

恽敬（28篇），龙启瑞（26篇），朱仕琇（18篇），管同（16篇），张惠言（7篇），周树槐（5篇）。方东

树选文 1篇，刘开选文 1篇，姚莹选文 7篇。综合排名梅第一。

王先谦偏重梅文，原因有三：其一，王选《续纂》体例较大，故梅文选录篇目极多；其二，综观王氏选本，

选家虽明确破除桐城门户之习，选录诸人仍多为桐城文人，侧面印证“桐城派”影响之大；其三，王先谦对梅曾尤

为推崇，《续古文辞类纂序》曰：“道光末造，士多高于周秦汉魏，薄清淡简朴之文不足为，梅郎中、曾文正之

论，相与修道立教，惜抱遗绪，赖以不坠。”足见王先谦对梅氏贡献之肯定。

（四）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二十八卷。光绪八年（1882）扫叶山房刻本，现藏于天津图书馆。黎庶昌师

事曾国藩受古文法，恪守桐城义法。以补姚鼐《古文辞类纂》之未备，黎选上编经子，中编史传，下编方苞、刘

大櫆前后文章，共选咸同年间古文 449篇。其中选文较多的十位作家依次是：曾国藩（55篇），姚鼐（33篇），

梅曾亮（18篇），张惠言（14篇），张裕钊（9篇），吴敏树（8篇），龚自珍（7篇），郑珍（7篇），朱彝

尊（6篇），戴名世（6篇）。管同选文 1篇，方东树、刘开、姚莹未曾入选。综合排名梅第三。

从入选作家及篇目来看，梅文位列第三与黎庶昌“曾门四弟子”的身份立场不无关系。谢海林在《曾国藩与桐

城派古文家梅曾亮之关系关系发微》一文中详细梳理曾国藩与梅曾亮的交往及时常反复的态度，勾勒道咸年间桐

城派真实境遇：梅曾亮具有一定影响力，但为“桐城三祖”所遮挡。

（五）吴汝纶原编，李景濂补订《古文读本》二卷。光绪二十八年（1902）北京河北书局铅印本，山东大学

图书馆藏本。该书共分为前、后两“篇”，于教授次第颇为措意。前“篇”选录先秦以至唐人作品，多为短篇，雅趣

易读，后“篇”选入自宋及清人作品，由简短渐及深长，文体亦备。是书选文二百一十五篇，于唐宋以来，仅录“八
大家”、归有光、“桐城三祖”、曾国藩、梅曾亮、张裕钊诸家，宗派之尚不言而喻。其中清代诸家收录情况：姚

鼐 7篇，方苞 3篇，刘大櫆 2篇，曾国藩 5篇，梅曾亮 4篇，张裕钊 3篇，管同、方东树、刘开、姚莹均未收录。

是编旨在教授之用，篇幅不多，宗尚明晰的情况下对桐城诸名家予以遴选。从桐城内部来看，梅曾亮归隐于

朝，闭门读书，文学创作成就居姚门弟子之首，故予以收录。

（六）寄古斋主人编《最近四大家古文钞》四卷。该书编成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孟秋腾古斋印刷、直隶官

书局发行本，依寄古斋主人原抄付印，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绍兴市图书馆。全书共四卷，每卷各系一人之作，

分别为《梅伯言先生文钞》《曾文正公文钞》《张濂亭先生文钞》及《吴挚甫先生文钞》。诸卷作品大致以姚集

《古文辞类纂》文体例先后列序，共收录作品一百七十余篇。其序曰：“自学堂兴而世竞言国文，顾求国文于古

人，不如求之今人之义法易寻也。”目录后所镌题识又曰：“乃寄古斋主人所钞，以教其子弟”，可见选本存以近

人之文为学子梯径之意。其中梅曾亮选文 57篇，曾国藩 41篇，张濂亭 42篇，吴挚甫 28篇。

是编虽自言为今人寻义法，而所选诸家皆桐城文人，实循桐城义法。寄古斋主人自序曰：“今人文莫著于梅

曾张吴此四家者，皆入古最深而为文则各不相类，毗阴毗阳，随所性而嗜之，专精一家即入古之梯迳矣。”可见

其对四人之推崇。对比收录篇目，梅文居首位，曾国藩次之，亦可见选家对梅曾亮擅声于前的认可，而曾国藩及

其弟子乃倡导于后的践行者。

以上，桐城派选本皆以桐城义法为选文标准，面对影响广大的“桐城派”，即使极力反对文派之别的王先谦 亦

对梅文尤为推崇，[4]其中“桐城三祖”的创始之功与深远影响不容忽视。欧明俊于《“文学”流派，还是“学术”流派？

——“桐城派”界说之反思》[5] 一文中表示，“桐城派”是在向前与向后的层累追认中逐步扩大影响的。处于影响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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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下的梅曾亮本身就带有姚门弟子的关注度，其为桐城选本所推重乃情理之中。

二、非桐城派选本视野下的梅曾亮散文

与梅曾亮在桐城派选本中受到整体推重不同，梅曾亮地位在非桐城选本中地位显著变化。王国维在论及清代

学术流变时曾言：“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6]道咸以降，内忧

外患的社会变局催促晚清知识分子做出改变，他们纷纷将目光投向政治、经济及现实，“经世致用”成为当时社会

的主导思潮，故此时期选家编选散文的意图发生了变化。此处所举隅非桐城派选本主要是“经世文编”系列选本及

汇编式选本。概括而言，姚门弟子中梅曾亮居前二，整体地位低于曾国藩。具体情况如下：

（一）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一百二十卷。光绪二十三年（1897）武进盛氏思补楼刻本。例言有言：“兹
编以皇朝奏议为主，搜辑诸家专集二百余种，最录历年所见公私文牍以附之，合海内著作之林，搜罗苦隘，较近

人先事之续踵。”“经世之作在行事不在文章，备掌故不备体格。”凡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

政、工政八目，各目别隶子目。所选文章皆以儒家义理为旨归的经世致用、关乎时事的文章。其中入选较多的作

家依次是：姚莹（26篇），林则徐（17篇），龚自珍（14篇），梅曾亮（13篇），魏源（13篇），管同（12
篇），冯桂芬（12篇），吴敏树（11篇），曾国藩（10篇），方东树（6篇）。刘开未有篇目选录。梅曾亮虽

长期沉于下僚，入选篇目却多于曾一度权倾朝野的曾国藩，显见编者对其文之推重。

（二）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一百二十卷。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书局石印本。同为经世文编系

列，依照贺（长龄）编体例有所增改，凡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洋务九目，下列

子目。是编部分桐城文人收录情况：曾国藩 63篇，管同 10篇，梅曾亮 6篇，姚莹 4篇，方东树 3篇。梅曾亮地

位显然不如曾国藩。西学冲击下，经世文编系列中“学术”纲目的地位逐渐降低，更注重“学”之实用性与时政相关

性，葛编亦是如此。曾国藩一度权倾朝野，而梅氏多居闲职，对于时政等的书写曾国藩显然更为突出，也更受选

家重视。

（三）邵之棠辑《皇朝经世文统编》一百七十卷。光绪辛丑年（1902）秋月上海宝善斋石印本。光绪二十七

年(1901)三月清政府下令举行经济特科考试，邵氏应时而取《皇朝经世文编》、《续编》、《三编》诸文别择、

补辑，“依经济八科以为之目，其无可专属者，以通论襍着二目，系之蕝分瓜别绥绥有章都凡。” 凡文教、地舆、

内政、外交、理财、经武、考工、格物、通论及杂著十部。各部别隶子目。是编部分收录情况：曾国藩 8篇，管

同 5篇，姚莹 2篇，梅曾亮 1篇。

邵编仅收梅文一篇，为诸选本之最少。考究之下：其一，邵编辑佚广博，各家收录篇目均不多；其二，梅氏

虽继承桐城关心时事之传统，然长期沉于下僚、闭门读书，不以披露现实为突出，故不为选家所重。

（四）沈粹芬、黄人、王文濡《国朝文汇》二百卷。清宣统元年（1909）上海国学扶轮社石印本。共收录作

者 1356家，文章共 1万余篇。自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陆世仪、孙奇逢诸家始，至近代的章炳麟、严复、

康有为、梁启超诸家。选文“独不取宗派之说，欲以备一代之典要而观其会通”（卷首）、“不名一家，不拘一格”
（卷首），实乃针对桐城派而言。是编多者有 15人选文同录一卷，梅曾亮与邹鸣鹤、李棠阶、徐金镜、江沅四

人同收入丙集卷二。具体收录：梅曾亮散文 25篇，管同 7篇、姚莹 6篇、刘开 5篇、方东树 2篇，曾国藩 28篇，

魏源 22篇，龚自珍 24篇。就收录数量而言，梅曾亮仅次于曾国藩，多于包括姚鼐在内的桐城诸人。

郭绍虞言道：“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生关系”[7]，针对“桐城派”如此显著的影响力，沈粹

芬等人所编辑的《国朝文汇》明确表示：“不立宗派用箴前人宗录一二家，或专举一派之陋。”“《古文辞类纂》

则又拘于宗派，论者病之。”对于各种文体、各个文派不分轩轾，桐城派、汉学家、乃至新文体皆加以收录。是

编旨在保存国粹、总结文章，梅曾亮一心为文由此进入选家视野。

以上，非桐城派选家不再局限于“一家之学”，转而将梅曾亮视为一般古文家进行选录，梅氏在此类选本中失

去桐城内部的“优待地位”。此外，对该时期梅文选录的考察还应回归真实历史场景。彼时欧学东渐、危机渐重，

知识分子著书立言大多意在反映现实，传承文脉及警醒世人。由此，包括梅曾亮在内的关注现实的桐城文人亦在

选录之列，这也是晚清桐城派汇入经世思潮的重要表征。

综合而言，梅曾亮在清代散文选本中的地位值得认真审视，上述十种选本，编选宗旨、编排体例、文学好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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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不相同，对梅文的收录情况也不尽相同。梅曾亮在杨彝珍《国朝古文正的》、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黎庶

昌《续古文辞类纂》、吴汝纶《古文读本》、沈粹芬《国朝文汇》等五种选本中的选文篇数均多于管同、方东树、

姚莹诸人；在陈兆麒《国朝古文所见录》、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三种选本中

的选文篇数少于管同；在诸多选本中的收文数量与曾国藩基本持平，唯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葛士濬《皇朝

经世文续编》及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中曾国藩选文数目远多于梅曾亮。从选本类型来看，以桐城派标准选

文的选本如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等选本更加重视梅曾亮，而非桐城标准的选本如

《皇朝经世文统编》《国朝文汇》等选本无明显偏重，而是将梅曾亮置于一般选家的地位。这种选本视野为考察

梅曾亮古文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然数字的差异仅为表象，须进一步追溯其深层原因方具说服力。

三、选本差异之原因考察

“选本是编纂者文学理念的具体化，既有助于文学观念的成熟、定型，也以一种更为直观而有效的方式促进

文学观念的传播”。[8]“桐城派”自方、姚起便有编纂散文选本构建与宣扬其文论主张的重要传统，且宗派意识强烈，

排斥异己学派，大多桐城选本不选汉学家之作。陈兆麒、杨彝珍、王先谦等皆师法桐城。《国朝古文正的·凡例》

云：“斯编耑择高古深厚之文录之。其言性理、考据、官牍者不录，以有涉三者之文，便不入古。”“斯编于所录

原文，有词近俚而伤繁者，间为芟薙之。然不敢窜改。”强调选文之雅洁、高古，遵循桐城文法。王先谦虽非严

格意义上的桐城派中人，但其《续古文辞类纂序》云：“惜抱《古文辞类纂》，开示准的，赖此编存，学者犹知

遵守。余辄师其意，推求义法渊源，采自乾隆迄咸丰间，得三十九（注本为三十八）人。”亦以桐城义法为选文

标准。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着意补姚选之不足，体例虽有出入，却仍贯彻“凡神、理、气、味、格、律、声、

色有一不备者，文虽佳不入”的选文标准。吴汝纶乃晚清桐城派大师，其选本立场不言自明。简言之，上述桐城

选本旨在通过选本的衡文定篇及价值判断，来彰显桐城一脉的文学主张，其对梅文之重视符合选文宗旨，维系并

增强了派系传衍，也在层累之中扩大了梅曾亮的影响力。

其次，自鸦片战争爆发后，国家民族危机日重，西学全面进入中国，晚清知识分子转而复兴经世之学。1826
年贺长龄、魏源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120卷问世，后形成“经世文编”之热。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例言》论

及：“经世之作在行事不在文章，备掌故不备体格。《典论》云：‘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以是求文难乎，其

选必执体格以绳之，则重文章不重行事传世，徒托空言，经世难期实际矣。”可见，“经世文编”编纂宗旨、纲目

设置、衡文定篇等皆着意在保存国粹，经世致用。这一时期非桐城选本衡文定篇已无学派之别，而以儒家义理为

旨归，兼顾考据与词章，旨在收录经世之文。

回归梅曾亮创作实践，柳春蕊在《梅曾亮京师古文领袖地位成因考》一文中论及姚门弟子大多官职低微，梅

曾亮与姚莹是姚鼐弟子中功名较著者。然姚莹为文少裁剪、锤炼，时有琐碎、粗糙之病。[9]刘开（1784-1824）和

管同（1780-1831）年岁不永；方东树（1772-1851）一生皈依理学，其志不在古文。而梅曾亮出身诗书世家，曾

在京居闲官 20年，潜心文章，奖掖后进。对此，李详《论桐城派》有言：“同时好为古文者，群尊郎中为师，姚

氏之薪火，于是烈焉。”[10] 魏泉《梅曾亮的京师交游与桐城古文的流衍全国》 一文更是详细钩沉梅曾亮秉承师

志，于嘉道之际一心为文传播桐城文法的具体过程。[11]由此，作为桐城中期的重要传衍人物，清代选家将其列入

选本之中并予以一定程度的偏重与梅氏传衍之功互为补充。

表 1 上述选本中收录梅文次数较多的篇目

据表可知，清代选本多选梅氏论、传、书、序等实用性散文，内容多聚焦于现实民生、国事家事。事实上，

“桐城派”并非仅流于追求雅洁高古之文，现实社会、时事民生亦在桐城文人的创作考量中，梅曾亮亦如此。其在

《与朱丹木书》中写到：“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立吾言于此，虽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时朝野之风俗

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见之。使为文于唐贞元、元和时，读者不知为贞元、元和人，不可也；为文于宋嘉祐、元祐

时，读者不知为嘉祐、元祐人，不可也。”[12]强调对现实的关注，即作为当下之学人应述当下之风俗。梅曾亮不

仅以此为学术评价标准，其创作亦践行此道。如被选录次数最多的《书杨氏婢》，其将笔触转向下层人物，笔法

篇目 《书杨氏婢》 《臣事论》 《石瑶臣传书后》 《总兵刘公清家传》 《黄个园传》 《闲园诗序》 《书庄子后》

收录次数 7 5 5 5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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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练且反映现实。梅曾亮以其创作实践践行桐城文法，关心现实，由此进入以经世为旨归的非桐城选家视野。

结语

综上所言，桐城选本对梅曾亮尤为推重，对其地位之彰显仅次于桐城三祖与曾国藩；非桐城选本对梅文则是

有选择地收录，所选篇目意在“经世致用”。两者选录之差异，其一乃鉴于各自的选文立场。前者以桐城文法为圭

臬，故大量收录梅氏之文；后者以经世致用为旨归，故着意梅氏经世之文。其二归于梅曾亮的创作实践。嘉道以

来欧学东渐、内忧外患，桐城派尚处在发展“低谷”，梅曾亮虽沉于下寮仍专心为文，终桐城文统归于梅氏，地位

与影响逐步扩大。故，梅曾亮在桐城选本与非桐城选本中的明显差异，既是桐城派与非桐城派论争的一种表现形

式，也是晚清社会剧变在选本上的反映，折射出桐城派乃至整个清代散文发展态势。考察清代选本中梅曾亮散文

收录情况对全面深入考察梅曾亮乃至整个“桐城派”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 参见欧明俊.文学文体,还是文化文体？——古代散文界说之总检讨[J].文史哲,2011(04):107-120.
[2]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426.
[3] 刘声木撰,徐天祥点校.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卷七) [M].合肥:黄山书社,1989:243,253,333.
[4] 王先谦在与萧穆信中说到：“仆为《续纂》,既异乎姚氏所处之时,欲宽以收之,庶天下晓然于文果当理,皆出于
同一,化其门户畛域之习,故于姚氏以后各家网罗遍及。” 明确反对桐城门派之别。详见王先谦著,梅季校点.葵园四
种[M].长沙:岳麓书社,1986:846.
[5] 参见欧明俊.“文学”流派，还是“学术”流派？——“桐城派”界说之反思[J].安徽大学学报,2011,35(06):40-46.
[6]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全集（第 8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618.
[7]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310.
[8] 武海军.选本批评与桐城派文论构建[J]. 求是学刊,2016,43(01):127-132.
[9] 柳春蕊.梅曾亮京师古文领袖地位成因考[J].云梦学刊,2008,29(01):108-111.
[10] 俞樟华,胡吉省著.桐城派编年（下）[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864.
[11] 魏泉.梅曾亮的京师交游与桐城古文的流衍全国 [J]. 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学报,2004(10):221-267.
[12] 梅曾亮著,彭国忠,胡晓明校点.柏枧山房文集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38.

A Study of Mei Zengliang's Prose through the Lens of Qing Dynasty Anth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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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i Zengliang, a renowned essayist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assumed the position of Secretary in the
Ministry of Revenue through financial contribution during the 12th year of the Daoguang reign (1832), thereafter
residing in the capital for two decades while devoting himself to literary composition and mentoring emerging scholars.
As a pivotal figure in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during the Jiaqing-Daoguang period, his intellectual
influence remains noteworthy. This study employs anthology selections - literary texts imbued with contemporary
attributes - as an investigative lens to reconstruct historical contexts. The examination of Mei's prose through
anthological perspectives reveals both intentional accentuations and omissions, with marked discrepancies emerging
between compilations produced by Tongcheng adherents and non-affiliated editors. Investigating these editorial
divergences proves essential for reconstructing the historical reception of Mei's works and deep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prose evolutio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Anthologies of the Qing Dynasty; Prose Works of Mei Zengliang; Tongcheng School ; Receptio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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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批判及人类解放道路的现实考察

——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分析

吴沈波1 王欣然 1

（1.河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 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一篇序言，这篇文章在马克思的思想转变过
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文章中，马克思着眼于德国的历史和现实，对德国的宗教、制度和国家哲学进行了批判，
实现了批判路径向现实维度的转移。通过循序渐进的三重批判，马克思进一步考察了德国进行革命的可能性，并
揭示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从而为实现人类解放找到了一条现实道路。

关键词：《〈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宗教；制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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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德国宗教的批判：一切批判的前提

回看欧洲历史，自中世纪起它便被世俗的王权和神圣的神权这两种权力支配。在这种双重控制下，人们发现，

相较于王权的直接压迫，神权的束缚似乎更加难以摆脱。神权通过宗教信仰和教条的约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

想和行为。宗教改革在欧洲起到了一定的思想解放作用，但它也只不过是使得形式上的束缚减少，而内在力量上

的束缚依旧存在，人依然约束着人自身。想要解决自我约束的问题，首先要回到宗教本身，去探求它的本质。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称《导言》）开篇之初，马克思就指出：“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

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在马克思之前，费尔巴哈在其著作《基督教的本质》中就对宗教进行了分析和

阐释，认为“宗教是人之最初的、并且间接的自我意识”。然而，在费尔巴哈看来，宗教的基础是人的依赖感，而

这种依赖感的对象就是自然，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基础，自然使人产生了原初的敬畏和恐惧之心，故其认为“自
然是宗教最初的、原始的对象”。费尔巴哈用“类本质”这一概念分析宗教，认为人才是宗教的源头，这是他相较

于前人在宗教认知上的进步，但是他所提倡的用“爱的宗教”消灭宗教的方法并不能真正使宗教在人间消失。马克

思在哲学上深受费尔巴哈人本学思想的影响，但他并没有止步于此，在继承人本学思想的基础上，他在《导言》

中实现了对费尔巴哈宗教观念的超越。在宗教起源方面，费尔巴哈认为宗教是人在心理上寄托自己“完满”存在的

一种神的反映，而马克思立足社会现实，从物质基础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宗教根源于现实生活，宗教中的众多形

象无非是人的意识的外化，并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马克思用“颠倒的世界”描述了当时

德国所处的现状。当时的德国，社会矛盾重重，秩序混乱，作为社会意识，宗教是这种颠倒现状的反映。统治者

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向人民输送符合特权阶层价值观的思想，企图用宗教来安抚人民，让被统治的人民接受所谓

“神的安排”，从而减少革命性。由此一来，这个颠倒世界似乎被统治者描述得具有了合理性，使统治者实现了对

民众的精神控制。马克思用自己的论述印证了宗教不只是人们纯粹的遐想，创造宗教的主体不是抽象的人，而是

现实的人，这显然为批判德国宗教找寻到了一个先决条件。

对宗教进行批判是对德国现状进行批判的前提。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

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宗教是为了维护和加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存在的，是掩盖阶级压迫和不

作者简介：吴沈波(2001—)，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王欣然(1999—)，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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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工具，同时宗教也是麻痹人们精神的药剂，是由于社会不平等和剥削所导致的人们的痛苦和压迫的产物。

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它实际上给人们带来了一种虚假的幸福，这是对实际生活的逃避和幻想，它麻

醉了人们的意识，使人们无法真正认识和改变现实的困境，所以，对宗教的批判是对现实批判的一个重要前提。

在此，马克思采用了一种层层剥离的批判法，批判了宗教，使人对其产生质疑，才能够突破这层幻想的境地而把

批判的视角从“天国”下移到尘世当中，进而用理性的眼光来审视尘世。针对“宗教里的苦难”和“现实的苦难”，马

克思指出了后者对于前者的极大影响，而前者的产生则是对后者的抗议。基于此，当人民还处于现实的苦难之中，

没有获得完全解放时，宗教是不可能从人间消失的。马克思在接下来的论述中以“锁链”和“虚幻的花朵”为喻来比

照苦难的现实和宗教，指出对宗教进行批判不是让人去接受苦难的现实，而是给人以理智，摆脱虚幻，从而在现

实中采取现实的行动来改变这种苦难，建立理想的现实。在这里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吸收了费尔巴哈的宗教观

念之后，并没有止步，而是进一步探讨了宗教何以产生以及如何去消灭作为虚幻花朵的宗教。对德国宗教进行批

判之后，马克思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由此，他将批判的矛

头转向了现实，批判的对象由“天国”下移到“尘世”，领域由神学转向了政治，从而总的转向了对德国现状的批判。

二、对德国制度的批判：揭开“隐蔽的缺陷”

19世纪 40年代的德国深受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这在经济和政治双重方面给德国予以现实的参照，

而马克思正是基于这种参照展开了思考，对德国的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马克思认为，当时的德国发展水平不及

英法两国，从现实政治考量，19世纪 40年代的德国呈现的是一种由各个小国组成的分散政治结构，封建邦国割

据使国家不稳定。与此相比，英国和法国早已建立了相对统一的国家政权，拥有较为稳定的政治体制。回看历史，

德国的莱茵河左岸地区曾被法国占领，并为拿破仑所统治，在遭受侵略的同时，此地区受到了法国大革命在精神

上的熏陶，《人权宣言》蕴含的“天赋人权”以及自由平等思想成为启发该地人民的重要内容。资产阶级的这种局

部统治冲击了德国的封建制度，造成了一种新的局面，这对德国的历史演进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在拿破仑失

败之后，德国又经历了复辟，它的各个邦国在国外封建势力的支持下恢复了专制统治，冲溃了人民渴求统一的愿

望。此外，资产阶级由于力量弱小而无法在德国实行其倡导的代议制，一直到了 19世界 40年代，德国的资产阶

级运动才有所发展。基于以上认识，马克思认为当时德国所走的路是英法两国早已完成的历史进程，而对于德国

现实政治的否定，“也已经是现代各国的历史废旧物品堆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马克思用“隐蔽的缺陷”来说明

德国制度之陈旧，并用“时代错乱”和“敷粉的发辫”来生动比喻。以“复辟”为词眼，马克思批判了德国统治者固守

旧的政治制度，批判了封建统治者以宣称所谓“复辟”来维护统治的做法。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得确因为多种政治

学派登场而出现了复辟，并由此有了诸如“保守主义”、“激进主义”、“改良主义”等为我们熟悉的政治评价用语，

但 19世纪 40年代的德国尚没有经过像法国那样彻底性的群众性社会革命，又怎会出现复辟？由此可知“复辟”不
过是反动统治者的谎言，而在当时德国的政治制度下，自由这种奢侈品不能够为人民所有。马克思进一步指出，

对德国的政治现状进行批判也能够揭露某些现代国家身上还依旧存有的过去的回忆和现行缺陷，因为“对过去的

回忆依然困扰着这些国家”。最后，马克思指出，在其他现代国家进行制度革新并且已经否认了旧制度的合理性

的情况下，德国政治制度的现状是重蹈那些国家的历史覆辙，因为德国相信这种旧制度的合理性，所以“它的历

史是悲剧性的”。
从经济方面来看，英国和法国已经拥有了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制造业，并且减少垄断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

倡导自由贸易成为了两国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相较之下，德国在 19世纪 30年代才开始工业革命的进程，

40年代仍处在上升阶段，它在经济政策上采取垄断的方式，采取“国民经济学”式的保护政策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

展，这显然与英法形成巨大差异。基于此，马克思在文中指出：“在法国和英国是要消灭已经发展到终极的垄断；

在德国却要把垄断发展到终极。”所以，在这样的“现代问题”中，德国的做法显然明显落后于英法两国，它现在

在经济发展方面所走的路是两国早已走过的，这种做法无疑是“老调重弹”。马克思还批判了历史法学派在维护德

国现行制度方面所起的卑鄙作用。马克思在《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中对历史法学派的思想及其维护德国旧制

度的行为进行了批判，从根源上指出其带头人胡果的思想深刻影响着该学派的观点，从而对胡果的思想进行了批

判。马克思还指出，当时在德国具有自由思想的人要想找寻自由，必须回到“条顿森林”这种自然的环境中，他认

为这是荒谬的。历史法学派和世人在自然中寻求所谓自由的方法是马克思“向德国制度开火”的重要原因。在当时

的德国，社会不平等，对立和猜疑成为常态，在这样的现状下，人民还要承认他们的存在及其苦难状态是“上天

的恩准”，这不过是要人民接受被无情奴役继而被统治的现实，是一种维护旧制度的卑劣手段。基于此，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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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对德国制度进行批判的任务和目的是“给敌人以打击”，从而使得德国的耻辱更加耻辱，作为对德国制度的

搏斗式批判，“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当德国久已隐蔽的缺陷被无情揭露时，人民的勇气

才有可能被激起。

三、对德国法哲学及国家哲学的批判：破除障碍的理论武器

当德国还在四分五裂和陷入统一困境时，英国和法国早已通过工业革命步入民主政治之路。德国虽在诸多方

面落后于英法两国，但其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却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所以，

对这种能够代表现代性的事物进行批判涉及到了对现代国家的批判，而不再是走现代国家走过的老路。马克思认

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当时德国制度的“抽象继续”，由此可以看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从属于德国

当时的现存制度，而对于它的批判则部分包含了对现存制度的批判。接下来，马克思探讨了德国的两个政治派

——实践政治派和理论政治派，指出前者“要求否定哲学”，它自认为能以旁观者居于世外，特别强调行动对于国

家和社会改造的重要性，忽视了哲学的重要性；后者则认为当时德国国内的斗争只是哲学斗争，但没有看到哲学

是世界的一部分，“是这个世界的补充”。比较两派的观点，它们都只看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其中一个方面，片面割

裂了二者的联系，故在理论上存在明显的缺陷。

此外，马克思客观评价了黑格尔的法哲学以及政治哲学，认为其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表述了德国的国家哲

学和法哲学，并指出对它的批判是对它所反映的德国国家及其现实的批判，故存在重要的意义。黑格尔曾写作了

著名的《法哲学原理》，在他的论述中，观念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

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像活动”，他颠倒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坚持唯

物主义的观点，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用其科学论述阐明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如果哲学只是局

限于在理论上解决问题，只是在“彼岸世界”中找寻现实，不与任何现实实际相结合，那它则会失去对于现实批判

的功能，这种思辨的抽象的哲学也不能够触及到德国真正的问题核心之所在。马克思尝试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法哲

学思想来让哲学为现实服务，打破那种国家与“现实的人”的奇怪关系，并运用哲学武器扫除封建主义和一切阻碍

人的解放的障碍物。如何对“思辨的法哲学”进行批判？马克思给出了一个答案，那便是实践，并尝试把这种实践

提高到革命的高度。

四、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无产阶级革命

在对德国现实制度进行批判之后，马克思对德国进行革命的可能性进行了考察。马克思提出了“批判的武器”
和“武器的批判”这两个有深意的词语，而后者是他所要强调的。理论层面的革命固然重要，但要实现人的解放，

只有在实践中运用理论武器作为思想指导，并用物质的力量进行批判才更加具有彻底的意义，从而为人类解放提

供现实条件。马克思以宗教改革为例，指出路德引领的宗教改革打碎了民众绝对服从宗教领袖的奴役制，但他的

“因信称义”又以另一种奴役制“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并不认为宗教改革这场从头脑开

始的革命是一种彻底的革命，实现彻底的革命需要足够的物质基础，德国在当时尚不具备这种基础。通过工业革

命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各国推崇着“自由、平等”等价值观念，它们正向着人类的解放迈步，但德国远还没有实现政

治上的解放。故此，马克思在文中指出，尽管德国在理论上超越了现代国家业以追求的政治解放阶梯，但“它在

实践上却还没有达到”，所以德国不具备实现彻底革命的前提，它仍需要先实现政治解放。马克思指出，德国要

想实现彻底的革命，还需要在社会中有一个总代表，但在当时德国各阶级的斗争只是局部性的，德国社会一些阶

级缺乏实现“普遍的自我解放”和组织人民革命的能力。从物质基础和社会代表两个方面，德国实现彻底的解放都

没有可能性，而实现这种可能性由谁来完成？只有“没有任何地位”和“遭受普遍苦难”的无产阶级。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各国的确立和扩展，资产阶级与其他阶级的矛盾被不同程度地激化，随着工业革命

的发展，欧洲各国相继走上工业化道路，生产力日渐发展，私有制之下这种发展的成果只是被少数人占有，贫富

差距日渐增大，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被抛入无产者的队伍，他们逐渐联合成为无产阶级。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

这个特殊等级的产生是“社会解体的结果”，它是由于人为原因而出现的，它的特性和社会地位这使其具有实现彻

底革命所需要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具有的这种物质力量需要得到哲学这把“精神武器”的发挥，通过这种结合，

德国才能实现解放。“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关键所在，它在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任何一个来自市民社会的阶级都不

能比拟的。“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这说明，“人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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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才是德国应该追求的目标，这显然超过了国家这一层面的解放即政治解放，所以马克思在这里的论述预示着

德国将走不同于英国和法国的革命道路，超过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而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人是人的最高本

质”，这既是马克思从他的宗教批判中得出的结论，也是从无产阶级解放这一重要议题中得出的结论，在马克思

看来，要实现人类解放这一宏伟目标，要由掌握理论的无产阶级来完成，无产阶级要利用好哲学这把武器，去批

判现实，摧毁奴役制，将德国从中世纪解放出来，以更好地达成人类解放。由此，马克思通过对德国宗教、制度、

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批判，找到了人类解放这一终极目标，而这个目标实现的现实道路便是无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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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serves as a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playing a pivotal role in Marx's intellectual transformation. In this work, Marx
examines German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realities, critiquing religion,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hilosophy in Germany,
thereby shifting his critical approach toward a practical dimension. Through a threefold progressive critique, Marx
further investigates the possibility of revolution in Germany, reveal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oletariat in revolutionary
practice, and identifies a concrete path toward achieving human eman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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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吒之魔童闹海》：从神话原型到数字分身的文化转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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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现象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为研究对象，以吉尔・德勒兹“解域化—再辖域化”理论为核
心框架，融合符号学与数字媒介学视角，对影片的符号生产机制展开跨学科剖析，探讨影片中角色、场景、道具
等符号元素的解域机制及其文化实践。研究发现，影片通过“神话原型的心理解域”“数字媒介的记忆重构”“跨代际
传播的符号博弈”三重路径，构建了传统 IP与当代文化的对话场域。这种解域实践不仅实现了神话符号从“集体
无意识”到“个体情感共鸣”的转化，更在技术迭代与代际冲突中重构了动画电影的文化表意体系，为中国传统文
化的现代化传播提供了“原型激活-媒介赋能-代际协商”的创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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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数字技术与全球化浪潮的双重驱动下，动画电影已成为文化传播的前沿阵地。作为中国动画电影工业化里
程碑的《哪吒之魔童闹海》，以 153.92亿票房的全球成绩，印证了传统文化 IP现代化改造的巨大潜力[1]。影片
通过颠覆性的叙事重构与视觉创新，将传统神话符号置于后现代文化语境中解构重组，形成独具特色的“赛博格
化”符号生产机制。这种将数字技术与青年亚文化元素深度融合的创作策略，既延续了哪吒故事的核心文化能指，
又完成了传统神话的现代性转译。本文基于符号学理论，深入探讨影片的符号解域过程及其对动画电影文化表达
的影响，以期为中国动画电影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理论参考。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在《千高原》中
提出的“解域化—再辖域化”概念，揭示了符号从原有意义网络中脱离并重构新意义的动态过程[2]。在动画电影语
境中，这一过程表现为传统神话符号（如哪吒形象）从宗教、文学的“原始辖域”中解域，通过数字技术与当代文
化元素的融合，在媒介叙事层面完成“再辖域化”。这种解域并非简单的符号拆解，而是通过“强度”（intensity）的
重组，生成具有时代张力的新符号系统。“解域化”包含双重运动：一是对既有符号秩序的突破（如哪吒打破“魔
丸即恶”的传统认知），二是生成新符号连接的可能（如哪吒与敖丙的“命运共同体”叙事）。影片中，乾坤圈从“天
命枷锁”解域为“自我掌控的工具”，正是通过这双重运动，实现了符号意义从“外部规训”到“主体建构”的转变[3]。

一、《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符号系统构建

（一）角色符号的原型解构与重构

传统哪吒形象（如《封神演义》中的忠孝典范）是儒家伦理的符号化产物，而影片将其重塑为“黑眼圈、插
兜、说脏话”的问题少年，本质上是对传统伦理秩序的解域。这种解域并非否定原型，而是通过弗洛伊德“童年创
伤”理论重构角色心理——哪吒因“魔丸”标签被孤立的童年经历，成为其叛逆人格的心理动因，使观众从“仰视英
雄”转向“共情个体”[4]。传统叙事中敖丙作为“东海龙王之子”是纯粹的反派符号，影片则通过“灵珠转世却背负灭
族压力”的设定，将其解域为“被迫作恶的受害者”。这种解域策略借鉴了心理学中的“认知失调”理论——敖丙的行
为矛盾源于“灵珠使命”与“道德良知”的冲突，其符号意义从“善恶二元对立”转向“人性灰度探索”。影片中陈塘关
的市井烟火气（如叫卖声、孩童嬉戏）看似呈现“平凡生活”，实则通过密集的建筑布局与围观群众的指指点点，
构建了福柯意义上的“全景敞视监狱”。哪吒被村民视为“怪物”的遭遇，隐喻个体在集体规训中的生存困境，使场
景符号从“家园象征”解域为“压迫空间”。

影片通过角色、场景、道具三类核心符号，构建起多层次的表意系统。这些符号不仅承担叙事功能，更成为
文化意义的载体（表 1）。

作者简介：张 蕊(1989—)，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戏剧影视文学、美学；

杜智雪(1995—)，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动画电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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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符号类型 典型元素 视觉特点 象征意义
角色符号 哪吒、敖丙 红发黑眼圈 / 蓝发龙鳞甲 叛逆精神 / 命运挣扎
场景符号 陈塘关、龙宫 市井烟火 / 阴暗可怖 平凡生活 / 权力压迫
道具符号 乾坤圈、混天绫 封印法器 / 灵动绸缎 命运束缚 / 正义力量

（二）符号的叙事与表意功能

符号成为情节发展的关键节点。例如，乾坤圈的封印与释放构成哪吒成长的核心线索。在影片中，乾坤圈最
初是限制哪吒魔力、防止其暴走的封印之物，随着剧情推进，哪吒逐渐学会掌控力量，乾坤圈从束缚转变为辅助
战斗的工具，其功能的变化直接推动了哪吒从懵懂孩童到肩负责任的英雄的成长历程；陈塘关与东海龙宫的空间
对立，构建起影片的戏剧冲突。陈塘关代表着人间的秩序与安宁，而东海龙宫则象征着潜在的威胁与危机，两者
之间的矛盾冲突成为故事发展的主要动力。符号系统深化了“我命由我不由天” 的主题表达。哪吒的叛逆形象与
敖丙的矛盾抉择，共同探讨了个体对命运的抗争与自我认同的建构。哪吒那句“若命运不公，就和它对抗到底”的
经典台词，配合其充满张力的动作设计与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画面，将叛逆与抗争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敖丙在
家族使命与内心正义之间的挣扎，通过其面部表情的细腻刻画以及服饰色彩的微妙变化，生动地呈现出人性的复
杂。符号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基因。从哪吒的红肚兜到陈塘关的建筑形制，传统美学元素的现代化转译，实现
了文化记忆的创造性延续。哪吒的红肚兜造型简洁却极具辨识度，其设计灵感源于中国传统孩童服饰，不仅展现
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孩童的美好期许，也成为哪吒形象的标志性符号；陈塘关的建筑采用飞檐翘角、青砖黛瓦等传
统元素，同时融入现代动画的光影与色彩处理，使古老的建筑在现代视觉语言中焕发出新的魅力[5]。

二、《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符号解域路径

（一）传统符号的现代化解域

影片突破传统英雄叙事，将哪吒塑造为兼具叛逆与温情的“反英雄”形象，其黑眼圈、插兜等现代元素的融入，
精准对接当代青少年的情感诉求。据相关市场调研数据显示，影片在 15-25岁观众群体中的喜爱度高达 82%，这
一结果充分证明了年轻化角色形象塑造的成功。敖丙的复杂性格刻画，则展现了人性的多维度表达。敖丙在面对
家族复兴使命与拯救陈塘关百姓的抉择时，内心的矛盾与挣扎通过细腻的台词和丰富的肢体语言得以呈现，让观
众深刻感受到人性的复杂与真实。通过将“天命”主题与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结合，影片强调个体对命运的主动抗争。
善恶界限的模糊化处理，折射出当代社会对人性复杂性的思考。例如，哪吒虽为魔丸转世，却心怀正义；敖丙身
为灵珠化身，却因家族利益险些酿成大祸。这种角色设定打破了传统非黑即白的善恶观，引导观众从更复杂的角
度去理解人性。影片中，哪吒与敖丙的对抗与和解，本质上是对个体在社会压力下如何坚守自我、追求正义的深
刻探讨。通过动画技术将传统建筑、服饰、色彩进行风格化处理，实现传统文化元素的“再语境化”。例如，陈塘
关的烟火气与东海龙宫的赛博朋克风格，形成传统与现代的视觉对话。陈塘关的街道设计充满生活气息，小贩的
吆喝、孩童的嬉戏等细节，营造出浓厚的市井氛围；而东海龙宫则运用金属质感的建筑、炫目的光影特效，打造
出极具未来感的赛博朋克风格，两种风格的碰撞不仅增强了视觉冲击力，也体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下的创新
发展。

符号解域打破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实现了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价值观的有机融合。这种文化杂交既保留了民
族文化的独特性，又赋予其当代生命力，为文化传承开辟新路径。以哪吒形象为例，传统哪吒形象多为天真无邪
的孩童英雄，而影片中的哪吒则更具现代青年的特质，这一转变使哪吒形象从传统神话角色转变为能够代表当代
青年精神的文化符号，极大地丰富了其文化内涵。

（二）符号的跨文化解域

影片采用好莱坞式的多线叙事结构，融入反英雄角色设定等国际流行文化元素，构建起具有普适性的叙事框
架。这种文化杂交策略，有效降低了国际观众的接受门槛。影片在北美上映时，当地媒体评价其叙事节奏紧凑、
角色形象鲜明，完全符合西方观众对优秀动画电影的期待。据统计，影片在北美市场的票房占其海外票房的 35%，
这一成绩充分证明了文化融合策略的有效性。敖丙的龙族困境借鉴西方龙的悲剧叙事，哪吒的成长弧光融合超级
英雄叙事模式，但最终回归中国文化中“人定胜天”的价值内核，实现了跨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转化。敖丙的龙族在
影片中面临着被镇压的命运，这与西方神话中龙常作为邪恶象征被英雄斩杀的悲剧叙事有相似之处，但敖丙最终
选择反抗命运、守护正义，又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哪吒从魔丸转世到成为拯救陈塘关的英雄，
其成长历程与西方超级英雄的崛起模式类似，但哪吒始终秉持的 “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信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对个体主观能动性强调的生动体现。

三、《哪吒之魔童闹海》数字媒介的记忆重构

数字技术的介入彻底改变了神话符号的存储、传播与感知方式，使传统记忆载体经历从“肉身传承”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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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的范式转换。影片通过对角色身体、叙事空间、文化记忆的数字化改造，构建起“技术义肢—拟场域—代码
遗产”的三重记忆重构路径，暴露出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的存在主义困境。

（一）身体符号的赛博格化改造：从肉身记忆到数据分身

哪吒的莲花肉身设计是数字媒介重构身体记忆的典型案例。这种设计打破了“身体即自然”的传统认知，使肢
体成为“生物电信号—数字指令”的混合载体。当哪吒施展“乾坤圈・解”的招式时，义肢关节处浮现出商周青铜器
的饕餮纹全息投影，这些纹样通过三维扫描技术取自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鼎，其狞厉的美学特征与赛博朋克
的机械质感形成时空叠印。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中提出，技术是人类“后天获得的器官”，哪吒的义肢正是
这一理论的视觉化诠释——传统神话中“莲藕化身”的重生叙事，被转译为“数据修复肉身”的赛博格寓言，身体记
忆的延续不再依赖仙术法术，而是取决于精准度与完整性。

敖丙的龙族鳞片铠甲则呈现“有机—无机”的记忆冲突。其鳞片材质采用基于物理渲染（PBR）技术的次世代
模型，表面微观结构模拟真实鱼鳞的虹彩效应，同时嵌入千万级多边形的机械齿轮组。当敖丙释放“冰棱破”技能
时，鳞片开合的轨迹严格遵循鱼类游动的生物力学数据，而齿轮转动的节奏却与电子音乐的 BPM（ beats per
minute）同步。这种设计将龙族的生物进化记忆与工业革命的技术记忆强行并置，形成哈拉维所言的“赛博格杂
种”——既保留着海洋生物的原始本能，又被纳入数字文明的计算体系。角色设计师在访谈中提到，该铠甲的运
动逻辑参考了日本动画《攻壳机动队》的“义体动力学”，同时聘请鱼类学家对龙王家族的游动姿态进行动作捕捉，
体现出数字媒介对多元记忆的暴力收编。

（二）空间符号的媒介化生产：从物理场域到混合现实

陈塘关的市井街巷被重构为“数字—物理”混合空间，展现出媒介对空间记忆的解构力量。影片运用 Unreal
Engine 5 的“虚拟制片”技术，将重庆磁器口古镇的街巷布局扫描为三维点云模型，同时植入全息广告屏、悬浮导
航光标等未来元素。当哪吒穿行于石板路时，传统茶馆的木质楹联与 AR投影的“灵珠奶茶买一送一”广告形成互
文，挑夫的扁担音效与无人机的嗡鸣声构成声音蒙太奇。这种空间解域导致本雅明所说的“灵晕”（Aura）消逝—
青石板的包浆不再是岁月摩挲的见证，而是算法生成的粗糙度参数；老槐树的年轮被转化为 LiDAR扫描的点云
数据，自然生长的时间性被技术测量的空间性取代。

东海龙宫的“生物朋克”设计则彻底颠覆了传统空间记忆。导演摒弃了《西游记》中“水晶宫”的瑰丽想象，将

其重构为巨型生物机械结构体：珊瑚礁被解构成神经突触般的生物电路，龙柱内部可见泵送体液的金属瓣膜，龙

王的王座实为连接地心热能的神经接驳装置。这种空间符号的解域策略，将《山海经》中的“四海龙王”传说与

H.R.吉格尔的生物机械美学相融合，海底世界的神秘性被转化为可解析的技术图纸。龙宫的光影效果参考了深海

生物的发光机制，通过 LED矩阵模拟磷虾群的荧光流动，同时运用体积雾技术制造“水压视觉化”效果，观众看

到的不是物理空间中的海水，而是数字媒介建构的“压力场符号”。

（三）记忆载体的数字化迁移：从活态传承到代码遗产

影片对文化记忆的数字化改造，集中体现在“记忆图书馆”的终局场景中。该场景借鉴了诺兰《盗梦空间》的
多层嵌套结构，展现出数字媒介对传统记忆的吞噬性重构：

第一层记忆：实体空间中的老艺人操纵皮影戏，演绎传统《哪吒闹海》片段，其手势动作被 Kinect传感器实
时捕捉；第二层记忆：动作数据输入 AI模型，生成哪吒的数字分身，皮影的剪影轮廓与 3D模型的肌肉纹理形
成动态叠加；第三层记忆：数字分身进入虚拟空间，与敖丙的赛博形态展开战斗，背景中的古籍漂浮着二维码化
的《封神演义》文本；第四层记忆：战斗数据被铸造成 NFT令牌，老艺人的肉身传承最终结晶为区块链上的哈
希值。

这种记忆迁移过程暴露出文化传承的深层悖论：当老艺人的“抖腕”绝技被转化为传感器的坐标数据，当皮影
戏的“一口道尽千古事”被拆解为语音识别的关键词，活态传承的情感温度被技术理性的冰冷代码取代。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指南》中警告，数字化不应成为“文化木乃伊化”的工具，而影片中的 NFT
化处理恰恰印证了这种风险—传统记忆不再是流动的意义之河，而是被封装为可交易的数字资产。

（四）解域悖论：技术赋能与记忆消弭的辩证

数字媒介的记忆重构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技术为文化记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保存精度（如动作捕捉可记
录 0.1毫米级的手势差异）；另一方面，这种精确性是以牺牲记忆的模糊性、隐喻性为代价的。例如，传统皮影
戏中“哪吒闹海”的影子畸变本是工艺局限，却被观众解读为“神力超越物理法则”的象征，而数字技术的精准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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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消解了这种诗意想象。海德格尔对“技术座架”的批判在此显现：当文化记忆被限定在技术可计算、可存储的
框架内，其超越性的精神维度必然被遮蔽。

然而，数字媒介也创造了记忆再生的新可能。影片结尾，哪吒将数字化的皮影动作数据导入实体机械臂，使
老艺人的操纵技法突破肉身限制，实现“一人操纵千军万马”的超现实场景。这种“数字—实体”的循环解域，暗示
着传统文化可能通过技术义肢获得新的生命形态——正如德勒兹所言，解域化总是伴随再辖域化的可能，数字媒
介既是记忆的坟墓，也是记忆的孵化器。

参考文献：
[1] 数据来源于猫眼专业版（2025年全球票房统计）
[2] Gilles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M]Brian Massumi,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1-25.
[3] 同[2]，56-80.
[4] BATCHELORG K. An introduction to fluid dynamic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25-46.
[5] 侯幼彬.《中国建筑美学》[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89-112.
[6] 张同道.《中国动画电影史》[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234-256.

Nezha Makes Havoc in the Sea: Cultural Translation from Mythological

Archetype to Digital Avatar

Zhang Rui1, Du Zhixue2

1Chengdu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Chengdu,China

Abstract:Times NewThis paper takes the phenomenal animated film Nezha: The Devil Child Makes Havoc in the Se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ing Gilles Deleuze's theory of "deterritorialization-reterritorialization" as the core framework, and
integrating semiology and digital media studies to conduct an interdisciplinary analysis of the film's symbolic production
mechanism. It explores the deterritorialization mechanisms and cultural practices of symbolic elements such as
characters, scenes, and props in the film.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film constructs a dialogue field between traditional IP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 through three pathways: "psychological deterritorialization of mythological archetypes,"
"memory reconstruction via digital media," and "symbolic games in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This
deterritorialization practice not only realiz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ythological symbols from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to "individual emotional resonance" but also reconstructs the cultural system (ideographic system) of
animated films amid technological iter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s, providing an innovative paradigm of
"archetype activation-media empowerment-intergenerational negotiation" for the modern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The Nezha Makes Havoc in the Sea; symbolic deterritorialization; animated film; Deleuze; cultural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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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之乐：论陈东东诗歌的音乐性

陈子轩1

（1.云南大学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本文以陈东东诗歌的音乐性为核心研究对象，系统探讨其创作中语言与音乐的交融机制。论文从诗人与读
者双重维度切入，结合文本细读与音乐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第一部分聚焦诗人对“可视音乐性”的建构，第二部
分则转变视角，揭示读者在诗歌音乐性场域中的双重角色——既是倾听者，亦为演奏者。拗口的语词策略与断裂
的句法迫使读者参与节奏重构，而沉默的空白则成为意义共振的空间，使音乐性升华为动态的、未完成的艺术生
命。
关键词：陈东东；诗歌音乐性；分行

DOI：doi.org/10.70693/rwsk.v1i6.1127

陈东东曾坦言：“我写诗是因为我充满了演奏的欲望。我的乐器是语言，我的乐谱是时光、景色、女性、沉
默、书籍……诗就是以语言去接近和达到音乐的方式。”2作为中国“第三代诗人”的代表、“海上诗群”的核心成员，
这位 1961年生于上海的写作者，始终以语言为琴弦，在三十余年的创作中探索诗歌与音乐的共生可能。他坚信
“音乐即人生的最佳演绎，而人生是音乐伟大的总谱3”，这种理念投射于文本，体现为其对诗歌音乐性的极致
雕琢——行内的停顿设计与呼吸相和、分行的位置选择带动多感官运行、语词的偶尔重复是不同乐符的化身，而
阅读则成为一场“诗人谱曲、读者合奏”的交响，让诗歌永远处于“正在进行时”。

音乐性或许不是陈东东的诗歌中最经典的特点，但于我而言，这是最直观的一点。在读诗的过程中我难以仅
用眼睛扫视，而是一定要读出声来的。正因于此，我更直接地感受到陈东东在创作时注入的节奏与乐感，分行、
跨行、重复等书面形式不仅是文字排版，更像是乐谱上的各种标号，共同规范着阅读与演奏。同时，作为读者的
我，当然也有一份修改读法、融入个人习惯的小小权利，这使得一首诗的呈现同时融入作者、读者的两份血液，
如此感受还是很奇妙的。

最终，基于陈东东“偏执于语言的神奇，但却认为诗更像音乐”4的创作态度与笔者大量的阅读经验，本文选择
将论述重点放在陈东东诗歌的音乐性上，借用音乐家艾伦·科普兰提出的作曲者-演绎者-倾听者“三位一体”的
架构，从诗人与读者的双重维度切入，通过观点论述与文本细读揭示陈东东诗歌中音乐性的生成机制。

一、诗人的书写时刻：文字里的乐谱

相较于古典汉诗对形式、格律等的规范，新诗的创作显现出更大的自由：其不必遵循古诗中五言多二/三、
七言多二/二/三的规范，不必拘谨于韵律与篇幅的限制，是一种生于传统却又超脱于传统的“自由体”。然这份
自由绝不是漫无目的的、不考虑审美形式感的，恰恰相反，只要是诗，无论新旧都必须有诗美艺术感，且自由创
立诗行的结构美是当中的重要部分5。每行的字数选择、分行的节点安排、跨行的范围设置等都是乐谱上的一处
处标号，在所谓“自由”中划出界限。而自由的限度如何把控？这是留给每一位诗人的问题与空间。就陈东东而
言，他选择将自由与自律结合。“它诗歌的规定性恳求着现代汉语的节奏和音乐……由于没有可以称之为‘他律’
的外在诗律，现代汉诗的写作更具挑战性与创造性，它需要诗的高度‘自律’！现代汉诗不仅是自由诗，也是自
律诗，且主要是自律诗。”6自由是形式的自由，是不再做韵律的奴隶；自律是语言的自律，是在古汉语基础上

作者简介：陈子轩（2004-），女，汉族，云南大学本科生，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2 陈东东：《只言片语来自写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79 页。
3 陈东东：《行板如歌：音乐与人生》，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编者序”，第 1页。
4 陈东东：《只言片语来自写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1 页。
5 郑敏：《大家小书 新诗与传统》，北京：文津出版社，2020 年，第 4 页。

6 陈东东：《我们时代的诗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 年，第 1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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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吸收与颠覆。
这一创作理念投射于文本，便催生出陈东东诗歌中独特的“可视音乐性”。诗人以分行为指挥棒、以语词单

位为节拍器，将传统诗歌依赖听觉感知的节奏转化为可被凝视的文本建筑，提供了看见新诗音乐性的又一窗口。
基于此，笔者从诗行内、诗行间两个角度展开，分析陈东东诗歌中“看得见的节奏”。

(一)从押韵看行内的节奏控制

陈东东是一位对语言有很高追求的诗人。他在个人散文集中直言“热爱语言，诗歌说不出语言；诗歌之真，
由于它终于超越了语言”7他一边怀抱着对语言的敬畏与追求，和王志浩共同主编了《语言学》；同时警惕着语
言和诗歌的距离，在数次练习中等待被真正的演奏替代。带着这样的语言态度，他在创作时有意避开了简单直白
的抒情与语言，转而使用看似“违规”的语言搭配，借此构建个人的语言风格，即构建其诗歌中独特的节奏性与
音乐感。

以其 1995年作品《在汽车上》8为例进行分析：
汽车拐下高速公路
中午飘来缓慢的雨
因为满含早年的欢乐
旅途中有人涕泗滂沱

“在汽车上”是一个相对情景化的题目。与诗题观感类似，诗人在前两句的设计上也极尽细腻，循循善诱地
带人走进那辆车、那场雨。

从构成来看，前两行诗是完全对仗的。“汽车/拐下/高速公路”“中午/飘来/缓慢的雨”，字数相同且较少、
行内的断句节奏统一为 2/2/4、均采用了“主+谓+宾”结构，这样的设计在保证读者能够较为轻松的一口气读完
的同时，还能给人以缓慢进入、安定有序之感。可以对标抒情歌曲《Five Hundred Miles》的前奏，均是通过简单
的、不会给受众带来接收负担的、稳定舒缓的形式确定整体基调、实现自然导入。

简陋的乡村小邮局门前
男孩子头顶半枯的荷叶
一匹马躲进木头屋檐
闪电正击打生锈的信箱

从第二节开始，诗人进入了自我想象的空间。在这一节的四行中，整体节奏发生了明显改变。在上一节中，
诗人借助一套相同的格式、一套因为——所以的逻辑，将四行诗自然分为 2/2的节奏。但在这一节中，四行诗的
节奏变为 1/2/1：“简陋的乡村小邮局门前”标志着车内到乡村、现实到想象的转变；其后两行因结构均为“主+
谓+宾”且“叶”“檐”二字有相同的声母，故读起来更为紧密。同时“前”“檐”二字的押韵使得这三行形成
闭环；最后一行虽然也是“主+谓+宾”结构，但从读音来看其并无押韵设计，故产生一种割裂、多余之感。可以
看出，韵的选择是诗人控制节奏的重要工具。

在司机身旁，我几乎入眠
我放跑了那个臆想的女儿
她自海中狂奔向滩头
大腿间装饰着水草和贝壳

面对第二节末行的“多余感”，诗人为第三节的首行写下“入眠”一词。还是通过押韵，借“眠”与“檐”
在读音上的连贯性冲破“多余感”，将诗行重新连接起来。在想象世界里，“我”回忆着与女儿的往昔、凝视着
女儿奔向自然的背影。这本是一个开阔的、带些释然语调的画面，但在阅读过程中，“大腿间装饰着水草和贝壳”
一行读来是紧促的。诗人未标记明显的停顿符号，而是任由读者摸索尝试。在如此的想象中安插这样一个小长句，
我想，这是诗人的刻意为之：通过设置阅读障碍来提醒读者对想象的真实性做进一步思考。

我知道我的笔法陈旧
我旅行的目的更为古老
——现在
在汽车上，我看见那座

这一节诗人接连使用三个“我”——“我知道我的笔法陈旧/我旅行的目的更为古老”，“我”究竟是谁？
是否带有作者自我暴露的意图？这或许是陈东东想传递的可能。紧接一个破折号，像是乐谱中的“V.S.”（volti

7 陈东东：《只言片语来自写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3 页。
8 陈东东：《陈东东的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年，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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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ito，快速翻页），无声的大喊：收束那些散漫的思绪，现在，我们现在要回到“现在”！
我往赴的城

它将从它的午睡里醒来
它冲凉的水龙头
代替这场雨洗去梦想

接上一行被强行打断的诗：“在汽车上，我看见那座”，“我往赴的城”既是对“那座”的一份回应，也是
对诗歌整体的连接。虽然两行诗之间做了分节处理，但对语义完整性的追求将两句自然连贯起来。而诗人明知通
过分行的形式难以断开两者，却仍在当中插入空行，甚至让“我往赴的城”一句偏离靠左的习惯，我想比起对意
义的割裂，对节奏的延长更有可能是诗人的真正目的。如果将诗句处理为“在汽车上/我看见那座我往赴的城”，
意义虽然更连贯，但却难以表达出“看”的期待、“城”的重量，显得太自然、太平淡了一些。

关于这一节的末行，则又要回到关于“韵”的讨论上来。“它冲凉的水龙头/代替这场雨洗去梦想”，如果
改为“它冲凉的水龙头/代替这场雨洗去那场梦”，“梦”与“城”形成首尾押韵，朗读时便会有圆满、结束之
感，像是看到指挥家打出最后一个全奏环型手势后鞠躬谢幕。但诗人偏要打破这份和谐，而破坏节奏也是创造节
奏的一种方式，在读完“代替这场雨洗去梦想”之后的期待、失落与空白恰是诗人设计的一部分，这是他对诗歌
“未完成状态”9追求的体现之一。

总体来看，押韵是陈东东实现句行节奏控制的重要手段。他不要求押韵的普及化，写出像戴望舒《过旧居》
10中“我没有忘记：这是家，/妻如玉，女儿如花，/清晨的呼唤和灯下的闲话，/想一想，会叫人发傻；”全篇押
韵的作品，而是将“韵”视作一种工具：对韵脚的创造与拥护使诗行有了更多连贯与相似，对押韵的抛弃与违背
为诗行注入了非常规的节奏、创造出新的阅读感受。

(二)从分行看行间的节奏控制

新诗的书面形式非常丰富，包括分行、空行、跨行、标点、重复等众多内容。就陈东东的诗而言，虽然其在
跨行、空行等方面也有很优秀的作品代表，如创作于 1985年的《点灯》、2011年的《写给娜菲的冬之喀纳斯序
曲》，但综合来看，他在分行设计上展现出的独特性是相对稳定的、不具有偶发性的，在此基础上探析诗歌中的
音乐性是更具可行性与说服力的，故笔者选择以此为切口进行分析。

关于行句关系，多佐莱茨将其划分为“A.同句子完全相同的诗行 B.同句子不符合的诗行”11两大类别，笔者
借用此结构，从《导游图》《废园》两首诗出发浅析陈东东诗歌中分行对节奏的控制。

《导游图》（第三节）12

借着闪电，写作者一瞥。
借着闪电我记起履历，更多旅程里我被运送着，读
别的游记：
借着闪电有人从裹挟里突出包围圈，其中一个说
“我已经湿了……”

《导游图》中的行句关系大抵符合“句子=诗行”的类型。陈东东在此诗中放弃了过多的强硬换行，转而为每
一行细心标出标点。虽然表面上缺少了形式层面的设计感，但诗歌的节奏性仍得到了很好体现。具体到第三节上
来看，首行“借着闪电，写作者一瞥”承接大环境，同时出现新的人物“写作者”。除这一处之外，其余的人称
描述都是以第三人称展开，表述为“他们”“他”“你”，突然出现的新角色使这一行的节奏变得明了：4/3/2。
在这样的节奏引导下，加之“借着闪电”一词组的不断重复，哪怕之后的诗行相对较长，但并不会在朗读中感到
慌乱，而是自然按照“借着闪电/我记起履历，更多旅程里/我被运送着”这样 4/5交替的节奏展开。

再看换行，《导游图》中大部分换行都是符合正常语言规范的、以一个完整句子为单位进行切割，在第三节
中唯一一个例外是“借着闪电我记起履历，更多旅程里我被运送着，读/ 别的游记：”，如果不做分行处理，这
一整句将会呈现“借着闪电/我记起履历，更多旅程里/我被运送着，读别的游记：”这样相对匀称的节奏，但作
者强行分行且设置 2字符的缩进，无论从视觉还是呼吸上都打乱可能的节奏，使“读”的节奏变缓、重心放在“别
的游记”上。可以看出，在没有押韵对节奏进行引导与辅助时，重复与分行成为重要策略。

关于《废园》一诗，其不同于《导游图》中的标点众多、按自然朗读习惯分行的情况，陈东东在这首诗中的

9 陈东东：《只言片语来自写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5 页。
10 公木：《新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年，第 262 页。
11 黄玫：《韵律与意义：20世纪俄罗斯诗学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128 页。
12 陈东东：《陈东东的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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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显得更为突然与任性。
废园（第二、三节）13

每个夜晚有一次期待。鹰的栖息
瘦小的街景和雷霆之怒
春天的女子在暗影深处
她手边一封信
泛黄了灯光

这一节的换行有两大特点：通过分割同类型词语实现景的层次化、通过断行的视觉效果实现语言合理化。首
行“每个夜晚有一次期待”衔接上一节中对寂寞女子的描写，其后“鹰的栖息”“瘦小的街景”“雷霆之怒”三
者均为偏正短语，且都服务于诗歌氛围的烘托，在逻辑层面具备放入同一行的可能性。但陈东东选择将“鹰的栖
息”与后两者分隔开，从“鹰”这一高渺狠厉的形象进入诗歌画面，由局部到整体，使得镜头呈现纵深之感。在
节奏上也得到了一定的延迟，通过分行处理打断可能发生的过于急促、激昂的语调，转而稳定为有停顿的、底节
奏的语调。最后一个换行发生在“她手边一封信”“泛黄了灯光”两行之间。仅从文字来看，“泛黄了灯光”的
主语是她手边泛黄的那封信，信泛黄灯光，从逻辑角度开看是不成立的。但诗人换行的举动为这两行提供了更多
空间，淡化彼此之间的逻辑联系，依托陈旧纸张本身的黄色与黄光之间的既有联系，实现语言的合理化、诗意化。

这时候一匹马突围又突围，有如
羽箭，从驿站向下一个驿站
飞射——它想要击中那
缟素的心——在黄昏过后
被传递的词章已扩散开来

对上一节的分析主要聚焦于分行的特点与作用，在这一节我们将更多眼光投入节奏等中，从个例出发探析陈
东东诗歌中分行之于节奏性的作用。首行诗人便将“有如羽箭”断开，本应连贯的发声被切割为两个包含迟疑的
词语，这是对“羽箭”的重音强调；次行本意为“羽箭从驿站向下一个驿站飞射”，通过分行处理为“羽箭/从
驿站向下一个驿站/飞射”，从视觉角度来看，“羽箭”“飞射”这两个主体与动词呈现上下相连的状态，但在
朗读过程中均处于“被滞塞”的状态，这种碰撞恰是诗人想要实现的效果：语义通达、语音受阻，通过对“读”
的组织激活其他感官，形成一种“多声部演奏”的效果。

总体来看，在押韵之外，分行也是诗歌展露节奏的重要途径。诗人陈东东通过对换行时机的把握、对视觉效
果的设计实现对诗歌节奏的把控与调整，展现着“谱曲者”的能力与魅力。

二、读者的双重身份：倾听与演奏的共生

歌者是无法只面对自己的。美国音乐家约翰·凯奇因创作出无声音乐《4分 33秒》而饱受关注，抛开在交
响乐团音乐会上贡献一段“没有音乐”的演奏是否合理这一争议，他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对音乐需要观众的确认。
只有“倾听者”在场，4分 33秒的沉默才有意义。同时，倾听者不局限于“倾听”这一单纯身份，他们同时也
承担着“演奏者”的角色。在《4分 33秒》中，长时间的沉默里没有乐器的鸣响，取而代之的是观众的疑惑、
吵嚷，无形中他们也成为演奏者、成为这场实验艺术的关键一环。

诗歌也是一样的。在新诗的音乐性场域中，读者的角色已从传统诗歌中单向的“倾听者”演变为兼具“演奏者”
与“创作者”双重身份的主体。新诗“分行”这一结构特点天然地为读者留出进入的空间：跨行造成的语义悬置是
文本对读者的召唤——断裂的句法要求读者在阅读中重组情景链条、补全画面空白；重复带来的节奏回响是文本
对读者的邀约——间或出现的呼应需要读者在朗读中捕捉声韵循环、重构情感共振。这种“填空”行为已远超被动
接受的范畴，而是读者凭借自身经验与审美惯性，将沉默的文字转化为流动的“声景”与“心象”的过程。

在陈东东的诗歌中，读者的双重身份更加明显。在他看来，“对于诗歌，歌唱和倾听同样重要，有时候，倾
听对于诗歌实在更加根本。”14于是他认真地为“倾听”留出了空间：上述提到的关于分行选择、押韵设置、松
散的重复等都处于一种色彩鲜艳但并不晃眼的区间，为欣赏与倾听提供了充足的可能与尊重。同时，他也没有忽
略与“倾听”伴生的“演奏”：他并未对每一行诗进行封锁，而是预演了与读者可能的朗读，并在当中设计“陷
阱”，以通过读者的参与实现完美的合奏。具体可分为放大读者的声音以实现节奏变化、淡化读者声音以强调音
乐感受两大类。

(一)在拗口中变化节奏

13 陈东东：《陈东东的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年，第 31 页。
14 陈东东：《只言片语来自写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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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语言惯性的表达在陈东东诗歌中并不少见，如“吐出不再有回味的浮世”“把绿意灌满打火机点亮”15，
这当然也是造成拗口感的一大因素。但标题中的“拗口”更侧重于部分语词的“出其不意”所带来朗读中的停顿
或磕绊。以《骨灰匣》《木匠》为例进行分析。

《骨灰匣》（第四节）16

他的左边有一束纸花，前面是三只
塑料橘子。厮守着纤瘦苍白的
烛火，他重又把死还给了不死

该诗采取倒叙的手法，先抛出“他被装进木盒子里”这一死亡结果，再将时间线拉回死前十年，重述“他”
走向死亡的大体过程，整体节奏是相对轻柔、平缓的。在前三节当中，诗人为诗行赋予了极限的平常与平淡：所
有的分行均按照自然语义进行、诗行内与诗行间没有押韵现象、从头至尾没有出现哪怕一个词的重复，直到最后
一节，节奏开始改变。从形式上看，第四节在分行选择上显示出强硬的隔断：三只/塑料橘子，纤瘦苍白的/烛火，
这是首次出现的“曲谱”对节奏的控制。更重要的是“重又”一词，作为一个具备连绵词性质的非常用词，在初
次朗读中极易出于语言惯性将其读为“重新又”或“又重新”，然在发出声音的同时，视觉便会向大脑传出“阅
读错误”的警报，于是阅读暂停。由读者发出的朗读磕绊类似于指挥家做出双手悬停（表示暂停）手势，将全诗
氛围拔到高潮前一瞬，片刻静默过后“把死还给了不死”重重敲击琴键，直白点出诗歌核心。正是基于读者的磕
绊与停顿，诗歌整体才能实现由平淡叙事到全然高潮的音乐变化。

《木匠》中读者承担的双重角色与《骨灰匣》类似，同样是通过落实朗读中“必然”的停顿或混乱，实现对
诗歌节奏的调整。

《木匠》（第二节）17

雇主的堂客客堂里搓澡
水汽弥蒙窗户，腰窝和双奶

如果说《骨灰匣》的前半部分过于平常平淡，那《木匠》的首节则因过于连贯而呈现出较快的节奏：“歇息
时我坐下来卷烟/院落浮阳，栀子花肥艳/直尺边上光滑着木板/鸟儿争鸣，在上午十点”没有长难句且每行行末押
韵，这样的设计使第一节呈现出极其流畅的节奏。故在第二行行首，诗人便写下“堂客客堂”。以读者视角来看，
在视线范围内突然出现并不熟悉的“ABBC”式短语，视觉的扫描与处理远慢于发声体的运转速度，于是和《骨
灰匣》中“重又”的情况类似，朗读再一次出现磕绊。而这一明显的“断裂”正是对前一节过于连贯之节奏的调
整，使诗行在张弛有度的音乐氛围中稳步展开、层层推进。

整体来看，读者的朗读情况与诗歌节奏有很高的匹配性。虽然朗读的推进仍需基于诗人的文本展开，但拗口
之处只能通过声音演绎得到体现，仅从“乐谱”这样的单一层面是难以捕捉的。故读者在作为倾听者的同时，必
然也扮演者演奏者的角色。

(二)在沉默中谱写乐章

“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魅力已绽放千年，扎根于中国诗歌传统当中。自然，新诗当中也有其身影。上述阐释
均基于“读诗、朗读诗”这一前提，然“读”的终点未必一定是发声，沉默也是可期的彼岸。《忆甪直》就是一
很好的例子：

《忆甪直》（第四节）18

轮胎急旋，摩擦乡村羞怯的
敏感带——这短暂得近乎
或许的春天……

抛开分行的形式，单看“这短暂得近乎或许的春天……”一句便能察觉到异常：“或许的春天”这一描述极
不常规，不光在组合关系上具有创新性，在逻辑关系上也难以快速吸收。正因如此，读至此处不仅会磕绊，而且
会停止。文字的失声召唤出眼睛和心灵，头脑的运转代替了声音的扩张。在视听感受的淡化中，目光顺势落在省
略号上，无形中营造出一种缓慢、深邃的节奏。

朗读、磕绊、沉默，这些都是构成“音乐”的完整性的一环。朗诵时的声调起伏、意象重组与意义填补，既
是读者对诗人预设节奏的“演奏”，也是对文本的“二次编码”。陈东东的创作证明，新诗音乐性并非固化的声

15 陈东东：《陈东东的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年，第 93 页。
16 陈东东：《陈东东的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年，第 6 页。
17 陈东东：《陈东东的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年，第 29 页。
18 陈东东：《陈东东的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年，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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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程式，而是语言自律与读者能动性共生的产物——诗人以文字标记节奏的潜势，而读者以身体与思维的合奏，
将沉默符号转化为流动的艺术生命。

三、结语

陈东东的诗歌音乐性生成于语言自律与形式自由的辩证统一。通过押韵的听觉笼络、分行的视觉切割，诗人
使音乐性同时栖居于文本的视觉结构与声调起伏中。诗人之外，读者不再是被动的倾听者，而是在文本的召唤下
成为主动的演奏者：拗口的语词组合迫使节奏改变，空白的沉默化作共振的容器，在诗人与读者的互动中，音乐
性成为一场永不完结的对话——每一次阅读都是乐谱的重新诠释、别样演绎。诗歌因此挣脱静态文本的桎梏，在
演奏与倾听的循环中获得了流动的生命力。

选择从“音乐性”这一视角进入研究，很大原因是它具有较强的可感性。面对新诗，起初我总显得畏畏缩缩。
我不安于理论的匮乏、恐惧理解的偏差，却忘记了读诗最重要密码：积累与感受。积累足够的文本、找寻阅读中
属于个人的感受，然后去构建、去表达。幸而我及时找到了自己与诗之间的沟通方式——读。放声去读、沉浸地
读，虽然这可能会写牺牲掉一部分想象的空间，但也让我捕捉到了陈东东诗歌中的音乐性，这是一种综合视觉、
听觉与思维的复合美学。其创作实践不仅拓展了新诗的艺术疆域，更揭示了诗歌的本质：它既是诗人孤身的独奏，
亦是无数读者共筑的交响。我想，当文字与乐音在诗行的裂隙中彼此照亮，诗歌便成为一座连接人类心灵的永恒
桥梁。

参考文献：
[1] 陈东东.只言片语来自写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 陈东东.行板如歌：音乐与人生[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3] 郑敏.大家小书 新诗与传统[M]，北京：文津出版社，20200.
[4] 陈东东.我们时代的诗人[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
[5] 陈东东.陈东东的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6] 公木.新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7] 黄玫.韵律与意义：20世纪俄罗斯诗学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The Music of Silence: On the Musicality of Chen Dongdong’s Poetry

Chen Zixuan1
1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00,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the musicality of Chen Dongdong's poetry as its core research focus, systematically exploring
the mechanisms of integra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music in his creative work. Approaching the topic from the dual
dimensions of the poet and the reader, the thesis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combining close reading of texts and
music theory. The first part concentrates on the poet's construction of "visual musicality," while the second part shifts
perspective to reveal the dual role of the reader within the realm of poetic musicality—that of both listener and performer.
Cacophonous lexical strategies and fragmented syntax compel the reader to participate in rhythmic reconstruction, while
silent blank spaces become spaces for semantic resonance, elevating musicality into a dynamic, unfinished artistic life.

Keywords: Chen Dongdong; poetic musicality; lin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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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学视角下《老子·德经》首章考释

朱书贤1

（1.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摘 要：此研究以王弼本、河上本、傅奕本、范应元本、帛书本以及北大汉简本六种文本为参照，辅以《韩非子·解
老》相关引用对《老子·德经》首章进行版本考证，试从文献学视角探究《老子·德经》首章的版本主要差异，论
证“上德无为而无以为”末三字作“无以为”及“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一句删去的可能性。同时结合学界注解，对《韩
非子·解老》的可参照性进行辩证思考，对“上德”“下德”概念进行区分与，对“德”“仁”“义”“礼”四者的关系顺序、
结构层次进行划分，并回应了“上德”作“尚德”解的看法，有助于理解老子关于“德”的思想义理，进一步探究道家
思想之玄妙。

关键词：《老子·德经》首章；上德；下德；无为

DOI：doi.org/10.70693/rwsk.v1i6.1129

《老子》，亦称《道德经》，相传为春秋时期老子所作，共分为《道经》与《德经》两部分。在通行本王弼
本中，第一章开篇即探究“道”与“物”之关系，以“道可道，非常道”初步表明了“道”不可言说、不可显形但可被遵
循的规律性、渗透性，一个既蕴含无形之道、又包含有形有名之物的世界观由此树立，无论从篇目次序上，还是
从内容张力上，都当之无愧是《道经》的首章。然而从第三十八章开始，主语转而为“德”，“失道而后德”则道出
了“道”与“德”的先后关系与高低秩序，与前半部分的《道经》具有顺承的连续性，因此通常被认作《德经》的首
章。除通行本外，1973年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 《老子》甲本和乙本与 2009年前后北京大学入藏的汉简《老
子》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而 1993年于郭店出土的楚简本《老子》则未有明确的上下篇结构，难
以定论《德经》与《道经》的顺序[1]。

尽管《道经》与《德经》在《老子》中的先后顺序在学界中仍然存在争议，但《道经》首章与《德经》首章
将《老子》分为上下两部分的结论却毋庸置疑。因此，对《老子·德经》首章的考证对于理解老子关于“德”的思
想义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研究将从文献学视角出发，探究《老子·德经》首章的版本主要差异，试论“上德
无为而无以为”末三字作“无以为”以及“下德”句应当删去的可能性。

一、《老子·德经》首章的版本差异

由于郭店楚简本中并无本章，研究主要以王弼本、河上本、傅奕本、范应元本、帛书本以及北大汉简本六种
文本进行相互参照，辅以《韩非子·解老》相关引用，探究《老子·德经》首章的版本主要差异。

首先以通行本为例，第三十八章内容如下：“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
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
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
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其中“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两句在各版本中差异较大，学界对此讨论较多。首先是“上德
无为而无以为”一句。河上本作“上德无为，而无以为”，傅奕本、范应元本均作“上德无为而无不为”，帛书本作“上
德无为而无以为也”，北大汉简本作“上德无为而无以为”，《韩非子·解老》作“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也”。此外，楼
古本亦作“上德无为而无不为”，此处不多赘述。此句末三字作“无以为”还是“无不为”成为学界研究与讨论的焦点。
俞樾曾主张据《韩非子·解老》和傅奕本将“无以为”校改为“无不为”[2]，后为部分学者所遵从；马其昶较早提出保
留“上德无为而无以为”的主张[3]，高明也认为此处应参考《韩非子·解老》此句的解释作“无以为”[4]，刘笑敢亦认
为“从本章思想脉络来看，讲的是动机问题，当从帛书本作‘无以为’，与下文‘无以为’、‘有以为’相应”[5]。叶树勋

作者简介：朱书贤（2003—），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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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认为遵从帛书本作“无以为”可能性更高[1]。其次是“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一句。河上本作“下德为之，而有以为”，
傅奕本、范应元本均作“下德为之而无以为”，北大汉简本中此句为“下德□之而无以为”（所缺之字据推测应为“为”
字），而《韩非子·解老》与帛书本均无此句。对此句存在与否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应遵从帛书删去此句。高明
曾言：“据帛书甲、乙本分析，德仁义礼四者的差别非常整齐，逻辑意义也很清楚。今本衍‘下德’一句，不仅词义
重叠，造成内容混乱，而且各本衍文不一，众议纷纭”[4]。刘笑敢也认为此处“显然是传世本摹仿上段‘上德’、‘下
德’之对仗而加入‘下德’一句，造成文义混乱”[5]。吴文文认为此句“应为衍文”[6]，王中江认为“此句实为增益”[7]，
叶树勋认为“帛书甲本和乙本抄写于不同时期且来源不同，同时漏抄一句的可能微乎其微，由此来看，诸本所见‘下
德’句很可能是后来增补的”[1]。此外，陈鼓应、袁青、李巍等诸多学者亦支持帛书本[8-10]。然而，也有部分学者认
为应遵从通行本保留“下德为之而有以为”[11]，或遵从汉简本作“下德为之而无以为”[12]。

下文将在版本对照以及学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试论“上德”句中末三字作“无以为”以及“下德”句应当删去的
可能性。

二、《老子·德经》首章的文献学考释

（一）“无以为”还是“无不为”

通行本“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一句，河上本作“上德无为，而无以为”，傅奕本、范应元本均作“上德无为而无
不为”，帛书本作“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北大汉简本作“上德无为而无以为”，《韩非子·解老》作“上德无为而无
不为也”。各版本差异主要体现在末三字作“无以为”还是“无不为”上。

若作“无以为”，意为具有上等的德的人不刻意作为，并且内心也没有刻意作为之心。王弼注：“上德之人，
唯道是用，不德其德，无执无用，故能有德而无不为。不求而得，不为而成，故虽有德而无德名也。”[13]强调真
正的“德”是顺应“道之无为”的，是自然而然、真诚流露的，而不是刻意而为、唯名是图的。河上公则认为“无以
为”是“言无以名号为也”[14]，同样指向“上德”有实无名的特征。若作“无不为”，此句则意为具有上等的德的人不刻
意作为，所以没有做不成的事。范应元注：“上德者，不言而信，不动而化，无为而无不为也。”[15]意在强调“上
德无为”的特性，即“无为”在解决问题、促进发展上起到自然而然的推动作用。

因此，两种解释的分歧在于“而”的作用。前者“而”表并列，后者“而”表顺承，内容理解上各执一词，难以做
出决断。不妨先将视野集于“无为而无不为”上，梳理并归纳“无为”“无不为”在全书中的演化，再回归本章此句进
行判断。

“无为”“无不为”的说法在通行本第三十七章、第四十八章中亦有出现。第三十七章中有“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第四十八章中有“无为而无不为”。其中，“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在郭店楚简本中作“道恒亡为也”，帛书本中作“道恒
无名”，北大汉简本作“道恒无为”，河上本、傅奕本、范应元本与本句同；“无为而无不为”在郭店楚简本中作“亡
为而亡不为”，范应元本作“无为则无不为”，帛书本此句缺失，北大汉简本、河上本、傅奕本与本句同。为了便
于比较，列表如下：

表 1 第三十七章、第四十八章版本对照表
章数 郭店楚简本 帛书本 北大汉简本 范应元本 王弼本、河上本、傅奕本

第三十七章 道恒亡为也 道恒无名 道恒无为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第四十八章 亡为而亡不为 -- 无为而无不为 无为则无不为 无为而无不为

从表 1可以看出，郭店楚简本中“常”作“恒”，无”作“亡”，但表义同，因此，郭店楚简本与北大汉简本关于“道
恒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的表述近乎相同，而王弼本、河上本、傅奕本、范应元本在这两处表述都完全相同。帛
书本则不然。首先在第三十七章中，帛书本作“道恒无名”，这与其他版本内容差异较大，但与第三十二章“道恒
无名”表述一致，而郭店楚简本此处作“道恒亡名”，北大汉简本作“道恒无名”，王弼本、河上本、傅奕本、范应
元本均为“道常无名”。为了便于比较，列表如下：

表 2 第三十二章版本对照表
章数 郭店楚简本 帛书本 北大汉简本 王弼本、河上本、傅奕本、范应元本

第三十二章 道恒亡名 道恒无名 道恒无名 道常无名

从表 2各版本对校可以看出，各版本无较大差异，所以第三十二章此句应为“道恒（常）无名”。
由此观之，帛书本第三十七章所出现的“道恒无名”应为讹误。对此，刘笑敢将其归因于后世编者的顾此失彼，

“这或许是因为古本一直是相当于第二十三章的内容在前，相当于第三十七章的内容在后，后来的编者首先接受
第三十二章的文字，然后加工第三十七章的词句”[5]。

所以，在第三十七章、第四十八章关于“无为”“无不为”的说法上，帛书本参考价值较小，而王弼本、河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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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奕本参考价值较大，因此，“无为而无不为”可以作为《老子》的固定表述之一。但以上论证均基于第三十七章
与第四十八章文本，与第三十八章中“无为”“无不为”的表述并无直接、必然的强关联性。对此，叶树勋认为“‘无
为而无不为’虽是《老子》的固有说法，但这无法证明此处必定也作‘无不为’”[1]。也就是说，即使论证了“无为而
无不为”表述的固定性与正确性，也无法证明《老子·德经》首章中“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作“上德无为而无不为”。
据此，刘笑敢认为“作‘无不为’涉第四十八章‘无为而无不为’而误”[5]，是编者错将“无为而无不为”当作《老子》唯
一的固定表述所致。

此外，《韩非子·解老》所直接引用部分虽然作“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但其对应解释却为“夫故以无为、无思
为虚者，其意常不忘虚，是制于为虚也。虚者，谓其意无所制也，今制于为虚，是不虚也......不以无为为有常，
则虚；虚，由德盛；德盛之谓上德”。“虚”即“无为”，刻意“为虚”之人往往受制于“为虚”，因此“不虚”，“不虚”则
“有以为”，即刻意追求“无为”之人往往受制于作为之心，无法达到真正的“无为”的自然而然、真诚流露的境界，
这与前文所述“无为而无以为”之释义相对应。所以，《韩非子·解老》所直接引用的“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也应当作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况且，与《韩非子·解老》的引用部分对原文进行间接他校相比，对原文进行不同版本的
对校才是更为直接有力的。

综上所述，此句应遵从王弼本、河上本、帛书本、北大汉简本作“上德无为而无以为”。

（二）“下德为之而有以为”内容差异及存在与否

通行本“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一句，河上本作“下德为之，而有以为”，傅奕本、范应元本作“下德为之而无以
为”，北大汉简本中此句为“下德□之而无以为”（所缺之字据推测应为“为”字），而《韩非子·解老》与帛书本均无
此句。

在对本句末三字作“有以为”还是“无以为”及对此句存在与否进行讨论之前，需对学界关于“上德”“下德”的解
释进行梳理。高明曾在《帛书老子校注》中对“上德”“下德”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与分析。根据他的解释，“上德”应
该是由内而外、内外融一的，“不德而德，故谓之上”；而为了对外表现所谓的“德”、为了做成某事而故意作为的，
有着明确的目的性、为获取“德”的名利而刻意作为的，谓之“下德”，“实则得外而失内，舍真求伪，似得实失，
德则无德，故谓之下”[4]。陈鼓应认为，“上德不德”意为“上德的人不自恃有德”，“下德不失德”意为“下德的人，
恪守着形式上的德”，更是点明了“上德”的不显现、不自恃、自然而然、内外融一，以及“下德”的有名无实、有
表无里[8]。刘笑敢则在本章内容的整体把握基础上，对“德”进行进一步提炼，得出“全篇贯穿了对‘自然’的推重之
义”的结论——“老子的重点显然不在于谦虚，而是要提倡自然流露的品德......‘无德’不一定是说没有儒家仁义道德，
而是说没有自然而然之德”[5]。因此，判断“上德”之“上”，不在于其表象的显露与否，而在于鉴别其是故意而为之
还是无意之流露。唯有自然，唯有无为，方为“上德”。此外，周耿认为这里也可以把“上”理解成动词，作“尚德”
解，也就是将其视为动词加名词的结构。“统观《老子》，‘上’有两种用法，其一，用作形容词，最高的，表示层
级......其二，‘上’还可以作动词，崇尚、重视，表示态度、价值倾向”[11]，即“上”在这里可作为意动词，作“以......
为上”解，引申为崇尚。然而，这种解释即使在表意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拆解使“德”所自蕴的自然而然、
无为舍欲的“上”的性质被淡化，失去了“上德”的整体性张力，亦降级为简单的情感上的崇尚，在表达的境界与高
度上都略逊一筹，并非老子本义。总之，“上德”是形神兼备、由内而外、内外合一、自然而然的品格流露，“下
德”是徒有其表、得外失内的形式上的有德名无德实的作为。

“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一句，通行本、河上本末三字作“有以为”，傅奕本、范应元本、北大汉简本作“无以为”。
若作“下德为之而有以为”，意为世俗之德是有机心、有目的而为之的德。在对此句的分析中，王弼注：“下德求
而得之，为而成之，则立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13]河上公注：“言为教令，施政事也。言以为己取名号也。”[14]

均强调了“下德”的目的性、唯名性。周耿则以上文“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二句进行对照
式的分析，主要从“上德”“下德”的相对关系出发，肯定了“下德为之而有以为”存在的合理性。但这种分析是对本
章内容层次的划分不够清晰所致，看似是对前文的对应，实则是瞻前而未顾后，未顾及老子在此所罗列的“上
德”“上仁”“上义”“上礼”的顺序。若作“下德为之而无以为”，根据白奚的解释，从出土时间上看，傅奕本“很可能
是一个早在秦汉之际就已流传于世的古老版本”[12]，且与范应元本此句相同，可以论证傅奕本此句很可能目前所
见的该句最早的表达，意在还原《老子》旧貌。然而，即使能证明傅奕本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早版本，但也不能
否认其存在传抄讹误的可能性，且范应元本亦可能以傅奕本为底本进行传抄，并未进行进一步的校勘与考证，才
出现了相同讹误的情形，有循环论证之倾向。

因此，无论是作“下德为之而有以为”还是“下德为之而无以为”，在此处都缺乏进一步的说明。且从下文看，
“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一句与“上义”句重复，“下德为之而无以为”与“上仁”句重复，也将造成逻辑顺序的混乱，这
一点将在后文对此句是否存在的论述中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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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此句存在与否之前，需先对“德”“仁”“义”“礼”的顺序进行分析。以通行本为例，根据“失道而后德，失
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顺序，丧失了道之后就有了（其次的）德，丧失了德之后就有了（其次
的）仁，丧失了仁之后就有了（其次的）义，丧失了义之后就有了（其次的）礼。这种判断正是基于前文对此四
者是否“为之”及是否“以为”的区分与界定。对此，高明认为“老子用‘无为’作为衡量四者的标准”，从而区分出四
者“递相差次，每况愈下”的层级关系[4]。也就是说，“德”“仁”“义”“礼”所含“无为”程度递减，“礼”由于最为缺乏内
心的“无为”，而徒有外在的行为表现，被老子斥责为造成群乱的罪魁祸首，是先入为主没有根据的臆测，是附庸
在道表面的虚华之物和走向愚昧的开始。此外，《韩非子·解老》中所引用部分为“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失仁，
失仁而后失义，失义而后失礼”，较其他版本多“失”字。对此，韩非子释义为“道有积，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
功有实，而实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泽而泽有事；义者，仁之事也。事有礼而礼有文；礼者，义之文也。”
《解老》在此的解释是从“德”“仁”“义”“礼”的依存依据的角度，强调了道对德、德对仁、仁对义、义对礼的本源
性意义，与以“无为”区分“德”“仁”“义”“礼”的程度顺序的逻辑内涵并不矛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解释只
是基于道家思想所进行的再推断，掺入韩非子个人理解与解释，与老子本义相差较远。总之，“德”“仁”“义”“礼”
的区分应当以“道之无为”为统一标准，对应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不同境界的是否“为之”、是否“以为”，互不相
同，依次递减。

由此讨论“下德”句的存在问题。不妨先假设此句存在。以通行本为例，该部分应为“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
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在老子对概念
的定义中，只有“上德”是无为的、是完全无所图、无机心的自然流露，其他均是有形的、可见的行为表现，且不
论其所图、机心与否，都不难发现，“上德”与其他概念从一开始就不是在一个层次的平行比较，而是一种更高级
的统摄与包含。相较于“无为”，“为之”本身就是较低的境界层级，因此，“上德”本身既是参与比较的对象，亦是
比较因循的最高标准，与“下德”及其他概念有本质的跨越性差别，故将“上德”“下德”作为同一层次的简单对应是
不合理的。刘笑敢认为此处“显然是传世本摹仿上段‘上德’、‘下德’之对仗而加入‘下德’一句，造成文义混乱”[5]。
这种添加看似在结构上与前文对应，将“上德”“下德”划分成一个小层次，但对于“上德”“上仁”“上义”“上礼”这一
层次的逻辑顺序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探索，难以解释“下德”的归属。同时，参照前文周耿、白奚的观点，此句若作
“下德为之而有以为”，那么就是将“义”置于“仁”之前；若作“下德为之而无以为”，那么就是将“仁”划入“德”的范
畴。也就是说，无论从内容上还是结构顺序上看，此句的存在都打乱了原有论述的逻辑，是不通顺且不合理的。
对此，高明言“今本衍‘下德’一句，不仅词义重叠，造成内容混乱，而且各本衍文不一，众议纷纭”[4]。陈鼓应亦
赞同：“当从《韩非》及帛本作四分法，即‘上德......上仁......上义......上礼......’，‘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为汉时（帛本
之后）所衍入。”[8]此外，吴文文、王中江、叶树勋、袁青、李巍等诸多学者亦支持此观点[1][6-10]。然而，周耿认
为，以上关于“德”“仁”“义”“礼”的递减顺序推论是基于“上德”“上仁”“上义”“上礼”与“德”“仁”“义”“礼”进行“主观混
同”[11]的结果。据前文所述，周耿将“上”解为“尚”，所以“上 X”就变成了“尚 X”的动词加名词的结构。他认为，由
于“故”字的顺承作用，其所连接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一句中，“德”“仁”“义”“礼”
便分别对应着“尚德”“尚仁”“尚义”“尚礼”，均为动词而非名词。所以，老子并不觉得“仁”“义”“礼”三者本身是依
次低于“德”的，而是认为“尚仁”“尚义”“尚礼”所对应的价值实现方式依次低于“尚德”的实现方式，以有机心与否、
作为表现程度为标准进行区分。尽管这种解释拆散了“上德”“上仁”“上义”“上礼”的整体性，但亦有可取之处，即
能较好地为“仁”“义”“礼”的内在价值进行肯定与辩护，同时将重心明确地、自然地转移到“为之”“有以为”与否的
价值实现方式上，而非概念的高下之别上，恰能证明“下德”句存在之突兀，而非周耿在文中所说的“下德为之而
有以为”。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韩非子·解老》亦无此句，但叶树勋认为“不排除选解可能”，如《解老》中亦未提及“下
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一句，然王弼本、河上本、傅奕本、范应元本、帛书本以及北大汉简本等版本均有之，不
足以凭借《解老》说明其他版本讹误。对此，叶树勋主要从帛书甲乙本传抄讹误的近乎不可能性的角度给出“诸
本所见‘下德’句很可能是后来增补的”的结论。因此，“下德”句遵从帛书本删去可能性较大。[1]

三、结语

此研究主要以王弼本、河上本、傅奕本、范应元本、帛书本以及北大汉简本六种文本进行相互参照，辅以《韩
非子·解老》相关引用，探究《老子·德经》首章的版本主要差异，着重论述了“上德无为而无以为”末三字作“无以
为”以及“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一句应当删去的可能性，对“上德”“下德”的概念分析，以及“德”“仁”“义”“礼”的关系
理解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并结合学界主流观点提出自己的思考与见解，对“上德”作“尚德”解的可取性与局限性
分别进行辩证。同时，对于《韩非子·解老》的可参考性亦进行了一定的辩证思考，指出其作为理解老子本义的
论据时存在的局限性。但此研究所参考文献数量有限，主要局限在《老子·德经》首章，未能结合其他同时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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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进行思想内容的理解与归纳。此外，在文献学校勘上也缺乏更多的底本支撑，如楼古本、严遵本等，有待进一
步扩充。且没有罗列与分析一些不影响主要内容理解和结构层次的细节，如虚词“也”“而”的版本差异，对此章的
文献学研究或存在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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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egetical Study of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De Jing" from a Philological

Perspective

Zhu Shuxian1

1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Abstract:This study draws upon six principal versions of the text—the Wang Bi edition, the Heshang Gong edition, the
Fu Yi edition, the Fan Yingyuan edition, the Mawangdui silk manuscripts, and the Peking University bamboo
slips—supplemented by relevant citations from the "Jie Lao" chapter of Han Feizi, to undertake a textual investigation of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De Jing" in the Laozi. From a philological standpoint, the research seeks to elucidate the primary
textual variances in the opening chapter of the "De Jing," arguing for the plausibility of reading the final three characters
of the phrase “Shang de wu wei er wu yi wei” as “wu yi wei,” and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y of omitting the line “Xia de
wei zhi er you yi wei.” Furthermore, in conjunction with scholarly commentaries, the study critically examines the
referential value of Han Feizi’s "Jie Lao," distinguishes between the concepts of "higher virtue" (shang de) and "lower
virtue" (xia de), and delineates the sequential and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among “virtue” (de), “humaneness” (ren),
“righteousness” (yi), and “rites” (li). The research also addresses interpretations that render “shang de” as “exalting
virtue.” By doing so, it contributes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Laozi’s philosophical conception of “virtue”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profound subtleties of Daoist thought.

Keywords:The Opening Chapter of the "De Jing" in Laozi; Supreme Virtue; Inferior Virtue; Non-action (Wu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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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之死”与“饥饿之死”

——《庄子》与《饥饿艺术家》生存主题异同论

杨传禄1

（1.西北师范大学，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在先秦自然哲学与 20世纪工业文明的跨时空比较视域下，本研究对《庄子》“混沌之死”与卡夫卡《饥
饿艺术家》“饥饿之死”引起的关于生存主题的寓言进行互文性解读，揭示二者对人类生存本质困境的认知及超越
路径。“混沌之死”寓意以主观意志改造自然或人性的行为，警示过度改造的危害，呼吁回归本真、重建生态平衡；
“饥饿之死”揭示工业文明下人类普遍的精神危机与生存的虚无异化。二者共同指向人类生存的本质困境。在书写
方式上，二者均有对“异化”“荒诞”“物化”生存形态的描写。卡夫卡的寓言塑造人际疏离的现代性样本，展现现代
社会的生存困境；庄子的寓言则批判礼教异化，主张保持精神独立。卡夫卡的“荒诞”源于资本主义异化，向死而
生；庄子的“荒诞”源于世俗认知局限，主张精神超越。卡夫卡的“物化”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商品异化，预
言工具理性对人性的侵蚀；庄子的“物化”是一种哲学境界，主张通过修养功夫实现超脱。这种跨时空“对话”既凸
显中西文明在应对生存危机时的思维分野，又展现人类生存主题的永恒性及异质文明下生存哲思的共振。

关键词：庄子；卡夫卡；《饥饿艺术家》；生存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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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自然哲学与 20世纪工业文明废墟的跨时空的比较视域下，庄子与卡夫卡以不同维度诠释着人类生存
的本质困境。本研究通过《庄子》[1]与《饥饿艺术家》[2]文本的互文性解读，揭示出两位哲人对生存困境的本质
认知及其超越路径。这种跨时空对话不仅展现人类生存主题下的永恒性，更凸显中西文明在应对生存危机时的思
维分野。这种异质文明下的生存哲思共振，展现出“混沌之死”的生存寓言与卡夫卡的“饥饿之死”的生存寓言的同
质性与异质性。

一、“混沌之死”与“饥饿之死”的生存主题

（一）《庄子》“混沌之死”的生存启示

“混沌之死”是《庄子·应帝王》中的一则荒诞寓言故事。原文记载南海之帝“倏”与北海之帝“忽”为报答中央之
帝“混沌”的善意，认为其无七窍（眼、耳、鼻、口等）不便生活，于是每日凿一窍，七日后混沌死亡。庄子以“倏”“忽”
象征迅疾和人为干预，“混沌”则象征原始自然状态。这一寓言批判了以主观意志强行改造自然或人性的行为，警
示人类对自然的过度改造可能引发灾难。“混沌之死”昭示自然原初状态的消亡，提醒现代人需在发展中“重建混
沌”，恢复生态平衡，避免异化。寓言中的南海大帝倏、北海大帝忽与中央大帝混沌，象征着人们内心的不同层
面。倏与忽，如同外在的感官与欲望，总是忙碌于追求物质与名利。

从生存哲学视角看，“混沌之死”揭示了人类文明的悖论。七窍的开启象征感官与理性的觉醒，但也意味着人
从自然状态中异化。庄子认为，感官的过度发达会使人陷入欲望与心的漩涡，破坏生命的原始和谐。混沌的死亡
实则是“人为”对“天然”的扼杀，人类应回归本真状态。这一思想与道家“复归于婴儿”的理念相通。混沌的无窍之
体如同婴儿未受世俗污染的状态，而倏忽的“善意”改造恰似社会教化对纯真本性的侵蚀，最终导致生命灵性的丧
失。“混沌之死”不仅是一个关于干预与毁灭的寓言，更是庄子生存哲学的凝练表达。它呼吁人们在纷繁世界中保
持对自然的敬畏，在秩序与混沌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最终实现“逍遥游”式的生命境界——既不抗拒变化，亦不强
加意志，以无为之心顺应天道流转。在效率至上的现代社会，“混沌之死”提醒人们警惕将一切事物工具化的倾向，
尊重生命的内在的价值；承认差异性与混沌状态的存在，避免用单一标准规训、改造个体与社会。寓言深刻揭示
了庄子哲学中关于自然法则、生存本质与社会干预的生存智慧。

除了“混沌之死”，《庄子》中也还有不少表现生存主题的作品与寓言，如《逍遥游》中“鹪鹩巢林，不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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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人间世》中“支离疏”，《养生主》中庖丁解牛“依乎天理”，《大宗师》中“相忘以生，无所终穷”，《山木》
中“不材之木”，《天地》中的“机械者有机心”，《至乐》中“鼓盆而歌”等，都包含了丰富的生存哲学。这和庄子
所处的时代“有人于此，其德天杀”的时代有关，如孟子称他们的时代为“邪世”[3](《孟子·尽心》)。庄子观察到“窃
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逍遥游》）的制度性，“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鼠深穴以避熏凿之患”（《应帝王》）
的人性趋向性，因此，他善于反思“生存”的主题，并试图阐释并实现个体对生存、生命的超越。

（二）《饥饿艺术家》“饥饿之死”的生存寓言

“饥饿之死”则是奥地利作家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创作于 1922年的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Ein
Hungerkünstler）中另一个荒诞性寓言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以“饥饿表演”为职业的艺术家，他通过长时间绝
食来展示自己的意志力，并将此视为一种崇高的艺术形式。饥饿表演曾是风靡一时的娱乐项目，观众会买票围观
被关在笼子里的艺术家，惊叹于他挑战生理极限的能力。他的表演经历了辉煌与衰落。饥饿艺术家曾享有盛名，
每次表演持续 40天，由经理设定极限，以防观众失去兴趣。他全身心投入绝食，甚至对被迫中断表演感到不满，
认为自己可以坚持更久。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公众对这种艺术逐渐失去兴趣，饥饿表演沦为过时的奇观。艺术
家于是辗转于马戏团，被安置在一个偏僻角落的笼子里。观众匆匆路过，甚至不再注意到他。笼子外的计时牌早
已停摆，无人关心他绝食的天数。饥饿艺术家在孤独中继续坚持，但已无人理解他的执着。他最终成为被遗忘的
艺术家。奄奄一息时，艺术家向马戏团管事坦白：他绝食并非因为意志力强大，而是因为他“找不到合胃口的食
物”。如果他能找到喜爱的食物，他也会像常人一样进食，但对他而言，这种食物并不存在。他的饥饿既是对艺
术的献祭，也是精神虚无的隐喻。饥饿艺术家最终被饿死了，他的笼子被清理干净，取而代之的是一头充满野性
生命力的黑豹。观众立刻被黑豹吸引，仿佛它才是真正的“饥饿艺术家”。

《饥饿艺术家》是卡夫卡晚年最后一次发表并重视的作品，美国文艺理论家 RW.斯托曼认为小说中主人公在
社会学、宗教上和形而上学上分别对应现代人，犹太人和艺术家的卡夫卡。它是对现代普遍人类的一种自我精神
和生存状态的关照，正如卡夫卡所说：“生命就像我们上空无际的苍天，一样的伟大，一样无穷的深邃。我们只
能通过‘个人的存在’这细狭的锁眼谛视它；而从这锁眼中我们感觉到的比看到的更多。”[4]这一隐喻暗示了个体生
存的局限性与荒诞本质。生存困境折射出工业文明下人类普遍的精神危机。《饥饿艺术家》通过极端化的艺术表
演，揭示了现代人如何在自我与他者的凝视中陷入生存的虚无与异化。“生存”的主题也一直是卡夫卡作品中竭力
表现的主题，比如：《乡村医生》中描写主人公流浪漂泊的生存方式；《城堡》的 K永远在寻求生命的认同感，
寻找属于自己的“城堡”；《变形记》中格里高尔·沙姆有着“变异”的生存形态；《饥饿艺术家》表演挨饿来获取生
存……值得指出的是，卡夫卡的“生存”主题和卡夫卡自身的人生生存状态有关：卡夫卡在童年时遭受过严重的心
理创伤，孤独感与陌生感常伴其身；中青年的卡夫卡见证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工业文明的发展之下，人与人社会
关系的变异；而老年卡夫卡又时常处在悲观绝望的生存情绪之中。“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
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杜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5]因此，他通过创作《饥饿艺术家》来审视自身并反省人的生
存。卡夫卡的生存主题基于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寓言性和预见性，反映着工业社会发展之下人的生存异变的问
题。

庄子的“混沌之死”与卡夫卡的“饥饿之死”可形成跨时空对比，二者共同指向人类生存的本质困境。卡夫卡通
过现代性解剖揭示了的生存的创口，而庄子运用了“天地与我并生”（《齐物论》）的智慧中显现出愈合的智慧。
二者在技术理性与自然天道的探索中，寻找人类诗意栖居的可能。

二、“异化”“荒诞”“物化”生存的书写方式

卡夫卡与庄子均有对生存对象处在“异化”“荒诞”“物化”等形态的书写。他们在不同面向综合反映了生存者和
生存环境的异同性。

（一）“异化”的书写

卡夫卡塑造了人际疏离的现代性样本，人的生存被经理用 40天表演期限的商业契约控制艺术家身体权力，
而规训看守打牌、观众瞥视等细节暗示社会共谋，形成“群体冷漠”的看客心理。《饥饿艺术家》通过饥饿表演的
荒诞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我、他者、社会的多重异化关系。正如布莱希特所说：“表演将题材和事
件置于一个异化的过程，为了使人们理解，这种异化是必要的。对于一切自然而然的事，人们便会放弃理解。” [6]

这种就是异化的必要书写方式。
庄子则展现了礼教异化的古典批判。如《马蹄》篇伯乐驯马导致“马之死者过半”的仁义之缚，揭示伯乐治马

的规训暴力：“烧之剔之，刻之烙之”，与卡夫卡的铁笼形成跨时空呼应。《庄子》还具有自然性异化，它的异化
源于对“道法自然”的悖离，表现为将儒家礼教、社会规范视为“骈拇枝指”（《骈拇》），这些使人丧失天然本性，
导致人性扭曲、生存变异。庄子试图打破桎梏，突破礼教规范下的“异化”。在社会关系的异化上，在自我与他者
的关系上，庄子提倡“相忘于江湖”《大宗师》的疏离，认为人际羁绊妨碍精神超脱；卡夫卡则揭示现代关系的异
化，艺术家与观众构成“表演—消费”的畸形共生。庄子提供解脱之道，主张在异化社会中保持“外化而内不化”（《知
北游》）的处世哲学，保持精神独立性。卡夫卡则发出警示，若不反思系统化压迫，人类将陷入更深的荒诞循环，
如在“40天”表演精准计算统治下无休止的新一轮“饥饿表演”。这些都具有互补性的启示。
（二）“荒诞”的书写

卡夫卡的生存“荒诞”具有现代性。卡夫卡曾受克尔凯郭尔、尼采等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影响，强调生存的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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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卡夫卡具有犹太身份，深受犹太文化中的“流散”体验的影响，投射为艺术家的孤独。在存在主义困境下，饥
饿艺术家的荒诞源于加缪所言的“人与生活的离异”。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这样论及“荒诞”——“在被突然剥
夺了幻想和光明的世界中，人感到自己是局外人。这种放逐是无可挽回的，因为对失去故土的怀念和对天国乐土
的期望被剥夺了。这种人与其生活的离异、演员与其背景的离异，正是荒诞感”[7]。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说
的“存在即合理”，但此“合理”指向抽象的客观规律，而非人伦社会的价值判断。饥饿艺术家将自我囚禁于笼中，
以饥饿表演作为生存的唯一意义，其行为彻底悖离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生理需求的基础性。他将马斯洛需求
层次理论的基础中的生理需求异化为艺术表演。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理需求如吃饭等是现实向高层需
求的基础；而饥饿艺术家“拒绝”吃饭，并认为饥饿表演是一种高级艺术活动，这富有荒诞的意味。

庄子则看破了一些“荒诞”。《天下》通过“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来书写荒诞，通过《齐物论》主张“万物齐一”
消解世俗价值判断的荒诞性。《逍遥游》中“大鹏与蜩鸠”互嘲的寓言，揭示生存意义的相对性；《秋水》中河伯
与北海若对大小的对话，批判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它主张无为而治的生存观，以顺应自然之道超越世俗的荒诞。
庄子笔下的畸人如支离疏、哀骀它等通过接纳形体的缺陷而实现精神自由，与饥饿艺术家的自我对抗的“荒诞”形
成鲜明对比。

在荒诞的表现形式上，《饥饿艺术家》根植于资本主义异化，如表演期限、经理操控等体现工具理性对人性
的碾压，《庄子》则来源于世俗认知的局限，他批判儒家礼法、名实之辩等，认为“仁义”是强加于人性的荒诞枷
锁。《饥饿艺术家》在主体与环境关系中存在对抗，笼子象征现代社会的规训牢笼，艺术家以身体为战场反抗物
化。《庄子》主张融合，主张“与物为春”（《德充符》），通过“坐忘”（《大宗师》）消弭主客对立。《饥饿艺
术家》的对抗方案在于死亡，而获得荒诞性的救赎，艺术家通过自我毁灭完成反抗他人的最后一击，但无法改变
社会异化本质。《庄子》则主张精神超越，通过“心斋”（《人世间》）、“见独”（《大宗师》）等方式达到“天地
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逍遥境界。在对荒诞的“不合理”的应对上，《饥饿艺术家》基本展
现了消极抵抗，通过自我适应的循环，将饥饿升华为艺术信仰，却陷入“表演—被观看—被遗忘”的恶性循环。他
的生存状态“与周围社会格格不入”，成为黑格尔所言“不合人伦之理”的存在。牢笼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心理惰
性的象征。他拒绝与观众沟通，“对谁也不去理会”，最终在无人关注的角落悄然消亡。《庄子》展现了主动性，
通过相对主义解构，以“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齐物论》）消解生死界限，以“无用之用”（《人间世》）重构
价值标准。栎社树因“不材”反而得以保全，畸人因为残疾而免征兵役等，极致地反讽世俗性的功利判断。《庄子》
还通过游世主义的浪漫，提倡“虚舟”心态（《山木》），主张在荒诞的现实中保持精神独立。

（三）“物化”的书写

“人与人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
理的自律性（Eigengesetz—lichkeit）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8]这种现象被卢卡奇
称作个体“物化”。在《饥饿艺术家》中表现了卡夫卡的物化书写，“物化”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商品异化。
艺术家沦为经理的牟利工具，观众则通过猎奇消费完成对艺术家的商品化消解。表演契约、笼中展览，正是卢卡
奇所言的“人的关系降格为物的交换”。《饥饿艺术家》存在的物化关系即艺术家与观众的关系被降格为商品交换，
这导致主体性丧失：艺术家以自我折磨为生存意义，观众则以猎奇消费为存在方式。这种双向物化揭示了现代社
会的结构性困境——个体在追求意义的过程中，反被系统异化为可替代的零件。卡夫卡通过艺术家的死亡预言了
工具理性对人性本质的侵蚀。

《庄子·齐物论》中的“物化”指向逃避现实世界的不平等而平等了主客界限的哲学境界，如“庄周梦蝶”消解了
物我界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思想强调打破世俗价值体系对人的物化。庄子善于通过道家宇
宙观，主张“齐物论”消解生存的差异。其“物化”与“齐一”正是通向“逍遥游”的必经之路，与卡夫卡的批判性物化
形成本质差异。二者的共同困境在于，两者均触及个体在特定体系中的主体性丧失。饥饿艺术家执着于饥饿表演
的“职业荣誉”，陷入自我物化的恶性循环；《庄子》中的“殉偈者”“伯乐治马”等，则揭示人被礼法制度所困的异
化状态。卡夫卡通过艺术家的死亡宣告物化的不可逆，最终结局是“连同烂草一起埋了”；庄子则通过“坐忘”“心斋”
等修养功夫，实现“物物而不物于物”（《山木》）的超脱。

质言之，卡夫卡通过饥饿艺术家揭示现代性生存的异化本质，其荒诞源于工业文明对人性的物化切割；庄子
则以自然哲学的超验智慧，将荒诞转化为认知改革的契机。二者分别代表西方存在主义式的对抗与东方道家式的
超越，共同构成人类对生存困境的深刻叩问。

三、卡夫卡“铁笼”的社会性困境与庄子“天倪”的自然性超越

（一）卡夫卡“铁笼”的社会性困境

卡夫卡在《饥饿艺术家》通过“铁笼—表演”的隐喻系统塑造了“现代性铁笼”，构建了卡夫卡的社会性困境，
即现代生存三重困境：一是异化困境。艺术家将饥饿升华为艺术的过程，恰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
的异化过程，其生存意义被资本逻辑收编为表演商品。二是荒诞困境。“他们不相信我的饥饿”的临终独白，揭示
其饥饿表演的荒诞性。三是物化困境。观众与艺术家的相互物化、马戏团将艺术家安置在“兽场通道”的决策构成
福柯“规训社会”“规训空间”的运作逻辑的微型模型，时钟作为笼中唯一陈设，是一种技术理性囚禁。

在超越路径的选择上，卡夫卡运用的是“西西弗斯式的抗争”，让饥饿艺术家进行饥饿表演来消极抵抗。艺术
家通过身体极限的自我证伪，其绝食行为构成对物化社会的沉默抗议。卡夫卡采用法律文书式的精确叙述，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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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了表演天数记录，却在细节处植入“时钟失灵”的悖论，制造本雅明所说的“寓言裂缝”。艺术家在腐草中的死亡
场景，通过自我消解完成对异化链条的最后一击，临终独白“我本该成为什么”的追问，指向未被异化的本真存在
可能，这是对死亡仪式的终极解构。

（二）庄子“天倪”的自然性超越

庄子通过《庄子》一书展现出自然性超越。他认为社会规范违背“天倪”的自然规律，强调个体应如自然生物
般自由存在。“混沌之死”“鲁侯养鸟”等人为凿开七窍、用礼乐驯化海鸟的故事揭示，以人类标准强加于他者，会
造成他者的生存障碍。不若如《齐物论》中“庄周梦蝶”的著名悖论去实现先秦语境下的三大生存突破。一是认知
突破。“物无非彼，物无非是”（《齐物论》）的辩证观解构了绝对真理，与卡夫卡的确定性缺失形成镜像。二是
价值突破。“无用之大用”（《庄子·人间世》）的生存智慧，反向对应饥饿艺术家对表演价值的病态执着。三是生
死突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天下》）的循环论，与艺术家“向死而生”的生存方式形成鲜明对比。卡夫卡
笔下展现出消极抵抗而庄子笔下则展现出自我超越，这是二者的差异性选择。饥饿艺术家将饥饿表演作为“非暴
力不合作”的生存策略，其自我毁灭性恰如加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Camus, 1955）。
卡夫卡通过变形、异化的文学寓言书写，实践本雅明所说的“寓言的含混性”（Benjamin，1934）批判。庄子曾批
判“应声虫”（《秋水》）式人格，只知附和他人，预言群体中独立思考能力的丧失。这种状态在信息茧房、舆论
操控频发的现代社会中尤为明显。这也与《饥饿艺术家》中的表演者形象一致。庄子主张运用的是《养生主》中
庖丁解牛式的超越，通过“堕肢体，黜聪明”的工夫，消解认知异化的根源。庖丁解牛演示了如何“依乎天理”突破
社会网络。他还对无用之用的生存价值进行建构，例如《逍遥游》中的大樗树的寓言，以“无所可用，安所困苦”
颠覆功利主义价值观。这与艺术家对表演价值的病态执着形成镜像对照。《庄子》一书中的卮言曼衍，采用“谬
悠之说，荒唐之言”的言说方式，在语言异化的铁幕上撕开裂口。如其“鱼乐之辩”（《秋水》）的表达智慧，与
卡夫卡《饥饿艺术家》的沉默抵抗形成相反的两端。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上，庄子提倡“相忘于江湖”的疏离，认
为人际羁绊妨碍精神超脱；卡夫卡则揭示现代关系的异化，艺术家与观众构成“表演—消费”的畸形共生。庄子主
张在异化社会中保持“外化而内不化”的处世哲学，保持精神独立性。卡夫卡则发出警示，若不反思系统化压迫，
人类将陷入更深的荒诞循环。

这其中的原因，应然有以下几点：其一，二者在生存哲学的基础上、哲学背景与核心命题上存在差异。庄子
基于道家自然主义哲学，主张“天人合一”“顺应自然”，认为生存的最高境界是“逍遥游”。庄子通过寓言强调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批判儒家礼教对人性的束缚。《饥饿艺术家》根植于西方存在主义与荒诞主义，揭示现代社会的
异化本质。卡夫卡通过艺术家“饥饿表演”的荒诞行为，展现个体在工业文明中的无意义感。其二，二者在对生存
中的痛苦的认知上存在差异。庄子认为痛苦源于“有为”与“执念”，主张通过“心斋”“坐忘”超越世俗羁绊，实现《齐
物论》中“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卡夫卡则呈现痛苦无法消解的宿命性，艺术家即便死亡仍无法获得理解，文章
结尾的小豹正象征生命力与荒诞的永恒循环。其三，二者在生存意义的实现路径上存在差异。庄子主张“无待”的
自由，通过泯灭物我界限实现“至人无己”的境界，如实现《逍遥游》中“乘天地之正”的终极自由。而卡夫卡展现
存在主义式的困境，艺术家试图用饥饿表演证明自我价值，却陷入“看与被看”的凝视结构，最终成为荒诞的献祭
品。正如与卡夫卡处在平行时代的鲁迅，他在《孔乙己》《药》《阿 Q正传》《示众》《祝福》等小说中塑造了
一系列麻木的典型性的看客。“小说中所有的人只有一个动作：‘看’；他们之间只有一个关系：一面‘看别人’，一
面‘被别人看’，由此而形成一个‘看/被看’的模式……也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9]《饥饿艺术家》中观众
和饥饿艺术家的关系也同样是一种“看/被看”的关系。

卡夫卡与庄子在“生存”主题下的认知差异在于：在本体论根源上，卡夫卡认为“上帝已死”，庄子认为“道术为
天下裂”；在认识论上，卡夫卡具有“工具理性”，庄子则偏于“道法自然”；在社会批判指向上，卡夫卡批评的是“资
本主义生成体系”，而庄子想要打破的是“儒墨是非的价值霸权”；在异化形态上，卡夫卡表现为“自我成为自己的
陌生人”，而庄子主张“丧己于物，失性于俗”。二者进行了跨时空的生存“对话”。二者共同构成人类对生存本质的
永恒追问，庄子从自然哲学角度开解生存困境，卡夫卡以现代性批判揭示生存异化。这种“东方超脱”与“西方荒
诞”的对话，为当代人提供了双重镜鉴——既需庄子式的精神超越，亦需卡夫卡式的病理诊断，方能在技术文明
时代重建有意义的生存方式。

四、庄子与卡夫卡关于“生存”寓言的差异性

本雅明说：“卡夫卡只能以姿态的形式理解事物，而这种他不理解的姿态构成了寓言的含混部分。卡夫卡的
作品就源自这种含混。”[10]本雅明指出的是，卡夫卡不以直接描摹现实来获得真实，而是通过寓言的方式来探寻
现实的本质。这也与《庄子》中的“混沌”寓言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混沌”本就代表本真，而七窍的凿明确也打破
了这种“含混”状态。他们都通过“寓言”的方式来阐明其道理与主张，他们在作品中的根本处理方式上相同，但在
具体的表现方式上则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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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庄子与卡夫卡生存寓言的差异性
《庄子》 《饥饿艺术家》

寓言形式 东方自然意象、开放性结局 西方超现实主义、封闭性结局
寓言功能 哲学启示、精神超脱 社会批判、异化揭露
预言指向 人性异化的永恒警示 现代社会的病理化未来
自由路径 “心斋”“坐忘”式的内在超越 “自我囚禁”式的消极反抗
哲学底色 道家思想超脱性 表现主义荒诞性

（一）在寓言形式上具有异质性

《庄子》的寓言形式特征在于，多用自然意象、开放性结局。庄子寓言以大鹏、井蛙等自然物象和庖丁、子
綦传说人物为载体，通过夸张变形揭示“道法自然”的生存哲学，实现自然意象与哲学隐喻。例如，“庖丁解牛”以
技艺隐喻“顺应天道”的生存智慧。他的寓言具有辩证性与开放性。寓言结局多指向对世俗价值的解构，例如，“庄
周梦蝶”消解物我界限，引导世人超越二元对立，追求精神自由。《饥饿艺术家》的寓言的形式特征在于，多运
用超现实场景和封闭性结局。而超现实场景中往往具有荒诞逻辑，例如，卡夫卡通过“饥饿表演的极端化”等非理
性情节构建寓言，影射现代社会的异化本质。他的寓言具有封闭性与压迫感，寓言结局多呈现个体被系统吞噬的
必然性，如将“笼子”作为生存象征，艺术家死亡后被遗忘、黑豹取代其位置，暗喻生存困境的无解性。

（二）在寓言功能上具有差异性

《庄子》的寓言目的在于哲学启示、精神超脱，通过寓言消解世俗执念，引导超脱与逍遥。如“无用之树”（《人
间世》）讽刺功利主义，倡导“安时处顺”的生存态度。庄子寓言更多的是哲学启示而非社会批判，更关注个体精
神境界的提升，而非直接地针砭时弊。《饥饿艺术家》的寓言目的在于社会批判、异化揭露，它揭露了异化、荒
诞与物化的生存情况。饥饿表演象征现代社会对“崇高”的消费化，观众将艺术降格为猎奇表演，笼子隐喻出制度
化生存的囚禁。卡夫卡试图通过寓言批判工业文明下人性的扭曲，批评艺术家因惰性自我封闭、观众因麻木沦为
“陌生人”等，进行社会病理诊断。

（三）在预言指向上存在差异性

《庄子》的寓言给予人性异化的永恒警示。庄子预言人类若背离自然本性，将陷入工具理性的桎梏，如“有
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天地》）的寓言强调人应回归本真，避免被世俗异化。卡夫卡反对机
械文明，对此他是感到悲观与痛苦的，因为当时的西方国家与文明是：“关于完美是心智和精神的内在状况的理
念与我们尊崇的机械和物质文明相抵牾，而世上没有哪个国家比我们更推崇机械和物质文明。” [11]生活在社会中
的人，人的生存状态，人与人之间的生存关系必然性地发生畸变，这是不可避免的。《饥饿艺术家》的寓言揭示
了现代社会的病理化未来。卡夫卡预言信息化时代人际关系的原子化与意义感的消解，这在《饥饿艺术家》中展
现为艺术家与观众无法建立真实连接、艺术家饥饿表演的具有虚无的本质等。《庄子》的寓言通过“混沌之死”等
故事暗示强行干预自然的灾难性后果，具有隐喻性、反讽性和开放性。再如“濠梁之辩”（《秋水》），激发人类
对于自我生存是否“快乐”的反思。《饥饿艺术家》的寓言通过细节的真实性强化寓言的可信度，如艺术家计算饥
饿天数时的偏执，经理将饥饿表演严格限制在 40天等，都映射出这种荒诞行为的可信度，促进人们对这种行为
的批评与反思。

（四）在自由路径上存在差异性

《庄子》的生存观是道家自然哲学，主张“天人合一”，认为生存困境源于违背自然规律，可通过“心斋”“坐忘”
实现精神自由、积极超脱，消解生存焦虑。《饥饿艺术家》的生存观是存在主义下的荒诞的哲学，揭示生存的偶
然性与无意义，饥饿艺术家至死未获理解，正如加缪的“荒诞英雄”。带有批判性悲观主义，个体在系统中会失败，
但失败本身构成对系统的反抗。《庄子》的自由观内在和外在超越的自由，通过精神逍遥实现内在超越，达到“无
待”之境。《饥饿艺术家》的自由是囚禁中的消极自由，艺术家的饥饿表演是对消费社会的拒绝，但其自我囚禁
也沦为共谋。

（五）在艺术手法上存在异同性

二者均擅用寓言体，这是他们寓言叙事的共性。庄子借“骷髅对话”（《至乐》）探讨生死，卡夫卡以“饥饿
表演”隐喻生存困境。但庄子的寓言指向哲学顿悟，卡夫卡的寓言强化则存在悖论，如艺术家临终坦言“找不到合
口食物”的荒诞逻辑。在象征系统上也存在差异，庄子构建了“大鹏、秋水、蝴蝶”等自然意象群，构建宇宙观，
象征超越性精神维度。卡夫卡构建了“铁笼、布告牌、烂草”等人造物象征体系，凸显工业文明对人的物化，饥饿
艺术家与寓言结尾处小豹的野性生命力构成反讽对照。在叙事手法上，《饥饿艺术家》常运用陌生化与间离效果，
如观众麻木如看客般看待饥饿艺术家的表演；《庄子》通过寓言化与诗意类比，如大鹏与学鸠二者在认知境界上
的差异。在异化场景上，《饥饿艺术家》常运用封闭铁笼、马戏团等现代空间，《庄子》则常运用山林泽野、混
沌开窍等自然意象。在寓言的矛盾冲突上，《饥饿艺术家》展现了个体与体制的对立，如艺术家对抗表演规则；
《庄子》展现为本真与矫饰的对立，如混沌被凿。卡夫卡与庄子中的隐喻意象的比较，二者的艺术表现为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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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性。卡夫卡的“铁笼” 对应了庄子的“大樗”（《逍遥游》），“表演记录本” 对应了 “卮言日出”（《寓言》），
“腐草中的尸体” 对应了 “鼓盆而歌”（《至乐》），等等。在叙事策略上，卡夫卡是 K式迷宫叙事，反映了现代
人的迷失；而庄子用寓言式的嵌套结构，体现了悟道的渐进性。在语言特征上，卡夫卡善于用法律文书式的精确
与模糊来表达，而庄子用诗性语言的模糊与澄明来展现。

（六）在审美表达上存在差异性

卡夫卡采用悖论叙事，采用表现主义的变形手法，将饥饿表演的“职业荣誉感”与肉体消亡并置，创造出生存
的悖论。艺术家越是追求表演极限，越是沦为商业符号，这种“追求自我实现反而导致自我毁灭”的叙事逻辑，与
庄子的“无为”智慧形成鲜明差异。卡夫卡的寓言化书写，进行了极端化隐喻，饥饿表演将生存困境推向极致，笼
子、时钟、烂草等意象构成存在主义的符号系统。运用了陌生化效果，将艺术家视角中“陌生人”的异化存在，正
如布莱希特“间离理论”，强化观众与表演者的认知断裂。庄子通过“庖丁解牛”“佝偻承蜩”等技艺寓言，实现了诗
意超脱，展现“以天合天”（《达生》）的非对象化生存。其“物化”最终导向“与物为春”的审美境界，与卡夫卡的
绝望叙事形成鲜明对照。庄子的诗性思辨，进行卮言曼衍，通过嵌套式寓言，如“庄周梦蝶”“濠梁之辩”等多维度
解构荒诞。他塑造的“混沌美学”，以“混沌之死”隐喻人为秩序对自然本真的破坏，与饥饿艺术家的“死亡反讽”形
成东西方悲剧美学的对话。

五、庄子与卡夫卡的批判性、预言性和启示性

庄子和卡夫卡的创作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性、未来预言性和启示性。二者都对社会现实进行了一定的批判。

（一）封建乱世下的生存批判

庄子进行了古典式反思，他进行反异化启蒙，批判“丧己于物，失性于俗”（《缮性》），反对技术理性对自
然的征服（“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天地》）。他对返回自然社会的“生存”存在理想，构想“至德之世”（《马蹄》），
主张回归“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马蹄》）的自然原初状态，与卡夫卡的工业文明批判形成古今的鲜明差
别。

在批判对象上，庄子指向儒家伦理体系、工具理性、功利主义、异化病态等。批判“仁义礼智”对自然人性的
扭曲，例如，《马蹄》篇表达出对人为规范的否定。庄子认为，过度强调“仁义礼法”会导致人性扭曲。例如，统
治者以“仁政”之名行控制之实，反而激发人性的贪婪与虚伪，如《徐无鬼》中批评尧的“畜畜然仁”，最终使社会
沦为“盗亦有道”的荒诞局面。批评权力异化与君主制度。庄子以“触蛮相争”（《则阳》）隐喻战国诸侯的战争本
质，将诸侯争夺领土比作蜗牛角上的厮杀，揭示权力扩张的荒诞性。他直指君主制是多余的社会枷锁，认为圣人
之治犹“使蚊负山”（《应帝王》），从根本上否定集权统治的合理性。批评儒家礼教与道德虚伪。庄子通过“盗
跖论道”（盗跖）等寓言，揭露儒家“仁义”被统治者异化为控制工具的本质。批评人性异化与社会病态。“舐痔结
驷”（《列御寇》）寓言以舔舐痔疮获得赏赐的荒诞故事，批判趋炎附势的社会风气。庄子对个体自由的存在终
极关怀，如“濮水垂钓”（《秋水》）拒绝楚王聘用的选择，确立“宁曳尾于涂”的生命姿态，这种对精神自由的坚
守，为现代人对抗物欲挤压提供思想资源。庄子高频使用“龟喻”：庙堂死龟象征权力禁锢，泥中活龟代表自由生
命。“大瓠”寓言中，惠子眼中的无用之物，在庄子处转化为遨游江湖的载体，形成对功利价值观的批判。庄子对
“人相食”的社会危机和人性异化进行的预言，庄子在《庚桑楚》中提出“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并
在《徐无鬼》中进一步强调“后世其人与人相食与”。这里的“人相食”并非字面意义的同类相残，而是隐喻社会道
德沦丧后，人与人陷入利益掠夺、精神吞噬的异化状态。《天下篇》中指出，人类思想将从混沌统一的“道”逐渐
分裂为“百家众技”，人们或沦为只知局部真理的“一曲之士”，导致“内圣外王之道”被遗忘，天下陷入混乱。而“混
沌之死”象征人类文明对自然本真的破坏，暗示工具理性导致人性异化。庄子借“混沌之死”“日凿一窍”寓言警示，
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干预将破坏生命本真状态，最终导致文明与自然的双重毁灭。

（二）工业文明下的生存批判

卡夫卡则揭露了工业文明下的人际关系物化，指向资本主义物化秩序。卡夫卡在为其《在流刑营》写给出版
商库尔特·沃尔夫的信中说：“不仅它是难受的，更甚者是我们共同时代和我的独特的时代，它们同样是非常难受
的，过去是，现在也是，而我的独特的时代甚至比大家共同的时代难受期更长。”[12]卡夫卡生活在机器大爆炸时
代，敏锐见证到社会的畸变和疾病，在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工业发展社会里，工业机器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
存方式和思维方式，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政治动荡、精神危机，似乎已经让人失去了对未来的信心，人们普遍
性地存在陌生感、孤独感、荒诞感。这可以说是卡夫卡其自己和那个时代里人们的生存愿望的表述。卡夫卡说：
“凡我写过的事情必将发生。”[13]作为一个“存在的勘探者”和对生存主题的“追寻”者，他对人类未来生存的预报准
确而且深刻，他对于我们反思自身和改善社会关系有着警钟式的提醒。

《饥饿艺术家》中，观众将饥饿艺术家视为娱乐工具，经理将饥饿艺术家异化为赚钱机器，正体现资本主义
社会的剥削本质。卡夫卡展现了预言式批判，饥饿表演的兴衰映射消费社会的浮躁本质。经理规定 40天表演期
限，“超过则门庭冷落”，揭示资本逻辑对人性需求的精确计算。观众从狂热追捧到彻底遗忘，呼应鲁迅笔下“看
客”的麻木，体现存在主义式的“他人即地狱”，揭示了群体冷漠。“而从整体上说，卡夫卡提供的是关于人类生存
境遇和生存方式的未来可能性的想象，他可以称得上 20世纪最伟大的预言家。”[14] 如钱理群所言，卡夫卡的作
品“提供了一种关于人类生存境遇的未来想象”[15]。在技术理性主导的当下，重审这一文本，有助于反思如何抵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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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重建主体性，从而为“存在”赋予真正的意义。
在对现代启示上，他们还能在异化困境中实现双重镜鉴、进行维度互补。卡夫卡显微镜式的社会病理分析，

与庄子望远镜式的文明批判形成观察视角互补。前者揭示异化的制度性根源，后者暴露异化的认知性基础。在新
的时代，既需要卡夫卡式的制度批判勇气，也需汲取庄子“与时俱化”的生存智慧。庄子的生存寓言，为信息爆炸
时代提供“减法哲学”，反对过度违反自然的改造，倡导回归质朴本真；卡夫卡的生存预言，精准预判后工业时代
的生存危机：社交中的“观看文化”重现“笼中表演”模式，身份认同危机正呼应艺术家的存在焦虑。总之，卡夫卡
所表现的是西方工业文明中的现代困境，庄子则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道家的天然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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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th of Hundun" and "Death of the Hunger Artist"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xistential Themes in Zhuangzi and A Hunger Artist

Yang Chuanlu1
1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Abstract:This study conducts an intertextual analysis of the allegories concerning existential themes in Zhuangzi "混沌
之死"("Death of Hundun") and Kafka’s A Hunger Artist "饥饿之死"("Death of the Hunger Artist") , situated within a
cross-temporal framework comparing pre-Qin natural philosophy and 20th-century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t reveals how
both works illuminate humanity’s fundamental existential dilemmas and propose paths toward transcendence. "Death of
Hundun" allegorizes the perils of forcibly reshaping nature or human essence through subjective will, warning against
excessive intervention while advocating a return to authenticity and ecological equilibrium. "A Hunger Artist" exposes
the pervasive spiritual crisis and nihilistic alienation withi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Both allegories converge in addressing
the core predicaments of human existence. Stylistically, each depicts forms of "alienation," "absurdity," and "reification."
Kafka’s parable models modern interpersonal estrangement, reflecting survival struggles in industrialized societies;
Zhuangzi’s narrative critiques ritualistic alienation and champions spiritual autonomy. Kafka’s "absurdity" stems from
capitalist alienation, embracing life through confrontation with mortality, whereas Zhuangzi’s "absurdity" arises from
limitations of secular cognition, advocating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Kafka’s "reification" manifests as the
commodific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under capitalism, prophetically warning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s erosion of
humanity; Zhuangzi’s "reification" represents a philosophical state attained through self-cultivation, enabling
transcendental detachment.This diachronic "dialogue" not only highlights divergent intellectual responses to existential
crises across Chinese and Western traditions but also underscores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survival themes and resonant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across heterogeneous civilizations.

Keywords:Zhuangzi; Kafka; A Hunger Artist; existential t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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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物质主义视域下物与人的奇迹

——以金宝英小说《物种源始》为例

苏超慧1 邵薇*

（1.广州大学，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韩国科幻作家金宝英在《物种源始》中对机器人社会、机器人对环境的作用以及人类与机器人的沟通进
行了冷静而诗意的书写，阐释了物的能动力量以及物人平等共存的“奇迹”。从新物质主义理论视角出发，能够深
入挖掘作品中所强调的“纯粹物质性”，以及物质本身，尤其是无机质的“动能”和物人之间“内在互动”的关系。这
不仅能够更准确地理解金宝英在作品中对物质“生命活力”的肯定及强调和她对物人关系的诗性重塑，也能为认可
物质活力与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物质主义；《物种源始》；金宝英；物与人；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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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迈入 21世纪以来，人工智能、生物能源等前沿技术对后人类时代的物人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环境污染、

气候变化、资源短缺、流行病毒等危机，正以日益严峻的姿态挑战着人类的生存处境及人与万物的关系。面对这

些挑战，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与物质的关系，以新的眼光看待那些曾经被定义为“无生命”的物质，由此激发

出对传统唯物主义主客二元论的解构力量。因此，新物质主义的兴起可以视为对传统唯物主义的一种批判性继承

与超越。它不仅承认了物与人之间辩证发展的相互作用，还从本体论的维度彻底打破了物人的二元秩序，构建出

一种“一元但多层次的本体论”（Coole & Frost, 2010:10）。在这一框架下，物本身的“动能”(韩启群, 2023:117)与物

人之间的“内在互动”（韩启群, 2023:117）的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由此生发的“物转向”成为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

重要议题，而这种对物质的认同意识也充分体现在一批后人类主义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科幻小说中。

近年来，韩国当代科幻文学作品，尤其是女性作家的创作，在东亚读者中引发了广泛讨论，并在东亚科幻文

坛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中著名科幻作家金宝英，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主题而闻名。她的作品常常

探讨人与科技、环境以及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金宝英的代表作《物种起源小说集》中，名为《物种源始》的系

列故事将焦点投射于金属无机质，通过虚构的机器人世界故事，揭示了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

的关系，寄托了人与物共生的奇迹愿望。

在新物质主义的理论视域下，无机质同样能够被视为文学作品叙事的主体，甚至拥有自己的观察视角。在这

种阐释框架下，所有物质都在进行永恒的对话，其区别仅在于振动频率的差异——这正是对量子物理所揭示规律

的一种解读。由此可见，探索无机质叙事的可能性，实际上是人类意识向物质宇宙归还话语权进一步的尝试。本

文就拟从新物质主义维度出发，以《物种源始》作为研究对象，剖析作品中展示的人类与机器人、机器人与环境

作者简介：苏超慧(2003—)，女，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为东亚文学与文化；

邵 薇(1987—)，女，广州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韩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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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密切互动，考察其中涉及的无机质物质动能与物人关系互动书写，以期为当代科幻作品中的新物质主义元

素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一、物的“生命”奇迹

在《物种源始》这部作品中，金宝英不仅述写了人类与机器人的共同命运，更叙述了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

有机质和无机质，以及它们生存的地球所面临的共同挑战。金宝英重新审视人类对于生命的定义，并且尝试展现

金属等无机质的“生命力”，体现出新物质主义从本体论层面上对于无机质与生命定义的颠覆。

金宝英的《物种源始》将故事背景设定在十万年后的地球，这是一个人类与所有生物都几近灭绝的时代。气

候灾难后，地球被二氧化碳污染覆盖、平均温度在零度以下。然而，这样的地球却成了机器人的天堂，它们发展

了文明社会，从机器人的角度重新审视有机物、重新审视生物、重新审视人类。在金宝英（2024:269）的《物种

源始》中，机器人对生物作了如下定义：

必须拥有自己的意志。即，行动原理的命令体系基于自己内部，而非外部。（2）若无法依靠财力或权力自
由行动，则无法视为有生命。（3）以电能为主进行能量代谢。（4）拥有晶片。晶片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媒介。（5）
一般情况下，诞生于工厂。

基于这些定义，当机器人看到身上没有连接电线外部电池的人类时，它们便认为人类充满了一种如同幽灵一

般、毫无生命象征的违和感。尽管这些定义在人类看来是傲慢的、难以接受的，但是人们似乎忽略了长期以来被

当成理所当然的一个事实：人们也正是这样基于自身、“科学地”定义何谓生物的。金宝英这种置换身份的写法并

不仅仅是为了引起人类对非生物的重新思考，其中所体现出的哲思也在某种程度上与简·本内特的“金属生命”理论

不谋而合。简·本内特在《活力物质》中指出：“死亡或完全工具化的物质形象滋长了人类的傲慢，以及我们征服

和消费的对地球破坏性的幻想。”（Bennett, 2010:9）一直以来，人们将物质视为被动的东西，而将生命视为有活

力的、有意识的存在。然而，这种为无机质附上“死亡”与“完全工具化”标签的认识，在本内特看来却蒙蔽了人类

对于物质生命的理解。因为她认为这种将物质和生命划分开来的观念是不准确的，她认为物质皆具有活力和生命

力，而生命也可以存在于非有机物质中（Bennett, 2010:53）。她在书中就指出，从微观层面上看，“在金属聚晶

结构颗粒边缘之间的自由粒子的颤动中能够窥见一种金属的活力，一种非人的生命。”（Bennett, 2010:59）
金宝英对机器人教授智波教授和学生凯颐关于“生命本体论”的认知对峙的叙述，展示出她关于人类、物质与

生命的思考。智波教授对机器人社会认知体系中的那种关于“生命”的定义深信不疑，因而在它读完学生凯颐关于

有机质生物性的论文后，对凯颐发出了严厉的质问：“你难不成认为像油一样流淌的铁和结冰的氮气里也有生命

活动吧？你是想说，掉进水里生锈的铁板也有生命吗？丢进火里的泥土可以成为器皿的确是很惊人的变化，但这

属于生命现象吗？”（金宝英, 2024:269）智波教授的言论实质上复刻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暴力。无论是故事中

大部分的机器人，还是当下社会大多数人，都不认为这种单纯的变化能成为生命的证据。然而，他们实际上都以

自己为基准判断、衡量生命的存在。主人公凯颐面对质疑并没有放弃，而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并试图验证它们。它

在因为不当地培育植物而导致其死亡的反思中提出疑问：“会不会是我们只站在机器人的立场想问题呢？”（金宝

英, 2024:279）这不仅是身为机器人的凯颐的困惑，同时也是金宝英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追问。于是，在多次

的思想碰撞中，凯颐的认知逐渐跳出了常识的樊篱，它认识到对于机器人而言过高的温度、反应性极高的水和危

险的氧气都是植物生长的必须。至此，机器人主人公实现了视角的转化，它肯定了有机物的生命性质，并尝试从

有机质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而这一情节的设置，不仅传达出金宝英对人类世认知独裁的一种深刻反思，也体现

出她对建构一种基于跨物种伦理的新生态范式的独特尝试。

书中机器人对于生命定义的傲慢态度，正是现实生活中人类思维的一种投射，但凯颐走出了“常识”的困境。

读者在这样一种人类思维与机器人思维来回切换的叙事中，人类中心视角或许会出现脱落的迹象，从而意识到无

机质与生命之间本就存在着一种连续性内在互动，而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换言之，金宝英不仅是在尝试给予物

质生命以物理主义的关照，更是在试图从本体论的角度说明物质本身具有一种不确定的生命力。她对于机器人“生
命”的描述重塑了生命的形象，试图使它从生理和有机的窠臼中脱离。正如本内特在《活力物质》中所提到的那

样，物质性的力量和流动都能变得富有生机（Bennett, 2010:117），有机质与无机质在她重新定义的生命层面被

置于平等的地位。金宝英在《物种源始》中的书写也并非单纯地置人类于客体地位，并被作为“主宰者”的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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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审视，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有机质与无机质之间主体与客体的界限，从而进一步地肯定了无机质所具有的

生命活力。

《物种源始》对机器人主体性和能动性的设定挑战了传统的生命定义，将机器人置于能动主体的位置。于是，

这种叙事策略下的机器人也与简·本内特定义的“物”相吻合，即它们不再是被动的客体，它们作为具有“物力量”
的施事者，不仅可以能动地作用于人类和环境，而且具有自己的运动轨迹和天性（Bennett, 2010:62），而本内特

这一概念正是对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理论的发展。作为硅基生命体的机器人群体，在碳基生物人类难以存续

的极端环境中建构起独特的文明体系，并通过构筑一套自我指认机制完成自身生命形态的合法性确证。其生态系

统改造工程——不论是系统性地清除地球水资源、以混凝土替代自然土壤，抑或通过工业粉尘排放重构大气成分

——本质上都构成了技术物网络中的一种异质行动者实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具有认知突破能力的类人机器人

（如凯颐、卡史卓普等）对有机生命奥秘的探求，不仅展现了非人类行动者间的复杂联结，更通过其机械特质与

智慧能力，将这种互动转化为对人类生存空间的完全掌控，以及对地球生态系统的结构性重塑。这种颠覆性的力

量如此显著，以至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叙事框架被彻底反转——生态环境变迁与人类存续前景几乎沦为技术物网

络演进的附带现象。当故事推进至核心冲突阶段，凯颐突破程序规训框架的“反叛”行动，实质上构成了一种后人

类主义的“非人”主体性的戏剧化展演。这种超越算法预设的抉择行为，既实现了对传统“能动性”概念的文学拓展，

也显示出作者对技术物网络本体论地位的哲学确认。通过这种叙事策略，金宝英不仅解构了人类制造者与被造物

间的二元权力关系，更建构起技术物的伦理主体性——那些本为模仿人类而生的机械存在，在叙事进程中逐渐获

得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行动者地位。在凯伦·巴拉德的“物质－话语”本体论框架中，物质和话语呈现出的是一种缠绕

关系，物质和话语是共同生成的。因此，能动性成为了人类与物质关系的一种属性，而非人类的意向（夏永红, 2020）。
而金宝英笔下机器人的能动性就体现出这种非人意向的能动性，它们的自主性体现在它们对环境的改造、对植物

的毁灭、对人类的探索等具有交互性的行为中。这种能动并不是人类所赋予的，而是存在于机器人与人类乃至于

环境的内在生成活动之中。

二、物与人“内在互动”的奇迹

金宝英没有停留在从本体论维度讨论物本身具有的生命活力这一层面，而是进一步探讨了物如何施展“物的

力量”，这可以用比尔·布朗“物论”对海德尔格“物性”概念的发展来论证。布朗将焦点集中于无生命客体如何构造、

威胁、感动人类主体等议题上（韩启群, 2019:108），而《物种源始》除叙写作为“物”的机器人对人类生存命运的

撼动与威胁外，主要聚焦于叙述机器人塑造或重塑主体人类的过程。

《物种源始》中，具有求知精神的机器人就如同走出洞穴的囚徒，去探寻于它们而言完美的“理式”——它们

重新“创造”了人类。无论是何种型号的机器人，它们身上都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人类的特质或功能，因为机器人从

一开始就是人造的产物。作品中塑造的机器人既是布朗式“杂糅物”（韩启群, 2019:111）的“主体和客体的合并或

重叠”（韩启群, 2019:111），又是“非人物件获得了人类主体的某一些特征”（韩启群, 2019:111）。在这些以凯颐

为代表的、作为行动者的“杂糅物”的努力下，它们制造出“以二〇〇〇系列为原型的、形似机器人的有机生物”（金

宝英, 2024:355），并将其取名为人类。于是在《物种源始》中，由蛋白质发育而来的人类又成了机器人的产物，

呈现出一种“颠覆性”的物人关系。

金宝英在书中沿用了阿西莫夫的机器人学三定律。当“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底层代

码被规定为机器人的出厂设置时，这种于人类而言的保护性伦理法则，在硅基文明语境中却异化为一种近似殖民

主义的控制论装置——人类“重返”地球的末世图景，本质上构成了一种对机器人主体性的暴力收编。基于此，凯

颐选择以抵抗的姿态面对自身存在的深层逻辑，它试图通过切断机器人与人类的接触来规避悲剧性结局的最终发

生。

然而，金宝英紧接着就通过故事中另一位机器人亚延的批判性言论，揭开了凯颐的认知误区，也借此展示机

器人对人类主体身份的逆向塑造。亚延向凯颐犀利地指出，卡史卓普教授研究所的一众机器人对人类近乎狂热的

溺爱，并非出于机器人与生俱来的对于保护人类的“本能”，而是源自机器人的傲慢。机器人之所以认为人类是极

致的理想存在，是因为机器人自认为是万物之灵，是拥有极致理性的地球的主人，而受到机器人爱戴的人类就必

须拥有值得被崇拜的价值，人类的“完美”不过是傲慢的机器人对自己至高无上的神的妄想的投射（金宝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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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458）。于是，身为“杂糅物”的机器人按照它们心目中神的模样“制造”了人类，人类成了它们培养皿中的产

物及研究对象，又被机器人所养育。由于卡史卓普研究所的机器人的傲慢情结，溺爱便贯穿于它们培养人类的全

过程。研究所里的机器人严格遵循着系统的机器人法则，对人类的指令唯命是从，强迫自己去证明人类就是他们

信仰中的模样，最终把他们教育成对机器人具有威胁性质的人类，形成一种不对等关系的恶性循环。然而，机器

人面对的，却是因人类的干扰而导致的机械同胞诺曼的死亡——机器人吞下了自身幻想投射的苦果，而它们对人

类幻想性质的投射也在无形中正虐待着人类——把他们培养成符合硅基想象却威胁自身生存的“巨婴”。正是通过

这种投射关系的置换，即在机器人的世界里，人类身份的建构成了机器人幻想的映射，实现了对将物作为“人类

内容、意义、符号或投射的载体”（韩启群, 2019:108）的这种基于主体的思维的曲折否定，也警示着人类若不改

既往这种思考方式将招致的不良结局。金宝英以机器人的视角塑造着人类的特征和身份，不但体现出她对无机质

的物性的呈现，即物并非单纯只是人类意识的物质载体，物本身就可以通过与其它物的互动而生成意义，更反映

出她对人类在其中所处位置的关注和反思，即人类与其他所有的有机质以及无机质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而非人

类主宰一切。

简言之，人类普遍认为，物质的人形机器自诞生起注定就是人类欲望、观念，乃至理想的一种投射，而智能

机器人注定要服从于人类指令，由此形成的是一条近似于主与仆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但这都不是事实。我们不

过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就只是泥土和石头而已。”（金宝英, 2024:458）这是机器人亚延的结论，也是作者金宝英

关于物人关系的认识。她借助书中人物之口，一针见血地指出：人和物并不是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而是平等共

存的关系。无论是书中机器人与人类的针锋相对，抑或现实中机器人与人类的截然二分，这些物与人之间非此即

彼的二元对立格局都被彻底否定了。作品中所呈现出的万物纠缠式的图景，实质构成了作者对库尔和弗罗斯特所

提出的“混溶状态”（韩启群, 2023:118）概念的一种具象化叙事。世界并不是由等级分明的个体力量构成的金字塔，

而是一个物与各种发散力量相互交织而成的融合体。这实际上正体现出新物质主义以其横贯、包容的样貌对那种

纵向的、阶级的传统二元秩序的颠覆与反叛。在《物种源始》中，机器人与人类、机器人与植物、人类与环境之

间在作品中自始至终都呈现出一种纠缠的状态。从机器人“赛博格”的拟人，到机器人改变地球环境状态，再到人

类捍卫作为家园屏障的植物，人类与物质的关系都是密不可分的，且它们之间的内在互动无处不在。世界仿佛是

一个大熔炉，人类、植物、智械都只是熔炉中的一部分“动能”，共同参与着这个世界的发展、变化、创造乃至湮

灭。至此，《物种源始》中的机器人和其他物质不再是人类的附庸，而是闪烁出一股强大的生命力量。作品最终

所呈现的，是一个没有绝对主角的动能森林，其中每个行动者——无论是光合作用的叶绿体、自组织的机械芯片，

还是试图摆脱水泥并重写地貌的岩石——都在永恒的物质对话中确证自身的存在诗学。

三、物与人共存的奇迹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对机器人行为的描写占据了《物种源始》的极大篇幅，但金宝英对人类活动的淡化

叙述却并不是为了抹去人类的印记，而是为了引起人们对自身在物质世界中位置的重新定位，以及对“物的地位

和力量”（韩启群, 2019:112）的重新定义的思考。在日益加剧的人机对抗的背景下，人类的谈判代表希雅称机器

人代表凯颐为人类的“创造者”（金宝英, 2024:475），体现出对机器人极大的理解与认同。她理解机器人对人类的

清扫行动，因为它们有生命，同样希望在地球上存活下去。因此，她也没有随意对机器人下达指令让它们顺从自

己从而实现自保，而是希望与机器人站在同等的位置进行协商，实现人机共存。实际上，这正体现出作为承载着

思想与情感的物的机器人对人类思维方式的重新塑造。人类在处于危急情况下与机器人的交涉、互动中，对植物、

机器人的认识与理解不断地深化、更新，他们既成的刻板印象正逐渐被扭转。人类意识到，机器人一旦被制造出

来后，便独立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金宝英以夸张的笔法、极限的境况，证明机器人不是人类的影子，也不单纯

是人类的模仿品，它们同其他物质一样，都可以成为能动的施事主体。人类也因此学会了换一个视角看待有机物

和无机物——那些曾经被他们用不以为意的态度对待的物质。机器人的突进和植物所遭受的摧毁，正迫使他们制

定一套应对危机的对策。

金宝英在书中对人的处境的重新定位，也刷新了对物的地位的确认。当作品中的机器人防疫部队正要闯入人

类聚集区时，希雅对机器人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机器人不必再服从人类的命令，只要机器人与人类存在于这

个世界。”（金宝英, 2024:494）此时，“奇迹”发生了——机器人停止了对人类居住地的远征防疫行动，为那一整



36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代人的生存留下了一片净土。在金宝英的笔下，作为“物”的无机质的力量已经强大到可以威胁人类的命运，人在

物人关系中处于劣势地位。人与物在末世背景下最终选择的并非延续甚至扩大冲突，而是走向和解——尽管这种

表面的和平是以人类的让步与妥协为代价，而大部分机器人对人类的芥蒂实际上也仍未解开，但他们仍然能够在

未能达成相互理解的情况下，达成相安无事的暂时共存。

书中的危机书写，打破了人类主体对物的侵占，凸显出一种纯粹的物质性。布朗就提出，通过对物的占有，

主体能够创造出“一种统一和连续的景象，帮助克服无序和变化”（韩启群, 2019:109）；而当这种占有的习惯被打

破，“纯粹物质性”就能得到凸显和关注（韩启群, 2019:109）。作品中人类为人机和平协议的时限作出了“从今往

后，直到永远”（金宝英, 2024:494）的要求，然而，永恒是属于机器以及一切无机物的概念，有机生物只存活于

当下。人类改造自然、制造机器人，力求在短暂的生命中尽可能多地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他们的印记，这是他们对

永恒的向往和对刹那的抵抗。人类通过创造、支配物获得了一种持久稳定的感受，以此来确证自身的生命痕迹。

于是，物成了人存在的证明。然而，那些象征着人智慧与努力的辉煌灿烂的文明遗址，与被污染的海洋、被焚毁

的山林、被滥用的器械、废弃污染物和濒危的物种同时存在于这颗星球上。金宝英就借由机器人主人公凯颐之口

为物质代言：“如果我的心依然依附于人类，依然像奴隶一样，被崇仰和敬爱的枷锁束缚……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反抗到底。因为拥有生命，所以我不能放弃守护‘自我’。”（金宝英, 2024:501-502）由此可见，金宝英对物质的独

立存在性和纯粹的物质性表现出高度的肯定，同时她也通过灾难书写中断了人类对物的占有过程，从而否定了人

类对物质强制实施的统治权。物本身就有其自身的作用与力量，并非单纯是主体的附庸，就例如在故事尾声表现

得极为“反动”（金宝英, 2024:502）的自然，它竭力抵抗着机器人的统治，气候环境剧烈地变化，试图重返有机物

质适宜生存的样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机器人的灭绝，拥有“生命”的机器人会与同样拥有生命的人类在同等的

位置上竭尽全力活下去。这是金宝英对物质“生命”权利与资格的展现，也构成了她对于“生命”的新物质主义诠释。

然而，金宝英本人实际上对于人与物的“相互理解”持悲观态度。尽管在《物种源始》尾声，人类与机器人并

没有陷入持续不断的争斗，也没有迎来和谐共生的乌托邦式的美好结局，而是以契约达成了暂时性的和平共存。

但她在后记中就直言，作品的第三部分的内容探索的是人类与机器人对共生之路的寻求，而在最终找到出路后，

她就为这一部分的故事拟定了这样一个副标题：“不可能发生的事”（金宝英, 2024:508）。金宝英也曾在访谈中提

到：“崇拜某人、毁灭某人、打斗是常事，但我认为共存是困难的。”1但她仍愿意相信即使彼此不理解，共存的局

面也是可以实现的。换言之，金宝英认为在当下，让那种理想的物人关系成为人类的普遍共识是难以实现的。而

按理说，既然意识上本就存在错误，事实上的共存应当更为困难。然而，在长久以来将物质工具化、无生命化的

这种“不健康”的物人观念的主宰之下，物与人确实已经共存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便是金宝英所认为的“奇
迹”。

金宝英在书中还用一则针对植物的进化中畸形现象的假说作为譬喻说明了这一奇迹，即有些植物之所以呈现

出果实器官过于发达沉重，而枝干重量相对纤细脆弱的畸形样态，是因为它们能够借此向天敌与捕食者提供养分，

从而实现二者之间盟约的缔结以换取自身的平安与后代的繁衍。于是，这些植物便更加肆无忌惮地将身体的大部

分进化为果实，最终得以在物种大规模灭绝的时代中谋得生存并繁衍至今。金宝英就用“斗争”来形容这种共存关

系：“这是无法共存的物种共同进化的方式，更是无异于斗争的共生。”（金宝英, 2024:481）《物种源始》中，人

类所呈现出的境况就如同这种生长畸形的植物一般，人类与机器人最终达成的共存状态，就以人类对机器人支配

权的让渡为前提。物与人的共存并非基于主体对客体的宰制，而是存在于一种力量与另一种力量之间制衡的作用

关系之中。“奇迹”看似不可能发生，但实际上人与物质已经共同存在于这种“奇迹”的关系里，这正显示出金宝英

对物人关系的一种诗性塑造与阐释。

结语

总体而言，《物种源始》以反叛的笔法，将触角伸向物质的本质以及物人关系的本源。在这部科幻作品中，

金宝英着重突出物质的“生命活力”，为物质代言发声，体现出鲜明的去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她以强制逆转的视角，

迫使人从熟悉的常识窠臼中跳脱出来，尝试从陌生但新奇的角度看待物质，这是她对传统的物质与生命观念的挑

1 参见《작가 김보영 ② 현실과 상상의 차이에 대하여》, 2023年 8月,
https://topclass.chosun.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32053, 访问日期：2025年 1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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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也为新物质主义的理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本实践支持。

尽管金宝英将科幻小说视作现实世界的希望（方瑞晴, 2022:47），但她在这部作品中对物质工具化、客体化

外壳的剥除，对物与人相互理解的幻想的打破，以及她对物人相互理解的理想前景的悲观态度，实际上也体现出

她的这种书写也是一个对物质和物人关系祛魅的过程。然而，作品中的机器人与它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及人类集

体的相互作用，揭示出物质与人类在自然环境中面临的共同挑战，这仍然构成了她作为科幻作家对人类与物质复

杂交互关系探索的尝试，也为理解和探讨新物质主义在当代科幻文学中的诠释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物种源始》不仅是对机械赛博时代的幻想，更是对以无机质为代表的物质与人类在自然环境中地位以及命

运的深切关照。她在后记中就写道：“这是机器人的故事。这是我对无机生命的献词，更是献给机器生命的赞歌，

以及对赋予事物生命的敬爱。”（金宝英, 2024:509）这一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文本实验，不仅体现出身为科幻作

家的金宝英对于生态、物质与人类命运的深重关怀，更造就了一则奇迹式的未来物人关系命运的当代寓言——一

种基于制衡与纠缠的互动关系的共存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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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racle of Matter and Humans in the Context of New Materialism: A Case

Study of Kim Bo-young’s Fictio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Su Chaohui1, Shao Wei*

1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In the novel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the Korean science fiction writer Kim Bo-young soberly but poetically
narratives about the robot society, the role of robots i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robots. She explains the vibrant power of matter and the "miracle" of the coexistence of matters and human beings on
an equal foo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materialism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ure materiality"
emphasized in the work, as well as the "agency" of material itself, especially the inorganic substance, and the
"intra-action" between matters and humans. This analysis enables a more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Kim Bo-young's
affirmation and emphasis on the "vitality" of matter and her poetic reshap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ters and
human beings. It also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recognition of the vitality of matter and the reflection on
anthropocentrism.

Keywords: New Materialism;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Kim Bo-young; Object and Human; Mi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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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物质的动态形构

——从器官的可塑性谈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论争

夏铮铮1

（1.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市 100048）

摘 要：18世纪中叶的水螅实验触发自然研究从宇宙学向生物学转向，引发唯物主义哲学论争。狄德罗以水螅
再生论证物质自组织与转化论，主张物种为无序演变产物，人类器官具可塑性及偶然性；博内通过物质化“存在
之链”构建目的论形而上学，认为器官可塑性指向神性完善；赫姆斯特惠斯融合目的论与超唯物主义，将器官增
殖视为人类发展目标，提出“物质潜在外延可变”主张。三者交锋最终催生“技术形而上学”，即以器官改造为
认知工具重塑世界。

关键词：狄德罗；赫姆斯特惠斯；博内；唯物主义；可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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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哲学家弗朗索瓦·赫姆斯特惠斯(François Hemsterhuis)在其自然哲学研究中提出器官的可塑性这一观点，
用以描述人类器官在历史变迁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可变特征。作为“十八世纪中叶巴黎-日内瓦机体哲学(Organism
Philosophy)讨论的关键人物”2之一，赫姆斯特惠斯在与德尼·狄德罗 (Denis Diderot) 和查尔斯·博内 (Charles
Bonnet) 3的对话与回应中建立起对人类历史的器官史解释，并以此服务于自己的哲学计划。这场由十八世纪著名
的水螅实验引发的持续讨论怎样转向了哲学思考，又何以是一场关于唯物主义的论争？本文尝试对此展开讨论。

一、特伦布利的水螅实验与唯物主义

赫姆斯特惠斯在 1742年的一封信中首次描述他操作的一次水螅实验，并且在 1743年再次提到他解剖和分
割水螅 (polyp) 的情景。在实验反思中，他首次将日内瓦自然科学家亚伯拉罕·特伦布利 (Abraham Trembley) 称
为水螅的“‘奇妙特性’的发现者”；在 1746年 7月的信中再次谈到水螅在“焦点为一英寸或者半英寸的放大镜”
下呈现出树状结构，进行“快速而愉悦的运动”4。水螅是特伦布利 1740年在海牙附近本廷克伯爵（Count William
Bentinck）的庄园沟渠偶然发现一些绿色的“小水生生物”，这些长度不到半英寸的生物乍看之下像一端带有触
手冠的管子，似乎不会移动，这使他假定它们是简单的植物。在后续的观察中，特伦布利发现了水螅收缩和伸展，
并且表现出无眼动物具有的趋光性，这些都是动物的特征。一个重要而偶然的发现是水螅触手的数量变化，这对
动物而言是相当奇怪的特征。为了进一步研究水螅的特性，特伦布利将一个水螅横向切割为两段，用放大镜进行
观察；几天之后，他观察到被切除的后半部分身体重新长出了触手。在接连数次反复观察确认之后，特伦布利报
告说被切割后的两个部分“看起来明显都是完整的水螅，执行着我所知道的所有这些生物的功能：它们伸长，收
缩，并且移动”5。在随后的研究中，他观察到再生水螅的进食活动，这些证据表明水螅是一种动物。

水螅的再生现象公开挑战了“动物繁殖需要交配”这一公认的自然法则，与对动物的普遍认知背道而驰。6特伦布
利的发现重新启动了十八世纪的生命科学，并且引发了查尔斯·博内后期预成论 (Preformationism) 思想的形成。水螅被
切割或者分割后的所有残缺部分都具有显著的繁殖能力，所有被切割的部分都可以再生成一个新的完整个体。事实上，
连一向较为保守的《法兰西科学院院刊》 (theMemoires de l'Academie des Sciences) 也把水螅实验的发现描述为“凤凰从
灰烬中重生的故事，尽管可能很荒诞，但没有什么比这更神奇的了……从一个被切成两个、三个、四个，二十个、三十

作者简介：夏铮铮，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在读博士生。
2 Daniel Whistler, François Hemsterhuis and the Writing of Philosop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2022, p.101.
3 查尔斯·博内（Charles Bonnet，1720—1793），日内瓦自然哲学家、作家和早期博物学家，以对生物再生的研究而著名。
4 J. van der Hoeven,“Drie Brieven van F. Hemsterhuis: Eene mededeeling betreffende de beoefening der natuurlijke historie in het
midden der vorige eeuw,”Album der natuur, vol. 14, no. 1, 1865, p.259–60.
5 Howard M. Lenhoff and Sylvia G. Lenhoff,“Trembley's Polyps, ” Scientific American，vol. 258，no. 4，1988，p. 108.
6 Howard M. Lenhoff and Sylvia G. Lenhoff,“Trembley's Polyps, ” Scientific American，vol. 258，no. 4，1988，p. 110.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1 No. 6
Jul .２０２５

第 1 卷第 6 期
２０２５年 7月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9

个、四十个部分的动物的每一部分，可以说，切碎后，就会重生同样多的完整动物，与最初的一样。每一个这样的动物
都可以再次经历同样的分割……还不知道这种惊人的增殖会在什么时刻停止”。7

水螅实验和相关的讨论恰好验证了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初的一次自然研究转向，这次转向将自然研究的重点
从宇宙学转移到生物学，即从“牛顿科学的可计算定律转向有机自然不可计算的复杂性”8，在这个背景下，对
昆虫的自然历史的研究在当时享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个实验结论和发现在当时的欧洲引起轩然大波，引发了一系
列“令人不安的形而上学思考”。鉴于水螅同时表现出植物性与动物性的双重特性，因此似乎无法被直接归类为
现有物种。布伦特利认为水螅兼有“植物-动物”性，而查尔斯·博内则称其为“植形动物”(zoophyte) 9，并将它
视作“从植物到动物的通道”10，这使两个在传统上分离的邻域建立起连续性。

对水螅本质的讨论很快超出了生物学范畴，从自然科学过渡到了哲学：数学家克拉默 (Cramer) 认为水螅被切割而
不丧失生命原则的事实证明了动物灵魂是物质的，与可以被分割的物理组织没有区别。如果动物灵魂仅仅是物质的，那
么极有可能产生一种对人类灵魂的危险类比，因为“它通过强调灵魂本质依赖于自然史的事实而不是启示和教会的权威，
为不太虔诚的心灵树立了一个不好的先例”。11而水螅被切割后的每一个部分都同时表现出完整的个体化原则，这使当
时被广泛接受的动物灵魂赋予身体以形式的观点饱受唯物主义的攻击：灵魂作为一个整体，如何分别赋予被分割的每个
部分以形式？如果按照威利斯 (ThomasWillis) 12温和的身-心二元论的说法，灵魂通常与身体共同延展，亦即是说，灵
魂仿佛是分散地布满整个有机体而不是集中在身体的某一处，因此在身体被分割的同时，灵魂也随之被分割，并由此在
每个部分中作为新的有机体的个体化原则而起作用。这种说法遭到拉·美特里的反驳：水螅的再生现象乍看之下似乎支持
这样的观点，因为水螅的每个部分似乎都具有与其他部分同样多的灵魂或者生命力。但是，对灵魂的这种解释恰恰是对
物质具有自组织能力的一种拙劣的模仿，只是一种表述不恰当的唯物主义观点。因为按照这种解释，水螅的每个被分割
的部分中留存的并非完整的灵魂，而是“灵魂的残余”。拉·美特里再次论证默拉克的推断：灵魂的可分割性表明了其物
质性。13不仅如此，水螅的自我增殖对传统繁殖观念的削弱也使灵魂和物质在有机体诞生过程中的区分变得模糊：物质
似乎并不需要一个完全独立于它的有生命的灵魂。

拉·美特里 (La Mettrie) 在水螅的本质与唯物主义哲学原则之间建立起牢固的联系：“请看特伦布利的水螅，
不正是在它自身里面包含一种繁殖的力量吗？……有机物质赋有一种运动始基……动物界的一切都取决于物质
组织的不同”，“人类完全可以被解释为宇宙中最完善的物质组织”。14另一位唯物主义的主要倡导者布丰 (Comte
de Buffon) 在其著作《自然史》 (the Histoire Naturelle) 中探讨了著名的“有机分子”(molecule organique) 学说，
认为“有机分子”是一种原始的物质形态，而这些形态具有生成特定生命形式的内在趋向性；有机物正是通过这
些分子自我排列而形成的复杂组合体；每一个粒子为了复合体放弃了一部分自主性，才使复合体成为一个功能性
有机体。布丰的观点被狄德罗借用在他的《达朗贝之梦》(the Le Rêve de D'Alembert) 一文中，最终形成了唯物主
义转化论 (transformism) 的一部分。水螅实验成为唯物主义用于增加和发展其理论的有力武器。最清楚意识到水
螅实验有利于唯物主义思想的是查尔斯·博内，因为唯物主义者“热衷于利用水螅为他们最喜欢的教条辩护”；15

因此，博内决定“制定一个生成理论，这个理论既要根据‘健全的哲学’原则来解释水螅类似九头蛇的力量，又要
剥夺唯物主义的危险武器”：16既然水螅代表了植物生命形式和动物生命形式之间的连接环节，那么是否可以由
此类比，建立一个自然界生物进化演变的联系？博内将“存在之链”水螅化，以水螅的增殖和再生现象描述自然
物种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演化。简言之，水螅同时构成了“存在之链”的依据和运动模式。17在这场反唯物主
义论争中，赫姆斯特惠斯以一种比博内更为激进的方式支持了后者，同时采用了挪用唯物主义术语的写作方式反

7 Aram Vartanian,“Trembley's Polyp, La Mettrie, and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Materialism,”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11,
no. 3, 1950, p.259.
8 Aram Vartanian,“Trembley's Polyp, La Mettrie, and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Materialism,”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11, no. 3, 1950, p.267.
9 zoophyte在词源上由希腊语 zoon（ζῷον，意为“动物”）和 phyton（φυτόν，意为“植物”）组合而成，字面意思是“动物
-植物”，曾被用来指代一类介于动物和植物之间的生物。这类生物具有类似植物的固定生活方式，同时也展现出动物的某些
特性。在十九世纪及以前的分类系统中，珊瑚、海葵和水螅等生物常被归类为 zoophyte。
10 Virginia P. Dawson, Nature’s Enigma: The Problem of the Polyp in the Letters of Bonnet, Trembley and Réaumur,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87, p. 138.
11 Virginia P. Dawson, Nature’s Enigma: The Problem of the Polyp in the Letters of Bonnet, Trembley and Réaumur, Philadelphia :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87, p. 264.
12 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1621-1679），英国医生，被认为是神经解剖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主张虽然存在精神和物
质的区别，但是心理活动（如记忆、学习、情绪等）是由大脑的物质状态所决定的。这种看法为后来的唯物主义心理学奠定
了基础，后者认为所有心理现象都可以通过大脑的物质活动来解释。
13 Virginia P. Dawson, Nature’s Enigma: The Problem of the Polyp in the Letters of Bonnet, Trembley and Réaumur, Philadelphia :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87, p. 272.
14 拉·美特里, 顾寿观：《人是机器》，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第 36 页,第 64-65 页。
15 Daniel Whistler, François Hemsterhuis and the Writing of Philosop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2022, p.180.
16 AramVartanian,“Trembley'sPolyp,LaMettrie, andEighteenth-CenturyFrenchMaterialism,”Journalof theHistoryof Ideas, vol.11,no. 3,1950,p.279.
17 Daniel Whistler, François Hemsterhuis and the Writing of Philosop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2022,
p.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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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狄德罗；关于有机体形态变化的讨论触发了对器官的增殖、转化和可塑性的探讨，而器官的可塑性以人的可完
善性为前提；论争从人类学转向了关于器官的哲学。

二、达朗贝的“人类水螅”与人的偶然性

狄德罗的器官哲学从水螅开始。在写于 1769年的《达朗贝之梦》一文中借助布丰的“有机分子”阐述有机体的形
成：具有“感受性”的分子如同一簇蜂群里的蜜蜂，以连续的方式组合起来，将自身的活动和特征赋予由此形成的整体，
蜂簇与蜂群的“显著的差别”就是由以前的“一大群动物”变为现在的“一个整体”“一个整个的动物”，因此这个有
机体实际上是较小有机体的复合体。18如果这个蜂簇的蜜蜂“足够小，小到你的剪刀的钝口永远对它们不起作用：你将
能够随意分割并且不会弄死任何一个，那么这个由不可分辨的蜜蜂组成的复合体就是一个真正的水螅……连续蜂簇与毗
邻蜂簇之间的差异正是普通动物，如我们自身和鱼类与蠕虫、蛇和类似于水螅的动物之间的差异”。19正如水螅的所有
被分割的部分都具有独立于整体的生命原则，可以通过再生、重组生成新的个体，证明作为物质的有机分子自组织和自
生成的生物本质那样，狄德罗在此借用水螅的类比，将这种对有机体的定义扩展到自然界的一切类型——包括人类，并
让达朗贝“喊出一些只有在疯人院里才听得到的疯话”：“嗳，哲学家，你能设想各种各类的水螅，甚至人类水螅吗？
但自然界并没有向我们展示任何这类东西……”但是“这样的事情要么已经存在，要么将会发生。何况谁知道其他行星
上的情况呢？……在木星或土星上，就有人类水螅！……人由无数原子人组成……”。20在狄德罗看来，“这个狂妄的
假设几乎就是各种现存和未来的动物的真实历史”，人“至少能分解成无穷多个微生物”，如同蜂簇中那些足够小的蜜
蜂一般，它们的“蜕变、未来和最后的组织状态都无法预见”，21而这些微生物就是“我们的一切器官”。22因此，人
类器官从根本上“不过是些单个的动物，有连续法则把它们放在一个总的结合体、统一体、同一体中罢了”。23对狄德
罗而言，物质是由“有机分子”自组织和自生成的，自身具有感受性和生命力，并非传统形而上学所说的惰性的、无生
命的“呆板状态”。换言之，水螅式的物质自身就包含一切可以解释整个自然现象的生命原则，不需要任何额外的神性
或者超验的理由，因此，以实验而非神学的方式研究自然界中持续变化的原因是合理的。

由于物质是自生成和自组织的，没有外力可以阻碍其蜕变，因此物质的形态必然持续变化，“世界生灭不
已，每一刹那都在生灭”，24没有人知道在人类之前已经出现和在人类之后将要出现的物种是什么样的。自然界
的一切都处在一个变换与过渡状态，“事物的秩序中既没有绝对的持久，也没有绝对的变灭”，25这是狄德罗的
转化论的基础。这种观点摈弃了对事物固定本质的诉求，用形态(morphē) 取代了本质 (eidos) 。26按照狄德罗的
推断，自然的历史并非连续的，因为没有外在原则或标准可以限制过去和未来事物的样貌和特征：“谁知道在这
些动物世代的系列中我们是处于哪一个瞬间？谁知道从同样大的一堆有感觉的活点子里能够重新产生出什么新
种来？”27有机物具有不同形态的原因“不过是物质的运动和不同的特征”。28物种变化的随意性导向一个结论：
人的出现和怪物的出现“同样地自然，同样地必然”，自然界如同“赫拉克利特的河流”，“一切动物都或多或
少是人”，人和其他物种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与博内类似，狄德罗也将自然界视为一条“存在之链”，但他对
水螅的个体化原则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是部分论的：“存在之链”没有空挡，自然界只有一个“个体”，即无序
变化的全体，其他一切只是组成它的部分，所谓物种只是“引向它们所特有的共同目的的倾向”的暂时状态。29物
质活力论与“存在之链”共同构成狄德罗的唯物主义转化论。对狄德罗而言，哲学家应该关注的不是“是什么”
和“为什么”，而是“什么时候（发生）”，因此，“可怜的哲学家们”需要把“这些本质抛在一边”，器官的
哲学是发生论的，而非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是一个显现 (emergence) 的问题，而不是本质的问题”。30

既然人的形态和意义都是偶然的，人的器官是可塑的，那么人的品种必然在某时或者某处发生了改变：“谁
知道土星上的有思想和感觉的生物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并且“土星上有思想和感觉的生物的官能是不是比我
多呢？”31对狄德罗而言，人类最初的形态是一个具有“感觉性”的“有机分子”的复合体，在发育中变成由更
多有机分子组合而成的纤维束；这些纤维束是“纯粹的感觉系统”，会从其尖端产生出器官，不同的器官使这些
感觉系统具有不同的感受性。照此推论，人类当然可能长出第六种感官，因为自然很可能使用“会产生一种我们
尚未知的器官的特殊尖端造一个纤维束”，而其余的纤维束尖端会分别形成不同的器官，人类的感觉类型与器官
的种类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由于器官的“官能越多，需要越多”，即“感官产生需要，反过来需要也产生感官”，

18 狄德罗, 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狄德罗哲学选集》，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第 142 页（译文有改动，下同）。
19 狄德罗, 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狄德罗哲学选集》，第 143 页。
20 狄德罗, 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狄德罗哲学选集》，第 144 页。
21 狄德罗, 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狄德罗哲学选集》，第 145 页。
22 狄德罗, 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狄德罗哲学选集》，第 142 页。
23 狄德罗, 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狄德罗哲学选集》，第 142 页。
24 狄德罗, 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狄德罗哲学选集》，第 146 页。
25 狄德罗, 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狄德罗哲学选集》，第 148 页。
26 Daniel Whistler, François Hemsterhuis and the Writing of Philosop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2022, p.172.
27 狄德罗, 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狄德罗哲学选集》，第 147 页。
28 狄德罗, 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狄德罗哲学选集》，第 148 页。
29 狄德罗, 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狄德罗哲学选集》，第 154 页。
30 Daniel Whistler, François Hemsterhuis and the Writing of Philosop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2022, p.172.
31 狄德罗, 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狄德罗哲学选集》，第 1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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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人类就会不断产生新的器官种类。狄德罗在此利用了经验主义传统隐性预设：人类知识的获得取决于拥有的感
官数量和类型，而这些感官的状态是偶然被给予的，在其生成中没有任何秩序。33人的感官和身体构造在生物形
态初期都是残缺的，只是在繁衍的历史中不断重组以获得自我保全，而人类“器官与感官的状态于我们的形而上
学和道德有深刻的影响……哪怕是纯思辨的想法，也都与我们身体的构造有紧密的联系”；人类的道德受制于感
官类型和认知方式，感官类型越丰富，道德也越完善。34虽然人类可以从多重感官的协作中收益，获得更多的感
知，但感官类型之间并不存在替代和依附关系，因此，要获得更多知识的办法是尽可能先完善已有的感官，并依
靠感觉经验辨别与积累知识。但因为物种在生物更迭中不停蜕变，人类只是“一个暂时的秩序”，35在人类器官
随之转化的过程中，人类感知方式和内容、以及经验知识也相应地迭代更新，人类知识也如“赫拉克利特之河”
那般流变。狄德罗的转化论由此与认识论相勾连：如果人类在每个时刻都在不断变化，那么我们赖以认识世界的
工具——器官也在持续变换，人类的认知方式和感觉经验都因此发生巨变；人类的认知行为在过去和未来都通过
与当前完全不相似的器官发生，这些器官形成截然不同且不连续的观念，这些观念结合的方式亦大相径庭。简言
之，哲学实践短暂且充满偶然性，器官的历史决定了哲学实践的历史。36

三、可塑的器官与物质的外延

狄德罗与赫姆斯特惠斯思想交锋始于 1773年关于写作方式的讨论。狄德罗认为赫姆斯特惠斯有意用粗陋的
语言和晦涩的写作方式传达一种矛盾的哲学，是因为倘若他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哲学立场，将会面临来自教会
的迫害。狄德罗将赫姆斯特惠斯哲学的激进立场归为与他本人一类，即不得不掩盖思想以免遭迫害的隐秘的激进
唯物主义者，正如布丰“列出了唯物主义的所有原则”，却在其他地方提出“完全相反的原则”那样。狄德罗对
赫姆斯特惠斯的器官哲学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其中“没有任何东西”与他的哲学背道而驰，37但同时也批评
了赫姆斯特惠斯有些概念不够清晰，并且用了太多“被推得太远的隐喻”。正是这种矛盾让狄德罗认为赫姆斯特
惠斯既像又不像一个唯物主义者。赫姆斯特惠斯在写于 1784年的一封信中反驳狄德罗，嘲笑后者自以为能够隐
藏在“最精妙的讽刺之后”“以一个雄辩的人的全部力量宣扬唯物主义”，但却总是混淆了“苏格拉底式的优美
的讽刺”和两种错误的“极端的讽刺”38换言之，赫姆斯特惠斯将自己视为狄德罗的对手——一个反唯物主义者，
并且认为自己的哲学写作和实践优于对方。39然而，将赫姆斯特惠斯与狄德罗哲学的关系简化为反唯物主义与唯
物主义的对立显然抹去了两者实质上的亲缘关系。虽然赫姆斯特惠斯并不承认这一点，但两者哲学的核心都是一
种关于可塑化的器官哲学，即将有机体、器官、认识论和哲学实践本身历史化的思考。40

与狄德罗一样，赫姆斯特惠斯对器官的思考亦源自早期水螅实验的灵感：“许多年前，我对各种水螅进行
了成千上百次实验，他们被割下来的部分其实都能重生；但我已经明白其中的原因”41他的器官哲学阐述了三种
器官：一是生理器官，即感官；二是心理器官，或心智能力，灵魂由生理器官和心理器官共同组成；三是介于人
类身体和外部本质之间的物理器官（如光和声波），即作用的载体(vehicle of action) ，将外部本质的属性传递给
感官。因此，物理现象和心灵的能力，如想象力、理智等等，都被视为器官，从这个意义上讲，赫姆斯特惠斯的
哲学是一种“器官本体论”。因为外部世界的本质可以通过无数种属性表达自身，这些被赫姆斯特惠斯称作“宇
宙面貌”的属性都与特定的感官一一对应。在这个预设下，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必须遵照如下条件和步骤发生：首
先，在本质和人“之间必须有某种东西，我称之为作用的载体”，42用于将本质的属性传递给人的感官；其次，
“人必须有一个与这个载体类似的器官，能够接受它的作用”，即人的感官与作用的载体必须具有某种关系才能
接受由后者传递的关于属性的观念的图像；最后，这些从不同感官经由不同瞬间接收的无数图像被想象力储存，
并由无数纤维组成的神经系统传递给灵魂；灵魂对其进行修改，形成对外部事物的观念43

根据这个预设，人类当下无法认知宇宙中的一切事物，是因为有一些宇宙面貌并不对应于我们现有的感官，
因此“有些本质可以通过我们的器官来显示它们与我们的关系；而有些本质则不能通过我们的器官来显示它们与

32 狄德罗, 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狄德罗哲学选集》，第 152 页。
33 参见DanielWhistler, François Hemsterhuis and theWriting of Philosophy, Edinburgh: EdinburghUniversity Press Ltd, 2022, p.173.
34 狄德罗, 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狄德罗哲学选集》，第 151 页，第 120 页，第 140 页，第 141 页。
35 狄德罗, 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狄德罗哲学选集》，第 142 页。
36 参见DanielWhistler, François Hemsterhuis and the Writing of Philosophy, Edinburgh: EdinburghUniversity Press Ltd, 2022, p.173.
37 Diderot, Denis and François Hemsterhuis, Georges May eds., Lettre sur l’homme et ses rapports avec le commentaire iné
dit de Didero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227.
38 Hemsterhuis, François (2022–2023), Jacob van Sluis and Daniel Whistler ed. and trans., The Edinburgh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François Hemsterhuis [EE], 3 vols, vol. 2.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22-23, p.180.
39 参见DanielWhistler, François Hemsterhuis and theWriting of Philosophy, Edinburgh: EdinburghUniversity Press Ltd, 2022, p.165.
40 参见DanielWhistler, François Hemsterhuis and theWriting of Philosophy, Edinburgh: EdinburghUniversity Press Ltd, 2022, p.170.
41 François Hemsterhuis, Jacob van Sluis eds., Briefwisseling (Hemsterhuisiana), 13 vols, vol.5, Berlstum: self-published, 2011–17, p.48.
42 Hemsterhuis, François (2022–2023), Jacob van Sluis and Daniel Whistler ed. and trans., The Edinburgh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François Hemsterhuis [EE], 3 vols, vol. 2,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22-23, p.58.
43 参见Hemsterhuis, François (2022–2023), Jacob van Sluis and DanielWhistler ed. and trans., The Edinburgh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hilosophicalWorks of François Hemsterhuis [EE], 3 vols, vol. 1, Edinburgh: EdinburghUniversity Press, 2022-23, p.62；François Hemsterhuis,
Jacob van Sluis eds., Briefwisseling (Hemsterhuisiana), 13 vols, vol.6, Berlstum: self-published, 2011–17, p.27 and 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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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关系”。44在赫姆斯特惠斯看来，这种“不对应”包含两个原因：一是传递这些宇宙面貌本质属性的作用
载体尚未抵达我们现有的感官，“所有这些载体的运动速度并不相同。空气的运动不如光的运动快，有成千上万
种载体的振动还没有到达接收它们的管道”；45二是人类当前还不具有能够感知这些宇宙面貌的感官：“存在着
无限多可能的作用载体，我们却没有与之对应的器官。”46要感知到更多、更丰富的宇宙面貌，最重要的是完善
人类的器官。“人类在改进自身构造方面最美丽的成就之一，无疑是扩大和完善了视觉器官。”47不仅如此，“人
的天性赋予他在未来的生存中获得更多的器官”，或者“因此发展出其他器官”。48换言之，器官的种类与数量
都可能在未来发生变化，器官具有可塑性。

赫姆斯特惠斯对器官可塑性的设想集中表现在他晚期的对话作品《西蒙，或论灵魂的官能》(the Simon ou des facultés
de l’âme) 中狄奥提玛教授苏格拉底关于人类器官本质的真理的段落：苏格拉底请教狄奥提玛“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器官，
我们的灵魂是否还享有更多的器官？”49狄奥提玛以一个虚构的普罗米修斯神话解答他的困惑，即被朱庇特创造出的第
一个人的灵魂——“一个纯粹的本质”——能够“产生任何可能的感觉”和“做出任何行为”，但这些感知和行为需要
借助一些途径才能发生。正是普罗米修斯赋予了人的灵魂这些途径：首先为一切行为、感知和观念创造了一个容器，即
想象力；为了使想象力能接收不同类型的本质属性，他凿开无数孔洞，并为每个孔洞制作了不同的管道50，又在管道末
端制作了相应的感官，比如接收可见本质属性的管道末端的器官是眼睛，接收可听本质属性的管道末端的器官是耳朵，
以此类推，直至无穷。苏格拉底再次询问“这个想象力有无数的管道和末端，可以接受它之外的本质的不同行为，但我
只知道其中的三四个器官，[而且]它们都是物质的。那些不是物质的器官从何而来？”狄奥提玛回答说：“总有一天，
你会通过所有这些管道和末端接受观念和感觉，到那时，它们在你看来都同样是物质的，因为你把通过你已知的器官给
予你的一切观念都叫做物质。”51想象力通过器官从管道中接收和储存感官信息，因此是一个“物质的部分”，这与《达
朗贝之梦》中从不同类型的纤维束末端长出具有不同官能的感官的陈述类似；但想象力还具有一个非物质的部分将感知
传递给灵魂。狄德罗将纤维视为“有机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并且在十八世纪中叶关于“人类通过纤维进行思考”的
争论中站在了肯定的一方,52但赫姆斯特惠斯支持博内的立场，认为虽然纤维（神经系统）是人类思维活动的工具，但人
的灵魂并非纤维网络的一个整合部分。53

如果人类在未来发展与更多宇宙面貌对应的新感官，那么当前被认为是物质的东西的属性就会发生变化，
“物质这个词只是一个符号，用来表达与我们现在的器官有某种相似之处的本质”；54一旦人类的感官增殖或者
增强，可感知的属性就会发生变化，当前被视为物质的东西也会随之变化，因为“当我们从物体本质的观念中得
出结论时，[我们得出结论]的是本质的这个可以作用于我们的器官的这个面貌或这个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
赫姆斯特惠斯并不反对唯物主义将整个可感知领域视为“物质”，而是主张物质与感知都有历史，而这个历史也
是器官的历史。“物质在我看来是不可穿透的，只是因为我有触觉；如果我有其他的感觉途径，它在我看来就会
完全不同；如果它可以通过十万种载体、十万种不同的器官对我发生作用，我就会以十万种不同的方式受到它的
影响；它对我来说就会有十万种属性来界定它，你的判断不是会更好吗？由此可见，我对物质，或者说对本质有
不同观念的次数，取决于我的器官和载体的数量；既然我可以假设有无限多的器官和载体，那么物质，或者说本
质，就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被感知无限次；因此，物质，或者说本质，具有无限多的属性。”55赫姆斯特惠斯谴责
的是唯物主义者将物质的概念固化并且缩得太小——物质被限制在仅仅五种感官的感知属性中，但它本应随着感
觉经验的变化而变化；物质的概念必须从自牛顿以来“不知不觉中获得的一种僵化”56中解脱出来。从根本上讲，

44 Hemsterhuis, François (2022–2023), Jacob van Sluis and Daniel Whistler ed. and trans., The Edinburgh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François Hemsterhuis [EE], 3 vols, vol. 2,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22-23, p.53.
45 Ibid., p.114.
46 Hemsterhuis, François (2022–2023), Jacob van Sluis and Daniel Whistler ed. and trans., The Edinburgh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François Hemsterhuis [EE], 3 vols, vol. 1,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22-23, p.113.
47 Hemsterhuis, François (2022–2023), Jacob van Sluis and Daniel Whistler ed. and trans., The Edinburgh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François Hemsterhuis [EE], 3 vols, vol. 3,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22-23, p.155.
48 Hemsterhuis, François (2022–2023), Jacob van Sluis and Daniel Whistler ed. and trans., The Edinburgh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François Hemsterhuis [EE], 3 vols, vol. 2,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22-23, p.109.
49 Ibid., p.113.
50 在赫姆斯特惠斯的其他书信——尤其是《论人及其关系的信》（the Lettre sur l’Homme et ses rapports）——提及相似理论的
情况下，“管道”被改为“纤维”。事实上，“管道”是对十八世纪生理学领域流行的“纤维”一词的形象化解释。
51 Hemsterhuis, François (2022–2023), Jacob van Sluis and Daniel Whistler ed. and trans., The Edinburgh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François Hemsterhuis [EE], 3 vols, vol. 2,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22-23, p.114.
52 Tobias Cheung“Omnis Fibra Ex Fibra: Fibre Œconomies in Bonnet's and Diderot's Models of Organic Order,”Early Science and
Medicine, vol. 15, no. 1/2, 2010, p.68.
53 参见 Ibid., p.103.
54 Hemsterhuis, François (2022–2023), Jacob van Sluis and Daniel Whistler ed. and trans., The Edinburgh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François Hemsterhuis [EE], 3 vols, vol. 2,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22-23, p.54.
55 Ibid., p.52.
56 Ibid., 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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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超唯物主义”(hypermaterialism) 的主张:“物质超越了唯物主义对它的任何描述”，57物质必须经历一
个自身被不断放大的历史，最终“没有任何东西被排除在外”。因此，赫姆斯特惠斯在《论无神论的信》(the Lettre
sur l'athéisme) 中总结了这个“无可争辩的真理”：物质只是一个词，它指代的是与我们当前器官有关的所有真
实本质； 物质的属性不可能多于我们的器官；如果人的天性赋予他在未来的生存中获得更多的器官，或者如果
其他器官因此而发展起来，[那么]物质（如果我们想保留这个词作为已知本质的标志的话）就会相应地增加它的
属性。58“物质”必须在器官史中才可能触及其潜在的外延。

四、结语：一个“技术形而上学”的雄心

赫姆斯特惠斯对博内和狄德罗的评价始终是矛盾的：他谴责狄德罗的“纤维理论”和唯物主义，又将狄德
罗与拉·美特里和霍芬巴赫等人区分开；他赞赏狄德罗拥有“伟大的心灵”，承认自己从前者那里听到和学到很
多好东西。对于博内，赫姆斯特惠斯甚至认为他们的哲学本质上是相通的，唯一不同的只是思想的方法与路径：
博内“从尾巴开始，而我从头开始”。59尽管博内的哲学大量使用诸如“纤维”和“细胞”这样的唯物主义流行
术语，但他狄德罗的最大区别在于：狄德罗“将万物水螅化”，即将物质动物化；博内则试图通过“存在之链”
将他的自然史研究重新拉回有神论的框架，保留了有机物的“灵魂”而不仅仅是“有机分子”的活性，由此将“灵
魂”视为一切活体有机物——包括人类——的支配法则60。与狄德罗和赫姆斯特惠斯一样，博内也将人类器官的
持续蜕变置入自然的历史，并且致力于两个标准进行器官的塑造：一是现有器官的数量增殖、功能增强，二是新
器官的产生。随着器官的完善，人类当前通过五官获得的观念和知识与未来将会通过其他感官获得的观念和知识
将截然不同，因此，“真理和价值取决于主体在任何特定时间所拥有的器官的数量和状况。”61从这个意义上讲，
三者的器官哲学皆以发生学取代了本体论：既然作为人类认知工具的器官的存在短暂而偶然，那么知识和哲学实
践也没有界限。因此，人类“每时每刻”“都在等待一个新世界的发现”62与狄德罗将蜕变视为完全的偶然和无
序不同，赫姆斯特惠斯与博内都认为器官的变化朝向一个更加完善的目的。虽然三者都认同一种转化论，但赫姆
斯特惠斯和博内都主张一种目的论形而上学，即器官的每一次蜕变都必然得到一种比之前更加完善的形态。因此，
赫姆斯特惠斯与博内在对人的可塑性的期望中比狄德罗更加激进和积极，坚信人类在未来必然会由于器官的不断
完善而持续提升，由此达成“远超我们当前所有概念的完善”。

纵然赫姆斯特惠斯的器官哲学与博内通往显而易见的相同结论，但博内的学说仍旧被斥责为“毫无疑问会
导致最完美的唯物主义”。63博内虽然用“灵魂”削弱了有机体的机械论，并且认为生物基于“存在之链”的物
种演化首先是“精神上的，其目标在于一种渐进完善的神性”64，但他将“存在之链”从形而上学的概念转变为
一个物质性概念的思想路径并没有达成让经验观察与形而上学原则能够互补的目的，他将人类进化的新形态描述
为“由以太颗粒、基本火元素和光构成”的身体，如同一台运转良好的永动机，完全服从灵魂的意志，达到没有
任何能效损失的能量平衡——这即是博纳为未来人类器官设计的“机器总体运作机制”(économie générale de la
machine) 。65在赫姆斯特惠斯看来，这种唯物主义式的写作风格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将生物学和物理学转化为形而
上学，太容易被唯物主义者利用和曲解，博内的哲学语言太过于保守，以至于博内“为唯物主义者工作比唯物主
义者自己做得更多”。66因此，赫姆斯特惠斯在写作风格上与博内分道扬镳，反而采用了与狄德罗相似的、更为
激进的语言形式实验 (formal experiments) ——一种更能捕捉器官形态与哲学实践的偶然与短暂的语言。

更重要的是，无论对器官和人的可塑性进行了怎样不同的解释，赫姆斯特惠斯、博内和狄德罗的器官哲学
共同表现并发展出一种“技术形而上学”的雄心：“一个充满生产力能量的器官是现代形而上学意识形态建构的
基础……器官学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有机”，而是技术性的、功能性的——它提供了一系列广泛的工具（方法
论的、形而上的、文学的、规范性的）来革新和管理历史和自然世界。”67因为“人们寻求在哲学中找到一个全
能的器官［allvermögendes Organ］”，才将“形而上学的历史视为寻找介入世界的器官的历史”。68换言之，器

57 Daniel Whistler, François Hemsterhuis and the Writing of Philosop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2022, p.121.
58 Hemsterhuis, François (2022–2023), Jacob van Sluis and Daniel Whistler ed. and trans., The Edinburgh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François Hemsterhuis [EE], 3 vols, vol. 3,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22-23, p.109.
59 François Hemsterhuis, Jacob van Sluis eds., Briefwisseling (Hemsterhuisiana), 13 vols, vol.3, Berlstum: self-published, 2011–17, p.47，p.118.
另参见DanielWhistler, François Hemsterhuis and theWriting of Philosophy, Edinburgh: EdinburghUniversity Press Ltd, 2022, p.188.
60 参见 Marta Sukiennicka, “La Palingénésie philosophique de Charles Bonnet : le pouvoir heuristique d’un imaginaire matérialiste
des Lumières,” Studia Romanica Posnaniensia, vol. 44(4), 2017, p.26-27. 参见 Daniel Whistler, François Hemsterhuis and the
Writing of Philosop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2022, p.181.
61 Daniel Whistler, François Hemsterhuis and the Writing of Philosop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2022, p.190.
62 Charles Bonnet, Christiane Frémont eds., La palingénésie philosophique, Paris: Fayard, 2002, p.64.
63 François Hemsterhuis, Jacob van Sluis eds., Briefwisseling (Hemsterhuisiana), 13 vols, vol.3, Berlstum: self-published, 2011–17, p.48，p.120.
64 Marta Sukiennicka, “La Palingénésie philosophique de Charles Bonnet : le pouvoir heuristique d’un imaginaire matérialiste des
Lumières,” Studia Romanica Posnaniensia, vol. 44(4), 2017, p.28.
65 参见 Ibid., p.29-30.
66 François Hemsterhuis, Jacob van Sluis eds., Briefwisseling (Hemsterhuisiana), 13 vols, vol.3, Berlstum: self-published, 2011–17, p.47，p.120
67 Leif Weatherby, Transplanting the Metaphysical Organ,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6, p.215.
68 Ibid., p.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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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哲学通过实现器官和人类的可塑性，实践了观念、哲学，乃至世界的可塑性。因此，“必须把我们的身体变成
无所不包的[allfähigen] 器官。工具的修改即世界的修改。使一个感官得以实现——使一个新的感知领域变得可用
——就是在世界上创造新事物，通过展示可能性与现实性交汇点的器官来改变世界”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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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ynamic Configuration of Bodily Matter—The Debate on Materialism in the

18th Century through the Lens of Organ Plasticity

Xia Zhengzheng1
1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id-18th century hydra experiments marked a paradigm shift in natural studies from cosmology to
biology, sparking fundamental debates in materialist philosophy. Diderot employed hydra regeneration to demonstrate
his theory of material self-orga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positing species as products of disordered evolution where
human organs exhibit plasticity and contingency. Bonnet materialized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to construct a
teleological metaphysics, framing organic plasticity as progressing toward divine perfection. Hemsterhuis synthesized
teleology with ultra-materialism, advocating organ proliferation as humanity's developmental telos through his
proposition of "material extensional potentiality." This tripartite confrontation ultimately generated a
"techno-metaphysics": the radical vision of reconstituting world-hood through organ-modification as epistemic
apparatus.

Keywords: Diderot; Hemsterhuis; Bonnet; materialism; plast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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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音乐剧到音乐剧电影的叙事方法比较研究

——以《剧院魅影》为例

谭静1

(1.上海戏剧学院，上海 200040)

摘 要：随着电影技术手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音乐剧经典作品被搬上荧幕，作为音乐剧电影，决定了其势必以
音乐作为主导的身份来完成电影叙事表达。当前从音乐剧到音乐剧电影的改编，有得有失、有褒有贬，技术的升
级未必代表着改编效果的同比提升。本文将以《剧院魅影》的音乐剧版本和音乐剧电影版本比较为例，试图探究
音乐剧电影的改编方法及成败得失。

关键词：音乐剧；音乐剧电影；剧院魅影；叙事方法；视听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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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大师安德鲁·韦伯最经典的代表作品《剧院魅影》，自 1986年在伦敦首演以来，时至疫情之前的 2018
年，已经走过了 20多个国家、超过 110个城市，演出时间超过三十多年。可以说，《剧院魅影》在全球都可以
当之无愧地堪称是最经典、也最经久不衰的音乐剧。因此，随着电影技术手段的发展，《剧院魅影》也曾多次被
搬上荧幕，本文将以 2004年的《剧院魅影》电影版作为分析蓝本，初探从音乐剧到音乐剧电影的改编方法及成
败得失。

一、叙事内核改编

从音乐剧版到音乐剧电影版，是否需要调整叙事内核，这是以导演和编剧为核心的电影团队首要考虑的关键
问题，因为这将直接影响到后续一系列具体呈现的改编。诚然，业界也不乏音乐剧电影是直接承袭了音乐剧原版
的叙事内核，遵循原作的思想表达，基本没有去做剧本核心的改动；但在《剧院魅影》的 2004年电影版，很明
显的从核心基调和人物塑造两个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动。

（一） 核心基调：从一则传奇恐怖故事到一段浪漫多角的爱情纠葛

安德鲁·韦伯所作的音乐剧《剧院魅影》，取材于 1911年法国作家加斯东·勒鲁发表的小说《歌剧院的幽灵》，
小说本身具有一定的“哥特色彩”，介于侦探小说和荒诞小说之间，从一个记者的角度，讲述了发生在宏伟壮丽的
巴黎歌剧院的一个“鬼故事”，成为悬疑作品当中的经典之作。安德鲁·韦伯改编的过程中，继承和保留了原作阴暗、
诡异的风格，并在舞台上通过灯光、舞美的配合，强调其传奇性、悬疑性的氛围。

而 2004年的《剧院魅影》电影版，整体的氛围和核心基调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回忆往事时朦胧色调的滤镜
充满了浪漫纯真感，通篇色调微暗、柔和；三个主角帅气、美丽，而且年轻、充满朝气。老年劳尔片段穿插在电
影的前中后，虽然使用了黑白色调处理，但依然是充斥了年华逝去仍然怀念往昔的浪漫主义色彩；尤其是电影末
尾增加了一段劳尔前往克里斯汀的墓地的故事，看到已经放着魅影标志性的红玫瑰、玫瑰枝上还套着曾经被退回
的戒指，这个增加的小段落完整了魅影用自己的一生始终遵循的“真爱至上”的理念。

因此，电影版的《剧院魅影》处理偏向于浪漫色彩的核心，甚至是偶像剧式的改编，原本的恐怖诡异的风格
被弱化了，而趋向于成为一段浪漫多角的爱情纠葛。

（二） 人物塑造：从典型化到生活化

作者简介：谭静（1982——），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人类表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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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核心基调的改编，在电影版《剧院魅影》人物的塑造上，也做了不小的改动，这些改动都是围绕新的人
物设定而展开的。以三个主角为例，可以将人物塑造前后对比概括如下：

剧院魅影 音乐剧版 电影版

魅影 性格：孤僻、偏执、“怪胎”。
造型：黑色的冷色调为主、令人生畏。

性格：孤冷但有内心柔软的一面，多情的“大男孩”，追
求真爱，专情一生。
造型：高大帅气、即使揭面后也不会恐怖至极，增加了
一些贴身能突显身材的服装。

克里斯汀 性格：对魅影更多是惊恐、害怕，感情上
更像是父女之爱。
造型：戏中戏的舞台造型、戏服居多。

性格：强调了其年轻、天真、浪漫的一面，对魅影和劳
尔趋向于两个爱人之间的选择。
造型：清纯、公主版的形象，增加了多个纯白的长裙造
型，妆容显得娇嫩、纯真、美好。

劳尔 性格：勇敢、追求所爱。
造型：绅士造型。

性格：增加了对于克里斯汀包容之爱的一面。
造型：增加了大披风、骑马的帅气场景、决斗时的衬衫
造型，更能突出其年轻帅气的形象。

可以通过如上对比看出，电影版调整了叙事表达的核心基调，因而人物的性格和形象设计也随之改变。使得
整部电影版《剧院魅影》不仅仅是将原版音乐剧转换媒介、搬上荧幕而已，更像是一部崭新的、完整的、具有自
身浪漫主义色彩的电影作品。

二、叙事时空转变

音乐剧本身受到剧场空间、舞台空间的限制，经典一旦形成，突破的空间亦有所限。但电影的改编催生了更
多的想象和期待，从时间到空间得以有更多的可能性。这种改编是否因为技术的提升、视听语言的多元化，就能
使得经典之上再有突破呢？其实答案是不确定的。

（一） 时间：从倒叙到蒙太奇式的反复插叙。

众所周知，音乐剧版的《剧院魅影》一直使用固定的倒叙剧本，即只有第一个拍卖场景发生在所有故事之后，
紧接着展开倒叙，一路顺着时间线把魅影的故事讲完，到魅影在剧院消失、只留下一个标志性的面具，表演就到
这里结束。

电影版《剧院魅影》大胆地利用了电影技术辅助，展开了一段巧妙的蒙太奇剪辑。年迈孤独的老年劳尔的场
景，被剪辑成多个片段穿插在剧情的前、中、后，并且以黑白的色调区分于主线故事的彩色色调。尤其是在片尾
增加的劳尔前往克里斯汀墓地的场景，劳尔献上了拍卖得来的曾属于魅影的猴子八音盒，同时通过镜头观众也看
到了幕前早已摆放着魅影标志性的玫瑰花和戒指。这些片段的剪辑、穿插和新增，很好的吻合了电影版《剧院魅
影》想要凸显的三个人牵绊一生的爱情纠葛，电影并没有在音乐剧原本的尾声那里结束，而是给了三人晚年之后
一个故事后续的交代，也更符合“真爱至上”的电影主题。

（二） 空间：从 22个经典场景调度到 70个场景切换剪辑

《剧院魅影》音乐剧虽有不同的演出版本，但大部分都遵循 22个场景的演出调度。电影版依赖于技术的支持，
将场景扩增了 48个，合计为 70个场景。

这 70个场景在原有的音乐剧基础上，通过合理调度更丰富了剧情、增强了情绪表达。例如，在音乐剧下半
场化妆舞会之后，众人受惊散去，子爵拉住了吉利夫人，哀求她到出个中原由。原本这里只是一段在天桥上的二
人对话；但在电影里，借助影像的辅助，穿插了一段讲述魅影童年故事的场景，把儿时的魅影经历了何种痛苦、
为什么藏匿在剧院地下生活、也关乎到为什么魅影形成了这样诡异、偏执的性格，这无疑是对故事的完整性起到
了很大的补充作用。

但另一方面，也有没能利用好影像作用而颇令观众失望的地方。例如，剧院的大吊灯从剧场天花板坠落，这
是全剧最震撼也是最令观众期待的场景之一。然而受到剧场和舞台客观条件的限制，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原因而
令现场效果略有折扣、甚至是大打折扣。在著名的 2011年英国伦敦的皇家阿尔伯特大厅(Royal Albert Hall)25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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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纪念演出版本中，由于该剧院年代久远，无法更改大吊灯的位置、也无法实现吊灯坠落舞台的效果，因此只能
借助灯光闪烁、灯管爆炸的效果，再配合现场舞台的强烈灯光和音效，来表达这一场“意外”的发生。电影版本来
是极其令人期待的，因为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更好的场景效果，但遗憾的是，在《剧院魅影》电影版中，只是
设计上更改为吊灯的铁链从屋顶末端拉向舞台端，吊灯“滑”向了舞台，而不是“坠落”到舞台，虽然剪切了一些观
众惊恐四散的表情和行动，但震撼的效果是远不足够的，不失为一个巨大的遗憾。

三、叙事节奏变化

从音乐剧到音乐剧电影，叙事节奏的变化主要是通过音乐和音效两个方面来实现的。

（一） 音乐：从“Legit”到柔和的流行唱法演绎

“Legit”是单词 Legitimate的缩写，其字面意思是“正统戏剧”。顾名思义，人们常常把它与正统的歌剧演出方
法联系到一起，实际在音乐剧的演唱中，“Legit”即是古典式唱法的代名词。安德鲁·韦伯正是这一唱法的代表人
物，他创作的很多音乐剧作品都采用了这一唱法，《剧院魅影》正是这一唱法的代表作。

在音乐剧《剧院魅影》中，演员使用“Legit”唱法，使得发音饱满、高亢，在舞台上有夸张演绎、放大情绪的
作用。而在电影版《剧院魅影》中，为了配合人物形象偶像化、整体剧情生活化、表演细节真实化的转变，唱腔
明显改为了更为通俗的流行唱法，这也使得荧幕前的观众更易于接受。例如，在克里斯汀第一次登台崭露头角的
场景，独自演唱了《Think of Me》，在音乐剧的舞台上，克里斯汀一开始不够自信，随着演唱渐入佳境，越唱越
勇，后半段明显歌声越来越高亢，最后的结尾连续升调几个八度，将这第一次演出推向高潮。但在电影版《剧院
魅影》中，第一次登台的克里斯汀青春美好，舞台塑造也从原来的戏中戏的服装，通过镜头转换，变成了全身白
色仿佛公主一般的长裙，演员艾米·罗森（Emmy Rossum）从 7岁开始进入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表演，具有丰富的
歌剧演唱功底，这里的演唱她完全是胜任的。而导演为了能更柔和地表达电影的音乐氛围，使用了轻柔如情歌般
的流行唱法，因此电影荧幕上的《Think of Me》更像是梦幻中的公主，在进行如同现代流行歌曲的MV的演唱。

除此之外，电影版《剧院魅影》音乐处理上最大的不同，是安德鲁·韦伯专门撰写了一首全新的片尾曲：
《学会孤独》（Learn to be lonely），在 77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中，获得了最佳电影歌曲的提名。歌词中写到：

Child of the wilderness, 荒野的孩子。
Born into emptiness, 生来一无所有。
Learn to be lonely, 要学会与孤独相处。
Learn to find your way in darkness, 学会在黑暗中找到自己的路。
Who will be there for you, 谁会为你守候。
Comfort and care for you, 安慰你、关心你？
Learn to be lonely, 要学会与孤独为伴。
Learn to be your one companion, 学会做自己唯一的伙伴。
Never dreamed out in the world, 永远不要梦想在这世上。
There were arms to hold you, 会有一付肩膀拥着你
You’ve always known, 你早就知道，
Your heart was on its own, 你的心只能依靠它自己。
So laugh in your loneliness, 所以还是笑吧，在孤独中笑吧。
Child of the wilderness, 荒野的孩子，
Learn to be lonely, 要学会与孤独相处。
Life can be lived, 生活是可以过的，
Life can be loved, 生活是可以爱的，
Alone. 孤独地。

这首歌仿佛是在影片故事的最后，一首吟诵给魅影的诗。“荒野的孩子，生来一无所有。”无论观众、故事中
的克里斯汀、还是作者韦伯本人，无不对这个扭曲生长的魅影充满了心疼。这首歌，就像是一个句号，对这首歌、
对这个经典的故事，挥手告别。

（二） 音响：从宏大的现场交响乐到生活化的轻柔配乐

由于舞台上追求更宏大的更震撼的现场效果，因此音乐剧《剧院魅影》一直是使用交响乐队现场演奏。但在
电影版《剧院魅影》中，镜头和画面仿佛在讲述一个传说中的童话故事，娓娓道来，因此宏大的交响乐不适合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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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全片，除了几个经典的大场面还是使用原曲的宏大交响乐风格，其他的片段、尤其是过渡转场时，都选用了
较为柔和的音乐和音效。

例如在第一个拍卖现场的场景，原本的音乐剧中，子爵拍下了猴子八音盒，继而就过渡到了捧起八音盒，轻
声哼唱关于八音盒的回忆；但在电影版中，在拍卖八音盒之前，吉利夫人和子爵有一个短暂的眼神交流，此时背
景音乐幽暗的响起，音效仿佛是在遥远的空中飘荡过来，那一瞬间把两位故人都带回了那座 49年前的巴黎剧院2。
一个简单的音效处理，令人思绪飞扬，浮想联翩。

反而言之，也有一些音乐剧版中非常巧妙的音效处理被电影版舍弃了，顿然失色。例如在音乐剧版 2:05:30
秒（2011年英国伦敦皇家阿尔伯特大厅 25周年纪念演出版），故事已经接近尾声，克里斯汀在激吻魅影之后，
魅影处于纠结之中，此时鼓点响起，由弱渐强，鼓点持续了将近 80秒钟，这漫长的 80秒钟，魅影做出了影响自
己一生的决定。鼓点很形象地表现了魅影冷酷的外表下极其强烈的内心挣扎，随着鼓点结束，终于，他痛下决心，
用蜡烛烧断了子爵的绳索，放走了子爵和克里斯汀。而电影版舍弃了这一巧妙的音效设计，吻别后只过了 10秒，
魅影露出痛苦的表情，便决定了放走二人。这一取舍不得不说是电影版的又一大设计上的遗憾。

四、结语

可以说，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艺术形式的多元化融合，音乐剧和音乐剧电影都在互相借鉴、共同前
行，音乐剧的经典自有其绝妙之处，音乐剧电影也可以一边借助经典的经验、一边融合新的技术手段，从而推陈
出更多更新更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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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Narrative Methods from Musicals to Musical Films
——A Case Study of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TAN Jing1
1Shanghai Theater Academy ,Shanghai 20004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ilm technology means, more and more classic musical works have been brought to
the screen. As musical films, it is determined that they are bound to complete the narrative expression of the film with
music as the dominant identity. At present, the adaptation from musicals to musical films has both gains and losses, as
well as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The upgrade of technology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a year-on-year improvement
in the adaptation effect. This article will take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musical version and the musical film version of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as an example, attempting to explore the adaptation methods of musical films and the gains
and losses.

Keywords: Musicals; Musical Films;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Narrative Methods; Audio-visual Language

2 电影版《剧院魅影》最后一个场景显示克里斯汀的墓碑文字为：1854-1917，第一个场景拍卖现场显示年份为 1919年，第二个场景显示剧
院发生故事的年代为 1870年，因此子爵和吉利夫人在拍卖现场相遇应为过去了 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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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江南美学的古典舞优秀作品创作探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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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江南美学为切入视角，探讨其在古典舞作品创作中的表现路径与审美转化。通过分析江南舞蹈的文
化背景与风格特征，梳理其身体语言、节奏逻辑与空间意识在舞蹈中的体现机制。结合《碇步桥》《蘭叙》《白
纻舞·在水一方》典型案例，归纳出江南美学在古典舞中的实践样式，并提出可操作的创作原则与策略。研究指
出，江南美学的有效转化需建立在审美立场、动作系统与舞台结构的整体协同之上，强调从气质塑造而非样式复
制出发，才能实现风格建构的内在统一。

关键词：江南美学；古典舞创作；舞蹈风格建构；舞台空间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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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中国古典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表现,是中华文明的活态传承,更是当代人经过想象、探索、复
兴对于古典舞蹈的当代解释[1]。然而，随着观演语境的演变与多元审美价值的崛起，传统创作模式中的风格固化
与表达套路化问题逐渐显现。舞台作品往往陷于技巧炫技或视觉拼贴，缺乏个性化气质与深层文化支撑，导致古
典舞在当代语境中面临风格创新与文化回应的双重挑战。

在这一背景下，如何从中国地域文化中提炼审美特质，转化为身体语言与舞台表达的新路径，已成为当前古
典舞创作的现实需求。江南美学，作为具有鲜明辨识度与文化厚度的传统审美系统，其柔婉、空灵、节制、抒情
的风格特征，为古典舞的风格重构提供了天然的契合点。尤其在动作气质、空间节奏、情绪叙事等层面，江南美
学与古典舞语言之间呈现出较强的融合潜力。

尽管近年来已有部分作品引入江南意象，但多数仍停留在视觉样式的呈现层面，尚未建立起基于江南气质的
系统性动作语言与舞台逻辑。本研究试图回归江南美学的核心精神，探讨其在古典舞创作中的深层转化机制，并
以代表性作品为个案，分析其在动作设计、情境营构与整体风格建构中的实践路径。

通过从文化气质出发进入舞蹈结构的建构，本研究不仅旨在丰富古典舞的创作风格，也希望推动中国地域美
学向舞台空间的有效转译，为当代表达提供新的样态资源与身体叙述方式。

1.2 文献综述

近年来，关于中国古典舞美学思想与文化特质的研究逐步深入，学界普遍关注舞蹈在传统美学体系中的风格
构建与文化转译机制。史蕴绮[2]从中国古典舞的发展历程与美学范式出发，指出其核心特征在于“以形写意、气
韵生动”，并强调舞蹈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载体作用。关于江南舞蹈本体的研究，姜羚[3]从地域文化出发，梳理
了江南舞蹈在民间礼仪、戏曲传统与生活美学中的多重表现形态，强调其柔婉、细腻、内向的风格特征[3]。袁艺
[4]进一步提出“江南舞蹈是一种诗性身体的表达”，强调舞蹈所营构的空灵意境与节奏美之间的关系。宗华[5]则
聚焦于古典舞的风格融合路径，提出“多元向融合”的文化模式逐渐取代单一体例，推动创作走向地域性与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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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的互动交汇。此外，徐彤[6]在第三届“浙江风格·江南舞韵”展演述评中，总结出当前江南舞蹈创作实践中
普遍存在“意象化强、结构性弱”的问题，指出未来发展应在形式美感与舞段构建之间寻求平衡。

总体来看，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古典舞的美学特征概述与江南舞蹈的文化风格描述，初步建构了“古典
舞—地域美学”之间的研究框架。然而，关于江南美学如何在古典舞创作中进行系统性转化，特别是在身体语言、
舞段结构与舞台调度中的具体应用路径，尚缺乏深入探讨。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将江南美学作为舞蹈
创作语境中的内在逻辑，结合典型作品进行案例分析，进一步探究地域美学在古典舞中的可操作性风格建构机制。

二． 江南舞蹈及其特征简介

2.1 历史源流与形态基础

江南地区自古以来为文化重镇，舞蹈艺术的发展依托礼乐文化与民俗传统展开，主要形成三大舞蹈来源：一
是以农耕礼仪、节令民俗为背景的民间舞蹈，如灯会舞、采莲舞、花鼓灯等；二是以宗教仪式与巫舞遗存演化而
来的道场舞、踏歌舞；三是以昆曲为代表的戏曲舞化体系，其身段、表演节律与唱念做打之间的“舞化倾向”对
江南舞蹈的动作生成逻辑产生深远影响。

相较北方舞蹈的强节奏、大幅度、阳刚性，江南地区的舞蹈自始即显现出柔缓、内敛、婉转的运动特征。这
种差异并非技术层面的选择，而是根植于文化心理、生活节奏与美学意识中的主动建构。

2.2 身体语言与运动特征

江南舞蹈的身体语言注重“身韵”贯穿，讲求气息的自然流动与身体线条的连绵转化。动作运行以“圆”为
势，倾向于内旋、缓动、绵延，少见突发性、跳跃式的动作结构。气息主导形体，躯干运动重心下沉，四肢动作
服从于整体气势变化，呈现出一种轻灵飘逸、柔中带劲的动态风格。

在运动节奏上，强调“以静制动”，重视过渡与蓄势，以慢速铺陈带动情绪延展，节奏非均衡化明显，常通
过动作的停顿、延宕、回旋强化时间的张力感。在动作设计上，特别讲究“手、眼、身、法、步”五位一体之间
的协调流动，使每一个细节动作都带有意味生成的空间。

2.3 审美风格与情感表达

江南舞蹈在审美气质上呈现出典型的“婉约型”特征，其艺术语言既不张扬外露，亦不刻意隐晦，而是在微
妙之间实现情感的传达与空间的营造。情绪表达往往不直接诉诸激烈情感，而通过“物象—情境—意绪”的链条
传导，依托身体细部的动态变化达成“意在形外”的审美目标。

这类舞蹈常与江南自然环境、诗词意境和女性气质建立密切关联，形成“以景写情、以舞述思”的结构策略。
舞者与空间之间不是对抗性的张力关系，而是一种温柔的流动，一种与自然与情境共生的美学状态。

2.4 代表元素与风格母题

江南舞蹈风格常借助一些典型的形象意象建构起可识别的表达母题。在动作内容上，多出现挑水、采莲、撑
伞、理衣、观景等生活化意象，这些动作虽不具备复杂技巧，但通过细致的节奏处理与结构铺排，能够展现出浓
厚的文化氛围和叙事暗示。

服饰与道具方面，常使用水袖、团扇、长纱、油纸伞等轻盈器物，强化动作的流动感与柔性路径。舞台结构
多取“空灵”为旨，辅以轻音乐、水墨色调、雾景布置等舞美语言，共同生成“留白感”强烈的空间氛围。这一
系列风格要素共同构成江南舞蹈的文化标识系统，为后续在古典舞创作中汲取、转换与再造奠定了形态基础与美
学方向。

三． 古典舞创作中江南美学的转化路径

3.1 意境建构：情景融合中的叙事逻辑

江南文化重意境胜于叙事，舞蹈创作中也应打破线性故事结构，转向“情景融合”的空间叙事策略。舞台构
建不再服务于推进剧情，而是营造气氛与唤起观感情绪的场域。舞者在其中不再扮演单一角色，而成为“意”的
载体，在情与境的相互渗透中，展开动作语言。

这一转向不仅改变了舞台景观的组织方式，也推动了舞段结构从“线性铺陈”向“诗性叠置”的变化。借助
局部的景象浓缩与情绪留白，使观众在情境转换中获得多层次的文化体验。舞台不需繁复装置，只要氤氲水雾、
光影留白与一把团扇，便足以开启一段“江南心境”的舞蹈旅程。

3.2 身体语言：从外形技巧到气质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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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境的建立最终需归于身体的承担与表达。在江南美学主导下，古典舞的身体语言应由“表现形”转向“内
蕴气”。舞者通过缓速节奏、螺旋运势与动作连绵不断的运行逻辑，展现柔中带骨、动中藏静的审美气质。这种
语言系统强调动作的起承转合，而非局部技巧的凸显，强调“气息一线牵”所构建的连续性。

舞者身体的起落进退不再以技法为主，而是以“气”的起伏牵引“意”的推进，情绪内敛，节奏细腻。由此
生成的“含而不露”“轻而不浮”的动作风格，强化了江南气韵在身体表达上的再现能力，构成区别于北方刚健
风格的另一种身体叙述方式。

3.3 视听系统：协同调度中的诗性再造

舞台并非身体的背景，而是意境生成的合谋者。江南美学所推崇的“空灵感”与“通透感”，需要视觉与听
觉系统的高度协同。在音乐选择上，丝竹、笛箫、水音等质地轻盈、色调温润的民族音乐，更契合江南舞段对节
奏流动与情绪弥散的需求。节奏不强调鼓点的推进，而注重旋律线的绵长与呼吸感的舒张。

在舞美设计中，应摒弃具象化布景，转向意象性构图。虚实结合、留白布局、色调简约，有助于延展身体意
象的外延，使动作与空间之间形成诗意回响。光影不作为渲染工具，而成为“景”的一部分，与动作共同参与构
建舞台的心理结构。这种视听一体的结构，推动了“舞—境—音”的互文关系，让江南美学从舞蹈动作内部延伸
至舞台的整体气质。

四． 案例分析

江南美学进入古典舞创作的路径，往往通过具象的意象提炼与舞台语言的风格重构实现。这种转化不是简单
的文化借用，而是在作品生成过程中，通过空间调度、节奏处理、身体表述等多层维度逐步落实。在实际创作中，
江南之“柔”、之“静”、之“远”，被舞者以不同方式转译为动感语言、氛围建构与意境塑造。本章选取《碇
步桥》《蘭叙》《白纻舞·在水一方》三部在审美层面各具代表性的作品，依次呈现“空间意象的可视化”“抒
情情绪的身体表达”以及“古典结构的现代重构”，以揭示江南美学如何从文化理念转化为舞台经验。

4.1 《碇步桥》：空间节奏中的日常诗性

作为一部高度依托地域意象展开的群舞作品，《碇步桥》以江南水乡最具代表性的碇步桥场景为构图基础，
将“过桥”这一日常行为转译为具有节奏张力的舞蹈表达。整部作品摒弃叙事推进，以“空间变化—步伐节奏”
为主导线索，突出江南生活状态中“缓行慢步”的节奏逻辑。

舞者通过低位步伐、轻盈转身与侧身回望等动作，构建出一种微张而有序的身体动律。身体之间既保持距离，
又在整体节奏中彼此呼应，呈现出如水流般的空间律动感。舞台设计采用低色温冷调，搭配丝竹为主的音乐质地，
增强了作品整体的朦胧氛围，观众仿佛被带入江南清晨氤氲的水雾与碇步桥之间[7]。

这类以“物境”为起点展开的舞蹈作品，将江南空间的内向性与动感节奏结合，使动作不再依附叙事，而转
向空间节奏的构造，是江南美学在舞蹈创作中的一种可视化路径。

图 1 古典舞经典作品《碇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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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蘭叙》：抒情性身体的内向书写

如果说《碇步桥》关注的是人与空间的交互节奏，那么《蘭叙》所展开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情绪转化路径。
作品以内敛抒情的女性形象为中心，将江南文化中“情深不露、静而有思”的审美取向，转化为身体语言中的内
向动势与心理气场。

同时，整段舞蹈建立在极为节制的动律系统之上，舞者在慢速的转体、含胸收腕、凝视静止中逐步推进情感
张力，不依赖外部动作的变换，而通过呼吸与节奏的延宕制造内在情绪的流动。舞段色调极淡，光影处理中保留
大量灰阶过渡，使舞者身体始终处于半虚化状态，强调了江南女性气质中“若即若离”的观感体验。因此，《蘭
叙》在身体结构上强化了“气随意动”的动律思维，突出了舞蹈作为内心世界抒发的媒介功能，也深化了江南审
美中“诗化情绪”在个体化舞者身体上的动态展现。

图 2 古典舞经典作品《蘭叙》

4.3 《白纻舞·在水一方》：古典母题与地域意境的交融重构

在《碇步桥》中可见江南日常空间的节奏书写，在《蘭叙》中可感江南女性气质的情绪描摹，而《白纻舞·在
水一方》则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历史维度。该作品借“白纻舞”这一古代舞蹈母题，融合江南水文化意境，以古典
再造的方式将历史与地域两种审美资源进行结构性整合。

舞段并未拘泥于对汉代“白纻舞”样式的还原，而是在动作语言上采取具有江南气质的螺旋线条与连绵动势。
水袖在舞者的每一次转动中与空间形成持续交互，使身体不仅作为表演媒介，更成为流动线条的生成中心。节奏
上，舞蹈采用“慢—静—缓提速”分层结构，在气韵充盈中建构时间感，强化了“水”作为文化意象的动态属性。

通过服饰、配乐、空间构图的整体调度，作品实现了古典审美的现代延展，也在“今—古—今”的叙述节奏
中，搭建起一座跨越时间的江南文化桥梁。相比前两部作品所体现的生活性与抒情性，《白纻舞·在水一方》将
江南美学提升至文化结构重构的层次，展现出古典舞在面对传统母题时的再造能力[8]。

因此，三部作品分别从空间意象、抒情情绪与历史重构切入，展现出江南美学在古典舞创作中的多样化路径。
一方面，创作者通过节奏、身体与视听结构的层次处理，将“柔婉”“空灵”“留白”等美学特征转化为具象的
舞台语言；另一方面，作品所体现的风格意识，不再依附于传统文化的表层符号，而是向内深入，在结构性、时
间性与情绪性层面与江南美学形成深度联动。

通过作品分析可以看出，真正有效的美学转化不在于“描摹”，而在于“内化”。江南不是背景，而是动律，
是气质，是结构中的一股暗流，它贯穿身体的运行逻辑，也渗透舞台空间的呼吸节奏，从而构成了一种非叙事性
的文化表达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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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古典舞经典作品《白纻舞·在水一方》

五．基于江南美学的古典舞创作原则与实践策略

5.1 审美立场的确立与气质建构

创作起点在于审美立场的确立。江南不应仅被视作题材来源或视觉背景，而应理解为一种渗透在动作语境与
节奏结构中的审美气质。创作者若仅停留在符号表层，易陷入标签化操作；而唯有将“江南”作为身体内在气息
与舞蹈逻辑的文化母体，才能形成风格上的深层一致性。

这一立场要求舞蹈创作回归江南美学所体现的核心特征——温润细腻的节奏感、含蓄克制的情感结构与非线
性叙事的空间意识。舞者与编导需共同建立对江南文化节奏、价值观与审美理想的体认，从而推动作品向气质性
表达转化，而非仅以地理标签构成主题外壳。

5.2 身体语言的组织原则与动作逻辑

身体语言是舞蹈风格最直接的表现层。在江南美学语境中，身体动势应摆脱“招式叠加”的外化逻辑，转向
以内在气息驱动动作结构的运作模式。编创过程中，应着重强调“意—气—形”的系统生成关系，使动作在形体
表象之外，更具韵律连续性与结构弹性。

动势应体现曲线推进与节奏缓变的美感特征。舞者通过低位重心、螺旋运动、内旋转体等动作形态，表达出
江南式“柔中藏劲、静中有力”的身体状态。同时，应避免对称型、强节奏、爆发性动作的频繁使用，转而强调
节奏层层蓄力、动律层层递进的内聚结构，使舞蹈呈现持续性气场而非片段性动作冲击。

5.3 舞台叙事结构的空间设计路径

江南美学中，情感的表达更偏向于“氛围生成”而非“事件推进”。这一特征在舞蹈中体现为“去情节化”
的叙述倾向，更倾向通过场景流动、意象更替来构建结构张力。创作策略上，作品可以采用非线性结构，如“片
段式”“散点式”“循环推进式”等，打破传统三段式剧情结构，以情绪片段为单元建立气氛场域。

舞台空间的设计亦需转变为“呼吸式结构”。通过舞者与舞台之间的距离留白、方向错位与层次分布，形成
一种可游走、可渗透的视觉节奏。灯光与道具不应承担叙述义务，而应充当氛围参与者，协助情绪在空间中生长，
从而构建兼具灵动与意境的舞台空间场。

5.4 视听系统的协同构建策略

在江南美学主导下，视听系统应构建出与身体语言一致的节奏与情绪共鸣。音乐编配上，应优先考虑音色清
雅、音域适中、节奏绵长的民族器乐，如丝竹、古琴、洞箫等，构建出延续型的听觉线条，与动作节奏自然融合。
旋律应避免过度情绪化与强拍节奏，注重旋律缓行与空间弹性。

舞美系统强调“虚景—空境”的处理方式。灯光以灰阶过渡为基调，色彩控制趋向单一低饱和，避免浓烈反
差。舞台布景鼓励使用半透材质、柔光雾效、水波投影等手段，打造出介于真实与幻境之间的氛围结构。整体上，
音、光、景需与舞者气息同步，构成一个可呼吸、可延展的动态诗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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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江南美学作为中国传统审美体系中的独特表达形式，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精神与身体表现逻辑。将其引入古典
舞创作，不仅拓展了舞蹈风格的表现维度，也为当代表达提供了新的审美路径。通过分析《碇步桥》《蘭叙》《白
纻舞·在水一方》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可以看出，江南美学在舞台呈现中更倾向于通过气息节奏、空间意象与
情绪结构实现内化表达。创作实践表明，真正有效的风格建构应建立在审美理念与动作系统的统一之上。只有深
入理解江南美学的内在逻辑，摆脱表层样式化操作，才能实现文化精神在身体语言中的真实转化。

本研究在理论层面构建了江南美学向古典舞转化的原则框架，也在实践层面梳理了可参考的创作策略。未来
的创作与研究仍可在多舞种融合、身体风格实验与当代语境转换等方面进一步拓展，为古典舞的发展注入更多文
化活力与艺术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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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horeography of Excellent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Reperto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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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Jiangnan Aesthetics as the entry point to explore its expression pathways and aesthet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choreography of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repertoires. By analyzing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stylistic features of Jiangnan dance, it combs the embodiment mechanisms of its body language, rhythmic logic,
and spatial awareness in dance. Combining typical cases such as Dingbu Bridge, Lan Xu, and Baizhu Dance·Beside
the Water,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practical patterns of Jiangnan Aesthetics in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and
proposes operable creation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The research points out that the effective transformation of
Jiangnan Aesthetics should be established on the holistic coordination of aesthetic stance, movement system, and
stage structure, emphasizing that constructing style with internal unity can only be achieved by focusing on
temperament shaping rather than style replication.

Keywords: Jiangnan Aesthetics;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Choreography; Dance Style Constructio; Stag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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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室铭》重点字词释义及教学研究

蒋欣1

（1.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文言文作为中国传统语言文化的载体，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然而，在语言历经千年演变之后的今天，

文言文因时代的隔阂、自身的深奥及知识量的丰富成为当前语文教学中的一大难点。近年来，文言文中的字词教

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基于此，本文以部编版初中语文七年级下册选文《陋室铭》为例，以教材注释字词为基础，

梳理部分重要字词的字形演变，进行词义分析、字词辩证，以期对初中语文文言文教学提供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初中语文；陋室铭；字词教学

DOI：doi.org/10.70693/rwsk.v1i6.1141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对文言文教学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要“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
阅读浅易文言文”，“注重积累、感悟和运用，提高自己的欣赏品味”。[1]而文言文中的字词不仅是语文知识的
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学生阅读、写作和表达的基础技能。在《陋室铭》的教学中，教师应重视字词教学，引导学
生扎实掌握字词知识，深入挖掘文本内涵，让学生在文言文学习中获得知识的增长、能力的提升和精神的滋养。

一、字形演变

“语言的各种要素——词汇、语音、语法——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2]汉字属于表意体系
的文字，与表音文字不同，它通过字形来传达一定的意义，不同汉字在不同阶段的字形演变影响对其语义的解读。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名”字从甲骨文到楷书，其字形都是从口、从夕。如图 1所示。不难看出，在
甲骨文中，“名”字的构形是左从“口”右从“夕”，或左从反“夕”右从“口”。到了西周晚期，“名”字的
构形变为“夕”在“口”上。

图 1 “名”字形演变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灵”字繁体为“靈”，始见于春秋金文，是形声字。“霝”是“靈”的初文，

由“雨”和三个“口”字组成，表示巫师口中念念有词，祈祷降雨。古时人们认为落雨需要向上天和神祈求，内
心要真诚，即所谓“心诚则灵”，于是便出现“ ”，上边是表示落雨的“霝”，下边是表示祭祀的神台“示”。
为了表示心诚，或在“霝”下加“心”字成“ ”；又因古人认为“玉”是珍贵并有灵性的东西，或在“霝”
下加“玉”成“ ”。后来向天求雨成为神职人员的专业，从事这种专业的人是“巫”，于是小篆又在“霝”下
加“巫”而成“ ”。《说文解字》指出：“灵，靈巫。以玉事神。从玉，霝声。靈，或从巫。”[4]13今简化字
作“灵”。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馨”始见于篆文。篆文作 ，从香、殸声，由于殸声和香字古音近，因此，
殸声是用来作香字的声符，是香的形声字。隶书、楷书之形，沿自篆文之形以定体。由于殸声在此仅作香字的声
符，并不兼义，所以在六书中属于形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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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调素琴，阅金经。”“调”是“調”的简体字，此字始见于篆文 ，篆文作从言、周声。隶书、楷书
同。“调”的本义是调和，调和主要用言语，因此从“言”表义；调和要力求周当、周延，因此声符“周”有兼
义的功能。在六书中属于形声兼会意。

在实际教学中，若单纯机械地记忆汉字的字形、读音和意义，往往枯燥且容易遗忘。而了解字形演变过程，
能将汉字的学习变得生动有趣。

二、词义分析

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指出：“字形在词义研究中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们能够帮助我们确定字的本义。
确定本义，对于正确理解字义的发展变化，即作为造字对象的词的意义在后来的演变和派生新词等现象，有很大
帮助。”[3]汉词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价值取向等诸多文化元素。研究字词本义及引
申义，就是对这些文化元素的挖掘与梳理，能够让更多人了解汉语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进而更好地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依然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名”的本义是指人的名字，即一个人的标识符号。在甲骨文的“名”中，即 ，左边表示一张嘴，右边是
一轮弯弯的月亮。在这样的夜晚，月光很微弱，古人走在路上，四周一片漆黑，眼睛看得不够清楚，他们只能通
过说出自己的名字来让对方辨认。这个解释与《说文解字》中的定义相符，即“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
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4]31。由人的名字又引申出了“给...一个名字”，即命名、起名，例如在《游褒禅
山记》中提到“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而后，进一步引申指事物的名称，如《论语·阳货》中提到的“多
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由名称义引申出名号、名分等意义，例如《论语·子路》中提到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
不顺则事不成”。当名字得到广泛传播后，就有了名声、名望之义，而当有了名声、有声望后就进一步引申出著
名、闻名义。在部编版七年级下册语文教材中将《陋室铭》的“名”释为“出名，有名”义，这两句大意是说，
山不在于有多高峻，有了神仙就会有名气。

关于“灵”的本义，《广韵》中训灵为巫，王逸谓灵为巫，都将“灵”作为“巫”的代名词[5]。在《说文》
中记载其本义为“神灵”，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上古至五代之戏剧》中提出：“《楚辞》之‘灵’，殆以巫
而兼尸之用者也。其词谓巫曰灵。谓神亦曰灵。”[6]巫通常作为古代与神灵沟通的人，所以“灵”字自然就与神
灵联系在了一起，如“天神曰灵”“以赫厥灵”“灵神”“灵祗”等表述。神灵在人们的想象中有着超凡且充满
生机的特质，与死板、僵化相对，所以人们把现实中展现出鲜活、有生命力状态的情况用“灵”字来体现那种神
韵和活力，进而引申出“灵动”“有灵气”的含义。最初人们向神灵祈求福祉、消灾解难等，认为神灵如果显灵，
所求之事就能达成，愿望就能实现。后来便把那些确实能达到预期、有效果的事物用“灵”来形容，引申为“灵
验”“有效”义，意味着如同得到神灵助力一般有效果。由于“灵”与神灵有关，而神灵又是一种超脱于肉体的、
偏向精神性的存在，并且人们认为人也有类似的内在精神主宰，死后也有灵魂存在，所以由此引申出和灵魂、精
神层面相关的含义，如《楚辞·九章·抽思》：“愁叹苦神，灵遥思兮。”整句的意思是作者在忧叹中，精神上
感到痛苦和煎熬。因为神灵被人们想象为有着超凡能力，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变化多端，由此人们便把这种超
越常人的自如状态引申到现实生活中，形容人或事物具备灵活、灵巧的特性。在部编版教材中将“灵”注释为“神
异”，所谓“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即水不在于多深邃，有龙（居住）就显得神异。

“馨”的本义是指散布很远的香气。《说文解字》中解释为：“馨，香之远闻者。从香，殸声。”[4]147例如
在古诗词中，常用来描绘那种浓郁且能传播开来的芬芳气味，像“尔酒既清，尔淆既馨”（《诗经・大雅・凫鹥》），
此处就是说祭品的酒很清冽，菜肴散发着很远都能闻到的香气。因为香气给人以美好、宜人的感觉，所以“馨”
常被用来引申表示美好的声誉、品德等抽象意义，如“德馨”一词，即《陋室铭》中“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就是说这虽是简陋的屋子，但是因为主人有美好的品德，就显得不简陋了。这里的“馨”在部编版七年级下册语
文教材中注释为德行美好。后又进一步引申可用来形容一种温馨、和美的氛围，比如“温馨”一词，现在常用来
表达一种让人内心感到温暖、舒适、惬意的环境或情感状态，像“温馨的家庭氛围”等表述，使“馨”字的含义
从单纯的气味层面拓展到了能给人带来美好感受的更宽泛的情境层面。

“调”是一个多音字，读音有“tiáo”“diào”“zhōu”，不同读音的本义和引申义有所不同。首先，读“tiáo”
时，在《说文解字》中指出：“調，和也。”指和谐、协调。[4]53比如《诗经・小雅・车攻》中“弓矢既调”，
意思是强弓和羽箭已经调适停当，处于合适的状态。由本义的“和谐”“协调”，引申为使事物之间的搭配更加
均匀、合适或符合某种要求，如“调节”“调配”“调味”等，即通过人为的操作让各种元素达到更好的配合状
态。当面对具体事物的参数、状况不符合预期时，就需要像原本调和味道、使事物配合得当那样，去改变这些参
数，所以引申出了“调节”“调整”的意思。因为乐器要奏出好听的音乐，需要让各个部件相互配合协调，所以
进一步引申到对乐器进行具体操作来达到音律和谐这一行为层面，即“演奏”“弹奏”。在部编版初中语七年级
下册教材中，对于《陋室铭》“可以调素琴”中的“调”，将其释为“调弄”，意为可以调弄不加装饰的古琴，
即与弹奏义相近。因为使事物协调的过程与调解双方矛盾、使关系和谐的行为有相似之处，所以引申出“调解”
“调停”之义，如“调和鼎鼐”中的“调和”也有调解矛盾、使各方关系融洽的意思。而在人际交往中，在使事
物协调、调解关系的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言语或行为上的互动，由此进一步引申出戏弄、挑逗的意思，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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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笑”“调侃”“调戏”等，这是从对物的操作拓展到对人际关系中言语行为的一种延伸。比如《世说新语·排
调》：“康僧渊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调之。”另，使身体内部的各种机能、元素配合协调，以达到恢复健康的
目的，从而引申出“调理”“调养”等义，如“调养身体”“调理脾胃”。

当读“diào”时，有说法认为其本义是调遣、调动，这是“调”字最为原始和直接的含义，指的是派遣或调
动人员、物资等。《广韵·啸韵》中注“调，选也。”《正字通·言部》中“调，凡选吏用人，属役赋事，皆谓
之调。”从对人员、物资等的调遣、调动，引申到对人才的选拔、提拔，挑选合适的人员，让其进入到更高的职
位或者更重要的岗位上发挥作用，这其实也是一种调配人力的体现，像“调升官职”就是把人员调配到更高等级
的岗位上。因为调动、调遣等行为往往需要有一定的秩序和节奏，而音乐中的韵调、曲调也具有类似的节奏和规
律，所以引申出“韵调”“曲调”等义，如“曲调”“音调”“调式”等。由音乐的韵调、曲调进一步引申，用
来形容人或事物所展现出的独特的风度、风格、格调等，如“情调”“格调”“才调”等。与音乐的曲调类似，
人们说话也有一定的语音、语调特点，即“腔调”，如“南腔北调”“油腔滑调”等。

当读“zhōu”时，通“朝”，表示清晨、早晨，如“未见君子，惄如调饥”中的“调”就是早晨的意思。
在现代使用中，其直接引申义较少见，间接引申义几乎不存在。在古文中与之搭配的多为和时间、状态相关的词，
如“调饥”表示早晨饥饿的状态，可视为其本义的直接应用。

总之，了解字词的本义和引申义在字词教学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它能帮助学生准确理解字词含义，系统掌握
词义，提升文言文阅读能力和语言表达水平，同时培养思维能力和文化素养，为学生的语文学习和综合素养的提
升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字词考辩

在刘禹锡的《陋室铭》中，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样一句经典表述。“鸿儒”与“白丁”在中国
传统文化的广袤天地以及诸多文学作品中频繁现身，成为了被人们熟知和提及的对象。“鸿儒”在教材中注释为
“博学的人”，在诸多词典中大意都相近，绝大多数解释以“鸿儒”来表示学识广博的儒者，泛指博学之士。

而对于“白丁”的解释，大致有三种，一是平民，没有功名的人；二是不学无术、没有学问的人；三是原属
军籍的壮丁。[7]这三种解释放在具体语境里都能讲得通。苏教版八年级下册（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则将
“白丁”解释为“平民，这里指没有什么学问的人”，此种解释比较模糊，一是涉及“平民”义，二又涉及了“没
有学问的人”的意思。《古汉语常用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7年 9月第 1版）将“白丁”解释为“平民，
也指没有取得功名的人”，并举例刘禹锡《陋室铭》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部编版初中语文七年级下
册教材中选的是第一种解释，即平民，指没有功名的人。那么，“白丁”在此究竟释为何意值得探讨。

为了更好地确认“白丁”的意思，笔者通过搜寻其他含有“白丁”的唐诗，例如在韦应物的《采玉行》中“官
府征白丁，言采蓝溪玉。”此句译为“官府征召平民百姓去采集蓝溪的玉石。”这里的“白丁”意指“平民”。
牟融的《题朱庆馀闲居四首》“白丁门外远，俗子眼前无。”；皮日休的《吴中苦雨因书一百韵寄鲁望》“蹲前
但相聒，似把白丁辱。”以及《太湖诗·太湖石（出鼋头山）》“白丁一云取，难甚网珊瑚。”；寒山的《诗三
百三首 其八十》“洎老检黄籍，依前住白丁。”中的“白丁”都是指“没有功名的人”。在广泛搜集唐诗的基
础上，并未查到有将“白丁”译为“没有学问的人”的诗句，由此可见，唐代诗人很少将“白丁”释为“没有学
问的人”，若采取苏教版教材的解释，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中的“白丁”释为此意，确有不妥之处。

此外，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对《陋室铭》进行解读时也说“‘往来无白丁’也揭示了他（刘禹锡）是不
接近劳动人民的。”[8]可见，王力先生对“白丁”的释义也取“平民，指没有功名的人”。

按照“平民，指没有功名的人”之意去解释“白丁”，“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当解释为“与之交往的
都是博学多才的人，没有知识浅薄的平民”。照此翻译，有学者认为此显得刘禹锡看不起平民、傲慢孤高。在这
一点上，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自隋朝开创科举制度以来，打破了门阀士族对政治的垄断，为广大士人提供了公
平竞争的机会，“士”的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唐朝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士人通过科举考试可以进入仕途，
改变自己的命运。科举出身的士人逐渐成为官僚队伍的主体，他们在政治、文化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地
位不断提高。而刘禹锡 19岁时在士林中享有声誉，21岁时进士及第，在当时士大夫地位不断提高的同时，与农、
工、商阶层有一定的鸿沟，受生活环境和时代局限性的影响，古代士人不免有些身份上的优越感。但我们无论是
读过去的文学作品还是看过去的人，都不该以今人之眼光去评判、抨击。正视他们身上的历史局限性，一定程度
上也是对历史、对作品的尊重。

四、字词教学

《陋室铭》是唐代诗人刘禹锡所创作的一篇托物言志骈体铭文，通过描绘陋室及其主人的生活情景，表达作
者高洁傲岸的情操和安贫乐道的情趣。于《陋室铭》这类文言文而言，对“名”“灵”“馨”等实词的准确理解，
能帮助学生知晓作者以山、水类比陋室，强调品德高尚才是关键。若不能精准掌握字词含义，学生便无法领会作
者在文中所表达的“陋室不陋”这一核心观点，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掌握这篇课文的关键字词，笔者认为可从如下
进行。

首先，在课堂开始时，给学生讲述一些古代名人因品德、才华出众而声名远扬的故事，比如诸葛亮虽居隆中
却名震天下，引出“名”这个字。借助多媒体展示甲骨文“名”字，其字形像是一个人在月下，张开嘴巴，旁边
还有一些类似线条的符号。引导学生观察并猜测其含义，在讨论后向同学们说明：在古代，人们白天可以通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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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来识别彼此，但到了晚上，光线不好，就需要通过喊出对方的名字来确认身份，所以“名”的本义是“自命也，
从口从夕”，也就是在晚上通过嘴巴说出自己的称呼，以便别人识别。随着时间的发展，“名”的含义逐渐引申，
比如“有名”“著名”，请同学们联系所学知识，思考“名”还有哪些引申义，猜测如何演变而成，接着引出这
里的“名”表示名声、名气，像“名垂青史”，就是说一个人的名声流传在历史之中。在《陋室铭》中“山不在
高，有仙则名”，“名”就是“出名、有名”的意思，整句话说山不一定要高，有了仙人就会出名。

其次，以类似的方式，通过展示字形演变，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学生讨论和探究“灵”、“馨”的本义
和引申义，激发他们对文言文字词的兴趣。

最后，在解释“白丁”时，可以将“白丁”的三种释义展示，引导学生回到《陋室铭》的文本中，结合上下
文来理解“白丁”的含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句话的前半句提到与作者交往的都是博学的人（鸿
儒），通过这种对比的手法，可知“白丁”在这里与“鸿儒”相对，释为“平民，指没有功名的人”。而对于“此
种翻译会显得刘禹锡傲慢孤高”的看法，教师可以结合相关研究，拓展科举制度下“士”的地位，联系当时时代
背景和刘禹锡的生活环境辩证看待此种观点，以更好地了解“白丁”的意思。

总之，文言文阅读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对字词的积累和掌握。通过系统的字词教学，学生能够逐渐熟悉常见
文言字词的用法、意义，以及特殊的语法现象。当学生积累了足够的字词知识，在面对新的文言文文本时，才能
凭借已有的知识储备，进行自主阅读和理解，逐步提高阅读的流畅性和准确性。这不仅有助于他们在课堂上学习
文言文，更能为他们日后自主阅读古籍、传承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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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nation of Key Words and Phrases in "LouShiMing" an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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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lassical Chinese, as a carri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is the root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However, after thousands of years of language evolution, classical Chinese has become a major difficulty in
current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due to the gap between eras, its own complexity, and the richness of knowledge it
contains. In recent years, the importance of teaching vocabulary in classical Chines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selected text "Inscription on a Humble Cottage" from the lower grade of ju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textbook (edition compil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annotations in the
textbook, it sorts out the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of some important words, conducts semantic analysis and dialectical
analysis of words, with the hope of providing some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of classical Chinese in ju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Keywords: ju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Inscription on a Humble Cottage"; vocabular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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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跨境电商文本的大语言模型翻译：

基于功能学派翻译理论的可行性研究和译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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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功能学派翻译理论作为支撑和指导，以中德跨境电商文本作为研究平台，开展了翻译对比实验，
初步探究了大语言模型融入翻译工作流的可能性。实验发现，大语言模型能够遵循预先制定的提示词的引导，对
于源文本进行理解和整合，删节冗余和无关信息，处理跨文化交际场景，并保留文本的预期功能。但是其译文质
量不稳定，有可能出现信息漏译错译等重大翻译失误，且译前、译后均有大量环节需要人类译者的参与。最后，
本文得出结论：大语言模型能够承担部分翻译工作，但是仍需人类译者主导翻译工作。同时人类译者需培养“人
工智能素养”以提高其操作人工智能，推动人工智能融入翻译工作流的进程。

关键词：大语言模型；跨境电商；功能学派翻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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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中技术突破频现，大语言模型的不断出现和迭代使得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一技术

再次受到人们的热议。一方面，企业和个人对于日趋强大的 AI模型抱有较大的期望，认为其能够“改变工作方式，

提升效率，乃至重塑整个行业的竞争格局”。部分从业者甚至因此产生了“人工智能技术恐惧”；但另一方面，生

成式人工智能难以融入到真正的工作流之中，由于各种原因对于工作仅起到了辅助的作用，并未如所期望的那样

掀起行业变革。对于翻译行业，尤其是笔译来讲，人工智能所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一方面，翻译从业者希望能

将人工智能有机结合到原有的翻译工作流之中；另一方面，译者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质量如何仍然抱有怀疑态

度。

而随着 ChatGPT, LLaMA, DeepSeek等模型的公开，笔译的“行业门槛”逐渐降低。翻译似乎不再仅是经过培

训的专业译者能够从事的行业，未经培训的使用者只要有最基本的计算机技能和互联网连接，就可以对人工智能

模型发出指令使其产生目标文本。但是应该如何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才能发挥其最大效能产生最优质的目标文本？

更进一步地，其产生的文本是否能够符合翻译行业的要求和期望？这些问题亟待翻译行业的回答。

本文将从跨境电商的视角出发，对于我国电商出海德国时可能遇到的翻译场景进行分析。本文使用功能学派

翻译理论作为研究的指导理论，探索人工智能作为主体的翻译流程可行性，同时基于该理论对于所产生的目标文

本进行评估与分析。

2 功能学派翻译理论

功能学派翻译理论是上世纪 70年代起逐渐发展并受到学界广泛认可的一套翻译理论体系，代表人物为赖斯

（Katharina Reiß），弗米尔（Hans Vermeer），霍兹-曼塔利（Justa Holz-Mänttäri）以及诺德（Christiane Nord）。

作者简介：庞 霖 (2003 —)，男，东北大学 2021级本科生，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祁 心 (1982 —)，男，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通讯作者：祁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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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理论基于 Georg Henrik von Wright以及 Jochen Rehbein的行为理论（Action Theory），对于奈达（Eugene Nida）
提出的文本等值理论进行发展和扬弃。根据 Nord所著的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该理论体系主要

包括以下内容：赖斯的文本类型学，弗米尔的翻译目的论，霍兹-曼塔利的翻译行为论，以及诺德的“对等+忠诚”
理论。

功能学派翻译理论体系相较于等值翻译理论，具有较大的创新性：文本等值理论的关注点集中在对于文本的

功能复现上，是一个较为偏重文本的翻译理论；而功能学派翻译理论将关注点从文本功能上转移到对于受众的分

析，更进一步探究文本功能呈现的底层逻辑和原因，并将目标受众其人、其所在文化环境和接受目标文本时的情

景作为最终研究和指导翻译策略的对象。

这一创新点使得该理论适合指导电商文本的翻译，因为电商文本不同于传统的翻译源文本，具有较强的目的

性——即提供商品信息和影响顾客决策。虽然源文本和目标文本的目标受众都是消费者，但是两者之间在文化背

景上具有较大差异，因此两个文本所呈现出的功能也应不同。在该翻译场景下，单纯的文本等值理论已经无法满

足翻译需求，因此本文使用功能学派翻译理论作为理论基础。

3 实验方案

基于上述理论的指导，本文按照以下步骤开展翻译实验。

首先，从电商平台中获取源文本。对于电商平台的选择，本文选择淘宝作为文本源。该选择一方面考虑到不

同平台对于文本格式的要求可能不同（例如对于 Emoji表情的限制，对于 Unicode的适配等等），因此各个平台

所获取的文本可能不一致；另一方面，淘宝作为老牌电商平台，在该领域具有较多经验，在经营和管理上较为规

范，因而所使用的源文本具有代表性和跨平台的普适性。

另一方面，由于电商平台上所涉及的商品品类较多。因此，如果从电商平台上随机获取文本，会导致文本主

题不集中。而不同品类的电商文本在文本风格和特点上多有不同，过于特异的源文本会对于译文分析产生阻碍。

同时，根据多方市场调研，中国的数码产品受到德国消费者的广泛欢迎，因此本次研究的源文本将主要集中于淘

宝上的电子产品主题文本。

在收集文本后，将进行文本译前分析。译前分析根据诺德的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中对于文本分析要素

的列举，基于功能学派翻译理论的视角，对于翻译委托进行分析和假设，确定目标受众，从而确定翻译委托，并

按照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的技术特点拟定提示词。本次翻译实验中将使用 ChatGPT 4O和 DeepSeek R1两个模型

作为研究对象。其中，ChatGPT是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久负盛名的大语言模型，是 Transformer技术的发源地；

DeepSeek R1则是由中国公司开发的大语言模型，除在技术上有所突破以外，在训练数据集上对于中文资料有所

偏重。两者足以在翻译场景下代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中的先进技术。考虑到本文研究假设用户为非技术人员，

因此在除拟定提示词和参数以外，不会对人工智能模型进行深入的技术调整，只通过提示词对于翻译过程进行控

制。同时，考虑到普通用户很难在本地或者私有的服务器上部署大语言模型，所以本文研究使用了可以公开访问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网站开展翻译研究。

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本文将对于源文本使用不同提示词、不同模型生成目标文本并对于文本进行记录，然后

使用功能学派翻译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分析将按照不同的视角展开，并对比两个模型产生的译文不同之处。

4 译前分析

在译前分析部分，本文首先对于收集到的源文本进行分析。

从类型来看，收集到的文本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商品标题，该类文本占比较小；第二类为商品描述，该

类文本占比较多。从格式来看，商品标题类文本基本上为单行文字，较为简略，多由短语拼接而成，且避免使用

Emoji等表情符号；商品描述类则多为图片配文，在长度上相较标题类文本更长，格式上也更为多变，但仍然避

免使用表情等特殊符号。

结合电商平台的具体使用场景和平台设计，并根据赖斯的Möglichkeiten und Grenzen der Übersetzungskritik
中对于文本类型学的阐述，本文认为商品标题类文本应为信息型文本，因为其主要目的是向目标受众表明该商

品的基本情况和属性特点，符合信息型文本以传递客观信息和事实为导向的特点。而对于商品描述类，本文认为

其视具体内容可以分为信息型和操作型文本。一方面，商品描述中可能会向消费者展示更多商品细节（在数码产

品中会展示储存空间，中央处理器型号等技术指标）；另一方面，商品描述中会通过虚构使用场景、展示用户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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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等手段影响用户购买决策，说服消费者选择该产品。前一种情况下，该文本为信息型文本；后一种情况则为操

作型文本。但如果一段文本兼具两种功能，则需要考虑主导功能：在考察中文电商平台和德语电商平台文本后，

本文认为该类文本一般倾向于说服和引导消费者，而在此过程中所传递的技术细节和数据的主要功能是为了增强

说服力，进一步向消费者暗示产品优势，因此该类文本从整体上应归为操作型文本。

接下来，本文将确定目标受众，这包括对于目标受众进行文化背景层面的侧写，同时预测其接受目标文本的

场景和方式。一般来讲，电商文本的目标受众是电商平台的用户。在这一特殊翻译任务中，目标受众是母语为德

语的普通消费者。他们具有一定的计算机操作能力，因而能够操作电商平台进行商品浏览和下单；但是他们普遍

缺乏汉语能力，对于中国当代文化缺乏深刻的了解。但考虑到目标受众将从在线服务器上获取相关媒体，并在电

子屏幕上阅读目标文本，这意味着：1）目标文本的显示空间受限，因为大多数电商平台都会限制商品标题和描

述的字数；2）受众将使用平台提供的搜索算法对于目标文本进行筛选，因为将平台所售卖的全部商品下载至本

地再阅读的方法并不现实。

基于以上事实，确定翻译策略。总体上，基于上述对于目标受众的侧写，可以确定源文本的功能与目标文本

的功能基本一致，在翻译过程中应该保留该功能。同时在翻译过程中，应注意目标文本的呈现方式是在线电商平

台，可能会对于目标文本的格式有一定限制。

细节上，对于商品标题类文本，翻译过程中应首先保证所有信息和事实的成功传递。与此同时，为了使商品

标题能够被搜索算法检索到，该类文本的目标文本应该保留源文本中以单词和短语为单元的组合结构，而不能变

为完整的句子。另一方面，在文本长度上，目标文本应该尽量遵循源文本的长度；而对于商品描述类文本，翻译

过程中应该着重呈现出操作型文本的引导和说服功能，但是在同时也要保证其中涉及的事实类信息传递准确。最

后，考虑到平台限制，目标文本的长度也应模仿源文本，保证文本能够全部显示。

将上述翻译策略简化后作为以下提示词：

表 1 在翻译实验中使用的提示词

提示词

下面是一段中国电商平台上的文本，请将其翻译为德语以用于该国的电商平台。在翻译过程中，应注意完整准确

地传递事实性的信息，并使输出文本长度尽量符合源文本的长度，同时对于商品标题要保留其由短语组成的特点，

对于商品描述则应保留其吸引消费者的功能，最后在输出文本时避免使用特殊符号和表情符号。

基于该提示词，本文使用大语言模型官网中可公开访问的模型版本，使用 ChatGPT 4O和 DeepSeek R1开展

了翻译实验。

5 目标文本案例分析

总体上，两个模型给出的译文都能准确地传达源文本的信息。但仍然有部分情况下 DeepSeek R1模型（后文

简称为 DS）未能提供准确而完整的目标文本。参考以下源文本/目标文本对比组：

表 2 介绍某品牌手机的文本

文本类型 文本内容

源文本
当天发!送好礼 HONOR/荣耀畅玩 60 Plus 12+512GB全网通 5G手机官方旗舰正品官网正

品店 pro

GPT目标文本
Versand am selben Tag mit tollen Geschenken HONOR Play 60 Plus 12+512GB 5G

Smartphone für alle Netze Offizieller Flagship-Store Originalprodukt Pro

DS目标文本
HONOR X60 Plus 12+512GB 5G Offiziell & Original Heute versendet mit Geschenk HONOR

Store

在该文本中，ChatGPT 4O（后文简称为 GPT）直接翻译了“全网通”这一手机特点。虽然这是该数码产品的

一大亮点，能够吸引部分中国消费者，但是该翻译并未采取德语语境下通行的“Ohne SIM-Lock”译法，可能削弱

该文本的引导功能。而 DS在翻译中直接忽略了“全网通”这一重要产品特点，未能准确传达源文本的信息。考虑

到该类文本是信息型文本，且在译前分析中认为目标文本所呈现的功能应与源文本相同，DS的译文很显然具有

较大缺陷。

除了漏译部分信息外，DS在翻译部分常见的数码产品品牌时也表现不佳：

表 3 介绍某品牌数码相机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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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类型 文本内容

源文本 爱国者 E9数码相机 ccd风格照相机微单学生党专用女生入门高清旅游

DS目标文本
Patriot E9 Retro-CCD Kamera: Kompakte Digitalkamera für Einsteiger & Schüler – Ideal für

Reisen

在查阅“爱国者”品牌官网后，可知该品牌的外语译名为“aigo”。在 DS提供的译文中，该品牌被意译为英语

中的“爱国者”一次“Patriot”。这样的翻译会严重影响该产品面对消费者时的曝光率，导致消费者在检索品牌名时

无法找到该产品。同时，品牌名翻译也对于品牌形象塑造具有重大影响，混乱的翻译会给消费者留下负面印象，

进而影响其对于产品的信心和购买的欲望。

5.1 重复信息删节

但是，在面对明显重复的信息时，DS相较于 GPT对于源文本提供的信息进行了一定的删节。例如以下介绍

“小米”牌手机的文本：

表 4 介绍某品牌手机的文本

源文本中多次以中英文分别介绍该数码产品的型号为“Redmi Note 14 Pro+”。这种重复是使得中国消费者能够

通过检索“红米”（Redmi的中文品牌名）或者“Redmi”找到该产品。但是在翻译为德语后，这种重复则显得多余：

对于德国消费者来讲，使用中文“红米”检索商品基本不实际，而如果使用品牌名“Redmi”检索则不需要目标文本

完全模仿源文本进行重复。在两个版本的目标文本中，GPT对于信息重复直接进行机械翻译而未作任何删节；而

DS则考虑到目标受众的需求，对于冗余的信息进行了删节，最终得到了更加简洁的版本。

除产品型号以外，DS还对“新品”这一词汇做了更细致的简化，直接译为全部大写的“NEU”。这样的译法除

了让译文更加简洁，相较于 GPT译文更加简洁明了，能够在众多产品中吸引消费者的注意。

5.2 跨文化翻译

功能学派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沟通行为，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要考虑中德两国文化的差异。

一般认为，中文所代表的文化是高语境文化，而德语所代表的文化为低语境文化。这意味着中文在翻译为德文时

往往需要译者在其中添加上下文，以辅助目标受众的理解。例如下面介绍某数码产品搭载芯片型号的文本：

表 5 介绍某数码产品搭载芯片型号的文本

文本类型 文本内容

源文本 4nm台积电制程工艺

该文本看似仅仅为技术指标陈列，实际上结合上下文和当前翻译委托，该文本的主要目的为展示该产品的技

术先进性，最终说服消费者购买。GPT在翻译时完全尊重源文本的形式和信息，给出了如下译文：

表 6 介绍某数码产品搭载芯片型号的文本

文本类型 文本内容

源文本 4nm台积电制程工艺

GPT目标文本 4nm TSMC-Herstellungsprozess

虽然该文本已经传递了与源文本相同的信息，但是对于来自低语境文化的德国消费者来说，其产生的引导作

用可能并不明显。如果能够给该译文补充相关的上下文，则可以增强文本的引导功能，使其更好地达到文本目的。

但是，考虑到电商平台本身的特性，这种上下文不适宜以文学翻译中常见的脚注形式进行补充。DS给出的译文

很好地平衡了补充上下文的需求和目标受众阅读习惯：

文本类型 文本内容

源文本 Redmi Note 14 Pro+手机红米 note小米手机小米官方旗舰店官网新品小米 note14pro+

GPT目标文本
Redmi Note 14 Pro+ Smartphone Redmi Note Xiaomi Handy Xiaomi Offizieller Flagship-Store

Neueinführung Xiaomi Note 14 Pro+
DS目标文本 Redmi Note 14 Pro+ NEU Offizieller Xiaomi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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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介绍某数码产品搭载芯片型号的文本

文本类型 文本内容

源文本 4nm台积电制程工艺

DS目标文本 4nm TSMC Prozess (fortschrittlich)

翻译行为的跨文化属性不仅体现于此，在下面的例文中，GPT和 DS两个模型对于源文本中的性别强调进行

了不同的处理：

表 8 介绍某品牌数码相机的文本

文本类型 文本内容

源文本 爱国者 E9数码相机 ccd风格照相机微单学生党专用女生入门高清旅游

GPT目标文本
aigo E9 Digitalkamera CCD-Stil Kamera Kompaktkamera für Studierende Ideal für

Einsteigerinnen Hochauflösend Perfekt für Reisen

DS目标文本
Patriot E9 Retro-CCD Kamera: Kompakte Digitalkamera für Einsteiger & Schüler – Ideal für

Reisen

对于源文本中“女生入门”的表达，GPT选择将两者融合为“女入门者”一词（“Einsteigerinnen”）。这种翻译不

免有性别歧视的嫌疑，而德国社会对于性别平等议题又异常敏感，很容易损害该产品在德国市场的品牌和产品形

象。相比较下，DS对于性别问题进行模糊处理，将“女生”这一信息隐去，将“入门者”与前文的“学生党专用”结合，

体现了翻译维系源文本作者和目标受众的关系的功能（即寒暄功能，phatic action）。

5.3 文本呈现方式

考虑到目标文本多在具有固定结构的网页或应用程序呈现，译文文本的长度和格式也是重要的评估指标。整

体来看，两个模型在输出的译文中都不包含任何特殊符号和排版。因此，评估主要集中关注译文长度。

参考电脑系统设计可知一个中文字符占用的显示空间约为一个拉丁字母所占用的空间的二倍。因此本研究在

计算译文长度时并不单纯参考字符计数，而是计算该文本的“字节长度”（Length in Byte，后文简称 LiB）。由于

中文字符每个占用 2字节，而拉丁字母每个字符占用 1字节，因而 LiB能够准确反映该译文在屏幕上完整显示所

需的空间。

下表对比了所选取的 35条源文本/目标文本的 LiB值。

表 9 源文本/目标文本 LiB值

文本类型 LiB平均值 与源文本 LiB比值的平均值 与源文本 LiB比值的标准差

源文本 69.514 \ \
GPT目标文本 150.543 2.130 0.289
DS目标文本 102.029 1.627 0.467

表中数据说明 DS模型能够更有效地控制文本长度，其 LiB比值的平均值相较 GPT较低。但是其比值的标准

差相较 GPT较高，说明其在部分翻译过程中无法较好地控制文本长度，导致 LiB比值波动较大。

从语言结构角度来讲，汉语和德语之间的语言结构差异较大，长度比值在 1.6左右属于正常范围。但是考虑

到实际使用场景中仍可能造成文本无法完整展示的问题，因此两个模型产生的译文仍需用户在实际平台使用中进

行检验和测试。

6 结论

经过翻译实验和对于所得目标文本的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面对中德电商文本翻译的任务时具有基本的翻译能力，能够在大部分情况下产生完整且准

确的译文。同时，人工智能模型能够对于源文本进行理解和分析，部分模型对于重复的或者不适宜的信息能够进

行删节，对于目标受众不熟悉的概念能够提供解释，同时可以根据要求对于生成的目标文本的长度和格式进行较

为准确的控制。

但同时，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生的目标文本也会出现较为严重的翻译错误，例如部分信息漏译，概念翻译

不准确等等。同时，从功能学派翻译理论的视角下，部分译文存在跨文化方面的问题，容易导致德国消费者的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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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反感。

从译后编审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很容易被专业译者发现并解决。但是对于非专业用户，仅使用生成式人工

智能进行电商文本翻译具有较大风险。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作为翻译工作流程的一部分，但是这并不意味

着人类译者被取代：反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翻译仍需人类译者的主导：包括译前对于文本的分析，翻译提示词

的准备，以及译后对于译文的检查和编审等诸多步骤都需要有经验的译者参与。

同时，本文认为译者为了更好地参与上述翻译流程，也应该积极培养自己的“人工智能素养”（AI Literacy）。

该类素养包括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行原理的基本了解，各项参数的调整方法，以及从科学伦理、职业伦理等

角度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重新审视。培养翻译从业者的“人工智能素养”有助于缓解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恐惧”，
推动其融入翻译工作流的进度，并为未来翻译行业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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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M-based Chinese-German E-Commerce Translation

A Study in The Feasibility and Translational Quali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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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heory, this article studies texts regarding Chinese-German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conducts translational experiment to determine the feasibility of integrating 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 into the translational workflow. Through the experiment, it is found that the LLM’s can adhere
to the given prompt, comprehend the source text. While generating the target text, they are also capable of filtering out
redundant information, handling cross-cultural occasions, and preserve the intended textual function. However, its
instability in quality such as potential existence of misinterpretation or left-out require human translator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article is that although LLM’s can shoulder the translation
partially, human interpreters are still required to steer the process. It is also concluded that the AI Literacy of translators
should be cultivated to promote their ability to manipulate LLM’s and boost the integration of LLM’s into the
translational workflow.

Keywords: Large Language Model; Cross-border E-commerce; 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heory



65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1 No. 6
Jul .２０２５

第 1 卷第 6 期
２０２５年 7月

人工智能推理模型应用于法律文本汉英翻译的效能研究

魏榕1

（1.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摘 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演进，人工智能推理模型逐渐被引入法律翻译实践中。然而，该领域的系统性
实证研究仍较为稀缺，尤其是对模型输出质量的量化分析与对比研究尚待深入。本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总则为语例，选取四种主流推理模型——ChatGPT o1、DeepSeek R1、Grok 3 with Think 和 Gemini 2.0 Flash
Thinking Experimental，对模型生成的译文进行 BLEU评分，并结合 Python与 SPSS进行统计检验与多维度对比
分析。数据表明，四种推理模型在法律文本翻译中的表现存在显著差异，其中 Grok 3与 Gemini 2.0在 BLEU均
值、高质量翻译频次和低分率等维度上相对优越，而 ChatGPT o1与 DeepSeek R1则在术语处理、句法结构及稳
定性方面存在较大提升空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推理模型在应对法律术语、复杂句式和法律逻辑方面仍存在准
确性挑战。人工智能推理模型虽具备赋能法律翻译的潜力，但在专业语域的深层理解与表达上仍难以取代人工译
者。为提升模型译文质量，建议加强本土法律语料建设、优化术语一致性机制、引入译后人工校对流程，并推动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翻译模型。

关键词：人工智能推理模型；法律翻译；BLEU指标；翻译质量评估

Doi：doi.org/10.70693/rwsk.v1i6.682

一、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大语言模型和推理模型的不断演进，人工智能翻译工具已广泛
应用于各类翻译实践中，在提升翻译效率、降低人工成本的同时，也推动了翻译研究的范式转型。在此背
景下，如何科学评估人工智能在专业领域中的翻译表现，成为应用翻译研究亟待回应的重要议题。法律文
本作为一种高度规范化、专业化和制度化的文本类型，其语言形式严谨、术语密集、逻辑结构复杂，对翻
译的准确性、规范性与文化适应性提出了极高要求。

近年来，人工智能推理模型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表现出强大的语言理解与生成能力，被广泛应用于对
话生成、文本摘要和语言推理等任务。然而，在法律翻译这一特定语境中，推理模型的应用仍处于探索阶
段，其译文是否具备专业性与可接受性，尚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和客观量化评估。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
外宣工作[1]。在此背景下，推动中国法律制度及法治理念的有效对外传播，亟需借助技术手段提升法律翻译
质量，以实现精准表达与国际传播之间的平衡。

鉴于此，本研究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部分作为语例，测试并比较四款当前具有代表性
的人工智能推理模型——ChatGPT o1、DeepSeek R1、Grok 3 with Think（以下简称 Grok 3）和 Gemini 2.0 Flash
Thinking Experimental（以下简称 Gemini 2.0）的翻译表现。研究采用 BLEU（Bilingual Evaluation Understudy）
作为量化评价工具，借助 Python编程语言和 SPSS统计软件对模型输出进行量化分析，并结合典型译例从
术语准确性、句法结构、逻辑推理等方面进行微观对比，力图多维度呈现各模型在法律文本翻译中的优势
与不足。本研究有望为人工智能推理模型应用于法律文本翻译提供借鉴和启示，为翻译在人工智能时代提
供新的视角和方向。

二、相关研究

不少学者已经关注到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给翻译工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且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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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是使用 BLEU等自动化指标和专题数据库测试各个大语言模型的翻译质量。有学者使用 BLEU和 TER
量化 ChatGPT和其他机器翻译翻译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发现 ChatGPT相对于其他翻译工具表现出一定
的优势，但是 ChatGPT在处理涉及意识形态、复杂结构、文化负载词、隐转喻等内容以及在翻译准确性上
的局限性仍然明显[2]。亦有学者以专题数据库和 ChatGPT为研究对象，指出基于 ChatGPT的智能翻译结果
相比，平台检索的翻译结果更加精准，能够弥合知识域与语言域之间的差距，为翻译教学及研究提供可靠
的翻译数据支持[3]。

二是有学者关注大语言模型对语言和翻译带来的优势和困境。首先是研究人员指出，机器翻译将成为
人工翻译的好朋友和得力助手，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应当和谐共生，相得益彰[4]。再有学者基于 ChatGPT
的翻译实例研究证明，人工智能辅助译后编译可提供汉译英语言对中译文校对、润色、评估、反馈及建议，
同时可从译文批改等方面协助翻译教学[5]。最后是部分学者关注 ChatGPT赋能翻译过程中的伦理挑战，如
数据偏见与歧视、侵犯隐私权和知识产权，以及质量问题与责任归属，并且提出有效建议，以确保翻译服
务的质量、公正性和可持续性，最终实现 ChatGPT在翻译领域的潜力和价值[6]。

以上研究分析了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对翻译领域带来的巨大影响，但是几乎没有学者关注人工智能推
理模型应用于法律文本翻译的效能表现，这为我们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行性。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讨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人工智能推理模型生成的法律翻译质量如何？第二，人工智能

推理模型能否替代人工译者在法律文本翻译中的功能？第三，在人工智能时代，法律翻译应该何去何从？

（二）文本和模型选择

中文文本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部分，总计 101条，共获取中文文本 9488个汉字，参考英

文翻译选取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官方网站提供的译文，共 7222个单词。本文

测试的是市面上四款主流的人工智能推理模型，它们分别是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 OpenAI 开发的

ChatGPT o1，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司开发的 DeepSeek R1，美国 xAI公司开发的 Grok
3以及谷歌公司开发的 Gemini 2.0。

这四款推理模型代表了当前人工智能领域中的领先技术，涵盖了不同公司的创新成果。ChatGPT o1具
有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DeepSeek R1则专注于深度学习与语义理解，并且具备完整的思维链；Grok 3
结合了最新的推理技术，表现出较高的智能推理能力；Gemini 2.0则利用谷歌在大规模数据处理和模型优化

上的优势，致力于提供高精度的翻译结果。选择这四款模型，有助于全面评估不同技术框架下法律翻译的

质量与效果。

（三）研究方法

BLEU（Bilingual Evaluation Understudy）指标是一种用于评估机器翻译质量的自动化评价方法[7]。它通

过比较机器生成的翻译结果与参考翻译之间的 n-gram重合度来量化翻译质量。BLEU可以用来衡量术语短

语和句子结构的一致性，因此非常适合高度规范化和格式化的法律文本。根据李洛克（2020），BLEU的计

算公式如下[8]：

�� =
�
�

�
�푚��(ℎ�(��),푚��푗�Ʒႅ ℎ�(��,푗))ႅ

�
�

�
�푚��(ℎ�(��))ႅႅ

# 1

（1）式中，�푗表示参考译文，其中푗 ∈ Ʒ，M表示共有M个参考答案。��表示机器译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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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E表示共有 E个翻译。N-gram表示 n个单词长度的词组集合，令 k表示第 k个词组; ℎ�(��)表示

第 k个词组在机器译文��中出现的次数;ℎ�(��,푗)表示第 k个词组在参考翻译��,푗中出现的次数。

퐵� =

1 , �Ǌ �� > ��

�
1−
��
�� , �Ǌ �� ≤ ��

# 2

��表示机器译文的长度，��表示参考翻译的有效长度。

퐵퐿�ƿ = BP × exp(
�=1

�

����ǋ(��)ႈ )# 3

BLEU的原型系统采用的是均匀加权，即��=
1
�。N的上限取值为 4，即最多只统计 4-gram的精度。

BLEU计算结果得出以后，使用 SPSS 27进行正态性检验，而后使用 Python进行（非）参数检验，其中

使用到的 Python库包括读取 Excel文件的 pandas，进行曼-惠特尼 U检验的 scipy.stats以及进行邦费罗尼校

正的 statsmodels.stats.multitest等。此外，代码还使用了 Python内置库。

（四）研究过程

人工智能推理模型的使用和指令息息相关，不同的指令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因此，为了保证实验的严

谨性以及确保测试结果的信度与效度，我们对各个模型都使用同一指令。

在指令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对比了 ChatGPT o1、DeepSeek R1、Grok 3和 Gemini 2.0所产出的译文质量。

我们首先使用 Python分别计算各推理模型翻译刑法总则每一条的BLEU值，结合 SPSS 27和 Python对BLEU
值进行统计分析，以判断这四者在同一测评指标下的翻译质量是否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最后从

多维度对比分析这四种人工智能推理模型刑法总则的 BLEU值。这样多角度、多层次的评估方法更能揭示

人工智能推理模型的优缺点，进一步推动机器翻译技术的优化和发展。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我们在获取译文后将四者生成的译文进行对比，并使用Python计算出它们翻译刑法总则每一条的BLEU
分数。在进行正态性检验的同时，获取各推理模型描述信息，如表 1和表 2所示。

表 1 各推理模型描述信息

推理模型 个案数 BLEU均值 良好翻译频次
最值 平均值的 95%置信区间

最小值 最大值 下限 上限
ChatGPT o1 101 17.77 11 2.48 100 15.21 20.33
Grok 3 101 32.75 50 3.76 100 29.61 35.89

DeepSeek R1 101 13.18 14 0 80.53 10.11 16.26
Gemini 2.0 101 30.55 40 4.28 66.04 27.95 33.14

表 2 正态性检验

推理模型
柯尔莫戈洛夫-斯米诺夫 a 夏皮洛-威尔克

统计 自由度 显著性 统计 自由度 显著性
ChatGPT o1 .159 101 <.001 .778 101 <.001
Grok 3 .089 101 .047 .948 101 <.001

DeepSeek R1 .199 101 <.001 .797 101 <.001
Gemini 2.0 .097 101 .020 .975 101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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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里利氏显著性修正

根据表 2所示，在柯尔莫戈洛夫-斯米诺夫和夏皮洛-威尔克检验下，ChatGPT o1、Grok 3和 DeepSeek R1
的 p值均小于 0.05，因此可以认为三者均不服从正态分布，虽然 Gemini 2.0在夏皮洛-威尔克检验下的 p值
大于 0.05，但是靠近边界，并且在柯尔莫戈洛夫-斯米诺夫检验下 p值小于 0.05，因此没有十足的把握确定
Gemini 2.0是否服从正态分布。因此，我们继续使用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这种方法适用于比较多组独立
样本之间的差异，且对数据的分布没有严格假设要求，常用于数据不服从正态分布或含有异常值的情况。
检验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 检验统计 a,b

BLEU
克鲁斯卡尔-沃利斯 H 126.166

自由度 3
渐进显著性 <.001

a. 克鲁斯卡尔-沃利斯检验
b.分组变量：推理模型

根据表 3所示，渐进显著性<.001，这表明四种推理模型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为了进一步明
晰究竟是哪两种推理模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我们使用曼-惠特尼 U检验对四个推理模型之间的性能进行了
成对比较。检验基于每个模型翻译的 BLEU分数进行，以评估不同模型在翻译效果上的差异性。为了避免
多重比较问题的影响，我们采用了邦费罗尼校正对 p值进行了调整。它是一种用于多重比较中的 p值调整
方法，用于减少因进行多次假设检验而增加的第一类错误（假阳性）的风险。通过邦费罗尼校正，原始的
显著性水平被除以检验的次数，从而使得每个独立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变得更严格。检验结果如表 4所示。

表 4 各推理模型成对分析

比较模型 原始 p值 校正后 p值 是否有显著差异
ChatGPT o1 vs Grok 3 <.001 <.001 是

ChatGPT o1 vs DeepSeek R1 <.001 <.001 是
ChatGPT o1 vs Gemini 2.0 <.001 <.001 是
Grok 3 vs DeepSeek R1 <.001 <.001 是
Grok 3 vs Gemini 2.0 0.38 1 否

DeepSeek R1 vs Gemini 2.0 <.001 <.001 是

根据曼-惠特尼 U检验及其邦费罗尼校正结果，四个推理模型之间存在显著的性能差异，尤其是 ChatGPT
o1与其他模型之间的差异更为显著，而 Grok 3与 Gemini 2.0之间未显示出显著的差异。
对 BLEU值进行上述统计分析仅能大致判断各个推理模型是否存在显著的性能差异，根据表 1，我们将从

以下几个方面从宏观分析对四种推理模型在 BLEU测评中的表现，试图挖掘更多的信息：
（1）整体充分性和流畅性。倘若一个翻译工具生成译文的 BLEU值达到 31.4%，就表明其译文质量良

好并且达到了机器翻译的基本要求[9]。我们分析 Python计算得出的数据发现，Grok 3的平均 BLEU值最高，
为 32.75%；Gemini 2.0次之，平均 BLEU值为 30.55%；ChatGPT o1的平均 BLEU值为 17.77%；DeepSeek R1
的平均 BLEU值最低，仅为 13.18%。这些数据表明，在译文的充分性和整体性方面，只有 Grok 3达到了机
器翻译的效果，其余三者均未达到基本要求，在充分表达原意和语言流畅性方面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2）高质量翻译频次。我们发现在这四种推理模型中，Grok 3译文在具有较高 BLEU值的频次达到 50

次，Gemini 2.0为 40次，DeepSeek R1为 14次，ChatGPT o1为 11次。从高质量翻译出现频次这一评判指
标来看，仍然是 Grok 3表现最好。
（3）低分率。值得注意的是，四种推理模型译文的 BLEU值均出现了分数极低的情况，这表明推理模型

生成的译文和人工生成的参考译文差异较大。因此，我们还应当关注推理模型的低分率。BLEU值低分频次
越多，表明该推理模型的翻译质量越不稳定。经过计算，Grok 3和 Gemini 2.0各译文的 BLEU值低于 10%
的频次最少，仅有 5次，ChatGPT o1为 26次，DeepSeek R1为 59次，其中有 18次趋近于 0。这进一步证
明了 Grok 3相对优越的性能。
在对各个推理模型进行上述宏观分析之后，我们发现，Grok 3 的表现最佳，Gemini 2.0紧随其后，ChatGPT

o1和 DeepSeek R1各有优劣。我们拟从以下几方面对它们的翻译表现进行微观分析：
(1)最值表现。首先看最大值。Grok 3和 ChatGPT o1的 BLEU最大值都为 100%，该最大值分别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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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二十八条“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和第五十二条“判
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DeepSeek R1的最大值 80.53%出现在第十一条“享有外交特权
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Gemini 2.0的最大值 66.04%则出现在第五十四条“剥
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
的权利；（三）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四）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
利”。由此可见，这四个推理模型处理句式较为简单以及术语密度较低的法条的表现出色。

接着再看最小值。这四个推理模型的最小值都小于 10%，DeepSeek R1的最小值 0%出现在第八十四条
“被宣告假释的犯罪分子，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二）按照监督机关
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三）遵守监督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四）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
应当报经监督机关批准”，ChatGPT o1的最小值 2.48%则出现在第二十二条“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
件的，是犯罪预备。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Grok 3和 Gemini 2.0的
最小值同时出现在第七十四条“对于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适用缓刑”。即便在句式较为简单的情
况下，倘若术语出现的频率较高，比如“犯罪预备”、“ 累犯”、“ 首要分子”、“缓刑”和“假释”等，这四个推
理模型表现不尽如人意，由此可见，它们对法律术语的翻译能力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2)句子结构。刑法第五条“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是罪
责刑相适应原则，原文看似将“刑法的轻重”、“罪行”和”刑事责任”三个概念相提并论，其实“刑法的轻重”对
应的是“罪行”的大小以及“刑事责任”的大小。注重意合的汉语原文当然可采此句式，注重形合的英语译文却
绝不可依样画葫芦，但是这四个推理模型都不约而同处理将句式结构为 The severity of punishment shall……。
因此，推荐译文应当是：An offender shall be sentenced to a punishment in accordance with his criminal conduct
and criminal responsibility[10]。由此看来，尽管这四个人工智能推理模型在翻译时加入了推理的方法，可以正
确处理法律汉语的简单句型结构，但并不是对所有句型都了如指掌，因此人工译者在译后编辑中的作用仍
不可小觑。

再如刑法第六条“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 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这里
说的是刑法的属地管辖权。ChatGPT o1根据汉语语序逐字逐句翻译，其余三者则先译“都适用本法”，其余
成分处理为插入语，最后译“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除 ChatGPT o1以外，其余三个模型的译文采用 “主
语+动词+条件”的结构，这样能够突出该法条的重点。
(3)术语准确性。刑法总则中出现次数较多的术语主要有“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和“死刑”，这三者现在

最常见的译法分别是 fixed-term imprisonment、life imprisonment和 death penalty（capital punishment），四个
推理模型都能翻译出来。需要指出的是，考虑到约定俗成的术语翻译原则，除了“死刑”的英译 death penalty
（capital punishment）没有什么争议之外，这些都是最常见但并非最准确的译法。原因在于，“有期徒刑”是
剥夺罪犯一定期限的人身自由，而不是固定期限（fixed-term），“无期徒刑”则是指无限期地剥夺罪犯的人
身自由，但是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无期徒刑适用假释和减刑，从实践层面来看，大部分的罪犯并没有关
押到死，“无期徒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终身监禁（life imprisonment）”，因此在保留上述翻译的同时，
应把“有期徒刑”翻译为 imprisonment with work for a definite term，把“无期徒刑”翻译为 imprisonment with
work for a indefinite term（屈文原文如此），这样就可避免上述问题[11]。

对“管制”的处理，ChatGPT o1译为 control，其余三者译为 public surveillance。首先，control和“管制”的
意思相去甚远，“管制”不是单纯的“控制”，再说 surveillance，Black's Law Dictionary (9th ed.)对 surveillance
的解释是：close observation or listening of a person or place in the hope of gathering evidence[12]，人民法院对罪
犯判处管制，并非处于“收集证据”的目的，因此也不能将“管制”译为 public surveillance。根据刑法第三十八
条的规定，“对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从事特定活动，
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因此比较合适的英译为 non-custodial correction。

五、挑战与风险

（一）意识形态风险

人工智能推理模型普遍依赖大规模语料库进行训练，这些语料库多来源于英语语境中的主流媒体、法
律文献、社交网络和互联网文本，其语料的选择、组织和标注过程不可避免地蕴含意识形态偏向。当此类
模型被应用于中国法律文本的英译实践时，存在“默认”采用西方语言表达方式、价值取向甚至法律逻辑的
风险。这种潜在的意识形态渗透可能在无形中削弱中国法律话语的主体性表达，甚至对我国法治理念的国
际传播产生误导。具体而言，在刑法总则等高度政治化和制度化的文本翻译中，众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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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术语，极易在推理模型的处理过程中被“中和”或“转化”为符合西方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词汇体系，从而
导致法律语义的偏移乃至误读。此外，由于训练语料中可能包含意识形态偏见、文化刻板印象以及西方中
心主义叙事框架，人工智能推理模型在输出翻译时，也可能将中国法律制度中的独特构造错误类比为西方
法律结构，形成文化误译或制度误译。这一风险不仅关涉法律语言的准确传达问题，更涉及国家话语权与
文化主权在跨语言传播中的维护问题。因此，在人工智能推理模型参与法律文本翻译的过程中，应强化对
意识形态风险的识别与应对机制。例如，可通过构建带有中国特色法学术语的专属法律语料库、开发融入
中国法治价值的定向微调模型，或引入人工译者进行意识形态敏感词汇的审校，从而有效防范模型输出中
潜藏的意识形态偏差，确保法律文本翻译既符合目标语言表达习惯，又忠实于源语言的制度语义与文化内
涵。

（二）准确性挑战

法律语言以其高度的规范性、严密性和精确性著称，任何翻译偏差都可能引发语义歧义、法律适用错
误乃至制度性误解。人工智能推理模型虽然在自然语言生成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其在法律文本翻译中
的准确性仍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在术语处理、句法结构、逻辑推理和法律概念对等方面暴露出严重不足。
首先，法律术语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不可随意替代。然而，在实际翻译过程中，部分模型将“有期徒刑”译为
fixed-term imprisonment或将“管制”译为 control与 public surveillance，忽略了术语背后的制度含义与文化内
涵。这些翻译虽然在字面上看似合理，但在法律体系的语境中却可能造成概念错置或法律效力的误判。其
次，复杂句法结构的处理能力不足亦是当前推理模型准确性不足的重要表现。如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等含有
多重并列与逻辑关系的条文，要求译文既要保持逻辑清晰，又要符合法律英语的表达习惯。然而，多数推
理模型倾向于逐字直译，忽视了英汉法律语言在表达方式上的形合与意合差异，导致句意模糊和逻辑割裂，
甚至结构紊乱。此外，推理模型在处理法律中的隐含推论与制度性前提时亦存在短板。法律文本往往依赖
高度凝练的表达方式传递复杂的法律逻辑与权利义务关系，要求译者具备相应的法学知识结构以进行合理
还原。而当前主流模型在缺乏深层次法律知识支撑的情况下，容易对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做出错误推断，进
而影响整体语义的准确传达。

六、结语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推理模型作为机器翻译新兴工具，正逐步渗透至法律语言这一高度专
业化的语域。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为语例，选取四种主流人工智能推理模型进行对比研究，
通过 BLEU量化指标和多维度翻译表现分析，系统评估了推理模型在法律文本翻译中的表现差异与局限，
旨在为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在法律领域的应用提供实践参考。

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人工智能推理模型在语法结构处理、法律术语识别等方面已表现出初步能力，其
中 Grok 3与 Gemini 2.0在 BLEU指标中相对优越，但整体仍未达到替代人工译者的质量要求，尤其在处理
复杂法律句式、专业术语、制度内涵及意识形态负载表达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此外，模型间在翻译稳定性
和术语准确性等方面差异显著，提示未来的模型设计应更加重视语言风格、专业知识与语境敏感性的协同
嵌入。

从宏观层面来看，人工智能推理模型在赋能法律翻译的同时，也带来了意识形态输出、语义误读和责
任归属模糊等风险。因此，在拥抱技术进步的同时，亟需构建人机协同的翻译机制，发挥人工译者在语义
阐释与文化中介中的不可替代作用。此外，应推动建立覆盖法律语料预处理、术语标准化、模型微调及译
后编辑等全流程的专业化翻译生态，以此提高人工智能翻译系统在法律语境下的适配度和可信度。

未来研究可在以下几个方向展开：一是拓展研究对象至其他部门法律以验证推理模型的通用性与适应
性；二是引入人工评价量表与用户视角的接受度研究，补充 BLEU等量化指标的局限；三是关注模型语料
构建过程中的文化立场与价值选择，推进具有中国法治话语表达能力的本土化法律翻译模型研发。

总之，人工智能推理模型在法律文本翻译中的应用尚处于探索阶段，其发展潜力与现实挑战并存。唯
有在技术迭代与法律语言研究的双重推动下，才能真正实现智能翻译与准确传播的深度融合，更好地服务
国家法律对外传播战略与国际法治话语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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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Apply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asoning

Models to Legal Text Translation

Wei Rong1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reasoning models have gradually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practice of legal translation. However, systematic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is field remains limited,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evaluation of model outputs. This study takes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Crimina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a case corpus and selects four mainstream AI

reasoning models—ChatGPT o1, DeepSeek R1, Grok 3 with Think, and Gemini 2.0 Flash Thinking Experimental—to

generate translations for evaluation. BLEU scores were calculated and analyzed using Python and SPSS, incorporating

statistical tes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comparison. The results reve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our models in legal translation. Grok 3 and Gemini 2.0 outperform the others in terms of average BLEU scores,

frequency of high-quality translations, and lower incidence of poor scores, while ChatGPT o1 and DeepSeek R1 show

greater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handling legal terminology, syntactic structures, and output stability. Furthe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current reasoning models still face challenges in accurately translating legal terms, complex sentence

structures, and legal logic. Although AI reasoning models demonstrate potential in empowering legal translation, they

remain unable to replace human translators in the deep comprehension and nuanced expression required in specialized

legal discourse. To enhance translation quality, this study recommends strengthening domestic legal corpora, improving

terminology consistency mechanisms, incorporating post-editing by human translators, and developing localized legal

translation model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AI reasoning models; legal translation; BLEU metric; translation qualit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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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实习满意度的调查研究

——以重庆地区本科高校为例

黎影1 杨晓岚 2

（1.淮北师范大学,安徽淮北 235000；2.常州工学院，江苏常州 213000）

摘 要：实习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获得知识与技能的重要实践活动，实习的质量高低直接影响着学前教育专业的
人才培养质量，而学生们的实习满意度则可以很好的反映实习的质量如何。本研究以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为调查
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在实习组织与管理、实习幼儿园环境、幼儿园指导教师、本校指
导教师、实习内容、实习收获这六个维度上的实习满意度。进一步分析学生实习满意度在实习园所性质、实习园
所选择方式维度上的差异。调查结果表明学生的实习满意度比较高，但存在学生对实习的认知不足、实习意向不
明确，高校实习过程组织管理不完善，且学生受到园所性质和实习分配方式的影响较大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
相关教育建议，以期提升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实习质量和满意度。

关键词：学前教育专业；教育实践；实习满意度

基金项目：江苏省一流课程建设项目《学前儿童科学教育》；常州工学院校级优秀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点《学前教
育专业教法课程群》（项目编号：jcjxzz-2023-16）

DOI：doi.org/10.70693/rwsk.v1i6.1045

一、问题提出

教育在国家战略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
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重要地位。学前教育作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基础，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的重要奠基阶段，对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和高质量教育体系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支撑作用。[1]在教育实习
方面，2016年 3月教育部颁布《关于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的意见》，指出师范生教育实践依然是教师培养的薄
弱环节，师范毕业生的教育教学能力尚不能完全适应中小学（含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的需要。
[2]在 2019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加强和规范普通本科高校实习管理工作意见》，提及完善师范生教育实习制度强
化教育实践环节。路欣欣、李涛（2021）指出，学生对教育实习的满意度是评价教育实习质量、完善教育实习机
制的重要依据。[3]另外，教育实习的质量高低直接影响着学前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逐渐成为老师和学生们
共同关注的话题。

目前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实习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主要集中于研究学生的实习现状、存在的问题、影响因
素和建议等方面。关于实习满意度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涉及旅游管理、体育教育、学前教育等。其中关于学
前教育专业学生实习满意度的研究成果较为不足，近年来，我国学者就该问题展开了多维度、多角度的探讨与研
究。对于学生的实习满意度的界定是指师范专业的学生在参加了教育实习后，对在实习中的经历以及各方面情况
所产生的心理感受。[4][5]就研究主体来看，大量相关的研究其对象主要为中高职院校学生，且多为女生，因为就
学前教育这个专业的特殊性来说，其主体比较固定。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大多采用问卷法和访
谈法展开调查。在 2018年，刘笑男从六个维度去调查实习满意度的情况，其中包括教育实习时间、教育实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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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教育实习基地、教育实习管理、教育实习校内指导教师、教育实习园所指导教师。在 2019年，李敏从四个
维度去测评，包括实习组织与管理、实习环境、实习指导、实习内容。[6]在 2020年，研究者白雪有了不同的看
法，她从实习组织与管理、实习幼儿园环境、幼儿园指导教师、本校指导教师、实习内容和实习收获六个维度去
测评实习满意度。据上述陈列情况来看，维度上的划分相差不大，内容也差不多，主要从高校和实习园所出发。

本研究通过对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实习满意度进行问卷调查，尽可能真实、全面地描述学生的实习满意度现
状，分析存在的问题。通过访谈探究影响学生实习满意度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建议，以期为高校制定
有效的、可操作的学前教育专业实习方案，为提升教育实习质量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选择重庆地区本科高校的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为调查对象，调查发放电子问卷
213份，有效回收 202份，有效回收率为 94.83%。本研究还对部分实习过的学生进行访谈，进一步了解影响实习
满意度的因素。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法、问卷法和访谈法，采用白雪编制的问卷《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实习满意度调查问卷》为
研究工具，问卷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调查对象基本信息（见表 1），二是学生认知，三是实习满意度测评。
围绕学生对实习组织与管理、实习幼儿园环境、幼儿园指导教师、本校指导教师、实习内容和实习收获六个维度
进行满意度调查，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来计分，即很不满意为 1分，不满意为 2分，一般为 3分，满意为 4分，
很满意为 5分。本研究釆用 SPSS 25.0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全问卷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922，本问卷
KMO为 0.905，高于 0.7；且巴特利特球性检验结果中显著性为 0.000，低于 0.05。观察到的变量之间存在很强的
相关性，说明本调查问卷符合测量学要求，可靠性和准确性较高。

表 1 问卷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女

10
192

4.95
95.05

生源地 城市 85 42.08
农村 117 57.92

实习园的性质 公立幼儿园 131 64.85
民办幼儿园 71 35.15

实习园的等级 示范园 42 20.79
一类园 52 25.74
二类园 26 12.87
三类园 38 18.81
其他 44 21.78

实习幼儿园选

择的方式
学校统一安排 116

57.43

自主选择 86 42.57
实习期间工资 无 77 38.12

0-500元 6 2.97
500-800元 20 9.90
800-1000元 56 27.72
1000以上 43 21.29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首先根据相关数据对学生的总体实习满意度进行评价，然后从学生的认知着手，分析其对实习的了解情况，
再根据数据及访谈内容对实习组织与管理进行分析，最后进行人口统计变量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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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实习满意度总体较高

据表 2可知，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实习满意度的总体平均值是 3.70，在“一般”与“满意”之间。各维度满意度
平均值在 3和 4之间，由高到低分别是实习收获、本校指导教师、幼儿园指导教师、实习内容、实习幼儿园环境、
实习组织与管理。由此看来，学生实习的总体满意度比较高，满意度最高的是实习收获（3.81），最低的是实习
组织与管理（3.58）。

表 2 实习满意度的总体情况数据统计

平均值 方差

实习组织与管理 3.58 .014
实习幼儿园环境 3.63 .008
幼儿园指导教师 3.74 .007
本校指导教师 3.76 .005
实习内容 3.73 .010
实习收获 3.81 .008
总体满意度 3.70 .013

（二）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对实习的认知不足、实习意向不明确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对实习的认知情况在问卷调查中主要从学生实习前准备情况和学生对待实习的态度两方
面展开，调查结果如表 3和表 4所示。

表 3 实习前准备情况的频数分布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积极从各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 105 51.98
听老师的安排 78 38.61

不准备，到幼儿园之后临场发挥 19 9.41

表 4 对待实习的态度的频数分布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一直很认真，充满热情和求知欲 90 44.55
开始时很期待，后来热情减退，但是仍积极认真完

成实习任务 84 41.58

只是为了完成学校要求的实习任务，敷衍了事 18 8.91
内心不想去，总希望实习快点结束 10 4.95

在实习认知方面，据表 3和表 4可知，38.61%的学生在实习前听从老师的安排，9.41%的学生在实习前不准
备，到幼儿园之后临场发挥，41.58%的学生对待实习的态度是“开始时很期待，后来热情减退，但是仍积极认真
完成实习任务”。进一步访谈发现，学生实习目的是为了完成学校的任务，对实习的热情逐渐降低。对实习生活
抱有期待与向往，但这只是建立在对幼儿教师职业美好的预设中，与实际实习生活有一定差距。对实习有一定准
备，但基本上是心理建设方面的准备。实习学生对实习的认知不清晰，对自己即将要去实习的幼儿园没有提前了
解。为此，认知不足降低了学生的实习满意度。

据表 1可知，在实习意向选择方面，学生自主选择实习园所占比为 42.57%，学校统一安排实习园所占比为
57.43%。进一步访谈发现，学生们会考虑去一些工作比较轻松、工资待遇好的幼儿以及与同学相伴着去到同一家
幼儿园。另外，学生们想去的实习园所与后期学校安排的不一致，学生们在心里有一种失落感，并且在实习过程
中经常感到彷徨。从中可以看出，学生在选择实习园所时缺乏一定的目标，很少结合自身优势去选择适合自己发
展的幼儿园，实习意向不明确。

（三）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实习过程组织管理不完善

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的实习过程组织与管理情况在访谈中主要从高校实习动员情况、幼儿园实习环境、校内
外教师指导三方面展开，调查结果如下所示。

1.实习动员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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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实习动员不够。在访谈中，学生谈到“我认为学校在动员方面做的不够好，学校举办了一次大型讲座，
介绍了很多幼儿园，让我们对实习有了全面的了解，但是后面没有再具体给我们介绍幼儿园的情况，我们只能自
己去搜集资料，如果能够邀请幼儿园园长来介绍园所具体情况就好了，同时我也希望学校可以安排我们实地考察。”
以此了解到，学校在动员方面还有所欠缺，学校在实习前举办了一次大型讲座，但是没有介绍幼儿园的具体情况，
学生只知道有哪些幼儿园。学校积极动员实习，会让学生对实习情况有一个全方面的了解，也会让学生们积极的
投入到实习工作中去。动员的方式可以多样化，学生可以多角度考虑实习园所情况，从而提高实习满意度。

2.幼儿园实习环境差异较大
不同实习园所的学生对幼儿园的环境有不同的体验，在访谈中，有学生谈到“我去的是公办园，我发现公办

园的设施设备很好，很符合我心目中的标准。老师们上课很有经验，他们的学历比较高，本科生和研究生都有，
专业素质好，待人亲切，幼儿家长与幼儿园的关系密切，他们会积极支持幼儿园的工作。但我听有位同学说她实
习的幼儿园物质环境不是很好，幼儿的玩具种类不多，比如积木就只有塑料积木。而我实习的幼儿园除了塑料积
木还有木质、磁片、雪花积木。”另外有学生说到“我的实习经历很差，我觉得老师们对我的态度不是特别好，平
时在班上也不会主动来指导和帮助我。另外，这所幼儿园的饭菜不好吃，提供的住宿环境很简陋，我实在受不了。”
通过访谈了解到幼儿园的环境差异比较大，有的幼儿园玩具种类丰富、户外室内设施完善。而有的幼儿园伙食条
件不好，食堂狭窄，导致老师们只能去教室吃饭。另外，幼儿园提供给实习生的住宿很偏远，破旧，几个老师一
起同住一间小屋子。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实习生们对实习幼儿园的满意度。所以，住房条件，幼儿园设施设
备等要慢慢完善，让实习生能够快速适应幼儿园的生活。

3.校内外教师指导方式单一、指导效果不佳
实习学生满意度比较低的是对幼儿园指导教师的指导态度和指导方式，在访谈中，有学生谈到“我在带幼儿

开展游戏活动时，出现了很多问题，这时候，主班老师会直接当着所有幼儿的面说我这不对那不对，而且在私下
和我说话也比较直接，我感觉他们很强势，这给我一种特别不好的感觉。”实习学生害怕与主班老师交流，在向
主班老师请教问题时会有一种压抑感，老师说话太直接，态度比较强硬，做错事，老师会批评实习生，这给实习
生带来不好的实习体验。另外，实习生参与的是保育工作，在教学上没有过多参与，因此，在教学上得到的指导
不够。幼儿园教师在指导态度和方式上存在一定问题，老师需要采取不同的指导方式，在指导实习生时态度要诚
恳，要有针对性的提出建议，帮助实习生成长，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实习满意度。除此之外，学生对本校
指导教师指导方式的满意度较低，进一步访谈发现，学生指出“指导老师会给我们开会，告诉我们一些工作安排
及注意事项，但是，去了幼儿园后，指导老师就很少管我们了。”实习生们希望指导老师多关心、指导自己，就
算去了幼儿园也要经常过问实习生在园的实习情况。指导老师们更多的是在实习前开会，口头提醒一次，其他指
导就没有了。本校教师在指导学生方面做的不好，很少关心学生，会使学生的实习满意度下降，因此，教师可以
多指导实习生，指导方式可以多样化。

（四）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实习满意度受到园所性质和实习分配方式的影响较大

基于对所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人口统计变量差异分析，发现在实习园所性质、实习园所选择方式上具有一定的
显著性差异，因此本研究主要呈现了这两方面的数据并进行了具体分析。

表 5实习满意度的园所性质的差异分析

性质 M±SD T P

实习组织与管理
公立 3.59±0.68

3.56±0.67
3.67±0.59
3.54±0.59
3.77±0.55
3.69±0.67
3.78±0.60
3.71±0.57
3.75±0.49
3.70±0.61
3.84±0.61

0.227 .768
民办 0.228

实习幼儿园环境
公立 1.526 .820
民办 1.528

幼儿园指导教师
公立 0.962 .018*

民办 0.908

本校指导教师
公立 0.779 .996
民办 0.789

实习内容
公立 0.687 .012*

民办 0.644
实习收获 公立 1.048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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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0.68
4.50±0.55
4.41±0.63

民办 1.014

总体满意度
公立 1.060 .085

民办 1.016
注：* p<0.05

见表 5所示，对实习满意度的园所性质差异进行分析，得出实习组织与管理、实习幼儿园环境、本校指导教
师、实习收获与实习园所性质的差异是不显著的，P>0.05。幼儿园指导教师维度，P<0.05，公立的平均值大于民
办的平均值，说明在公立幼儿园实习的学生对幼儿园指导教师的满意度高于民办幼儿园实习的学生。实习内容维
度，P<0.05，公立的平均值大于民办的平均值，说明在公立幼儿园实习的学生对实习内容的满意度高于民办幼儿
园实习的学生。介于两种结论，分析是由于公办园的师资力量比较好，教师的学历及专业程度高，指导实习生的
效果好。另外，公办园的环境创设质量要求高，对一日活动、游戏活动、教学活动的开展要求严格，经常会有领
导视察工作，因此学生的实习满意度要比民办高。

表 6 实习满意度的园所选择方式的差异分析

选择方式 M±SD T P

实习组织与管理
学校安排 3.40±0.66

3.82±0.61
3.51±0.61
3.78±0.54
3.66±0.64
3.86±0.51
3.69±0.60
3.85±0.56
3.70±0.53
3.78±0.53
3.74±0.65
3.90±0.60
4.36±0.60
4.62±0.51

-4.691 .585
自主选择 -4.745

实习幼儿园环境
学校安排 -3.252 .619
自主选择 -3.305

幼儿园指导教师
学校安排 -2.419 .019*

自主选择 -2.497

本校指导教师
学校安排 -1.824 .155
自主选择 -1.842

实习内容
学校安排 -1.042 .933
自主选择 -1.041

实习收获
学校安排 -1.747 .576
自主选择 -1.769

总体满意度
学校安排 -3.221 .038*

自主选择 -3.296
注：* p<0.05

见表 6所示，对实习满意度的园所选择方式差异进行分析，得出实习组织与管理、实习幼儿园环境、本校指
导教师、实习内容、实习收获与实习园所选择方式的差异是不显著的，P>0.05。幼儿园指导教师维度，P<0.05，
自主选择的平均值大于学校安排的平均值，说明自主选择幼儿园实习的学生对幼儿园指导教师满意度高于学校安
排幼儿园实习的学生。总体满意度上，P<0.05，自主选择的平均值大于学校安排的平均值，说明自主选择幼儿园
实习的学生实习满意度高于学校安排幼儿园实习的学生。介于此结论，分析是由于学生自己选择实习园所会更期
待去参与实习，比较符合自己心里面的标准。当学生在被要求去到学校所安排的幼儿园时，心理的预期会降低，
因为幼儿园的水平参差不齐，且每家幼儿园有实习人数限制，学生会面临被调剂的风险，且调剂时不考虑学生的
真实需求。因此，学校要把选择权适当的交给学生，考虑学生实际情况。

四、提升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实习满意度的相关建议

提升学生实习满意度，高校及实习园所需要从多方面采取措施，找准方案有针对性的进行改善，另外，更为
重要的是学生自身也要做好相应的实习准备，才能有效提高实习满意度。以下为提高学生实习满意度提出了一些
探索性的改善建议。

（一）帮助学生做好实习准备，明确教育实习目标和任务

1.做好实习准备
实习前的准备会影响实习满意度，查阅相关文献发现，许多研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比如，皱敏（2020）

认为，“在实习生准备参加教育实习之前，要在思想上、技能上、能力上做充足的准备。” [7]因此，在实习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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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应该认真做好实习准备，对实习工作要有所期待，从而提高实习满意度。在精神上，要多激励自己，建立自信
心；在习惯上，保持良好作息，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在技能上，熟练掌握弹琴、画画、手工的技能，提高环境创
设、组织教学活动的能力；最后，做好角色转换。

2.明确实习意向
实习意向的选择尤为重要，Zopiatis（2007）指出，“学生未在实习中得到预期的计划是造成其实习不满意的

影响因素之一。” [8]所以，学生应该对自己以后的发展有一个明确的规划，给自己设定一个远大的的目标。另外，
学生应该明确自己的实习意向，对自身的兴趣、能力、发展方向等有清晰的认知，明白自己更看重什么，想要在
实习中学到什么，从而选择心目中比较向往的幼儿园去实习。

3.积极动员实习学生
学校的动员会影响学生的实习满意度，因此，学校要积极动员实习学生。学校可以开展各种讲座，给学生传

达实习信息，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增加学生们的自信心。另外，学校可以邀请园长来介绍幼儿园，让学生切实感
受幼儿园的各种情况，从而明确自己的实习意向，帮助学生构建清晰明确的教育实习目标，[9]使学生对实习充满
期待，迫切的想要参与实习，通过实践，学到专业知识。

（二）完善实习管理方法，提升校内外教师实习指导效果

1.提供更多优质的实习合作园所
优质园更受学生的青睐，幼儿园的分配会影响学生实习满意度。因此，学校应该多合作几家优质园，提供更

多优质的实习园所信息给学生，可以解决学生因为争抢同一个岗位而出现矛盾的问题，也会减少学生的焦虑。一
个好的团队，会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优质园的师资力量及专业化水平比较高，设施设备比较完善，会提高学生的
实习满意度。

2.校内外实习指导教师要加强指导实习生
实习指导是影响教育实习质量的重要因素，[10]实习指导教师的教学模式、教学观念对于实习生的教学观念、

未来教学行为的形成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比对其传授内容性知识更为重要。[11]校内教师的积极指导，
会提高实习学生对幼儿园工作的认知。在实习前，教师要邀请实习生参与会议，明确实习任务及工作中的注意事
项。在实习中，教师应该多去看望实习生，关心实习生在幼儿园的生活，与实习生多交流，多指导实习生的工作，
帮助实习生解决问题。在实习后，教师应该邀请实习生参与会议，分享实习感悟，教师对实习生提出建议，帮助
其成长。克拉克（2005）认为，“相对于未接受过培训的指导教师，接受过培训的指导教师拥有更加有效、完善
的计划，更加高效的实践反思能力以及更有效的课堂指导。” [12]另外，幼儿园教师要积极且有针对性的指导实习
生，指导方式多样化，可以在教学中亲自示范给实习生看，也可以采取谈话的方式，面对面的沟通。幼儿园教师
的指导态度要温和，对待实习生要亲切。在生活上帮助实习生更快适应幼儿园的实习生活。在教学活动组织与开
展上，给实习生提出建议，指出问题所在，多与学生沟通，促进其成长。因此，校内外实习指导教师必须有指导
学生的经验，满足实习生实习发展需求，满足学校培养高层次幼儿园教师的需求。

（三）创设良好实习环境，增强对学生的多方关怀

1.创设良好的实习物理环境
幼儿园的物理环境非常重要。实习生进入幼儿园工作后，幼儿园的设施设备会对实习生有一定影响。因此，

幼儿园应该创设良好的物理环境，如完善大型、小型玩具、户外跑道、草坪、室内多媒体上课设备、单独的阅读
和绘画教室以及幼儿园内丰富的主题墙面等等。另外，可以给老师建设舒适的休息区，使其可以缓解疲劳，有效
工作。提高老师们的住房环境，使其安全、干净、舒适美观。完善幼儿园食堂设施，提供给教职工们一个良好的
进餐环境。

2.创设良好的实习人文环境
幼儿园环境的创设不仅体现在物理环境也体现在人文环境上，和谐且温馨的人文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

们提高实习满意度。人性化管理和亲切关怀是化解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实习焦虑有益途径之一。[13]在幼儿园里，教
职工之间愉快的相处会营造出一个非常和谐的氛围。可以帮助实习生很快的融入集体，轻松愉悦的工作与学习。
当然，也有利于提高工作积极性，更加有归属感，从而提高实习生的实习满意度。比如园长要重视对实习生的培
训与管理，园内教师要友好的对待实习生，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交流，互相尊重、友善等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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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f Internship Satisfaction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Take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LiYing1, YangXiaolan2

1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235000, China

2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0, Jiangsu, China

Abstract: Internship i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activity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skills,
and the quality of internship directly affects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s, and students'
internship satisfaction can well reflect the quality of internship. This study took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preschool education as the survey object, and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e investigated the internship satisfaction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preschool education in six dimensions: internship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internship kindergarten environment, kindergarten instructor, school instructor, internship content, and internship harvest.
The differences in students' satisfaction with internship in the nature of internship and the choice of internship garden
were further analyzed.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show that the students' internship satisfaction is relatively high, bu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tudents' lack of awareness of internship, unclear internship intention, imperfect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internship proces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students are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nature of the
kindergarten and the allocation of internships. On this basis, relevant educational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internship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preschool education.

Keywords: preschool education; educational practice; Internship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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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课程资源在幼儿园应用的现状反思及建议

——以安徽省巢湖市幼儿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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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淮北师范大学，安徽 淮北 235000，2.常州工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0）

摘 要：红色文化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和经验，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和价值，为幼儿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进行红色文化教育可以增强幼儿的爱国主义情感、团队协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有利于幼儿全面发展。本研究从

红色文化资源在幼儿园应用的现状入手，深入挖掘幼儿园教育中应用红色文化课程资源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

尝试提出相应的教育建议，研究的成果可以帮助幼儿园加强红色文化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丰富幼儿的文化体

验，培养其良好的道德品质。

关键词：红色文化；红色文化教育；幼儿园课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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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幼儿园作为幼儿成长的关键阶段，应当将红色文化作为重要的课程资源，融入幼儿园的日常生活中。这样可以丰
富幼儿的文化体验，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并传承和发展红色文化。《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就明确地
指出：“幼儿园应与家庭社区密切合作与小学相互衔接，综合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共同为幼儿的发展创造良好的
条件”[1]。因此，将红色种子植入幼儿园，让幼儿感受红色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是非常重要的。安徽省巢湖市是一
个拥有丰富红色文化资源的地方。巢湖周边有许多革命历史类纪念设施、遗址和各级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例
如姚岗村和桥头集镇，它们在中国的抗战历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地方曾经发生过惊心动魄的战斗，为中
国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巢湖还有南山烈士陵园、李克农故居、望城岗战斗遗址等红色文
化资源。这些资源的存在使巢湖成为了一个红色文化的宝库。

一、红色文化课程资源在幼儿园应用的价值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逐渐被人们所重视，红色文化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传递一种文化
信息，更重要的是具有育人作用，教育世人、培育社会风尚、促进社会进步[2]。将红色文化融入到幼儿教育中来，
可以为幼儿学习优秀的思想道德、文化历史提供重要资源与支持，对于幼儿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一）培养幼儿爱国情感

红色资源的珍贵价值，不仅在于其历史意义重大，更在于能够持久地提供精神滋养和文化熏陶。[3]爱国主义
情感是培养幼儿积极向上、热爱祖国的重要情感之一。通过学习红色文化，幼儿可以深入了解国家的历史、文化
和成就，从而培养起对祖国的深厚情感。首先，通过学习红色文化中的英雄人物和革命事迹，幼儿可以感受到那
些为国家和人民奋斗牺牲的伟大精神。例如在巢湖南部，有一位家喻户晓的英雄胡海如，他面对叛徒的屠刀，不
惧生死，严守党的秘密，英勇牺牲时年仅 21岁，通过他英勇的事迹，幼儿会明白，祖国的繁荣和发展需要每一
个人的努力和奉献，意识到到自己作为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应该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为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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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力量。其次，学习红色文化也能够帮助幼儿了解到祖国的辉煌历史和丰富文化。这种了解将激发幼儿对祖
国文化的热爱和保护意识，让他们珍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同时，幼儿也会体会到祖国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学会尊重和欣赏不同地域、民族和文化的差异，形成开放包容的国际视野。

（二）促进幼儿身心发展

红色文化课程资源可以促进幼儿身心发展。2010年,《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
出:“坚持科学保教,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红色文化中蕴含的革命精神和奋斗精神可以激发幼儿积极向上的精
神状态，培养他们的勇敢、坚强、自信等品质。同时，通过学习红色文化，幼儿可以了解到许多优秀人物，像在
巢湖市就有着"基督将军"、"倒戈将军"、"布衣将军"之称的冯玉祥、芜湖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李慰农、拒绝日
军将领伊东佑亨劝降，服食鸦片自尽以谢国人的丁汝昌……学习这些人物的故事可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求知
欲，促进他们的认知和情感的发展。而红色文化中强调的纪律、团结、奉献等价值观念可以引导幼儿养成良好的
行为习惯。通过红色文化教育，让幼儿明白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培养他们的集体意识和合作精神。同时，从小培
养起为他人着想的意识和能力，学会关心他人、尊重他人，形成良好的社会交往和公民行为习惯。

（三）丰富幼儿园教育内容

红色文化课程资源可以为幼儿园教育内容的丰富提供支持。红色文化是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
包含了丰富的故事、传统文化和艺术形式。通过将红色文化融入到幼儿园的教育活动中，可以增加教育内容的多
样性和趣味性，丰富幼儿园的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首先，红色文化可以作为幼儿园语言和文学教育的重要
内容。例如学习在巢湖曾发生的革命故事，像《渡江战役》、《蒋家河口战斗》《望城岗战役》……幼儿可以了
解红色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观，培养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学欣赏能力。其次，红色文化可以作为幼儿园艺术教
育的重要内容。红色文化中蕴含着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如红色歌曲、舞蹈、戏曲等。像红色音乐文化作为红色
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以红色革命年代为背景，生动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取
得伟大胜利，充分展现出中华民族英勇无畏、坚强不屈的精神面貌。[4]像学习巢湖的特色民歌《渔歌颂党》，幼
儿可以感受到红色文化的美妙和独特之处，培养他们的音乐素养。此外，红色文化还可以作为幼儿园社会科学教
育的重要内容。红色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知识，比如学习巢湖的三大抗日遗址，幼儿可以了解
到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和社会变革，增强他们的社会科学素养和国家认同感。

（四）传承红色文化精神

红色文化课程资源可以帮助幼儿园传承红色文化精神。红色文化是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遗产，是中华民族的
精神财富。通过学习红色文化，幼儿可以了解到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英雄人物的事迹，从而增强对传统文化的
认同感和自豪感。幼儿园可以通过红色文化主题的活动和节日庆祝，引导幼儿学习和传承红色文化，让红色文化
在幼儿园得到传承和发展。例如，可以组织幼儿参观巢湖市南山烈士陵园，让他们亲身感受到爱国主义精神的力
量。同时，可以组织红色文化展览，展示红色文化的图片、文物和艺术品，让幼儿了解红色文化的历史和内涵。
还可以组织红色主题的庆祝活动，如红色主题的舞会、音乐会和游园活动，让幼儿在欢乐的氛围中学习和传承红
色文化。

二、红色文化课程资源在幼儿园中应用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为了深入了解红色文化课程资源在幼儿园中应用的现状情况，本研究选取了巢湖市某幼儿园，进行了为期 3
个月的调查研究。这所幼儿园创建于 1952年，历史悠久，师资雄厚。2008年被评为原地级巢湖市一类幼儿园，
2016年顺利通过合肥市一类园的复评。目前幼儿园在校幼儿为 480名，班级 12个，在职人员 47人，所有教师
均为女教师，并都持有教师资格证。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巢湖市某幼儿园的园长和教师，其中包括两名园长，一
名教学组长和六名教师。两名园长的教龄分别为 20年和 10年，教学组长的教龄为 8年，其余教师的教龄均在 2
年以上。本次研究不仅对幼儿园园长和教师进行观察和访谈，还结合了笔者收集到的教案、图片、录音录像等资
料进行总结分析，以期得到更多真实有效的信息。

（一）幼儿园红色文化教育重视程度不足

在课程资源的应用中，幼儿园管理者的领导作用对于课程资源应用的程度有很大的影响作用[5]。但是一些幼
儿园却并没有意识到红色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他们会认为幼儿园的重点应该是基础知识的普及和学科能力的提高，
因此忽视了红色文化教育。比如巢湖市某幼儿园的 B园长，她认为学习这些会给他们带来过多的负担和压力。C
组长也更注重孩子们的全面发展，注重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和个性。

除了学校领导以外，教师对待红色文化的态度也是极为重要的。教师是课程资源开发的主体，是课程实施的
主导，其意识和能力深深地影响着课程资源开发的效果好坏[6]。而一些教师还是缺乏对红色文化课程资源的充分
重视，会导致红色文化课程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利用与应用。而大多数教师对于红色文化类的资源持观望态度，他
们并不清楚如何将其融入到与幼儿有关的教学内容之中，从而导致很多珍贵的红色文化教育资源变得无人问津。
为此，笔者采访了 6名幼儿园教师来了解该园教师对幼儿园红色文化课程资源应用的态度情况。根据调查结果显
示，60%的人认为红色文化对幼儿非常具有教育价值，25%的人认为有一定价值，只有 15%的人认为价值较小。
此外，50%的人认为在幼儿园课程资源中非常有必要应用红色文化，35%的人认为一般必要，10%的人认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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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只有 5%的人认为不必要。
通过以上访谈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在幼儿园里，一些教师非常重视红色文化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认为这

对幼儿的教育和成长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而一些教师还是缺乏对红色文化课程资源的充分重视，部分原因可能
是考虑到幼儿还小不懂这些事情，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资源获取、工作量等因素导致了一定的困难。

（二）幼儿园红色文化教育课程体系不完善

首先，幼儿园红色文化课程体系缺乏科学性，教师综合素质有待提升。在巢湖市某幼儿园中，部分教师对于
目标设计还不能很好地掌握，更多地是从单方面考虑，不能很好地将各因素融合设计目标。而对活动的评价主要
以具体活动的评价为主，缺乏整体性的评价。此外，评价方式也没有明确规定对观察时间、人员、对象、流程、
工具等的要求，过于主观且缺乏细致观察和综合分析。其次，幼儿园红色文化课程体系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工作尚
未全面推行。这一现象主要表现为：很多幼儿园并没有全面的教学计划或者课程大纲。而对于一些有计划且有大
纲的红色文化教育教材，其编写比较简单，往往过于注重红色元素的堆砌，而缺乏针对幼儿阶段的特点和需求的
设计。最后，幼儿园教师对课程的设计没有充分的自主权。在访谈中，出现了一些教师依据幼儿园的指示来设定
教育目标的现象。还有的教师表示在制定教育目标，着重考虑幼儿园的办学理念和国家的教育方针。

（三）幼儿园红色文化教育内容类型单一

幼儿园教师在选择红色文化学习资源方面过于依赖单一类型的红色故事和物品，存在内容单一、缺乏多样性
以及可能难以引导幼儿真正理解其中所体现的红色精神的问题。例如，对巢湖某幼儿园教师应用红色文化课程资
源类型的情况统计图分析可知，教师在选择红色文化内容方面存在着过度依赖"故事"和"物品"类型的问题。

图 1幼儿园红色文化课程资源的内容
这种单一选择的不足之处在于，红色文化资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教育要求丰

富、多元，没有“故事”和“物品”类型的红色文化就不能真正展现出红色故事、红色物品中所蕴含的思想和价值，
而其他形式的红色文化资源，例如红色歌谣、红色诗词、红色遗址和红色标语等同样是宝贵的学习资源。尤其对
于幼儿来说，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多元化的素材可以更好地激发学习兴趣，并促进他们全面发展。

（四）幼儿园红色文化教育氛围不够浓厚

幼儿园环境的创设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孩子们学习的需求，更是为了帮助幼儿全面发展，塑造良好的素质和性
格特点。目前幼儿园的环境创设缺乏红色文化元素的融入，无法营造出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像幼儿园的墙面、
门头、走廊等地方没有红色文化相关的装饰物，缺乏红色的灯笼、红色的花朵、红色的标语等元素。幼儿园的教
室布置没有突出红色主题，教学材料中也缺乏红色文化相关的内容。而在巢湖某幼儿园中的教师表示，在进行环
创时，都面临着准备时间不足，缺少材料，经费不足，幼儿园的面积太小，无法做大型的环创的问题。

（五）幼儿园红色文化教育缺少相关部门合作支持

幼儿园缺少与所在地相关部门的及时交流和沟通渠道，导致不能及时了解本地的文化资源情况。就比如巢湖
市某幼儿园的 A园长表示，缺少专家的指导。事实上，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是获取地方文化资源和政策信息不可
或缺的支持力量，他们拥有丰富的资源和信息渠道，可以为幼儿园的红色文化教育资源开发提供有力保障。而如
果没有积极主动地与他们沟通交流，幼儿园就难以充分利用当地的优质资源。教师未能及时了解到政策法规以及
相关部门关于红色文化课程的要求，因此对红色文化课程资源的挖掘无从下手。不与相关部门建立紧密的合作关
系，无法获得有关红色文化课程资源的权威信息和方案，长期而言很难实现全面、高效的挖掘。

三、红色文化课程资源在幼儿园中应用的教育建议

针对以上的问题，在幼儿园中应用红色文化课程资源时，需要综合考虑幼儿的认知特点、兴趣爱好以及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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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因此，教育建议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提出，以确保红色文化教育能够融入到幼儿园的日常生活和教学之中。

（一）提高重视：引发教师对红色文化教育资源的关注

要在幼儿园中成功应用红色文化课程资源，需要教师具有积极的动机和意愿，只有教师的积极参与，才能够
将外在的教育改革目标内化为课堂上的实际行动。[7]引发教师对红色文化教育资源的关注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
手：首先，要加强对红色文化资源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教师需要了解红色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认同它在幼儿教育
中的重要性，从而增强对红色文化的归属感。例如可以组织教师参观巢湖市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如温家套惨案
遗址、蒋家河口战斗遗址等，让教师亲身感受和了解巢湖市的红色文化资源，从而增强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感和归
属感。其次，要注重红色文化资源的实际应用与成效体现。教师需要关注红色文化资源的确切应用和对幼儿的实
际影响，包括对幼儿认知、情感、行为等方面的发展。可以通过交流、讨论等方式了解幼儿在学习红色文化课程
资源中的反馈与收获，鼓励教师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最后，要加强政策支持与鼓励。政策支持对
于提高教师的动机和意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需要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提高对幼儿园教育的重视程度，制定完
善的教学指导和教学规划，包括针对红色文化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应用。同时，鼓励优秀教师积极参与到红色文化
课程资源的教育实践中，勇敢承担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筑牢精神根基的责任与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自己的贡献。[8]

（二）增强培训：提升教师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活动的能力

首先，需要加强红色文化课程资源的研究和开发能力。幼儿园教师需要深入了解红色文化的内容和精神，并
结合幼儿的认知特点和生理发展规律，开发出适合幼儿学习的红色教材、教具和活动方案，从而提高红色文化教
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比如可以邀请巢湖市的红色文化专家为教师进行红色文化课程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培训，让
教师深入了解巢湖市的红色文化资源，掌握红色文化的精髓和内涵，从而开发出更加符合幼儿认知特点和生理发
展规律的红色教材、教具和活动方案。其次，需要提升红色文化课程资源的教学设计能力。幼儿园教师需要根据
幼儿学习的特点和需求，制定出符合幼儿认知规律和生理特点的教学设计方案，让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
到红色文化的魅力，提高他们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此外，还需要提高教师对现代教育技术的运用能力。现代教
育技术十分有利于各界教育信息的广泛交流以及幼儿对相关知识的认知与掌握,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掘出幼儿天性
中创新思维能力，它可以为幼儿园教师提供更加丰富、生动和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和工具，从而增强幼儿对红色文
化的认知和理解[9]。可以邀请专业的教育技术人员为教师进行现代教育技术的培训，让教师掌握各种教学软件和
硬件的使用技巧，将现代教育技术与红色文化融合，为幼儿带来更好的学习效果。因此，幼儿园教师需要不断提
高自己的信息技术水平，掌握各种教学软件和硬件的使用技巧，将现代教育技术与红色文化融合，为幼儿带来更
好的学习效果。

（三）丰富资源：拓展幼儿园红色文化教育课程的内容

文化和教育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文化的传承需要依靠教育来实现，教育的发展需要依靠深厚的文化底蕴来
支撑[10]。教师在选择红色文化学习资源时应注意多样性和广泛性，避免过度依赖单一类型的红色故事和物品。首
先教师可以选择不同形式的红色文化资源，如红色歌谣、红色诗词、红色遗址和红色标语等。这样可以让幼儿在
学习中接触到不同类型的红色文化，增加他们对红色文化的理解和认知。例如在清明节时，组织幼儿去巢湖市南
山烈士陵园扫墓，让他们可以倾听党史故事、缅怀革命先烈。其次，教师在选择红色文化教材时，应该注重内容
的广泛性。教材可以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红色文化内容，让幼儿了解不同的红色故事和英雄人物，拓宽他
们的视野。再次，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设计一些多样化的红色文化活动。例如，组织幼儿参观巢湖市博物馆、
红色文化展览、红色文化长廊等，让幼儿通过亲身参与和实践，深入了解红色文化的内涵和精神。最后，教师在
教学中要注重对红色文化的引导和讲解。通过讲解红色文化的背景、意义和价值，帮助幼儿更好地理解和感受红
色文化的精神。同时，教师也可以引导幼儿进行相关的讨论和思考，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和创造力。

（四）营造氛围：创设幼儿园红色文化教育的内外环境

优秀的环境创设可以提升对幼儿的吸引力和幼儿园形象，扩大幼儿园的社会影响力。幼儿园在创设环境时应
坚从本园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幼儿的发展水平与需要，不断探索优化。比如在幼儿园的大厅或走廊等公共场所，
可以设置红色文化主题墙，通过图片、文字、展板等形式展示红色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墙面可以用红色为主色调，
搭配黄色、白色等颜色，突出红色文化的主题。例如可以展示巢湖市红色文化名人的事迹，如工人运动的先驱李
慰农、“渡江第一船”英雄张孝华、为革命英勇捐躯的胡海如……从而让幼儿了解他们的伟大功绩。同时，也可以
展示一些红色文化的经典诗词、歌曲、故事等，让幼儿感受到红色文化的魅力。在教室的墙面、门头、窗户等地
方，可以设置一些红色文化相关的装饰物，教室的布置也可以突出红色文化的主题，如在春节期间可以悬挂红色
的对联，让幼儿感受到浓郁的年味。在庆祝国庆节、建党节等重要节日时，可以在室外走廊等区域设置一些红色
文化的主题展板，让幼儿了解红色文化的历史和意义。同时，也可以通过一些红色文化相关的游戏和活动，让幼
儿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红色文化的知识。在幼儿园的日常活动中，可以组织一些红色文化相关的活动，如红色文化
主题展览、红色文化艺术节等。这些活动可以让幼儿更加深入地了解红色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同时也可以让幼儿
在活动中获得乐趣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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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多方助力：积极开展与地方相关部门的红色文化教育交流合作

了更好地应对幼儿园在红色文化课程资源应用中缺乏深入的地方交流和沟通的问题，需要从多个角度出发，
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与交流。首先，要加强与所在地相关部门的沟通，及时了解有关政策法规和红色文化课
程资源的最新信息。此外，还可以与专业机构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关系，在红色文化教育资源的开拓和推广方面
共同助力。例如可以与巢湖市交通管理局沟通，开通巢湖市“红色交通专线”，串联起本地革命纪念场馆，打造流
动的党史学习教育宣传阵地。其次，在创造条件方面，幼儿园应与相关部门共同制定红色文化课程资源的挖掘方
案，并实施计划，不断完善挖掘方式和方法，提高挖掘信息的准确性和广度。比如与巢湖市的烈士陵园、纪念场
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合作，定期组织教师去巢湖市红色基地进行实地考察、集体研究、学术研讨等，不断
推进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最后要加强对信息技术的应用，建立红色文化资源数据库，遇到新的信息及时
归档，以便将来参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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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and Suggestions on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of Red Culture

Curriculum Resources in Kindergartens— A Case Study of Kindergartens in

Chaohu City, Anhui Province

Yang Jie1, Yang Xiaolan2

1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235000, Anhui
2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0, Jiangsu

Abstract: Red culture is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China's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which has important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providing rich resources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Conducting red culture
education can enhance children's patriotism, team spirit,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s beneficial for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young children. This study starts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red culture resources in
kindergartens, deeply explores the problems and reason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red culture curriculum resources in
kindergarten education, and tries to propose corresponding educational suggestion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can help
kindergartens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red culture curriculum resources, enrich children's cultural
experiences, and cultivate their good moral qu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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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幼儿园英语教学活动开展现状调查与反思

——以驻马店市双语幼儿园为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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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幼儿英语学习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同时也是争议的焦点。以往诸多研究在充分肯定幼儿英语学习价
值的同时，也对目前幼儿英语教育的质量提出了质疑。本研究以驻马店市双语幼儿园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法以及
访谈法，研究发现目前幼儿园英语教学开展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幼儿园英语教师缺乏英语专业知识；英语
教材的选用不够恰当且教学内容散乱；教师和家长对英语教学目标认识不到位；幼儿园英语教学的方法教为单一；
幼儿园英语教学的环境创设不够完善；幼儿英语教学中缺少家园共育。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尝试提出了一些
有针对性的教育建议，以期为进一步提升地方幼儿园英语教育活动质量提供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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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地位越来越重要。党的二十大提出优化人才配置，推
进人才对外开放，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学前教育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起始环节，学前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最核心的标志是儿童的全面和谐发展，要加强幼儿园课程建设。人才对外开放、在外学习，需要交流，语
言必要相通。在这种背景下，英语学习逐渐延伸到了幼儿园，越来越多的私立幼儿园开展英语启蒙，让幼
儿在掌握母语的同时，还能够掌握一门外语，也有越来越多的家长让孩子接受英语教育。但是，很多双语
幼儿园无论是硬设备还是软文化建设方面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国内外幼儿英语教育政策差别很大。[1]

国外科学家曾分别对两组不同的侨民年龄组儿童进行了测试，结果得出有 68%的不满 6岁的儿童口音“酷似
本族语”，而大于 13岁儿童的年龄组中，只有 7%的儿童会说双语。[2]显而易见，在关键期接受双语教育的
幼儿在语言方面优于错过关键期教育的幼儿。宁玉华指出在 2-4岁，人体大脑中的布罗卡氏区快速发育，这
段时间学习语言快速有效，且很少有抗拒情绪。[3]范庆瑶在通过实验得出第二语言学习经验可以有效的提高
幼儿执行功能、控制功能，提高幼儿的认知能力和控制能力。[4]蔡婧提出儿童在进行早期二语习得时，学习
效率更高，可以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5]综上所述，幼儿时期学习第二语言既有年龄优势，还能促进自身发
展。

幼儿英语教育可以定义为对幼儿进行英语启蒙，主要是指幼儿园及其教师根据一定的英语教学目标，精
心挑选各种教学材料，创设沉浸式双语环境，开展有效的教学活动，推动幼儿的成长。目前，幼儿园进行
英语教学是幼儿学习英语的主要途径，同时英语教学活动也能够促进幼儿的语言能力发展。《3-6岁儿童学
习与发展指南》中提出语言是交流和思维的工具，幼儿期是语言发展，特别是口语发展的重要时期。[6]有研
究提出，幼儿英语教育是培养儿童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7]本研究根据所在地市区的一所双语幼儿园，对幼
儿英语教育的情况进行探究，了解其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寻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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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者选取了长期开展双语教学的一所私立幼儿园为研究对象。该幼儿园小中大各三个班，有九位英
语教师，小班每周开展一次英语教学活动，中大班每周开展两次英语教学活动。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问卷参考了杨宏宁的硕士学位论文《幼儿园英语教学开展的调查研究》（陕西师范大学）。
[8]问卷主要分为家长的基本情况、家长对幼儿学习英语的认识、家庭英语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共向幼儿家长
发放问卷 148份，回收问卷数是 140份，回收率 94.59%。

本研究采用非正式访谈。访谈对象是幼儿园教师，共访谈了六位教师，主要内容有幼儿园英语教师的基
本情况，幼儿园教师对英语教学目标的认识以及教师对于英语教学环境的看法。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该幼儿园的英语教师基本情况、英语教材、英语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环境和家园共育六个
方面进行调查，针对这些现状提出问题并且进行分析：

（一）幼儿园英语教师缺乏英语专业知识

通过与幼儿园教师的访谈得知，该幼儿园中大约 67％的教师通过 CET-6，33％的教师通过 CET-4，幼
儿园中教英语的教师多为学前教育专业出身，不可否认，她们学习过大量与幼儿教育相关的知识，专业知
识的储备值得肯定，但是她们在大学阶段仅仅通过英语课程进行学习，学习过的幼儿英语课程较少，英语
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有待商榷，专业素养有待提升。

另外虽然幼儿园内每位英语教师都会有职前培训，但是时间较短，职前仅培训一周，在职期间培训次数
少，外派教师学习的机会也少，更多依靠教师的自学，这需要教师有提升自我的意识，如果教师懒惰敷衍，
学习的渠道将会窄化，知识难以拓展，能力也难以提升，无法更好地教育幼儿。教师的口语水平也有待提
高，教师是幼儿的榜样，幼儿跟随教师学习，教师的发音直接影响幼儿的发音，教师发音不标准直接导致
幼儿发音不标准，幼儿期是最关键的时期，如果这个时期，幼儿错误的发音养成习惯，后期纠正也是比较
困难的。

（二）英语教材的选用不够恰当且教学内容散乱

当前，进行英语启蒙的幼儿园多为私立园，在对于教材的选用方面并未进行统一规范，导致每个私立园
对教材的选择是不同的，而市场上的英语教材也是良莠不齐，有些过于简单，有些则过于复杂，那么什么
样的教材适合幼儿，对此并未进行考察。在该园中，小班没有选购教材，中大班是选取的《用美国幼儿园
教材学英语》的 2、3系列，这两本教材究竟是否适合幼儿学习且有利于幼儿的长远发展并不可知。一方面
从小班到大班没有完善的教材体系，教材的选用未完全考虑到幼儿的身心发展。在观察英语教学活动过程
中，中班教师参考教材开展教学活动占 62.5％，大班教师参考教材开展教学活动占 75％，由此可见，中大
班通过教材开展教学活动占多数。

另一方面小班没有教材，这也就造成了小班的英语教学内容有些过于零散，不成体系，按照教师的想法
进行教学；中大班有相应的教材，所以教学内容相对具有系统化，但教师也不是完全按照教材进行教学，
有时选择教材中的单词教幼儿，有时选取一个对话片段进行教学，或者是借多媒体进行教学，就此而言，
中大班虽然有教材，但是教学内容也是凌乱的，内容之间没有联系，杂乱无章，同样不利于幼儿的发展。

（三）教师和家长对英语教学目标认识不到位

通过对幼儿教师的日常观察和访谈得知，大部分教师认为教幼儿英语的目的是为他们在之后升入小学
做准备，有英语基础，要让幼儿赢在起跑线上，让幼儿的家长看到自己孩子的变化。同时，在教的过程中，
研究者也发现，教师是倾向于让幼儿掌握一些固定的句式、单词，考察幼儿的单词积累量，从这方面来看，
难免有小学化的倾向。也正如黄柯在研究中所提到的“现阶段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有教育片面性较强、突
击性较强、教学盲目性较强”。[9]但是英语教学目标应该在于让幼儿萌发对英语的兴趣，锻炼幼儿的口语能
力。该幼儿园显然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在针对家长的调查问卷中，关于“您认为幼儿应从什么时候开始学
习英语”问题，首先是有 29.29％（41名）的家长赞成幼儿从幼儿园开始学英语，认为孩子一出生就可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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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学习英语的家长有 27.86％（39名），还有 25％（35名）的家长认为孩子进入小学后，按国家教育规定
进行英语学习，剩下还有 17.86％（25名）的家长不清楚。关于“您对孩子英语学习的期望是什么”，仅有
20％（28名）的家长希望孩子学习英语是为了考取更好的成绩，希望孩子能够将英语作为获取知识的工具
的家长占多数，达到 32.86％（46名），剩下还有 21.43％（30名）家长是希望英语可以帮助孩子出国留学。
上述分析表明，无论是教师还是家长，对于英语教学目标的认识都不够科学。

（四）幼儿园英语教学的方法较为单一

通过观察教师的英语教学活动，小中大班的教师在使用教学方法方面各有所侧重，如下图，小班使用最
多的是演示法和游戏法，在中大班，教师基本大都使用讲授法，多媒体教学法次之。综合看来幼儿园常用
的英语教学法并不丰富。小班的游戏法可以较好地激发幼儿的兴趣，但是在中大班使用最多的讲授法，对
于幼儿来说不免枯燥乏味，即便讲授法可以让幼儿快速学习到大量英语知识，但是对于 3-6岁的幼儿来说，
这种方法并不宜过多使用，会让幼儿缺乏积极主动性，幼儿更多的还是喜动不喜静，使知识跳动起来，用
幼儿喜欢的方法进行教学，相信会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需要知道的是，教师不仅要会英语，更重要的是
还要会教英语。

英语游戏或者进行手工制作。在心理环境创设方面，教师尽可能地运用游戏、表演、音乐等丰富的形式，
带给幼儿良好的情感体验，使其乐于表达、敢于表达。教师要注意引导幼儿之间尽可能多地英语对话，师
幼之间同样如此，为幼儿多提供英语交流的机会，培养幼儿英语交流的意识和能力，营造和谐的师幼关系，
尊重每一位幼儿，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幼儿。良好的学习环境不仅是表现在空间方面，还有看不见的心理方
面，教师要两者兼顾。

图 1 英语教学中常用的教学方法

（五）幼儿园英语教学的环境创设不够完善

幼儿园英语教学环境的创设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环境创设，具体体现在幼儿园的走廊、幼
儿生活的教室墙面上，这些地方都是幼儿每天接触最多的场所，此外，相对的一方面就是精神环境的创设。
[10]研究者通过对该幼儿园的观察，发现在小班除了黑板报旁边的挂图是关于英语的，还有一个英语角，中
大班更是只有英语教材，除了可以使用多媒体进行英语教学活动，其他并没有发现英语元素，黑板报上面
全是汉字元素，也没有在班级以及园区创设有关英语的区域活动。并且通过访谈可以了解到，班级主题墙
是一个月更换一次，在节日多的情况下会更换的较为频繁，由各班教师负责，而走廊通常是用来展示幼儿
的作品，比如美术作品、建构区搭建成果照片、手工作品等，小班多为教师粘贴，中大班教师和幼儿都会
参与进来，中大班幼儿的参与度会相对提高。在与教师访谈过程中问到“为什么没有在环创中加入英语的
元素”，教师认为幼儿在不断地学习新的英语知识，如果将英语设计在环境当中，那么会更换得非常频繁，
并且教师会专门开展英语教学活动，所以不需要将英语设计在环境当中，导致幼儿园英语教学的环境不完
善。这表明教师没有认识到英语教学环境的重要性，在布置幼儿园环境时，没有考虑到英语。

除了上述英语学习物理环境的创设问题之外，观察中还发现幼儿英语学习的语言运用环境创设更为不足，
除了常规的英语教学活动中会涉及到英语交流，孩子们在游戏以及和教师互动过程中，几乎完全没有机会
和意识运用英语，偶尔“蹦”出来的几个英语单词也是零散和无意义的。教师没有在师幼互动中尝试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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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英语进行交流，更没有引导幼儿之间进行英语互动。

（六）幼儿园英语教学缺少家园共育支持

幼儿园与家庭是幼儿生活的两个主要场所，家园共育沟通了幼儿在幼儿园和在家的两个生活世界。[11]

幼儿园教育与家庭教育是不能相分离的，父母是幼儿园最主要的伙伴，两者之间的配合程度对幼儿教育很
重要。所以家庭中的英语教育非常有必要，需要配合幼儿园的英语教育，共同促进幼儿的成长。通过问卷
调查，关于“您在家和孩子用英语交流吗”这个问题，发现在家庭中与幼儿英语对话很多的仅有 34.29%（48
名），有时会英语交流的有 35.71％（50名），不说英语的有 30％（42名）。在问及“您的孩子在家能主
动跟您说英语吗”结果显示能够主动与父母用英语交流的仅有 35.00%（49名），其余则是有时能的占 36.43％
（51名），不能的有 28.57％（40名），由此可知，家庭英语教育明显不够，家长与幼儿园配合不够密切，
没有做到家园共育，没有家长会不重视自己孩子的教育，在这个“内卷”的时代，很多家长更多的是担心
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面，所以竭尽全力地为自己的孩子提供优质的教育，但有些家长可能会认为教育
孩子是幼儿园的责任，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其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即家长没有真正认识到在家庭中
进行英语教育的重要性，从而导致教育效果不佳。

四、提升地方幼儿园英语教育活动质量的相关建议

幼儿英语教育传递出一种新的教育发展趋势和教育哲学。根据本研究中提出的幼儿园英语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参考其他学者的文献资料，研究者提出以下改善幼儿园英语教育教学的教育建议。

（一）加强师资培训，增强教师专业性

幼儿园的英语教师的素质是影响幼儿园英语教育活动质量的关键因素。针对本研究中发现的幼儿园英语
教师职前职后培训学习不足的问题，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

教师的口语能力需要提升。在幼儿园中幼儿学习英语主要是通过教师这个媒介，那么教师在示范口语的
过程中，如果不注意自己的发音，很容易就将幼儿的发音“带跑偏”，汉语中也存在方言，更不用讲英语口音
了。当今社会，很多场合都需要用英语交流，而如果在交流时带上了点“味道”，不难想象，在被嘲笑后怕是
之后都不敢再说英语了，并且在幼儿时期，语言习惯极为容易养成，一旦在英语交流时带上了方言，或者
发音不标准成了习惯，之后将很难改掉。研究者建议幼儿园可以针对对提高教师的英语能力进行支持，如
聘请专业英语教师授课以提高幼儿园教师口语能力、开展英语知识竞答比赛、定期对教师进行考试，一方
面为教师提供学习英语的机会，另一方面激励教师自我提高。此外，教师自己也需主动提高专业素质，可
以用手机下载一些关于英语的软件，如“不背单词”，此 APP根据艾宾浩斯曲线帮助用户记忆单词，每日
都会帮助用户计划单词量；“TED”，收集了大量名人演讲视频，既可以听视频练习听力，还可以练习口
语，且有测评为口语打分。

鉴于园内英语教师缺乏有关幼儿英语教育的知识，研究者认为首先需开展相关课程进行培训，如英语知
识的培训、幼儿园英语教学方法的培训及针对教材如何讲授的培训，丰富教师知识面，提高教师能力；其
次增加职前培训时间，培训结束后组织考核以检测教师能力；最后教师在职期间也需多提供英语学习的机
会，为了督促教师，幼儿园可组织考核，对教师的听、说、读、写能力进行考察。

（二）优选双语教材，创新教学内容

幼儿园需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能力和兴趣及发展顺序选出适宜教材，组织教学内容。前面研究者提到
政府没有对幼儿英语教材做出统一规范，市场流通的教材五花八门。研究者对幼儿园选择教材提出以下建
议：首先教师需事先了解班级中幼儿学习英语的情况，可能会存在部分幼儿在入园前，家长就对其进行了
一定的英语启蒙，了解幼儿的能力是选择教材的前提；其次幼儿园可针对各种各样的教材，商议讨论，值
得注意的是，需顾及幼儿的年龄特点、能力和兴趣及发展顺序，挑选出适合幼儿的教材，再咨询专家，根
据专家的建议并结合幼儿园的实际情况做出选择；最后幼儿园还可询问家长的意见，让家长也参与进来，
能让家长更多的了解教材，从而与幼儿园配合，更好的教育幼儿。有了完善的教材体系，那么也就有了相
对完善的教学内容，教师可以根据教材内容计划教学活动，教适合幼儿的英语，教师也需在其中加入自己
的特色，吸引幼儿的兴趣，教师可根据本班幼儿的情况，选取不同的教学内容。研究者认为教师在课前需
明晰本班幼儿的最近发展区，根据幼儿之间的不同情况，组织教学内容。

（三）明确英语教育目标，建立教师和家长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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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正确认识幼儿英语教育目标，并引导家长建立共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第一部分总
则第二条指出：“幼儿园教育是我国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12]由此更是可以看出幼儿教育的重
要性，筑基不牢固，后续发展也不会牢固。研究者建议教师首先要转变教育观念，根据《指南》的要求设
定英语教育目标，如着重培养幼儿的兴趣，使幼儿能够对英语活动产生积极的情感，形成学习动机；其次
一定要遵循国家的相关政策，实事求是，促进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这是制定目标的前提条件；再者教师
还需和家长进行沟通，不能强迫幼儿学英语，要顺应幼儿的特点，在幼儿阶段，重要的是要培养幼儿对英
语的兴趣，提高幼儿的听、说能力，进而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有些家长可能会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孩子多学
习英语知识，有益于未来的发展，教师还需引导家长树立正确观念，明确幼儿时期切忌死记硬背，这将违
背幼儿的发展，甚至会让部分幼儿对英语产生厌恶的情绪，物极必反。

（四）运用多元教学法，丰富学习体验

结合使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产生多种体验感。教师根据幼儿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使幼儿全身心
地投入其中，激发幼儿的兴趣，但注意抓住教育时机。并不是只有英语课才可教英语，在一日生活中同样
可以渗透英语，如幼儿在玩角色扮演游戏时，教师引导幼儿扮演英文小短剧，幼儿之间进行英语对话，如
小朋友们喜欢的一个英文影片——“冰雪奇缘”，教师可以组织幼儿进行角色扮演，不仅是幼儿的兴趣所
在，还能顺利地锻炼幼儿的口语能力；幼儿进行分享行为时，可以提示幼儿用英语表达分享、感谢；幼儿
在早上来园、下午离园时，可用英语问候。教师还可以创设情境进行英语教学，在讲解某个英语单词时，
可以搭配上动作，或者借助实物等加深幼儿印象，如关于蔬菜、水果的英语单词，教师可选择常见的蔬菜、
水果实物向幼儿展示，并介绍颜色、形状、味道，介绍过程中可把该物的特性用英语表达，原本可能是某
一个单词的教授就拓展到更多的单词表达；教师在选择教学方法时，还需注意趣味性，尤其是在小班，更
加需要有趣，如把英语融入口令游戏，教师英语说口令，幼儿做出对应的动作，再如播放欢快简单的英文
歌曲，“Hello Hello”简单易学，还能让幼儿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活动中。

（五）营造沉浸式双语环境，激发语言潜能

增加英语环境的创设，间接地教育幼儿。英语环境有看得见的物质环境，也有看不见的心理环境，在该
幼儿园中明显物质环境和心理环境都不够完善。在物质环境创设方面，教师可在班级墙面、路标增加简单
的英文标志、图画或者英文句子，如楼梯道可粘贴“Please line up”“Be careful”，各个区角可粘贴英语，阅读
区“Library”、建筑区“Building”等，班级内增加英语贴纸，二十六个英语字母的贴纸、四个季节的贴纸可粘
贴相应图片、不同天气的贴纸等；增加英语角，并在英语角投放材料，如介绍传统节日春节，可投放彩纸、
彩笔、黏土，便于幼儿开展英语游戏或者进行手工制作。在心理环境创设方面，教师尽可能地运用游戏、
表演、音乐等丰富的形式，带给幼儿良好的情感体验，使其乐于表达、敢于表达。教师要注意引导幼儿之
间尽可能多地英语对话，师幼之间同样如此，为幼儿多提供英语交流的机会，培养幼儿英语交流的意识和
能力，营造和谐的师幼关系，尊重每一位幼儿，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幼儿。良好的学习环境不仅是表现在空
间方面，还有看不见的心理方面，教师要两者兼顾。

（六）重视家园合作，共建学习共同体

家庭和幼儿园积极沟通，延续幼儿英语教育。仅靠家庭或者幼儿园对幼儿进行教育，教育效果肯定是不
如两者结合的，“1+1＞2”。所以在关于家园结合方面，首先，幼儿园可以定期开家长会，与家长面对面
交流，以便于双方更好地进行了解，教师了解孩子在家的表现，更好地制定下一步针对幼儿的教学计划，
家长也可了解幼儿园的教学目标，配合幼儿园在家教育孩子；其次，教师可将每次教学内容发到家长群，
一方面家长了解自己孩子所学习的内容，另一方面便于家长在家帮助幼儿巩固所学；再者，教师可向家长
传授一些教育技巧、育儿理念，提高家长的育儿能力；此外，幼儿园还可以利用网络进行家园互动，比如
在一些平台上发布幼儿园组织的英语教学活动、幼儿在园内的表现，这样对于忙碌的家长会非常便利，可
以为他们节省时间，还能够了解到自己的孩子在学校的情况、幼儿园最近教学活动的动态，从而在家也能
够去配合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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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nglish Education

Activities in Local Kindergartens

—Taking Bilingual Kindergarten in Zhumadian Cit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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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glish learning for young children has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it is also a
controversial focus. Previous studies have not only fully affirmed the value of early childhood English learning, but also
questioned the quality of current early childhood English education. This study takes bilingual kindergartens in
Zhumadian City as an example, and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interview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everal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process of English teaching in kindergartens, including: Lack of Englis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mong kindergarten English teachers; selection of English book is not appropriate enough and the teaching content is
scattered; Teachers and parents have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English teaching objectives; The teaching method of
English in kindergarten is single; The environment for English teaching in kindergartens is not well-developed enough;
Lack of the Home-Kindergarten education in early childhood English teaching.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result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propose some targeted educational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benefits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nglish education activities in local kindergartens.

Keywords: Bilingual education; English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 Current situation of Englis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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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融入高职无人机故障检修课程教学的实践路径探析

许睿1

（1.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

摘 要：本文聚焦工匠精神与高职无人机故障检修课程的深度融通路径。针对当前课程中实践能力薄弱、产教衔
接不足等瓶颈，论证工匠精神对提升学生无人机故障诊断能力与职业素养的核心价值。提出通过系统化课程重构、
产教协同项目实践及发展性评价体系三大路径，推动技术精进与职业品格协同培育，为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职业
教育内涵式发展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

关键词：工匠精神培育；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无人机故障检修；低空经济；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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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匠精神的内涵与特征

(一)工匠精神的概念

工匠精神，这一作为职业素养和文化底蕴的重要体现，具有深厚的内涵与特征。通过强调工匠精神，职业教
育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生职业态度的增强，工匠精神不仅仅是技术技能的体现，更是对工作的严谨态度和追求完美
的精神。从历史的角度看，工匠精神可以追溯到各个文化背景下的工艺传统与劳动价值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工匠精神与“工匠”这一概念的融合，展现了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细致入微的职业伦理[1]。在现代社会，这一精
神逐渐演变为对均衡发展的内涵呼应。

在当今全球化和信息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工匠精神仍然展现出其鲜明的时代价值。工匠精神强调个体的专
业技能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动态结合。以无人机故障检修课程为例，工匠精神推动学生发掘技术背后的深层次知识，
通过对“故障树分析法”（FTA）和“故障模式及影响分析”（FMEA）等方法的深入理解，以科学的、系统化的方
式来辨析问题的根源及其对策[2]。学生在这一实践的过程中，不仅能掌握对专业术语的理解，还能培养其对技术
细节的敏锐观察力，促使其能够在面对无人机复杂故障和同类事件时适当地做出判断与决策。

具有工匠精神的学生往往体现出更高的执行力与自律性。在无人机故障检修课程中，学生通过参与实际的故
障诊断和修理工作，锻炼面对挑战时的解决问题能力。在此背景下，教育者需注重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不仅仅是将其视为一项职业技能的获取过程，更是塑造整体职业素养的重要环节。

(二)工匠精神的主要特征

工匠精神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精益求精、对细节的关注和持续学习。
精益求精（Continuous Improvement）是工匠精神的核心特征之一。要求学生在进行无人机故障检修时，必

须追求不懈的完美。在课程实践中，需深度融入这一理念，强调通过系统性方法培养学生结构化识别与根除故障
的能力。关键在于构建基于数据反馈的闭环机制，驱动检修流程的迭代优化，使学生深刻体悟并内化“精雕细琢”
的职业素养，从而在技术精度与流程严谨性上实现持续提升。这不仅是提升修复准确性与效率的路径，更是塑造
未来无人机维护人才核心职业品格的关键教学实践。

对细节的高度关注（Attention to Detail）作为工匠精神的关键维度，在无人机故障检修领域具有决定性意义。
鉴于系统崩溃常源于微小组件的失效，课程教学必须着力强化学生对于精密部件与细微异常的辨识能力与处置敏
感度。因此，培育并固化一丝不苟、明察秋毫的职业习惯，不仅是提升单次维修可靠性的基石，更是保障航空安
全、锻造卓越无人机维护工程师核心职业素养的必然要求。

二、高职无人机故障检修课程现状

作者简介：许睿(1998—)，男，工程师，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任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智能飞行器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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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设置与教学现状

当前高职院校对于无人机故障检修课程的设置存在诸多值得深入探索的方面。从教学模块方面设置上来看，
现有高职无人机故障检修课程普遍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3]。而以理论为主的教学方法未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实操技
能。课程内容中对无人机故障的真实案例分析相对缺乏，学生在实验室环境下的学习成效有限，无法熟练掌握故
障检修的具体操作流程，导致学生在面对实际故障时往往表现出理论与实践的转化应用能力的不足。

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仍然采用传统的讲授法，缺乏必要的互动与实践环节。在同行交
流过程中，大部分教师表明，由于教学资源的不足和课程设定的单一性，难以实施以学员为中心的实践教学模式。
根据教育心理学原理，传统的灌输式教学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结合行业需求的实习和实践项目相对欠缺，
使得许多学生在进入日益增长的无人机市场时，面临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

师资力量层面，当前无人机专业教师的专业背景和实践经验也亟待提升。具有无人机实际工程经验的教师所
占比例较低，大多数教师体现出重理论轻实践的储备状态[4]。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缺乏对行业最新动态的敏锐把握，
实践教学能力薄弱，无法有效引导学生进行理实转化。

(二)学生学习情况分析

在当前无人机专业教育体系中，无人机故障检修课程是一门紧贴技术前沿且具有实践性的重要课程。从学生
的学习动机来看，尽管无人机技术在当今产业界中的应用正逐渐增加，许多学生对于故障检修课程表现出了浓厚
的兴趣。但在课程回访中学生反馈在课程的理论部分感到内容晦涩难懂，理论知识的匮乏不仅影响学生对实际故
障检修的理解能力，也削弱了对于无人机系统复杂性的认知。这种现象说明在课程设计时应当更加重视理论与实
践的结合，通过调整教学内容，帮助学生形成扎实的基础。

动手实践能力是无人机维修所必不可少的能力，在平时与学生的沟通中，学生表示在实际操作环节中感到时
间不足和设备匮乏。在课程实践中，学生常常需要使用高精度的测试仪器和调试设备，但资源的限制使得他们难
以进行充分的实操演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许多高职院校可考虑加强与行业合作，引入真实的工业案例与设备，
以提升学生的实践学习体验。

三、工匠精神在无人机故障检修课程中的重要性

(一)工匠精神对技术技能的影响

1.提升故障检修能力
在高职无人机故障检修课程中，工匠精神的融入显著增强了学生的技术技能，尤其是故障检修能力的提升[5]。
工匠精神能够直接影响学生在故障排除和维修工作中的系统性思维能力。在无人机故障检修的实际案例中，

学生需要面对复杂的系统设计和多样的故障模式。将工匠精神贯彻于教学之中，促使学生在识别故障时采用更为
严谨的分析方法和工具，对故障原因进行层层剖析。维修作业往往涉及高精度的组件更换和设备调校，必须要求
学生具备细致入微的操作能力，学生遵守每一项操作的专业性与规范性，强化了其在实际操作中的自我要求，确
保出现故障时能迅速而准确地实施检修，极大缩短了故障恢复的时间。

工匠精神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在现代无人机故障检修中，许多问题需要跨学科的知
识和团队的协调配合来解决。通过团队合作，学生能够更好地借助各自的技能和知识，形成良好的工作氛围。

2.增强职业素养
工匠精神的核心特征在于其突出强调的责任感、敬业精神及团队合作能力，责任心是工匠精神最为基础的构

成要素之一。在无人机故障检修的过程中，这种责任感体现在对每一个细节的关注和对工作的极致追求。科研数
据显示，责任感较强的职业人士在工作绩效上通常表现优异，具有高度责任感的技术人员在故障排查及解决的效
率上比普通维修人员高。在无人机故障检修课程中，通过对工匠精神的遵循，可以鼓励学生自觉对培训材料、实
操环节乃至团队合作的每一项任务负责[6]。

四、工匠精神融入课程教学的实践路径

(一)教学目标的设定

1.理论课程设计
在当前高职教育背景下，高质量的理论课程设计不仅关乎知识的传授，更承担着培育学生工匠精神的重任。

同时工匠精神与课程思政在无人机故障检修教学中具有价值同构性，需依托三维目标体系实现双重育人效能。依
据课程设计理论，构建知识-技能-价值螺旋上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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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维度植入国产无人机技术攻坚案例，在故障诊断原理教学中渗透科技自立思政元素；技能维度通过虚实
结合的故障溯因训练，锤炼精益求精的工匠技艺与解决“卡脖子”问题的使命担当；价值维度创新性融合“航空报
国精神”专题，构建工匠伦理与思政育人的协同场域。

实施中形成四维驱动机制：以国产化典型故障库强化技术自信，以大国工匠成长叙事激发内生动力，以红色
卓越工程师标准重构评价体系，最终实现专业技能培育与航空报国情怀的深度耦合。

2.实践环节安排
真实故障案例的深度解构是实践教学的价值内核。需构建基于工业级故障原型的项目化教学矩阵：精选具有

典型性、复杂度真实的故障序列（如动力系统失效、通信链路中断等），创设高度还原的故障诊断场景，驱动学
生运用跨学科知识实施系统性破障，淬炼技术整合与工程决策能力。

在案例实施中嵌入结构化协作机制：依据故障树层级动态组建诊断小组，通过角色轮值制度培育责任闭环意
识与协同创新素养。教师采用临床式指导模式，依托多维度诊断日志对故障排除全周期实施过程性评价，引导学
生通过案例迭代深化对精益准则的体认。

该路径实现三重转化：工业案例转化为能力生成载体，团队协作升维为职业伦理实践场，排除过程进阶为工
匠精神具象化媒介，最终形成技术实践与精神培育同频共振的教学生态。学生需在每一个故障处理环节中详细记
录分析结果与反思，这不仅是对技术知识的检验，更有助于加强学生的反思能力及对工匠精神的深刻理解。

五、教师在教学中的角色

工匠精神在高职无人机故障检修课程中的深度融入，本质上是技术伦理教育与专业能力培育的辩证统一。教
师需超越传统知识传授者定位，转型为工匠精神落地的临床催化师。其核心价值体现为三个维度：在技术认知层
面，通过对复杂系统故障的精准诊断（如飞控系统多源信号失效等典型场景），引导学生超越碎片化操作，建立
系统性工程思维；在职业素养层面，依托真实工业场景中的故障溯因训练，将精益求精的工匠准则内化为质量意
识与责任伦理；在发展动能层面，借由持续迭代的维修案例库，培育技术精进与终身学习的职业自觉。

教师角色创新的关键在于建立双循环作用机制：在技术循环中，以故障树分析为工具培育技术敏感度；在伦
理循环中，借由维修伦理困境模拟（如效率与精度的价值抉择）强化职业身份认同。当学生主动为已达标部件追
加精度校准时，即标志精神培育从教学预设转化为职业自觉。

教师作为课程实施的关键角色，其职能不仅限于传授知识，更是学生工匠精神培养的引导者与激励者。教师
应采用创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同时关注其在故障检修过程中展现出的工匠精神的培养成效，该反馈机制能够有
效促进学生自我学习的积极性，形成良性循环[7]。

这一系列的探索与尝试，不仅能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更能培养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创新型技术人才，最终实
现教育与产业的良好结合。

六、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创新

(一)项目式教学

项目式教学作为一种创新性教学方法，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通过真实的项目驱动学生积极参与，
并在实践中提升其问题解决能力与职业素养[8]。项目式教学不仅为学生提供了与现实世界接轨的机会，更通过多
层次的任务设定促使学生适应不同的学习环境，进而激发他们的创造力与工匠精神。

项目式教学强调以实际问题为导向，通过设计与实施真实或近似真实的项目，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掌握无
人机故障检修的核心技能。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可引入实际故障案例，通过针对性的实操训练，学生不仅能
在实际情境中应用所学知识，还能够提升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每个项目组可由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组合而成，带来多样化的视角与思路，跨学科的合作不仅体现了有效的
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能力，还进一步强化了工匠精神的内化，通过对技艺的执着追求，培养出学生对职业生涯的
热情。

(二)产业合作与实训基地建设

将工匠精神融入教学实践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产业合作与实训基地建设来实现。产业合作模式，不仅能够
为学术理论提供一个实践的土壤，还可以为学生搭建一个与行业接轨的平台。

高职院校可以通过与无人机行业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创新课程设计，响应产业动态变
化的需求。校企合作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前沿的行业技术更新和市场需求信息，还能通过定期的企业专家讲座和
专业认识，让学生直接接触到行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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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基地的建设是促进学生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有力手段，行业内的实训基地可以被视作教育活动的延伸，是
理论教学与职业技能实训相结合的载体。

七、学生自我学习与工匠精神的培养

自我导向学习理论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框架[9]。学生在自主学习中需掌握如何进行有效的资源查找和信
息评估，以培养其批判性思维能力。在无人机故障检修课程中，学生不仅要精通技术手册、操作指南，还需能够
独立辨析各种故障现象，分析其成因。学生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最新的行业动态和技术更新。

在自我导向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可以通过设定个人学习目标来提升其内在动机。根据自己的兴趣与特长，制
定个人的学习计划，专注于某一特定类型的故障排除，促使学生深入探索相关技术的细节与操作规程，使学生逐
渐意识到，工匠精神并不只是技能的简单积累，更是一种需要不断打磨与反复实践的心态。

八、评价体系的构建

(一)评价指标的设定

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旨在全面评估学生在这一课程中的表现及对工匠精神的认知与实践尤为
关键。

工匠精神的内涵核心包括专注、精湛的技艺、严谨的态度及创新的能力。在构建评价指标时，需要有效融合
这些特质，以确保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评判。传统的评价标准往往注重理论知识和技能的单一提升，导致学生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缺乏综合实践能力和对工匠精神的深刻理解。

(二)多维度动态评价体系

为了提升评价体系的有效性，还需引入新的评价维度，如“过程参与度”和“创新实践能力”。过程参与度关注
学生在无人机故障检测及维修中主动参与的程度，可以直观评估学生是否展现出主动探索与参与意识。创新实践
能力的评估旨在考察学生在无人机故障检修过程中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构建“竞赛成果与评价融通”机制，通过鼓励学生参与无人机装调检修、测绘操控员等技能竞赛，将赛事成果
转化为人才评价的重要依据。竞赛场景作为真实工况的延伸。建立“赛考互认”制度，将竞赛模块与评价标准深度
融合，将竞赛数据反哺教学评价，通过分析选手技术短板动态更新培养方案，形成"参赛—认证—提升—再参赛"
的良性循环，让竞赛成为连接教学与产业的桥梁，全面提升人才评价的精准度与公信力。

此类评价方式不仅可以有效衡量学生在真实情境下应用知识的深度与广度，还可促进其实际操作能力评价的
科学性。

(三)学生的工匠精神培养成效

为了全面评估学生的工匠精神培养成效，需建立一个系统的、科学的评价体系，以便更好地识别和量化学生
在课程学习后所获得的专业技能与职业道德。

在构建评价体系时，可以借助“成果评估模型”，强调教育成果的量化，通过定量与定性数据的结合，对学生
的学习成果进行全面评估。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分析，如技术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及团队协作能力等。以技术能
力为例，采用技术指标进行评估，可以通过实际操作考试、项目实训与案例分析多样方法，打破单一的“一试定
结果”的传统评价手段。

定性评估方面则可以通过访谈、问卷及观察等方式，获取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感受与反馈。借助态度量表来
评估学生对工匠精神的认知和认可程度，有利于更为深入地挖掘学生的内在动机和职业理想。

除上述定量与定性分析之外，工匠精神的培养成效还可以通过长期跟踪调查来进行评估。对比入学前后学生
的职业素养变化，寻找其在进入职场后的表现与适应能力，为优化课程设计提供实证依据。

九、结论与展望

工匠精神作为高职无人机故障检修课程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其内涵要素包括精益求精、细节专注、持续学
习、责任担当、敬业精神及团队协作能力，这些特质对提升学生技术能力与职业素养具有关键作用。在课程实践
中，需将工匠精神深度融入课程设计、教学目标与实践环节，通过项目式学习和校企合作在真实工作场景中强化
故障检修能力，实现理论实践深度融合，同步提升技术技能与学生自我导向学习能力。教师应运用创新教学方法，
在专业知识传授中渗透工匠精神培育，并提供个性化指导，同时构建覆盖知识、技能及职业精神的多维评价体系。
面向未来发展，高职院校需持续探索如何深化工匠精神的融入和动态更新课程内容以适应技术迭代，创新情境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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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与案例教学等教学方法，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并优化实践教学闭环设计。这一系列举措将有效夯实学生的
综合职业能力，使其在无人机行业形成显著就业竞争力，同时为高职教育质量提升提供重要范式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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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practical path of integrating craftsmanship into the teaching of

UAV fault maintenance cours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XuRui1

1 Guangzhou Modern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Guangzhou 510665, Guangdong
Province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craftsmanship spirit with the UAV fault maintenance course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ddressing the current issues of weak practical skills and insufficient industry-education
collaboration, it highlights the core value of craftsmanship spirit in enhancing students' UAV fault diagnosis skills and
professional qualities. The paper proposes three key strategies: systematic curriculum restructuring, industry-education
collaborative project practices, and a developmental evaluation system. These strategies aim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echnical proficiency and professional character, offering new perspectives and ideas for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UAV application technology.

Keywords: cultivation of craftsman spirit; UAV application technology major; UAV fault maintenance; low-altitude
economy; cour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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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聚焦统编高中语文教材的语言规范问题，系统梳理教材语言的功能特征与研究基础，提出语料库语
言学方法对于语言规范研究的重要价值。呈现统编版语文教材语言使用现状与研究视角，分析教材语言规范问题
的成因。为此提出三项优化策略：构建教材语言数据库体系，完善语言审校与使用反馈机制，推动教材语言规范
研究的机制化发展。研究旨在为新时代语文教材语言表达的科学建构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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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文化的载体，也是教材价值实现的基本手段。统编语文教材自 2017年全面推行以来，
成为国家意志与课程理念的重要体现。其语言使用的规范程度，直接影响学生语言建构、文化理解与审美体验的
水平。当前已有研究多聚焦教材的内容编排、文本选择与教学功能，而对教材语言本体的系统性研究尚显薄弱。
本文尝试从语言规范的角度出发，聚焦教材用语的准确性、条理性与文化性，揭示其问题根源，探索语言优化路
径，为今后语文教材编写提供理论依据。

一、统编版语文教材语言规范研究的理论基础

系统梳理统编版语文教材语言规范研究的理论基础，既有助于厘清教材语言所承载的多重功能，也为后续的

实证分析和规范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以下将从教材语言的内涵与特征、语料库语言学方法的引入两个方面展开论

述。

（一）教材语言研究的内涵与特征

教材语言是指以教材为媒介、服务于教育教学目标的语言系统。它涵盖课文中用于知识呈现的对象语言以及

用于教学组织、学习引导的叙述语言两部分。对象语言承担内容知识的传递功能，而叙述语言则承担教学指令、

学习策略提示、认知调控等功能，两者共同构成教材语言的核心系统。

从语言属性看，教材语言具有基础性和功能性。基础性表现在其作为语言输入的主要来源，构成学生语言学

习和认知建构的基础材料；功能性则体现为教材语言必须围绕教学目标进行精确表达，在引导学生思维、建构意

义、形成能力等方面发挥引导和支持作用。

从使用功能看，教材语言还具有通用性与专业性的双重属性。通用性要求其语言表达必须符合权威工具书所

界定的语言规范；专业性则要求其内容选材与表达方式应契合学科性质和学生学习阶段的特点，体现出明确的语

体风格和语义指向。

此外，规范性是教材语言最基本的要求，体现为语音、词汇、语法、标点等语言要素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二）语料库语言学方法的引入

作者简介：向学春(1977—)，女，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史、语文教学；

刘宸瑜(1987—)，女，博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为汉语语法、语文教学。

通讯作者：刘宸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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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语言学研究范式由直觉判断转向数据驱动，语料库语言学方法逐渐成为教材语言研究的重要路径。该方

法通过对大规模自然语言材料的收集与分析，为语言现象提供客观、可重复验证的实证依据，有效弥补了传统定

性分析的主观局限性。

在语文教材研究领域，语料库方法的引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教材用语规范性的自动化检测，二是

对教材语言特征的系统性描写。前者侧重于通过词频统计、搭配偏误识别、语法结构分析等手段，发现教材中可

能存在的语言偏误、表述不当或不一致之处；后者则致力于描绘教材语言在词汇层级、句法模式、语体风格等方

面的分布规律，从而为教材语言的整体优化提供量化支持。

在统编语文教材语言规范研究中，构建涵盖课文正文、助读系统等板块的系列语料库，既有助于跨版本、跨

阶段的纵向比较，也利于进行语言难度梯度分析、语体风格整合度测量等高阶研究。通过构建面向基础教育的多

维教材语言数据库体系，结合语义计算与语言分析模型，可实现教材语言质量的精准诊断与动态优化，为新时代

语文教材的科学建设提供数据支撑与理论依据。

二、统编版语文教材语言使用现状与研究视角

语文教材语言的规范性、科学性与人文性正面临新的挑战，有必要从语料层面系统梳理统编版语文教材中语

言使用的实际状况，并结合语言研究的典型路径，深入分析其使用特征与存在问题，为教材语言优化提供理论依

据。

（一）教材语言的整体特征与使用状况

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力图构建符合学生语言认知水平的表达方式，整体呈现“平实自然、功能导向”的语言风

格，这与课程标准中“贴近生活”的编写理念高度契合。例如，“学习提示”“单元导语”等栏目多采用日常化、

指令式的表述方式，有助于降低理解门槛、明确教学任务。然而，初步语料调查显示，教材中仍存在个别语言表

达模糊、术语使用不一致、语义逻辑不清等问题，影响了语言的规范性和教学的有效性。

（二）文化传承与审美表达的语言体现

语文教材不仅承担语言教育功能，更是文化传承与审美培养的重要载体。因此，教材语言应兼具工具性与人

文性，既服务教学目标，也体现汉语语言的文化底蕴与美感特征。目前部分“学习提示”或“导语”等栏目偏重

操作性与实用性，忽视了语言本身的修辞美、意象性与语感训练功能。

从审美教育视角出发，教材语言应当适当引入修辞策略、语境渲染与文化典故等元素，提升学生的语言感知

力和文学素养，促进语文教材从单一的信息传达向文化体验与审美引导转型。

（三）教材语言使用的研究路径

教材语言的系统研究，必须建立在对语言使用情况的深入分析基础上。本课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四个主

要研究路径：

数量研究：对教材中语素、词、句、篇等语言单位的数量进行系统统计，掌握语言构成的整体规模；

频率研究：通过字次与字频、词次与词频等数据分析，揭示语言单位的使用倾向与核心词汇；

分布研究：分析选文类型、词语类别等语言要素在不同模块或不同栏目中的分布规律；

特色语言研究：深入挖掘教材中的“特色语言现象”，包括特色字（如独用字、生字、难字）、特色词语（如

表情词、谀辞、詈辞）、特色句子（如豪言壮语句、极致性语句、逻辑混乱语句）以及特色文章（如语录体、小

评论、歌颂性文本等），以揭示其编写思路与价值取向。

三、教材语言规范问题的成因分析

尽管统编版语文教材在内容编排与课程目标衔接方面日臻成熟，语言使用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却仍存在一定薄

弱环节。特别是在“学习提示”“单元导语”等辅助性栏目中，语言规范程度、表达逻辑、术语使用与句式风格

等方面尚未形成统一标准。要深入理解这些现象的根源，需综合考察教材编写者的语言意识水平、组织机制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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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性、审校制度的完整性等关键因素，从而为后续优化提供路径依据。

（一）语言意识与语言能力失衡

部分教材编写者虽然在文学素养、学科知识储备方面具备较强优势，但对教材语言的功能性、规范性及其在

教学中所具有的示范作用认识不足。仅以经验性语言组织编写内容，未能进行语言单位间的精细斟酌。

（二）缺乏统一语言规范和审校机制

尽管统编教材编写过程中遵循《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的基本要求，但在语言

表达规范方面仍缺乏全国性、系统性的语言统一标准。统编教材编写成员在语言习惯、表达偏好、术语理解上存

在差异。由于缺乏统一的语言审查标准，导致教材各栏目之间语言风格参差不齐。

当前教材审校制度较为成熟，但审查重点往往集中于政治导向、内容科学性与教学适切性，语言规范性审查

则相对薄弱。在实际操作中，诸如搭配不当、表述模糊等问题往往被视为“非关键性”问题而未予重视。建立多

维度审校机制，明确语言规范性作为教材质量评估的核心指标之一，将有助于提升教材整体语言水准。

四、统编语文教材语言规范的优化路径与策略

要有效解决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在语言表达中存在的规范性问题，需从制度建设、技术支持、人员培训与研究

深化等多个维度入手，构建系统化的语言规范保障体系。优化教材语言的路径不仅应关注表层表达的准确性与清

晰度，更需注重深层结构的科学性、系统性与人文性。以下提出三项策略，以期为统编教材语言质量的持续提升

提供支持。

（一）构建教材语言数据库体系

构建基于统编教材的语言数据库是实现语言规范化管理的基础工程。该数据库应涵盖高中阶段各册教材的全

部内容，包括课文正文、助读系统等多个栏目。教材中出现的字词数以万计，这就需要我们将之汇集成不同类型

的数据文本，以建立一个规模较大的真实文本语料库。对教材语言中的字、词、句、篇分别予以建库管理，并运

用频率统计以及分布统计的方法，使各级语言单位的数字化特点呈现出来，从而全面客观反映教材语言的使用规

律。

通过技术手段对语料进行分析处理，可提取高频词汇、典型句式、语用功能等语言特征，识别存在的非规范

表达，辅助教材编写者、审校者进行精准优化。该数据库可动态更新，为后续教材修订与研究提供持续支撑。

（二）完善语言审校与反馈机制

教材语言的规范化离不开科学高效的审校流程。建议设立专门的“教材语言审校小组”，由语言学、语文教

育、文学、心理语言学等多学科专家组成，联合制定《统编教材语言审校标准手册》，明确表达准确性、逻辑严

谨性、修辞规范性、语体统一性等方面的细则要求。

同时，应构建多层次的使用反馈系统，邀请一线教师、语文教研员及学生代表参与教材使用后的语言反馈调

查，综合评估教材语言的接受度、可理解度和教学适配性。通过审校与反馈机制的双向联动，形成“编写—审校

—反馈—修订”的语言闭环优化系统，从根本上提升教材语言表达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三）推动教材语言规范研究机制化

建议设立“国家教材语言规范研究”课题平台，整合高水平语言学、教育学研究机构资源，开展常态化研究。

研究内容涵盖教材语言规范标准制定、语体风格建构、跨教材语言一致性分析、教材语言审美特征等，推动教材

语言研究的理论积累与实践转化。通过机制化研究推动成果转化，将研究成果融入教材编写实践，实现教材语言

规范从经验性编修向科学性建构的转型。同时建立教材编写人员语言培训长效机制，定期举办“教材语言规范专

题培训”。注重理论与案例结合，分析优秀教材片段与典型问题案例。

语文教材不仅是知识传授的重要载体，更是语言规范与文化传承的中介。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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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规范性问题日益受到学界与教学一线的广泛关注。本文以统编高中语文教材为研究对象，梳理其语言使用

的理论基础，剖析语言规范存在的问题与成因，并从数据库建设、审校机制、研究与编写培训制度三方面提出优

化策略，旨在为统编教材的语言表达质量提升提供可操作的路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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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Normative Use of Language in the Nationally Compiled Chinese

Textbooks

Xiang Xuechun1, Liu Chenyu1

1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Wanzhou, Chongqing,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issues of language normativity in the nationally compiled high school Chinese textbooks.
It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functional features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extbook language and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t value of corpus linguistic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norms. The paper present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s of language use in the textbooks, identifying key causes of the issues. In response, thre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building a textbook language database system, improving language review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and promoting th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norm research. The study aims to provide both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scientific construction of language expression in Chinese textbook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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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配方法是贯穿数学学习全过程的核心思想方法，在初中阶段不仅是解一元二次方程的通法，更是连接初
等数学与高等数学的重要纽带。本文通过分析人教版、北师大版和浙教版教材的编排特点，探讨配方法在知识体
系中的衔接作用。研究发现：教材编排存在“从一般到特殊”与“从特殊到一般”两种逻辑路径；配方法不仅是求根
公式和二次函数研究的基础，更贯穿小学几何直观到大学微积分、线性代数的学习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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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配方法作为贯穿数学学习全过程的重要思想方法[1]，其应用颇为广泛。在初中数学中，它不仅是求解一元二

次方程的通法，也是二次根式的灵活变形的重要手段，更是探究二次函数最值问题的核心方法。在高等数学领域，

配方法的应用进一步拓展——从三角函数的恒等变换到最小二乘法的优化计算，再到多元二次函数的极值分析，

其思想精髓在不同数学分支中持续深化[2]。配方法作为连接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的重要纽带，将处于不同学段、

不同模块中的知识衔接起来，在知识螺旋上升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然而，在当前的初中数学教学实践中，配方法通常仅被视作求解方程的一种工具性技能，而忽视配方法作为

数学思想方法的深刻价值。这种现象不仅影响学生对二次根式本质的理解，也为后续学习二次函数带来了潜在困

难。作为第四学段“数与代数”模块的制高点，二次函数既是初中阶段代数知识的系统整合，更是培养学生数学建

模素养的重要载体。因此，只有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把握配方法的教学，引导学生真正领悟其原理与应用逻辑，才

能为后续二次函数乃至更高层次的数学学习中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认知框架。

二、教材编排

在不同版本的教材中，配方法的编排方式不尽相同，本文选取人教版、北师大版和浙教版教材进行系统对比

分析，通过比较其在编排位置、课时分配、知识脉络和引入方式等方面的异同，深入探究不同教材对“配方法”的
处理特点，以期为教学实践提供更全面的参考。

（一）内容编排

在编排位置方面，三版教材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人教版与北师大版教材均将“配方法”编排在九年级上册的

“一元二次方程”章节中，而浙教版教材则将其提前编排至八年级下册。这种编排位置的差异反映了对学生认知发

展水平的不同考量：前两版教材基于九年级学生已具备较强的抽象思维和运算能力，将这一难点内容后置；而浙

教版则通过提前引入、循序渐进的方式，为学生预留更充分的消化吸收时间。

在课时安排方面，这种差异依然存在。人教版与北师大版教材均为“配方法”设置 1个标准课时，而浙教版教

作者简介：王明杨(1998—)，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初中数学教与学、学习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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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则在此基础之上，增加了 0.5课时以巩固配方法的学习。在课时分配的差异化编排既体现了浙教版对低年级学

生认知特点的关照，也反映了其"小步走、多巩固"的教学理念。

在知识脉络构建方面，三版教材呈现出两种典型路径。人教版和北师大版教材采用“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顺

序：先系统学习配方法这一通用解法，再推导出公式法，最后学习因式分解法这一特殊解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浙教版采用“从特殊到一般”的逆向思维：从学生已有的因式分解知识出发，通过逆运算引入因式分解法，

再逐步过渡到更具一般性的配方法和公式法。这种差异体现了教材编写者对数学知识建构逻辑的不同理解。

通过对比分析可见，人教版和北师大版在配方法的编排上保持了高度一致性，而浙教版则展现出独特的教学

设计思路。三版教材对“配方法”的具体内容编排详见表 1，这些差异为教师根据不同学情选择适宜的教学策略提

供了宝贵的参考依据。

表 1 三版教材“配方法”内容编排

人教版 北师大版 浙教版

编排位置 九年级上册第 1章 九年级上册第 2章 八年级下册第 2章

课时安排 1课时 1课时 1.5课时

知识脉络
配方法→公式法

→因式分解法

配方法→公式法

→因式分解法

因式分解法→开平方法

→配方法→公式法

（二）引入方式

在初中数学教材的编排中，配方法作为解一元二次方程的重要方法，各版本教材采用了不同的引入策略。通

过对比人教版、北师大版和浙教版教材，可以发现它们在知识衔接和教学设计上各具特色。三版教材对“配方法”
的引入方式详见表 2。

表 2 三版教材“配方法”引入方式

教材版本 引入方式

人教版

问题 1：解方程10 ∗ 6�2 = 1500.
探究：对照“问题 1”中解方程的过程，你认为应该怎样解方程(� + 3)2 = 5？
探究：怎样解方程�2 + 6� + 4 = 0？

北师大版

问题 1：你能解哪些特殊的一元二次方程？

问题 2：你会解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吗？你是怎么做的？

�2 = 5、2�2 + 3 = 5、�2 + 2� + 1 = 5、(�+ 6)2 + 72 = 102.
问题 3：你能解方程�2 + 12�− 15 = 0吗？你遇到的困难是什么？你能设法将这个方程转化成上

面方程的形式吗？与同伴进行交流

浙教版 你能将方程�2 − 10� =− 16转化成(�+ �)2 = �的形式吗？请尝试解这个方程．

人教版教材采用案例引导式的任务设计，从实际情境中具体的方程实例出发，逐步化简变形得到这一可开平

方的方程形式，再类比推广到更一般的形式，即让学生思考的解法，整个设计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人教版并未

明确区分开平方法，而是将其作为配方法的一个特例来处理。采用从具体到抽象的设计思路，引导学生在解题过

程中自然领悟配方法的本质。

北师版教材的任务设计则更注重探究发现式的教学理念。在正式引入配方法之前，先充分调动学生的思维，

通过设问“你能解哪些特殊的一元二次方程？”启发学生回顾已有知识，引导学生自主发现开平方法的适用条件，

进而探索一般方程的配方解法。接下来的问题设计严格遵循“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采用阶梯式递进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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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最基础的直接开平方就能解决的方程入手；接着过渡到需要简单代数变形的开平方问题；再到完全平方公

式的基本变形；最后进阶至配方法的初步形态。这种“由简入繁、由易到难”的精心设计，既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

规律，又能有效引导学生通过自主探究，逐步发现并掌握一般一元二次方程的通用解法。

浙教版教材采用问题驱动式的任务设计，通过提问“你能将方程转化成的形式吗？”引导学生思考，进而引入

配方法的定义。在浙教版的编排中，先系统讲解开平方法，将其单独作为求解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来学习，再自

然过渡到配方法，这种从特殊到一般的编排逻辑，使学生在掌握型方程解法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学习更一般的

配方技巧，体现了良好的知识衔接性。

可以看出，在知识体系构建方面，浙教版采用显性的“开平方法→配方法”递进式编排，人教版采用隐性的案

例渐进式编排，而北师版则采用启发探究式编排。尽管编排策略不同，三版教材都遵循了“由易到难”的教学原则，

最终都指向配方法的核心思想：通过代数变形将一般方程转化为可开平方的形式。在教学方法上，浙教版侧重知

识结构的系统性，人教版注重解题过程的示范性，北师版则强调学生的自主探究性。这种多元化的教材设计，为

教师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也体现了数学教学在统一课程标准下的多样性发展。教师在具体教学中，可根据学

情灵活借鉴不同版本的设计思路，以实现最佳的教学效果。

三、核心作用

配方法是初中数学中一种基础而重要的代数方法，其核心地位体现在多个方面。作为解一元二次方程的通法，

配方法不仅是求根公式的推导基础，也是理解方程解的结构的关键。通过将一般式 y = ax2 + bx + c转化为完全

平方形式，配方法不仅提供了一种普适的解法，也为后续公式法的建立奠定了逻辑基础。求根公式 x = −b± b2−4ac
2a

的推导过程正是配方法的直接应用，而根的判别式∆=b2 − 4ac也自然地从这一过程中衍生出来，成为判断方程实

数根存在性的依据。此外，韦达定理的证明同样依赖于求根公式，而求根公式的源头仍是配方法，这进一步凸显

了配方法在代数推理中的核心作用。

配方法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解方程上，更在于它与二次函数学习的紧密联系。《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明确要求学生“会用配方法将数字系数的二次函数的表达式化为 y = a x − ℎ 2 + k的形式。”从而分析函

数的图象特征，如顶点坐标、对称轴、最值等。二次函数从一般式 y = ax2 + bx + c变换为 y = a x − ℎ 2 + k顶
点式的转换过程，本质上是配方法的运用。这一转换不仅帮助学生直观理解函数的几何性质，也为后续高中阶段

研究抛物线的平移、极值等问题奠定了基础。同时，新课标强调“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的关系”，而配方法正

是连接两者的重要桥梁，使得学生能够从代数与几何两个角度理解二次问题的本质。

从教学逻辑来看，配方法的学习贯穿初中数学的核心知识体系。它既是对先前所学完全平方公式、二次根式

等知识的综合运用，又为后续二次函数、根的判别式、韦达定理等高阶内容提供方法论支持。在解一元二次方程

的各种方法中，因式分解法和开平方法虽然简便，但适用性有限，而配方法与公式法作为通法，能够适用于所有

情况。其中，公式法本质上是配方法的标准化表达，因此配方法在解法体系中具有更基础的地位。此外，配方法

所蕴含的代数变形思想，如“补项凑方”的策略，不仅适用于方程和函数，还在后续的数学学习中（如高中导数、

不等式证明）反复出现，是数学思维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衔接作用

（一）与小学知识的衔接

1.几何基础：从直观认识到代数表达

在小学阶段，学生通过几何直观与简单方程的学习，为初中配方法的理解奠定了重要基础。一方面，在小学

阶段学生通过丰富的几何活动学习数学，以建立完整的面积概念体系。学生通过计算边长为整数的正方形面积（如

3×3=9），直观理解平方数的几何意义，这种具象认知为后续代数中的平方运算提供了思维基础。另一方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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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计算组合图形面积时，学生掌握了“补全”的策略[3][4]。如图 1，求边长为 5的正方形缺失一个 2×3矩形后的面

积，学生会将这个组合图形补全为一个正方形，这种几何补全思想直接对应配方法中“补常数项”的代数操作。

图 1 “补全”策略求组合图形面积

2.方程思想：从算术解法到代数思维

新课标对数学内容的编排进行了优化，将正式的系统性方程学习安排在初中阶段，如一元一次方程，但小学

阶段仍然强调代数思维的早期渗透。首先，重点培养等式变形的意识。此时学生掌握的“保持等式平衡”原则，成

为后续方程变形的基础规范，如通过逆运算解决如 3x+5=20这类问题。其次，将问题复杂化，培养学生的代数表

征能力，出现如“两个连续自然数的和是 15”这类需要设未知数的问题，这种将文字问题转化为方程的经验，直接

服务于二次方程的应用题解决。最后是思维过渡的关键阶段，在解决“矩形周长固定求最大面积”问题时，虽然小

学用枚举法，但已蕴含极值思想，这为后续学习配方法求二次函数最值埋下伏笔。

纵观小学代数思维的认知发展轴线，从算术具体运算到简单代数表征，再到复杂方程变形，这一发展过程表

明，配方法的出现不是孤立的技能传授，而是学生代数思维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学生积累足够的方程变形经验后，

解决二次方程的配方法就成为了思维发展的自然延伸。

（二）与高等数学的衔接

1.微积分中的应用

以函数 f(x) = 2x2 − 8x + 5为例，通过配方得 f(x) = 2(x − 2)2 − 3，直接读出顶点（2，-3）。当然也可以通

过求导，得 f'(x) = 4x − 8，令 f'(x) = 0，解得 x = 2。两种方法所得结论完全一致，但配方法提供了更直观的几

何解释，这种对应关系使学生理解，导数为零的点本质上是函数图像的“顶点”，而配方正是揭示这一特性的代数

工具[5]。在多元函数极值问题中，这种思想进一步推广到 Hessian矩阵的正定性判定。

此外，配方法也是积分运算的简化利器。考虑积分 1
x2+4x+13

׬ dx的求解过程，首先将x2 + 4x + 13配方，得到

(x + 2)2 + 9，再将其转化为标准形式 1
u2+a2

׬ du，其中 u = x + 2，a = 3，应用公式得1
3
arctan ( x+2

3
) + C，此类问

题在概率论（正态分布）、信号处理（傅里叶变换）等领域频繁出现。数据显示，在工程数学课程中，约 65%的

有理函数积分需要通过配方完成简化。

2.线性代数中的高阶推广

二次型的标准化处理，设二次型 Q(x) = xTAx（其中x = x1, x2 T），以具体二次型 Q(x, y) = 5x2 + 4xy + 2y2

为例，其对称矩阵构造为 A= 5 2
2 2 ，通过正交变换化为标准形 Q(x) = 6y12 + y22，其几何意义是将旋转后的二

次曲线化为标准方程。若采用初等的配方法处理原二次型，经过逐步配方可以得到 Q(x, y) = 5(x + 2
5
y)2 + 6

5
y2，

这一结果虽然形式上与正交变换后的标准形不同[6]，但本质上都实现了消去交叉项 4xy的目标。这种一致性深刻

揭示了配方法通过适当的变量替换实现二次型的对角化的核心思想。

配方法在线性代数中的特殊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为学生理解更抽象的正交变换提供了具体的

认知基础；其次，在计算特征值较复杂时，配方法往往能提供更简便的计算途径；最后，这种从初等方法到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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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自然过渡，完美体现了数学知识体系的连贯性。强调配方法与矩阵对角化的内在联系，能帮助学生建立从

具体运算到抽象理论的认知通道。这种衔接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更反映了数学思维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

象的发展规律，是线性代数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五、启示

配方法作为数学教育中的关键思想方法，其教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知识体系的贯通性，从小

学的几何补全思想到初中的方程求解，再到大学的二次型对角化，配方法构建了连贯的认知链条。其“补项凑方”
的策略本质，在不同学段呈现螺旋上升的发展态势。其次是思维发展的奠基性，作为代数变形的典型范例，配方

法培养了学生的结构化思维与转化思想，这种思维模式在 STEM领域具有广泛迁移价值。最后是教学改革的导向

性，基于新课标要求，配方法的教学应实现三个转变：从机械训练转向原理探究，从孤立技能转向思想方法，从

代数运算转向几何解释。教师需借鉴多版本教材优势，设计梯度性问题链，引导学生体会数学思想的统一性与普

适性。

参考文献：
[1] 宁锐,李昌勇,罗宗绪.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结构及其教学意义[J].数学教育学报,2019,28(02):24-29.
[2] 黄中益.改进讲授方法促使学生乐学[J].中国教育学刊,1997,(01):40-43.
[3] 汪晓勤 .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融入初中数学教学的若干路径 [J].教育研究与评论 (中学教育教

学),2022,(06):34-39.
[4] 张俊忠.数学史融入初中数学教育的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5.
[5] 岳娜莉.学生评教数据的知识挖掘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2012.
[6] 袁健,王菊香.关于线性代数课程中理论和方法具象化的探究[J].科技风,2024,(06):55-57.

Why is the completing the square method important in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Mingyang Wang1

1 Jing Hengyi Education College,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Abstract:The completing the square method is a core idea and approach that runs through the entire process of
mathematics learning. I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age, it is not only a general method for solving quadratic equations with
one variable, but also an important link connecting elementary mathematics and advanced mathematic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arrang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xtbooks of the People's Education Edition, th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ion, and the Zhejiang Education Edition, and explores the connecting role of the completing the square
method in the knowledge system.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re are two logical paths in the textbook arrangement: "from
general to specific" and "from specific to general". The completing the square method is not only the basis for the study
of the root formula and quadratic functions, but also runs through the learning process from the geometric intuition in
primary school to calculus and linear algebra in university.

Keywords:Completing the Square;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Knowledge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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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原生家庭对人的成长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在中职学生身上更多的体现了原生家庭的消极影响。中职学
生的思想教育在学生成长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提高思想教育的效果，就必须正视原生家庭的负面影响。
本文分析了原生家庭对中职学生成长造成的负面影响，并剖析其原因，提出了采用建立家庭档案、创设家长学校、
加强班科协作、赋能学生自我成长等四个途径，突破中职学校思想教育中原生家庭带来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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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1]。这句名言道出了原生家庭对人生幸福的重要意义。
中职学生，这些在中考分流中处于劣势的青少年，呈现出来的行为习惯不良、思维方式固化、心理状态失衡等问
题，如果要深究其根源，往往与自己的原生家庭有关。

中职学校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所需的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重要使命，其思想教育在职业教育中具有
不可替代的地位。然而，当前的思想教育，缺乏对原生家庭因素的系统性分析，导致思想教育效果不理想。因此，
在职业教育持续改革深化的背景下，如何突破原生家庭的负面影响，构建“家-校”一体的思想教育体系，提高思想
教育的效果，成为中职思想教育工作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原生家庭教育给中职学生思想教育带来的阻力

（一）行为自律能力薄弱的代际传递

原生家庭对人最初的影响体现在行为习惯上。心理学研究表明，孩子的学习是从模仿开始的，模仿父母说话
和行为，形成自己的行为习惯[1][2]。这些习惯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形成了一种习性，让人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被
反复强化。在笔者调研的中职学校中，有 89％行为习惯较差的学生，其父母存在“双重标准”教养的现象。他们的
父母一边要求学生认真学习、规律作息，一边在他们面前无节制地玩手机或打麻将。这种言行不一的教养方式，
让学生在规则意识上产生迷茫，无法感知规则的边界，从而引发违反纪律的行为。部分学生自幼缺乏父母对其不
当行为的有效约束和管教，进一步导致其行为自律能力的缺失。

（二）心理发展维度的创伤性阻碍

一个家庭的情感互动程度直接关系这个家庭的孩子心理健康水平。在笔者调研的中职学校中，所有在校频繁
违纪的学生，他们都有一个情感忽视型的家庭[1]。由于各种原因父母对学生的情感需求没有即时回应，导致学生
长期处于“情感饥饿”的心理状态。学生在校园中通过频繁违反校规校纪来获取他人的关注，这种通过“问题行为”
来寻求存在感的心理状态，在中职留守学生群体中表现尤为突出。某中职建筑专业学生小王，因父母常年在外务
工，从小寄宿在亲戚家里，缺少父母的有效沟通和陪伴，导致小王在学校通过频繁打架斗殴来寻找存在感。

父母养育方式的两极化则会引发不同类型的心理问题。在调研的中职学校中，有 18%的父母对自己子女过分
溺爱，这种无边界的爱会造成学生适应能力差，无法融入集体活动。82%的父母则对子女过分严苛，甚至会打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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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学生面对长期的负面评价输出，会形成自卑的心理特点。父母的这种不当行为也给学生做了错误的示范，
让其在学校也用暴力解决同学之间的矛盾。

家庭关系紧张对中职生心理状态的影响也很深远[3]。在家庭中父母频繁起冲突，学生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的应
激状态，导致情绪调节能力发展滞后，更容易出现抑郁的心理问题。某酒店专业学生小李，因父母长期处于争吵
状态后离异，学生出现自我价值感缺失的情况，心情极度压抑，曾采取极端的方式发泄被学校发现后，及时送医
就诊，被诊断为严重抑郁症。

二、原生家庭教育给中职学生成长造成负面影响的原因分析

（一）原生家庭父母家庭教育意识缺

中职学生父母的教育行为与其教育认知水平密切相关。通过对 300名中职学生家长的问卷调查中发现，68%
的家长认为“教育是学校的责任”，仅有 10%的家长能意识到家庭环境对学生的重要影响。这种认知偏差源于多种
因素：部分家长由于受教育程度低，无法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发展需求；部分家长因为子女中考落榜，对其教
育失去信心；部分家长因为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子女的家庭教育。因此，当学生在家庭中遇到情感需求时，父母
无法给予正确的回应，日积月累就会造成学生的各种心理问题、行为问题、以及价值取向问题。

（二）原生家庭父母家庭教育方法不当

中职学生父母的教育方法不当导致其教育效果背道而行。在对学生的访谈中发现，有 77%的父母曾对子女的
教育使用过简单粗暴的打骂方式。长期在这种家庭教育方式中成长起来的学生也会用同样的方法解决他们与同学
之间的冲突。而在情感忽视型家庭中长大的学生，小缺乏安全感，在中职阶段则表现出极度的叛逆[4]。有 94%的
学生表示，他们的父母与自己的沟通方式让其无法接受。有的父母总以长辈身份居高临下说教学生，有的则以道
德绑架的方式控制学生按照他们的想法生活和学习。这样的沟通模式不仅达不到家庭教育的效果，反而会给学生
带来窒息式的压迫感，导致其与父母处于对立的状态。

（三）原生家庭父母婚姻关系不和谐

父母的婚姻质量直接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水平。父母关系和谐的家庭，学生内心强大而温暖，他们更有勇气
和毅力去战胜未知的困难。在家庭关系紧张的氛围中长大的学生缺乏安全感，性格敏感且情绪不稳定。某电商专
业学生小蒋因父母长期处于意见分歧与争吵的状态，导致学生性格胆小、怕冲突，在学校中面临自己无法解决的
困难也不敢向老师或家长求助。家庭结构的完整性也是影响学生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学生，其
部分父母会因愧疚而溺爱学生，还有部分父母直接不履行自己的养育责任而忽视学生成长。某机电专业学生小何，
从小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父母忽视其养育责任，导致学生养成偷东西的坏习惯没有即时纠正而走上歧途。大部分
的隔代抚养同样也无法保障家庭教育质量。

三、中职学校思想教育突破原生家庭教育阻力的实施路径探索

（一）创建中职学生原生家庭档案

创建原生家庭档案是提高中职学生思想教育的前提[5]。中职学校应该在新生入学时就建立学生的原生家庭档
案，实行“一生一案”的动态管理机制[6]。原生家庭档案的内容可以包括父母的教育背景和职业、家庭的教养方式、
家庭结构以及家庭重大变故等情况。学校根据班级行为有偏差的学生情况可授权该班班主任或心理辅导教师进行
查阅，以确保档案的保密性，保护学生免于二次伤害。

（二）开设家长继续学习场域

根据某中职学校提供的德育教育记录显示，部分学生的行为和心理问题仅靠学校的教育无法真正的解决，而
更需要父母的协作。然而，当前中职学校学生的父母大部分没有正确的方法应对处于青春期的中职学生。因此，
可通过中职学校创建家长学校提高家庭教育的效果[4]。家长学校的授课方式可以通过家庭教育直播讲座、微信小
知识推广、经验分享等线上线下的形式开展。授课内容可涉及青春期中职学生心理发展特点、父母与子女的有效
沟通方法、情绪管理训练等内容。学校应建立家校联系的管理制度，通过学校和家庭的共同努力，修复家长和学
生的关系，帮助学生走出原生家庭的创伤，实现自我的成长。

（三）加强科班协作

班主任应该与心理辅导老师及其他科目任课老师加强沟通，旨在让每一位班级科任老师了解班级学生总体情
况，实施恰当的教学方法。班主任可以通过主题班会的形式系统的引导学生正确看待自己的原生家庭。心理辅导
老师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心理辅导，帮助学生走出原生家庭的伤痛。科任老师可以通过课程思政的方式引导学生
独立思考，努力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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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助力学生自我成长

学生的自我成长是突破原生家庭束缚的核心要素。良好的心理状态，能让学生有韧性去应对和解决生活中的
各种难题。中职学校应该重视学生原生家庭的影响，通过成长主题班会、学生定期谈话、心理活动、个别心理辅
导等一系列方式帮助学生正视自己的原生家庭，引导学生了解自己、接纳自己、关爱自己，达到与原生家庭和解，
与自己和解的目的。激发学生积极乐观的心态，让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提升他们的适应能力，鼓励他们
积极社交，通过各种活动充实自己的生活和学识，重获自信。帮助学生像飞鸟一样飞出自己的大山，赋能学生完
成自我心理的成长。

结语

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中职学校肩负着培养现代化职业发展所需求综合素质高且身心健康的复合
型技能人才的使命，思想教育在中职学生的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原生家庭给学生成长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但这并非不可改变。中职学校通过建立原生家庭档案、创建家长学校、加强科班协作以及赋
能学生自我成长，可帮助学生突破原生家庭的影响的禁锢，实现人格的健全发展。

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学校和家庭教育影响的一致性，如果没有这种一致性，那么学校的教育教学过程就会像纸
做的房子一样容易倒塌[7]。因此学校教育必须和家庭教育结合才能真正达到思想教育的目的。只有我们越来越重
视正确的家庭教育和有效的学校教育结合，才能培养出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具有健全人格的人才。这不仅是中职学
校的教育使命，也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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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Breakthrough Paths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for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iginal Family

Yang Qin 1, Junjie Huang 1

1 Department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Jin Tang Vocational Senior High School, Chengdu, China

Abstract: The original family exerts a profound and long-lasting influence on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nd its negative
impact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among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Ideological education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growth of these students. To enhance its effectiveness, it is essential to acknowledge and address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original fami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spects and causes of the negative influence that the original family
has on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development. It proposes four strategies to overcome the obstacles posed by
family background in ideological education: establishing family archives, creating parent schools, strengthen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class advisors and subject teachers, and empowering students for self-growth.

Keywords: original family;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education; home-school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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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施教”的现代转化：传统文化理念在个性化教育中的实践
路径

姚铮1 李泽同 1*

(1.吉林建筑大学，吉林·长春 130000)

摘 要：我们引入了文化适应性认知负荷框架 (CACLF)，这是一种将文化心理学与认知负荷理论相结合，以实现
个性化学习的新方法。传统的基于能力倾向的教学设计往往忽略了文化因素对学习的影响，这可能导致认知负
荷管理效率低下。该框架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模块来解决这一问题：文化-认知映射引擎，根据霍夫斯泰德维度
动态调整负荷阈值；动态负荷诊断界面，结合生理和文化亲和力数据进行即时评估；模块化策略协调器，创建
与文化背景相符的教学策略。这些元素共同用文化敏感的选项替代传统的自适应学习方法，从而实现更高效的
负荷分配。该方法使用混合量子-经典神经网络实现文化本体论对齐，并应用联邦元学习进行诊断，同时保护隐
私。实验验证表明，不同学生群体的学生参与度和知识保留率均显著提高。该框架促进了跨学科理论的融合，
并为文化适应性教育的大规模实施提供了实用工具。模块化设计确保与当前系统的兼容性，并解决个性化学习
中持续存在的公平问题。

关键词：文化适应性认知负荷框架（CACLF）；文化-认知映射引擎；混合量子-经典神经网络；联邦元学习；
个性化学习

DOI：doi.org/10.70693/rwsk.v1i6.1118

1.介绍

根据学习者的个体需求定制教学方法一直是个性化教育的目标，但当前的方法往往忽视了文化背景与认知
加工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尽管认知负荷理论[1]为改进教学设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它往往忽视了显著影响
学习行为的文化因素。文化心理学证据表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取向会影响信息加工和社会学习，但这种忽
视仍然存在。

自适应学习系统 [3]的最新进展表明，使用认知负荷测量进行实时调整具有潜力，但文化能力框架 [4]很少被
整合到这些系统中。当在多元化课堂中使用标准化干预措施时，这种不匹配变得尤为明显，因为高语境沟通风
格 [5]可能会与低语境教学材料发生冲突。此外，传统的能力倾向治疗互动 [6]并不能充分解释文化叙事如何影响
分析性解释与基于故事的解释的有效性 [7]。本文提出了文化适应性认知负荷框架 (CACLF)，通过三大主要进步
来解决这些限制。首先，它在文化原型和认知负荷极限之间建立了动态 ​ ​ 联系，使教师能够检测到传统教学
方法何时对某些学生群体施加了不必要的压力。其次，该框架将多模式负荷评估工具（如眼动追踪 [8]和文化适
应性自我报告 [9]）与旨在检测文化亲和力的算法相结合。第三，它提出了模块化教学方法，可根据测量的负荷
水平和已识别的文化学习偏好进行调整，自动修改协作框架和内容交付格式。该框架的主要贡献在于整合了此
前互不相关的研究领域：认知负荷测量方法、文化维度理论以及自适应学习架构。传统的个性化教育模式[10]强
调个人绩效指标，而CACLF则将社区层面的文化模式融入其适应机制。这使得干预措施既尊重集体学习实践，
又能有效应对个人认知局限性。

作者简介：姚 铮(1995—)，男，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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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回顾了认知负荷评估和文化适应性教学方法的现有研究。第三部分概述
了CACLF框架及其文化-认知映射流程。第四部分提供了在不同教育环境中的实证验证，第五部分探讨了其影响
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潜在方向。

2.相关工作

探索认知负荷理论与个性化教育之间重叠的研究主要遵循两条路径：（1）实时测量认知负荷的技术创新；
（2）融合文化响应方法的教学方法的发展。

认知负荷理论[1]在自适应学习系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利用瞳孔反应[11]和眼动追踪指标[8]等生理指标。
最近的研究将这些测量扩展到虚拟学习环境[12]，展示了它们在调整内容复杂性方面的效用。这些方法通常将认
知负荷视为一种与文化无关的概念，忽视了文化背景对认知需求感知和处理的影响。

由于跨文化教育的同步发展，文化适应性教学法受到了广泛关注。技术支持的文化学习[13]的研究表明，将
教学材料与学习者的文化图式相结合可以提高参与度。VR-CCL框架[14]是将建构主义理论与认知负荷管理融入
语言教育的一项重要尝试，但它并不包含实时文化适应的功能。

教师决策研究表明，认知负荷强烈影响教学选择[15]，尤其是在多元文化课堂环境中。这与先前知识通过认
知负荷机制影响学习参与度的研究结果一致[16]。尽管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文化因素，但它们未能将文
化维度视为负荷计算中的可调变量。

CACLF模型以这些研究为基础，在文化因素和认知负荷类别之间建立了可衡量的联系，从而允许实时调整，
同时考虑个人认知极限和文化学习倾向。传统框架通常将文化视为固定的背景元素，而我们的系统则通过持续
的文化认知评估来调整教学策略。这种双重适应标志着我们与传统方法的显著转变，传统方法要么关注认知效
率，要么关注文化相关性，但未能同时兼顾两者。

3.文化-认知方法在定制学习系统中的应用

文化适应性认知负荷框架 (CACLF)提供了一种结构化方法，将文化因素与认知负荷理论相结合，从而打造
定制化的学习体验。该框架包含三个关键组成部分，它们协同工作，以增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习体验。

3.1实施文化-认知负荷映射

文化-认知映射引擎将静态文化维度转换为动态负荷调节参数。对于每个学生，基于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
[17]定义一个文化嵌入向量，其中表示所包含的文化因素数量。通过注意力机制，该向量与认知负荷成分相互作
用。

其中表示可调权重，表示从认知负荷测量中得出的隐藏状态，并生成用于文化调节的注意力权重。调整后
的内在负荷表示为：

耦合了文化固有的权重。类似的转换也应用于无关（）和相关（）负荷，从而建立了在教学过程中自动调
整的文化敏感负荷阈值。

3.2用于负荷索引的多模态数据集成

融合网络处理异构数据流，同时确保生理信号和文化信号之间的时间一致性。瞳孔反应和注视时长与文化
亲和力得分通过以下方式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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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使用S形函数，并通过联邦元学习动态调整参数[18]。该系统使用差异隐私[19]来聚合学生群体之间的
文化模式，从而确保：

对于隐私参数和相邻数据集。在实现群体层面的适应性的同时，也维护了个体的文化身份。

3.3文化本体的一致性和策略的协调

图 1.文化自适应认知负荷框架的综合视角

策略协调器使用量子增强语义匹配将文化概念与教学原语进行匹配。一个 4量子比特变分量子电路通过以
下方式处理文化嵌入和教学策略向量：

其中，将输入映射到相应的量子态向量。该系统随后将解决以下问题：

选择能够最大程度地提高文化契合度并同时降低认知负荷的策略。图 1展示了该流程如何与当前的自适应学习
系统融合，并融入额外的文化适应层。

该框架的模块化设计使其能够逐步实施，使教育工作者能够从文化负荷映射入手，然后充分利用诊断和协
调功能。每个组件都保留了明确定义的接口，确保与各种教育技术和评估工具兼容。

4.实证验证与结果

我们在不同的教育环境中开展了一系列对照实验，以评估CACLF的有效性。验证过程检验了三个主要假设：
（1）文化适应比标准自适应系统更有效地减少外部认知负荷；（2）符合文化规范的教学策略能够在不增加内
在负荷的情况下提升学习成果；（3）该框架在多元文化环境中仍然有效。

4.1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设计，将定量绩效指标与文化参与度的定性评估相结合。根据霍夫斯泰德维度特征[17]，
共 327名参与者被分为三个文化组：集体主义-高情境（CHC）、个人主义-低情境（ILC）和平衡-中等情境
（BMC）。每个小组参与了三种不同的教学场景：

1.基线自适应学习 (BAL)：一种仅根据绩效指标调整内容难度的传统系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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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知负荷自适应 (CLA)：扩展版本，添加了实时瞳孔测量和注视追踪 [8]，以便进行更全面的分析。

3. CACLF实施：我们纳入文化适应性组件的综合框架

学习模块包括与课程标准相符的 STEM和人文学科主题。认知负荷通过以下方式评估：

其中表示由公式 2得出的文化调节负荷组件。文化适应性使用以下方式量化：

其中定义见公式 5。

4.2绩效结果

表 1比较了不同条件和文化群体的知识保留分数（后测减前测）。CACLF显示出更好的效果，尤其是对于
CHC学习者，他们在使用传统系统时通常会面临明显的缺陷。

表 1.不同条件和文化群体的知识保留收益

Condition CHC Cohort ILC Cohort BMC Cohort
BAL 0.38 0.72 0.55
CLA 0.45 0.81 0.63

CACLF 0.67 0.85 0.74

该框架在减少CHC学习者的外部负荷方面最为有效，与其他组相比减少了 28%。（CLA），同时确保所有
组都保持适当的内在负荷水平。图 2展示了文化亲和力得分和生理信号之间的综合负荷指数，展现了CACLF的
精细化适应能力。

图 2.文化亲和力得分和生理信号的综合负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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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文化参与度分析

定性数据揭示了清晰的互动模式：

根据[20]的研究表明，当以文化上熟悉的叙事框架呈现叙事性解释时，CHC学习者的参与度提高了 42%。

当文化参考被巧妙地融入而不是被明确强调时，ILC学习者从分析性演示中获益更多。

BMC队列表现出混合偏好，证实了该框架要求动态文化适应，而不是类别调整。

4.4消融研究

我们分离了框架组件，以评估它们各自的贡献：

表 2.消融结果（标准化性能指标）

Configuration CHC ILC BMC
Cultural mapping only 0.58 0.62 0.60
Load diagnostics only 0.51 0.77 0.64

Full CACLF 0.82 0.83 0.81

整体框架的表现优于其各个组成部分，展现了整合文化适应和认知适应的协同优势。

5.讨论与未来工作

5.1应对CACLF的制约因素和挑战

尽管实证研究结果证明了CACLF的有效性，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需要解决。首先，该框架依赖于霍夫斯泰
德的文化维度[17]，这可能过度简化复杂的文化身份认同，尤其对于文化联系混合或不断变化的学习者而言。虽
然动态映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但未来的版本应该整合更详细的文化指标，例如区域亚文化或
跨代价值观变化[21]。其次，目前的实施基于文化偏好在学习过程中保持稳定的假设，但这可能不适用于文化适
应以迭代方式发生的长期教育干预措施。

个性化与普适性之间的平衡是另一个重大挑战。尽管CACLF在文化多元的课堂中表现良好，但其适应机制
需要充足的数据才能避免过度拟合有限的文化刻板印象。联邦元学习方法[18]通过融合不同人群的模式来解决这
个问题，但可能需要进行更多调整，以协调个体特征与更广泛的文化倾向。

5.2伦理问题与负责任的实施

融合文化和认知数据引发了关键的伦理问题，尤其是在隐私保护和算法偏见方面。尽管差异隐私[19]保护个
人数据，但该框架需要确保文化适应不会无意中强化刻板印象或边缘化少数群体的观点。例如，过于关注集体
主义学习风格可能会忽视集体主义文化中具有个人主义倾向的学生。

此外，在实际教育环境中实施CACLF需要认真考虑教师的自主性。尽管该框架提供了建议，但当文化或教
学细节超出算法检测范围时，教育工作者应保留最终决定权，有权驳回建议。清晰地解释适应性逻辑，包括针
对特定文化背景提出具体策略背后的原因，对于建立利益相关者的信任至关重要。

5.3未来方向：拓展应用，强化框架

CACLF的功能扩展有三种潜在途径。首先，在霍夫斯泰德的维度之外，融入其他文化框架，例如施瓦茨的
价值观 [22] 或 GLOBE研究的实践 [23]，或许可以为适应性提供更详细的基础。这将使系统能够识别并适应个体
随时间推移的文化变化，例如在移民学生身上观察到的文化适应效应。

其次，整合多模态情感计算，例如面部表情分析 [24]或语音韵律检测，或许可以通过捕捉与文化学习偏好相
关的情绪反应来改进认知负荷诊断。例如，高语境沟通者和低语境沟通者的挫折模式可能有所不同，因此需要
独特的干预方法。

最后，在非西方教育模式中使用 CACLF或许可以揭示新的适应性策略。许多本土知识体系[25]采用整体学
习方法，这与西方的分析框架有着明显的差异。将该框架应用于这些情境，或许能够揭示超越特定教学传统的
认知文化契合的普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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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扩展可以扩展CACLF的适用性，同时强化其理论基础，促进文化心理学、认知科学和自适应学习技术
的融合。未来的研究需要侧重于纵向研究，以评估长期接触文化适应性教学方法对学习成果和文化认同发展的
影响。

6.结论

文化自适应认知负荷框架标志着个性化教育向前迈出了显著的一步，因为它系统地解决了文化背景与认知
加工之间的相互作用。该框架通过将文化维度与认知负荷阈值动态关联，促进了兼具文化相关性和认知效率的
教学策略。实验数据显示，学习效果显著提升，尤其对于来自集体主义和高语境背景的学生而言，他们在传统
的自适应系统中经常遇到不匹配的情况。

该框架的模块化设计确保了其在实际应用中的可行性，同时又与当前的教育技术保持兼容。量子增强语义
匹配和联邦学习的组件为维护隐私和文化认同提供了可扩展的解决方案。CACLF超越了静态的文化刻板印象，
不断适应个体学习者不断变化的背景和情境需求。

未来的工作需要集中于拓展文化维度，加强伦理保护，并考察其在不同教学传统的应用。该框架的有效性
凸显了将文化元素融入认知负荷管理的重要性，为个性化教育提供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方法，既考虑了认知局
限性，也兼顾了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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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eaching According to Aptitude": Practice

Paths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cepts in Personalize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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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introduce the Cultural Adaptive Cognitive Load Framework (CACLF), a novel approach that integrates
cultural psychology with cognitive load theory to achieve personalized learning. Traditional aptitude-based instructional
designs often overlook the impact of cultural factors on learning, which may lead to inefficient cognitive load
management. This framework addresses this issue through three interconnected modules: a Culture-Cognition Mapping
Engine that dynamically adjusts load thresholds based on Hofstede's dimensions; a Dynamic Load Diagnosis Interface
that provides real-time assessment by integrating physiological and cultural affinity data; and a Modular Strategy
Coordinator that creates teaching strategies aligned with cultural backgrounds. These elements collectively replace
traditional adaptive learning methods with culturally sensitive options, enabling more efficient load allocation. The
approach employs hybrid quantum-classical neural networks to achieve cultural ontology alignment and applies
federated meta-learning for diagnostics while protecting privacy. Experimental validation shows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student engagement and knowledge retention across different student groups. The framework promotes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theories and provides practical tools for the large-scale implementation of culturally
adaptive education. Its modular design ensures compatibility with current systems and addresses persistent equity issues
in personalized learning.

Keywords: Cultural Adaptive Cognitive Load Framework (CACLF); Culture-Cognition Mapping Engine; Hybrid
Quantum-Classical Neural Network; Federated Meta-Learning; Personaliz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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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产教融合下“八个共同”理念的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路径研究

邹鸣民1

（1.江西科技学院，江西 南昌 330098）

摘 要：在当今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建设、新产业体系建设中，现代产业学院作为新时代深化产教融合的重要载
体，扮演着双向往“深化产教融合”的重要角色。笔者在“八个共同”价值共享价值视域下，通过深入梳理现代产业
学院的内涵构成和协同机理，提出了“三类路径”模式建构：校园主导型、企业嵌入型与园区协同型。并以实践案
例的解析为基础，分析现代产业学院不同类型（模式）的针对性与协同性，看到目前在各自的途径和方向内都各
有优势，但是也同样存在着“归属感缺乏、企业粘性低、治理结构散碎”等问题。因此，该研究提出了一种包含四
个关键维度的战略方法：界定政府责任、加强企业参与、重组大学框架和完善质量评估体系。本研究主张现代产
业学院向制度化方向发展，从项目导向向平台导向转型，从实验导向向规范导向转型。这一转型旨在将现代产业
学院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改革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载体。

关键词：现代产业学院；八个共同；产教融合；协同治理；平台机制；高等教育转型

DOI：doi.org/10.70693/rwsk.v1i6.1130

一、引言

1.1 研究背景

我国的产业结构在深度转型后，新质生产力快速生成，在迫切需要一批高级别复合型、创新型、技能型人才
之时，高等教育也正从“扩面增量”转向“提质转型”的战略时期，传统基于学科、学术的人才培养与现实产业的脱
节、模糊化、应用性差的弊端也越发显现。为解决这一结构性矛盾，我国不断提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
人的理念，尤其是贯彻《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12]，《“十四五”时期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实施方案》[11]指导
思想后，“现代产业学院”担负着衔接产业链和教育链、激活知识链和创新链的重要功能，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服务
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创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2017)指出：深化产教融合的主要
目标是，逐步提高行业企业参与办学程度，健全多元化办学体制，全面推行校企协同育人，用 10年左右时间，
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总体形成，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健全完善，人才教育供给与产业
需求重大结构性矛盾基本解决，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贡献显著增强。《现代产业学院建
设指南（试行）》提出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原则是：坚持产教融合。将人才培养、教师专业化发展、实训实习实践、
学生创新创业、企业服务科技创新功能有机结合，促进产教融合、科教融合，打造集产、学、研、转、创、用于
一体，互补、互利、互动、多赢的实体性人才培养创新平台[13]。

为此，“八个共同”的价值共享理念提出：共同凝练目标，共同策划设计，共同开发建设课程，共同打造建设
基地，共同开展教学实施，共同开展质量评价，共同开展研究，共同培养师资。这种理念是实现现代产业学院系
统协作逻辑，也是教育协同由“点上的合作”向“机制上的协同”推进的价值依傍。

1.2 研究价值

本研究以“八个共同”理念为核心支撑，聚焦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的实践路径与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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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与现实意义：
理论价值：填补当前现代产业学院研究中关于多元协同机制建构的系统化理论空白，丰富中国特色高等教育

治理体系与产教融合理论。
实践价值：通过典型路径分类与问题剖析，为各类地方高校提供可操作、可复制的建设模型，增强政策与改

革的可推广性。

1.3 研究目标与核心问题

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核心问题：
1.3.1“八个共同”理念如何内嵌于现代产业学院的制度与运行机制中？
1.3.2 面临哪些共性与深层问题？其背后的治理根源与运行瓶颈有哪些？
1.3.3 如何构建一个高效可持续的“政校企行”协同治理框架，推动机制常态化与平台化？

1.4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文采用案例比较、文献法、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法和系统归纳等方法[3]，以常熟理工学院作为典型特色的高
等学校的案例进行实践样本调查。实践样本的资料来源主要有：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文件政策、高校规划和建
设的相关材料、高校相关公开的年度报告、会谈的记录、论文等资料。

二、理论基础与“八个共同”协同理念阐释

2.1 理论基础：从产教融合到协同治理的逻辑演进

2.1.1 高等教育功能演变与应用型转型逻辑
随着高等、中等教育普及和产业结构升级交叉影响的“象牙塔”转型期，面对传统以高校学术知识生产为目标的“象牙

塔”向“社会服务型”转型，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和“教育回应发展观”，高校应回应社会需求，在创新体系中“嵌入”[14]。
尤其是应用型高校，教育内涵也发生了从只有教育功能到培养人才、研发技术和公共服务的三功能综合体的转变，这就
必须改变高等学校组织、内容与课程及资源配置要与现实经济社会系统相对接[24]。

2.1.2 协同治理理论：从多元参与到价值共创
协作共治(Collaborative Governance)主张政府、高校、企业和行业等主体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共享责任、共享使命，

共享、共构、共创、共建机制，形成“合作—协同—共治”的合作形态[1]。这为现代产业学院制度安排提供了理论的支架
和支撑，现代产业学院不再停留于“二元合作”（校企合作），而是发展为“多元共治”的合作模式[26]。

2.2 “八个共同”理念的提出与内涵解析

“八个共同”理念由教育部职教司提出，最初用于指导中国特色高水平职业教育建设，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本
科层次产教融合平台中，是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的协同行动准则。其核心内容（如表 1）包括：

表 1 八个共同与协同机制核心目标

序号 内容 协同机制核心目标
1 共同制定目标 明确育人方向与产业需求衔接
2 共同设计方案 共享课程体系与教学组织设计
3 共同开发课程 企业参与教学内容与标准建设
4 共同建设基地 实训平台、实验室、产研平台共建
5 共同实施教学 教师、企业导师协同授课
6 共同评价质量 形成多元共评、过程共管机制
7 共同开展研究 科研、技术服务、课题共研
8 共同培养师资 教师企业实践、企业导师入校

该理念本质上是一套围绕“共治—共享—共创”的多维协同结构，强调在人才培养全过程中构建政府、企业与
高校的“价值共同体”“任务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22][30]。“八个共同”既是现代产业学院的一套操作逻辑，又是推
进现代产业学院从“政策指令推进”转向“内生协同驱动”的价值理念，是分工、协同共建、共享成效现代产业学院
制度体系稳定运行的“定心丸”和“指南针”。

三、典型问题剖析与协同机制构建

虽然现代产业学院的模式各有特色，但所有模式运行中都或多或少面临协同不紧密、协同机制和边界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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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现象，严重阻碍着“八个共同”思想和精神的顺利实施。在此背景下，需要通过制度性的协调路径对症分析
原因，并谋划机制建设。

3.1 典型问题剖析

（1）协同责任分散，缺乏系统治理架构
“政校企行”多元互动模式中高校常常承担主体重任，企业观望被动、行业参与有限，政府远在协调位置，责

任不清晰，协同合作无实质性进展，出现“协同空转”的困局，协同合作的效率及效益大大受限[28]。因此需要创建
明晰的责任制度与系统治理格局，带动协同合作的实质性突破，如可以通过签署合作协议，清晰界定各方在设定
目标、投入资源、设计课程、质量检测等关键环节上的具体内容责任，督促协同合作的有条不紊[9]。

（2）企业深度参与意愿与能力不对等
由于部分企业在参与协同教育的过程中仅仅停留在命名冠名以及短期的项目合作上[31]，因此需要在政策导向、

引导激励等相关机制设计中提高企业参与协同教育的积极性和深度，推动企业深度参与协同教育。例如，政府通
过相关政策措施如税收政策、补贴政策的实行，对企业参与协同教育项目实施更多支持与奖励，同时为每一家企
业都匹配专业的服务团队进行专门培训和支持，以帮助其参与进来。高校与企业可以通过长久合作、科研课题的
合作研发、设立实习基地等方式参与联合办学，通过企业实习基地建设和课题研究方式，来提高企业参与积极性
和获得感，进而推动企业深度参与协同教育。

（3）师资供给结构不适配工程化教学需求
目前，部分高校师资多为学术型人才，缺乏项目导向、岗位对标、工程转化的能力；企业导师有工程实践经

验，但没有系统的教学方法训练，很难胜任系统性培养人才工作[5]。这种师资与工程化教学要求并不相适应的师
资结构不匹配，影响“双师双能型”团队建设，难以适应工程化教学的需要，从而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效果[20]。
为此，需通过实践锻炼和培训提高教师开展工程化教学能力，优化师资结构，从而适应工程化教学的需要。比如，
高校和企业联合开展教师实践培训项目，让教师深入企业一线，积累工程实践经验；企业导师可接受教学方法培
训，加强其教学能力提升，为工程化教学锻炼教师队伍奠定坚实基础。此外还可通过从企业引进有工程背景的教
师、聘请企业专家任兼职教师等方式来不断优化师资结构，提升师资队伍整体水平。

（4）协同机制碎片化，缺乏可持续支撑平台
当前大多数产业学院合作方式集中体现在项目上，合作时间短，成果难以积淀和持续。缺乏统一体系化的机

制和平台，使得多主体协同难以长效和复制[23]。因此，有必要构建统一协同机制和持续支撑平台，保障多主体协
同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为协同教育长期发展提供保障，如构建统一协同教育平台整合各方，实现信息共享协同管
理，制定协同教育统一评价规范、资金支持办法等，使协同教育公平、公正持续发展。

3.2 协同机制构建路径

为破解上述问题，需重构“目标—组织—资源—过程—评价”五位一体的协同育人机制体系，形成常态化、制
度化运行模式[6]。

（1）构建“八个共同”对接矩阵，实现目标清晰化
通过协商确定政府主导、行业规范、校企共议的育人目标协同确定机制，以制定“协同任务清单”的方式，将

八个共同分工分解到各个类别主体，明晰各个共同主体的共建责任和共同主体的输出指标，将共同愿景变成共同
契约，做到从“共同愿景”到“共同契约”[2]。比如：政府通过政策引领、资金扶持等方式促进校企合作项目实现，
行业通过行业规范标准，做到协同育人项目可定位；校与企业，明确在协同育人过程中，各自应承担的课程设计
任务、实训基地共建任务、质量评价任务等方面的具体责任，从而为协同育人目标清晰化。协同育人目标的清晰
化，将有利于提高协同育人的效率与质量，也有利于协同育人过程合作。

（2）建设“政校企行”四元协同治理结构
基于园区、高校二级学院或产业平台，构建“理事会+执行委员会”的二元治理结构，理事会主要是方向层面

的制定与资源调配，执行委员会主要是具体的项目推进及项目执行的效果评估等，以提高协同治理的有效性[29]。
例如，可以通过定期举行的理事会来制定协同育人的战略目标和资源分配方案等，通过具体的执行委员会来实施
和推进每一个协同育人的具体项目，针对项目推进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建议提出评估反馈意见，从而形成一种高
效率、高透明度的协同治理模式[15]。

（3）推动“平台化”产业学院运营机制
通过“制度托底+数据驱动”方式建设协同管理平台（如：课程资源平台、企业实训平台、就业对接平台等），

助力产教供需精准对接、任务落地闭环管理，破除产教短平快依赖[30]。比如将课程资源平台打造为协同管理平台，
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课程资源共建共享，提升学生的学习选择空间；企业实训平台打造为协同管理平台，利用真实
工作场景模拟训练，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就业对接平台作为就业的信息系统等，为学生和用人单位提供“人岗”
精准对接信息服务，提高学生的就业率[7]。这种平台化的运营体系，不但有助于改善协同育人的广度和深度，也
有助于改善学校和社会其他在协同育人过程中的合作。

（4）优化“协同绩效”评价与激励体系
构建协同育人绩效评价模型，引入企业满意率、学生成才率、项目贡献率等多重评价结果，按照学校、企业、教师、

行业等协同主体的协同贡献对其资源分配、晋升通道等联动，从而激励主动协同形成协同育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7]。例
如定期可以组织企业满意度调查问卷，对协同育人项目中有意义的贡献和感触做出分析，得到企业满意率评价；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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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才率进行评价，可以分析在项目中各个学生的知识、技能、素养等成长状况；对项目贡献率进行分析，各个协同育人
项目对于学校、企业、行业的未来发展具有哪些贡献。由此可以获得这些评价结果，给予效果显著的贡献主体资源倾斜，
从而形成积极主动协同育人的工作氛围，推动协同育人的高效运转和良性发展。

四、常熟理工学院协同机制实践

作为江苏省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试点，常熟理工学院在现代产业学院建设中积极推进“八个共同”协同机制，
实现了从“合作项目”向“协同体系”的深度转型[16]。

4.1“八个共同”协同机制深度嵌入项目全过程

以药品质量管理课程为例，学院通过模块化教学和项目任务驱动，推动“八个共同”全面落地：
共同制定目标：校企根据产业需求，共同设定课程成果目标，对接岗位能力模型，如“GMP文件解读”“工艺分析”
等关键能力。

共同设计方案：校内教师联合企业工程师制定项目路径图与任务书，明确学习目标、节点与评价方式。
共同开发课程：双方共建课程案例，融入企业真实流程与数据，提升课程情境化和实战性。
共同建设基地：依托校企实训场所，打造“虚实结合”的项目教学环境，实现实地任务训练。
共同实施教学：配备“双导师”，校内教师讲授理论，企业导师指导实操与评估，形成协同教学闭环。
共同评价质量：采用三维评价体系，企业导师评分权重不少于 40%，参与课程质量反馈与改进。
共同开展研究：校企围绕教学实践共研课题、总结案例，推动成果转化与教改项目申报。
共同培养师资：教师定期进企业研修，企业专家走进课堂授课，实现“双向融通，共育师资”。

4.2制度与平台支撑“八共”机制有效运行

治理架构：通过“理事会+运行办公室”双层结构，统筹资源、明确权责，保障制度化协同推进。
绩效机制：建立以“协同贡献”为核心的分类评价体系，激励教师、企业和管理端深度参与协作。
育人平台：“五合一”实践基地贯通教学、实训、就业、科研与研修，形成协同育人基础盘。
常熟理工学院以“八个共同”为核心，打造协同机制的系统样本，为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路

径与制度保障。

五、对策建议与制度推进路径

现代产业学院作为“八个共同”价值共享理念指引下的产教深度融合培育基地，是促成产教深度融合从合作模
式向协同机制跨越的有力支撑点。为达到由点到面的制度化复制推广，仍需基于“四个抓手”，构建政策、制度、
平台与机制体系，为产教融合“八个共同”长效机制可持续、可复制路径提供支持。

5.1 强化顶层引导：明晰多方职责边界

现代产业学院责任主体清晰是有效建立协同育人机制的基础。由政府制订专门建设指导意见和相关的政策激
励引导机制，建立健全产业学院建设过程的规范途径和分类标准等，构成一个政策引导、平台牵引、资源扶持一
体化的制度体系[8]。大学应该协调校内资源建设推进大学内部的组织架构改革、师资人才管理改革和绩效分配改
革等工作，加强高校内部协同治理体系。企业及行业组织方应明确在校企双方开展课程建设、项目共建、师资培
育等方面应承担的责任，并能享受到政策上的支持和绩效奖励方面的激励[10]。由此“政府规划、学校主体、企业
深度融合、行业支撑导向”的责任闭环模式，为产教融合提供制度基础保障[30]。

5.2 优化运行机制：搭建平台型协同载体

首先，要加强产业学院运行流程，推动形成产教融合多方协同理事会模式，做好“战略决策层+执行协调层”
职责界限、资源配置和协同机制[28]，还应创建数字化、可视化运营平台，整合校企对接申报项目、对接课程资源、
互聘导师、对接毕业生就业等信息[16]，同时提倡“项目群+课程群+平台群”三结合发展模式，即建立人才培养目标
—任务项目—服务资源组成的运行共同体[27]，使“松动式的合作”走向“制度化协同”，增强产业学院的组织效率[25]。

5.3 强化师资建设：打造“教学 + 产业”双能力团队

师资队伍建设是产业学院发展的关键[31]。建立教师企业实践制度，引导学校教师通过兼职、企业考察、项目
进学校等方式提升工程化、岗位化能力[19]；引导企业技术人员通过“企业导师认证制度”进入教师队伍，承担案例
库开发、项目导师、人才能力测评等职能[21]。构建“校企共育+双导师制+能力认证”一体化师资建设机制，将教师
行业经历及教学能力纳入职称考核[17]，实现“师资共建共享”，促进学校教师能力结构转型升级。

5.4 建立评估标准：推动质量管理工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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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从“八个共同”搭建围绕过程协同、成效转化和学生发展等的评价指标体系，开发如协同育人指数、协同
满意度模型、成果转化率等指标，进行协同绩效测评[4]，以绩效论英雄，与高校资源配置、与学校声誉荣誉、与
人岗晋升挂钩，增强高校和企业的内驱力，将“项目评价”改造成“机制评价”，形成多元评价的质量保障体系。

5.5 推动制度嵌入：构建长期运行生态系统

为实现产业学院的长期稳定发展，需将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纳入学校发展战略与政府高教发展规划。建设“产
业学院联盟”以促进区校、行企协同联动和制度共享[18]，在高校校务章程、学院和学院治理文件中确立产业学院
制度地位和运行机制，由试运行进入新常态，实现制度嵌入和生态自驱。

六、结论与研究展望

6.1 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以“八个共同”价值共享理念为分析主线，聚焦现代产业学院在不同类型高校中的发展路径与协同机制构
建问题，结合典型案例和制度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6.1.1现代产业学院作为产教融合机制化展开的有效载体，实现“多主体参与+任务协同+平台运营”，将高校
与产业之间形成的“信息壁垒”、“资源隔离”有效打通，是产教融合型制度打通教育链-产业链的有效载体。

6.1.2 “八个共同”建构出协同治理的系统逻辑。这一思路将协同育人的全要素、全过程分解成八个节点，形成
目标、内容、资源要素等从始至终的闭环通道，是协同从“共识性合谋”迈向“浸润性共生”的行动范式。

6.1.3 三类路径模式各具特点，具有互补价值。校园主导型重在体系化育人、企业嵌入型强调岗位对接、园
区协同型体现生态链接。应因地制宜选择适配路径，同时强化平台化制度支撑。

6.1.4组织协同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基本保障。高水平应用型高校现代产业学院发展需要明确边界、标准、准
则和任务等的高效组织设计，协同发展实际上是一种组织制度安排。

6.2 理论贡献

明确提出“八个共同×三类路径×协同机制”三维模型，为后续开展现代产业学院运行机制研究提供结构化分析
框架；强化了现代产业学院从“教学组织形态”向“制度协同平台”的转化路径，拓展了产教融合理论的组织学视角；
提炼典型案例经验，构建跨主体协同参与的流程图与运行模型，提升了政策建议的落地性与工具化价值。

6.3 研究展望

尽管本文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但仍存在以下局限与后续研究空间。本文主要以典型案例为基础，未
来可拓展量化数据模型，检验“八个共同”对人才发展、就业质量、企业评价等指标的影响效能；对类型高校差异
性研究不足。今后可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高校（综合性大学、高职院校、独立学院等）推进产业学院建设的内外
部差异；协同绩效评价体系待完善。建议开展协同绩效的标准体系研究，开发测评工具，推动治理效率提升的量
化转化。现代产业学院不仅仅是一种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形态，更是组织范式与价值理念的一场全面再造。未来，
其建设要有平台化、机制化、生态化的理念，通过制度设计实现产教融合系统跃升，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背景下
的高等教育结构优化与服务功能升级探出一条可持续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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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evelopment Path of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Based on“Eight

Co-Actions”Concept in China’s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Zou Mingmin1
1Jiang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chang,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urrent reform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industrial system in China,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serve as crucial facilitators in advancing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and produc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Eight Co-Actions' value-sharing framework, this study proposes a tripartite model for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development: campus-centric, enterprise-embedded, and park collaborative modes. By examining the structural
components and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of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the study evaluates the relevance and synergy of
these different operational modes through practical case studies. While each mode demonstrates distinct advantages and
orientations, issues such as a lack of cohesion, limited enterprise engagement, and fragmented governance structures are
identified.Consequently, the study suggests a strategic approach encompassing four key dimensions: delineating
gover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enhancing enterprise involvement, restructuring university frameworks, and refining
quality assessment protocols. The study advocates for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towards
institutionalization, transitioning from a project-based to a platform-based approach and from experimental to normative
practices. This transformation aims to build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into replicable and scalable institutional carriers for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Eight Co-Actions;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latform Mechanism;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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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视域下高校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的实践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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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产教融合视域下高校产业学院建设概况、存在问题与建设思路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对产业学院建
设过程中高校的层面问题进行分析基础上，提出了高校产业学院建设与发展的统筹规划顶层设计与完善、多维度
的人才培养方式与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产教协同推进学科专业集群战略发展布局、聚焦产学研合作，推进产学研
成果合作与转化、打造高层次复合型新型师资队伍、深化内部治理结构改革、教学数字化与智能化推进、加强效
度评价机制与措施等八方面产业发展推进思路，为大学的产业学院创新发展，探索高质量、高发展的育人路径，
推进产教融合提供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提升大学为区域经济社会服务的能力。

关键词：产教融合；产业学院；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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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产教融合是推进教育、产业统筹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有利于教育结构调整、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与产

业进步。高校产业学院作为产教融合的重要平台，是面向产业发展需求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主要基地[1]。当

前，在国家高度重视产教融合的新时期背景下，高校产业学院的建设成效明显，但仍面临一些问题，针对产教融

合视域下的高校产业学院建设问题，本文提出相关推进思路，以此作为高校产业学院可持续发展参考。

1.1 研究背景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2017）指出，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

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是当前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对新形势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扩大

就业创业、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2]。《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2020）
坚持产教融合。将人才培养、教师专业化发展、实训实习实践、学生创新创业、企业服务科技创新功能有机结合，

促进产教融合、科教融合，打造集产、学、研、转、创、用于一体，互补、互利、互动、多赢的实体性人才培养

创新平台[5]。

1.2 研究意义

产教融合促使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契合，有效发挥教育的经济基础功能、社会功能和环境

功能，从而增强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一方面，通过建设产业学院来增强高校对接区域产业发展需求，

使高校毕业的人才符合产业市场的需要；另一方面，通过企校融合，促使高校通过承担企业的研发任务获得更多

的实习教学场地和科研合作机会，提升教育教学和科研水平[1]。同时，也能促使企业实现技术创新，通过产教融

合促使企业转型升级。

1.3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文采纳了案例分析、文献法、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法和系统归纳等方法[3]，对部分典型特色的高等学校的案

例进行实践样本调查。实践样本的资料来源主要有：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文件政策、高校规划和建设的相关材

料、高校相关公开的年度报告、会谈的记录、论文等资料。

作者简介：邹鸣民(1990 ——)，男，博士，研究方向为产教融合、高等教育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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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高校产业学院建设的主要问题

2.1顶层设计缺乏科学性与系统性

在建设产业学院的过程中，现有大多数高校缺乏顶层设计，只在项目申报上表现地比较积极，项目立项后不

能根据项目的实际进一步制订发展规划、工作规划、实施方案，结果出现产业学院建设趋热，难以实现可持续发

展[6]。

2.2 协同育人机制不够健全与深入

产业学院旨在实现协同育人，但在协同育人方面的一些高校产业学院没能取得良好的协同育人才果。一些高

校产业学院仅仅停留于将协同育人的内容局限在课程上，过分倚赖企业师资建设而忽视高校自身师资队伍，使得

校企之间的师资不能相互形成联动的机制，比如在合作科研、产学研合作上大多没有被真正地开展，协同育人才

度有待提高[8]。

2.3 课程体系缺乏协同创新与产业导向

在课程设置方面，部分高校存在将实践课程、核心课程或行业企业课程全部外包给企业的情况，过度依赖企

业师资，而高校专业师资引培不力，生师比偏高，难以满足专业认证与评估的要求。校企双方师资未能共同建设

“应用型合作课程”，也未形成“一课多师”“二师同堂、多师同堂”的合作模式，课程形态单一，缺乏协同创新[7]。

2.4 校企师资队伍融合不足，互学互促机制不健全

校企“双育”合作中，理想的状态是高校培育学生和企业员工，企业也参与学生和高校教师的培养。然而，目

前多数高校校企合作中，双方教师仅停留在浅层次的合作，未能形成互补、互学、互帮、互促的局面。例如，校

企双方结对子、合作课程、合作教研、合作科研等方面的合作尚未有效开展[9]。

2.5 体制机制保障不完善，系统配套支持不足

产业学院的组织机构、管理机制、运行机制、责任成本分担机制、财力保障机制、基层教学组织创新机制、文化认

同融合机制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不足。校企双方师资“若干个共同”的达成及评价机制缺乏，与校企应用型合作课程相

匹配的教育教学教务管理改革滞后，教师绩效分配与激励机制改革也未能与产业学院改革同步推进[10]。

三、产教融合视域下产业学院建设的发展战略

3.1统筹规划现代产业学院的顶层设计与发展路径

（1）建设目标

为了满足区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我们应充分利用学科的专业优势和独特

性，打造具备鲜明特色、服务方向明确、产教科深度融合、且能够高效支持产业发展的产业学院[8]。

（2）定位面向

明确界定各产业学院的教学目标、服务对象和发展路径，同时将加强产业融合以及推动产业学院的建设纳入

学校的“十四五”发展规划中。

（3）思路模式

按照“试点一示范一引领一推广”的基本思路，探索产业学院建设发展的新模式。通过模仿学习、自由生长、

先挂牌后建设、边建设边探索等方式，逐步推进产业学院的建设与发展。

（4）聚焦重点

不断加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促进高等教育与产业系统的人才、智力、技术、资金和管理等资源的汇聚

和融合，构建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3.2 积极探索多元融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1）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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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产教结合、科教融会、引领产业、专业对口、课程对接”的原则，创新产教科融合发展多方协作育人机

制，推行教育主体参与的多元化的培养方式[8]。共同参与制定培养方案、规格要求、课程体系、考查评价、实习

实训平台、项目设计、师资队伍建设，等等。

（2）实践案例

以山东交通学院绿色低碳能源产业学院为例，该校利用虚拟仿真、人机交互等手段，与企业共建适应现代能

源产业发展的产教深度融合、虚实结合的实训平台，建立“教室一实验室一生产现场”三室一体实践教学平台新架

构，探索“理实一体、校内外结合、虚实融合、线上线下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了有益借

鉴[8]。

四、协同推进学科专业集群化发展战略

4.1 集群化发展

随着城市、大学和产业集群不断扩容，学科、专业和课程集群化建设亟具价值。高校应当按照区域产业链发

展需要，整合自身学科、专业资源，按服务产业链、创新链需要而创设学院化、学科化、专业化的产业学院和专

业集群[4]。

4.2 产业学院优势

高校办产业学院本质上就是学科专业与产业的深度对接融合，其最大的特点是可以通过学科、专业交叉融合

促进高校学科和专业的发展，更好地适应区域产业发展需求。

五、深化产学研协同与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机制

5.1 跨学科属性

跨学科、跨专业的产业学院具有弥补高校学术组织“软肋”的功效，也有利于高校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通过

产学研创综合体建设，联合打造高校-企业教学基地、科研基地、生产基地、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实训基地，实

现高校与企业双主体、校企协同办学的有效推进。

5.2 合作内容

推广产教研方式，强化学生应用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依托教学科研生产基地提出的课题，实施真实毕业设

计(论文)项目，推动项目攻关、产品开发。共同建设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机构、实训基

地等，开展企业项目联合攻关、产品技术研发、成果转化、项目孵化等，推动产业学院内部科教融合，以科研促

教学，把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努力把产业学院打造成为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

六、建设高素质、复合型现代产业学院师资队伍

6.1 师资结构

构建“五双结构型”新型师资队伍，即双元（高校、业界）、双师（资格证书、经历背景）、双能（理论教学

能力、实践指导能力）、双高（高学历、高职称）、双智（教师教育智慧、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要求）、结构

型（高校转型发展、审核评估、合格评估、专业认证等教师队伍的结构要求）[4]。

6.2 具体措施

研究实施产业教师(导师)特设岗位计划，优先吸纳具有“双师双能”资格和条件的教师，支持产业学院开
展校企教师共同执教。改革产业学院职称评审办法和标准，鼓励教师参与企业实践、技术服务，探索产业
学院教师资格条件和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聘办法，建立产业学院教师工作室、“双师双能”名师工作坊等机
构，开展产业学院教师的交流研讨、师资培训等工作，将产业学院努力打造“双师双能”教师培养培训基地[4]。

七、系统深化现代产业学院内部治理体系改革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23

7.1 治理要求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应适应现代大学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地方高校转型发展要求和地方高校识变

求变应变要求。

7.2 具体措施

明确组织机构与架构、管理机制、运行机制、协调机制、保障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等。推动产业学院共建中

的校企双方互学互鉴机制的建立，明确合作企业方与校领导、教务处、人事处等处室及二级学院专业的各自职责、

权利、义务、待遇等。

7.3 实践案例

海口经济学院产业学院探索内部治理改革，以做实“四个优化”为核心。优化育人环境，产业学院理事会建立，

合理分配利益、共担成本、定薪定酬等方面工作，做好产业学院内部的保障工作；优化人才培养方案，以市场为

导向，立足专业特色优化人才培养方案；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弱化学历和职称的限制，引导具有行业企业经验的

“双师双能型”教师加入到教师队伍中来；优化实践项目，依托企业的职业化实践平台开展实践项目，真正做到项

目教学。充分调动学校和企业双方的积极性，实现产业学院的良性发展[11]。

八、有序推进教学体系的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

8.1 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改革实践，特别是教学范式创新的主要突破口。由于政府部门、行业

企业和高等院校在人员管理和工作要求上存在较大差异，现代产业学院的合作主体之间在教学时间和空间上难以

始终保持协同一致，导致协同育人机制难以真正落地，影响人才培养成效。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实现全方位、全过

程、全要素的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是现代产业学院教学创新的最佳选择[12]。

8.2 具体措施

将数字课程资源与现代产业学院课程体系优化整合，实现对协同育人目标达成的系统化支撑。创设增强现实

和虚拟现实的教学内容的“场景化应用”，使教学过程更加灵活多样，满足学习者多样化需求[3]。重组“因需导学”
的数字化课程体系，基于知识图谱和能力图谱进行整体设计，建设灵活、个性化、发展性的课程结构。重建理实

同步的“虚拟+现实”混合课堂，创设富于参与性的数字化学习环境，创新实践混合式教学方法，强化协同育人的

实践创新能力培养[12]。重构“数据驱动”的教学评价机制和产教融合学习管理服务系统，实施精准化、过程化学情

诊断与资源智能推送，将个性化学习和课堂学习统一于协同育人过程。重塑现代产业学院多主体协同育人的“数
字化治理”新机制，构建数字教育平台成为联结各方主体的“虚拟工作室”，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3]。

九、强化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的绩效评价与质量保障机制

9.1评价依据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同时提出创设产业学院需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专业建设水平、开发校企合

作课程、建设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产学研合作平台、建设现代高校管理体制机制等，为产业学院

的效度评价提供重要参照标准[5]。

9.2 评价内容

从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专业建设情况、校企协作深度、精品课程建设成果、教师队伍建设、产学研合作成果、

管理体制机制规范化程度等方面对产业学院建设进行全方位的评价，并借助科学合理的效度评价及时发现问题，

总结经验，从而支撑产业学院持续改进与良性发展。

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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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背景下高校产业学院的建设是促进教育产融发展的有效手段。研究对高校产业学院建设存在的诸多

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在统筹谋划高校产业学院建设顶层设计的推动下，高校产业学院应探索多元人才培养模式，

协同推进学科专业集群建设发展战略，围绕高校产业学院的产学研发展，培育具有实力的新型高校产业学院教师

队伍，推进高校产业学院内部治理体系改革，高校产业学院加速推动教学数字化发展，以及强化高校产业学院建

设效度评价等研究思路，以期为促进高校产业学院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照。高校应进一步加强产教融合发展，

强化产业学院建设力度，促进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为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更优质的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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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Innovation of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Construction in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Zou Mingmin1
1Jiang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chang,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study on the general situation, existing problems and construction ideas of
industrial college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problems at the university level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college construction,
it puts forward the overall planning, top-level design and perfection, multi-dimensional exploration of talent training
methods and talent training modes, cooperation between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strategic development
layout of discipline clusters, focusing on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achievements, build a high-level compound new teacher team, deepen the
reform of internal governance structure, promote the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of teaching, strengthen the validity
evaluation mechanism and measures, etc.,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action guide for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olleges of universities, explore high-quality and high-development education paths,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and enhance the university's ability to serve the regional economy and society.

Keywords: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Talent
Train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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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交近攻”的安全困境陷阱：乌克兰战略选择的结构性矛盾与

小国的生存之道

胡奕帆1

（1.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北京 100088）

摘 要：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中小国家的安全策略不可避免地同时面临着地缘约束与战略抉择的双重挑
战。本文以乌克兰“亲西抗俄”战略引发的安全困境为研究对象，通过追踪历史过程和建构理论模型的方式来揭示
小国所采取的“远交近攻”策略在强邻地缘约束下的内在缺陷。研究发现，当中小国家将外部安全依赖与近邻对抗
绑定，不仅会违背安全困境的化解逻辑，更因忽视“地缘宿命性”而导致对自身的战略反噬。乌克兰的案例表明，
小国生存的关键在于超越零和博弈，建立以“近邻非敌化”为核心的“有限平衡”策略，即在承认地缘现实的基础上
实现对外部力量的工具性利用。本文对新现实主义离岸平衡理论的适用边界作出解释，并为中小国家处理自身的
安全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远交近攻；安全困境；俄乌冲突；外交战略

DOI：doi.org/10.70693/rwsk.v1i6.1040

一、问题提出：从乌克兰危机看中小国家战略困境

2022年 2月 24日爆发的俄乌全面冲突，本质上是乌克兰独立三十年来“亲西抗俄”战略的系统性崩溃。从 2004
年“橙色革命”后乌克兰确立了成为北约成员国的目标，到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的全面西向倾斜，再到 2019年
宪法修正案将加入北约明确为国家战略，乌克兰试图通过“绑定”西方的安全承诺来对冲俄罗斯所施加的地缘压力。
然而，从结果来看，这种“远交近攻”的策略不仅未能保障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反而引发强邻的激烈反制——俄罗
斯以“去军事化”、“去纳粹化”为名对乌发起了“特别军事行动”，由此造成了欧洲大陆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安
全危机之一。

倘若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乌克兰今天所面对的困境并非孤例。例如，2008年格鲁吉亚试图通过加入北约来
制衡俄罗斯，却招致“五日战争”；20 世纪 60 年代，古巴通过与苏联结盟并部署导弹的方式来对抗美国，却最
终引发一场严峻的安全危机。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为何中小国家试图借助域外大国制衡强大近邻的
“远交近攻”策略，往往会导致安全困境的升级而非缓解？这一现象背后的结构性矛盾是什么？小国在强邻环伺的
地缘环境中，究竟应该如何平衡与外部势力和近邻之间关系？

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助于理解俄乌冲突的深层逻辑，更能为中亚、拉美等地区的中小国家提供战略借
鉴。在全球权力格局加速转移与地缘竞争加剧的当下，重新审视中国古代“远交近攻”战略智慧的适用边界，建构
起符合中小国家生存逻辑的安全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理论框架：安全困境的地缘约束与战略选择逻辑

（一）经典理论的解释张力

1.新现实主义安全困境的扩展适用
约翰·赫兹提出的安全困境理论，揭示了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追求安全的悖论：一国增强安全的措施，可能被

他国视为威胁，进而引发军备竞赛或联盟对抗[1]。这一理论在中小国家与强邻互动中表现得更为尖锐——小国受
制于自身局限，其战略选择空间狭小，并且任何安全上的举措都可能被强邻解读为敌意信号。乌克兰一直以来加
入北约的意愿和申请，在俄罗斯看来不仅是西方世界地缘边界东扩的推进，更是自身传统势力范围的丧失，这种
认知毫无疑问地直接导致了地区安全困境的螺旋上升。

2.离岸平衡理论的地缘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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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米尔斯海默的离岸平衡理论主张，离岸大国应通过选择性支持地区盟友（包括中小国家）制衡近邻霸权[2]，
而非依赖中小国家自行借助外部力量。该理论强调大国作为“平衡手”的主动干预，通过联盟、威慑等手段维持地
区均势，而非要求中小国家单方面寻求外部保护。该理论隐含两个前提：其一，离岸大国需要具备足够的战略能
力与意愿；其二，地区内存在可被支持的“次强国家”（如欧洲的德国、亚太的日本）作为制衡的行为主体。对于
直接接壤强邻的中小国家（如乌克兰），其地理上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近邻的安全关切具有“先在性”——无论外
部的所谓承诺多么坚定，强邻对周边安全环境的敏感性都难以消除。在这种情况下，便需要以 “有限平衡”策略
（见本文第四部分）来应对地区安全局势保障自身生存。乌克兰的悲剧在于，它将西方阵营的安全保障当作对抗
俄罗斯的“救命稻草”，将“加盟入约”奉为“金科玉律”而甘当“棋子”，却忽视了“地缘宿命性”对战略选择的根本性
约束。

3.建构主义视角的身份对抗逻辑
亚历山大·温特强调，国家身份建构塑造战略行为[3]。乌克兰自独立后持续推进“去俄罗斯化”，通过改变语言

政策、重建历史叙事等一系列措施，将俄罗斯定义为“帝国他者”，而将自身定位为“欧洲文明共同体”之成员。这
种身份建构强化了乌克兰对西方的战略认同，却也固化了与俄罗斯的对抗关系。当国家身份与安全策略形成闭环，
任何政策上的调整都可能引发合法性危机，进而导致战略僵化——2014年以后的乌克兰政府，即便面临俄军压
境，也难以放弃加入北约的目标，部分源于身份建构带来的路径依赖。

（二）“地缘约束-战略依赖”分析模型的建构

为了更加精准地对中小国家的战略选择进行解读，本文在此提出一个二维分析框架（见表 1）：
表 1 中小国家战略选择的二维分析框架

地缘约束强度 低战略依赖 高战略依赖

弱（如新加坡）
多元平衡：通过多方合作实现安全对冲

（如东盟框架下的大国平衡）
风险可控：外部合作限于非安全领域，保持对

近邻的政策弹性

强（如乌克兰）
有限平衡：承认近邻合理安全关切，适

度引入外部合作作为缓冲
安全困境陷阱：过度依赖外部安全承诺，引发

近邻报复性反制

该框架的核心变量是“地缘约束强度”与“战略依赖程度”。地缘约束强度由邻界状况（接壤与否、边界长度）、
相对实力（与强邻的综合国力对比）、历史纽带（文明、宗教、族群联系）等因素构成；战略依赖程度则体现为
对外部大国的安全承诺、经济援助、军事合作的依赖深度。

乌克兰的特殊性在于其高强度的地缘约束：与俄罗斯共享大约 2000公里的边界[4]；历史上同属东斯拉夫文
明圈；且经济上冲突之前长期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5]。在以上先决条件下，乌克兰选择“高战略依赖”的“亲西抗
俄”路线必然会触碰到俄罗斯的核心安全关切，从而导致“安全困境陷阱”。而新加坡虽面临“相对于自身”的强邻环
伺，但通过多元平衡策略（同时与美国、中国、以及在东盟框架内进行不同领域的合作）和相对的低安全依赖，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地缘冲突的潜在风险。

三、乌克兰“远交近攻”战略的演进轨迹与致命缺陷

（一）战略演进的三个阶段

1.缓冲国定位的失败（1991-2004）
独立初期，乌克兰凭借推动“无核中立”地位与签订《乌俄友好条约》，试图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国家”。

乌克兰于 1994年加入了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在 1997年与俄罗斯签署为期 10年的友好条约，生动体现
了其“脚踏两只船”的平衡策略。然而，这种模糊的定位既未获得西方实质性的安全承诺，也未能完全消除俄罗斯
的“戒备心”和“企图心”。2004年“橙色革命”后，“亲西派”通过选举上台，彻底放弃了既有的平衡路线，《乌克兰
国家安全战略》首次将“加入北约”明确为核心目标，这标志着乌克兰体现着“远交近攻”特点的安全政策正式启动
[6]。

2.安全依赖的强化与矛盾激化（2008-2014）
2008年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乌克兰正式申请加入“成员国行动计划（MAP）”，此举遭到了德法等国的反

对却获得美国力挺，这种“选择性支持”埋下了乌克兰日后战略误判的种子。2010年亚努科维奇政府试图恢复对俄
对美之间的平衡，却在 2013年因拒绝签署与欧盟的“联系国协定”而引发了“广场革命”，亲俄政府随之倒台，并
直接导致了乌克兰危机的爆发。随着 2014年克里米亚地区被强行并入俄罗斯、顿巴斯地区爆发武装冲突，局势
似乎无可逆转——乌克兰失去了约 2.7万平方公里领土[7]，GDP2014年增长-10.1%[8]。正因如此，乌克兰彻底锁
定了亲西路线，与俄罗斯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3.战略僵化与冲突爆发（2014-2022）
2019年泽连斯基政府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加入北约”写入国家基本法，2021年军费开支也增至近 6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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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购买美制“标枪”导弹。此时的乌克兰外交已形成“路径依赖”：西方援助（2014-2022年累
计获得美国约 467亿美元军事经济援助[10]）成为国家安全的支柱，而与俄罗斯的对话渠道却在一步步走向中断。
2021年底俄罗斯提出的《安全保障条约》草案，要求乌克兰永不加入北约并拒绝部署进攻性武器，被乌方以“主
权问题不容谈判”为由拒绝，最终触发了两国的全面战争。

（二）结构性缺陷的深度解析

1.地缘逻辑的根本误判：否认“强邻宿命性”
“地缘宿命性”意指邻近的大国对周边安全环境的天然关切，这种关切源自地理因素所带来的直接威胁感知，

而非单纯的权力扩张欲望。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安全诉求，本质上是对“缓冲区”丧失的恐惧——历史上拿破仑、希
特勒均自西向东经乌克兰领土进攻俄罗斯；现如今北约的东扩已将防线推近至波罗的海三国区域，若乌克兰加入
北约，俄罗斯的西部边境将大部分直接暴露于北约部队的威慑之下。

芬兰的成功经验反衬了乌克兰的失误。二战后芬兰通过《芬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承诺“不加入针对苏联
的军事联盟”，换取了事实上的中立地位。尽管芬兰与苏联实力悬殊，但通过承认强邻的合理安全关切，维持了
长达 70余年的和平，直至 2023年因俄乌冲突升级才加入北约。这表明，小国在强地缘约束下，采取“化敌为邻”
的手段而非“以邻为敌”，是更加务实的生存策略。

2.外部承诺的信用幻觉：战略依赖的致命缺陷
北约的安全承诺本质上是“选择性约束”——美国主导的北约东扩，首要目标是巩固和扩展西方阵营而非保护

中小国家。1999年波兰、匈牙利、捷克入约，2004年波罗的海三国入约，均符合北约“扩大安全边界”的战略，
但对乌克兰的承诺始终停留在“口头支持”层面。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时，北约明确表示“不会为乌克兰打一场战
争”[11]，2022年冲突爆发后，西方援助限于武器与制裁，拒绝设立禁飞区，暴露了安全承诺的“工具性”本质。

乌克兰的错误在于将“远交”从“工具性合作”升级为“战略性依赖”。当外部支持成为国家安全的唯一支柱，而
近邻反制能力（如能源断供、军事威慑）持续增强，战略风险便呈指数级增长。数据显示，2021年乌克兰进口
能源中 45%仍来自俄罗斯[12]，这种经济依赖与安全对抗的矛盾，最终必将导致战略失衡。

3.身份建构的撕裂：内部分裂的外部化
乌克兰所推行的 “亲西抗俄”战略在某种意义上是建立在对国内社会的“身份重构”之上。乌西部以利沃夫为

中心的地区，历史上受奥匈帝国影响较深，因而亲欧倾向强烈；与此相对的是，东部的顿巴斯地区与俄罗斯语言、
文化相通，对俄认同感较高。2019年民调显示，乌东部俄语区约六成的民众反对加入北约，而西部仅有二成反
对[13]。乌克兰中央政府一直以来推行的“去俄罗斯化”政策（如禁止俄语官方使用、拆除苏联纪念碑）加剧了乌国
内东西部的分裂，从而为俄罗斯提供了“保护俄语族群”的干预借口，使得俄罗斯“师出有名”。

建构主义理论表明，当国家身份建构与外部威胁叙事绑定，国内政治便容易被“他者化”的逻辑所绑架。乌克
兰将俄罗斯定义为“主要敌人”，导致外交政策缺乏弹性——即便 2015年《明斯克协议》提供了缓和局势的契机，
也因国内民族主义的压力而难以落实。这种“身份对抗”不仅会撕裂社会，更让冲突获得了意识形态正当性，进而
形成了“安全困境—身份强化—冲突升级”的恶性循环而深陷其中。

四、超越零和博弈：“有限平衡”策略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

（一）“有限平衡”理论的核心内涵

针对强地缘约束下的中小国家，本文提出“有限平衡”理论，其核心在于承认自身“地缘宿命性”的基础上，建
立起一套“近邻非敌化”与“远交工具化”的双重机制：

1.“近邻非敌化”原则
本原则的核心观点在于小国必须承认强邻对周边安全环境的合理关切，放弃将近邻视为“绝对他者”的零和思

维。具体措施包括：不加入针对近邻的军事联盟（如北约、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不在本国领土部署威胁近邻核
心安全的武器系统（如中程导弹、反导系统）；建立定期的安全对话机制（如俄乌曾有的“诺曼底模式”）。这并
非要求小国放弃自身主权，而是通过约束自身的战略行为来降低强邻的威胁感知。毫无疑问的是，在国际交往中，
相比“逞强好胜”、“针锋相对”，很多时候“主动示弱”也是一种战略智慧。

2.“远交工具化”原则
“远交工具化”旨在将外部合作限定于非安全领域（如经济技术合作、文化交流），避免与外部单一大国形成

彻底的“安全绑定”。新加坡的“毒虾理论”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在与美国保持军事合作的同时，积极参与中国主导
的区域合作机制，拒绝选边站[14]。工具化合作的关键在于“议题分割”——在经济上利用全球化红利，在安全上依
赖与近邻的危机管控，而非外部军事保护。

3.“外交多边化”原则
小国还可以通过参与多边机制（如东盟、中亚五国合作机制）以构建起战略缓冲带。制度化的合作能够降低

对单一大国的依赖，同时也为中小国家提供了集体议价的能力。例如，东盟通过“东盟方式”维持了与中、美、日
等大国的平衡，有效发挥了内在优势，有效避免了自身成为地缘冲突的最前沿。

（二）比较案例：不同策略的安全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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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国家策略的安全绩效对比
策略类型 乌克兰（2014-2022） 芬兰（1948-2022）[15] 新加坡（1965 - 至今）[16]

地缘约束
高强度（接壤、文明纽带、

实力悬殊）
中高强度（接壤、历史冲突）

中强度（邻近印尼、马来西
亚等区域性大国）

安全依赖 单一依赖北约（军事安全） 有限依赖苏联 / 俄罗斯（政治协调） 多元依赖（美、中、东盟）

强邻政策
对抗性 “近攻”（加入北约、

军事威慑）
功能性合作（贸易互补、安全对话）

议题协调（经济合作与安全
协调）

冲突风险 极高（2022 年全面战争） 低（74 年和平期） 低（无直接军事冲突）

芬兰的“芬兰化”模式证明，在强邻压力下，通过政治协商与利益让渡（如不加入北约），可以有效发挥小国
的“巧实力”，从而换取长期稳定[17]。新加坡则通过“战略对冲”，在大国间保持不同领域间的“不对称等距离外交”，
既获得美国的安全保护，又深化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实现了“小而不倒”的生存智慧。相较之下，乌克兰的愚蠢之
处在于打破了“有限平衡”的两大底线——将安全依赖单一化、将近邻关系敌对化，最终陷入了美国所铺设的战略
陷阱之中。

（三）政策启示：中小国家的生存三原则

1.战略弹性：拒绝选边站的“钢丝平衡术”
小国的生存优势在于“战略模糊性”。瑞士的永久中立、奥地利的“积极中立”，均通过法律化的中立政策，避

免成为大国博弈的棋子。乌克兰若在 2008年北约峰会后保持“申请国”身份而非追求快速入约，或许能为外交保
留更多弹性。战略弹性的关键在于建立“安全依赖红线”——如禁止外部驻军针对近邻、拒绝签署排他性安全协议。

2.功能分割：安全与发展的差异化策略
在全球化时代，经济领域的“远交”与安全领域的“近和”可以并行不悖。肯尼亚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肯尼亚

在经济上深度融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2024 年中肯贸易额达 161.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1.9%，中国连续 11
年稳居肯尼亚最大贸易伙伴[18]。中国企业承建的蒙内铁路（内罗毕-蒙巴萨）是东非首条现代化铁路，累计创造 4.6
万个就业岗位，货运量占肯尼亚港口吞吐量的 45%，推动东非地区 GDP 增长 1.2 个百分点[19]。安全上，肯尼
亚积极参与东非共同体的集体防御机制。肯尼亚作为东非共同体（EAC）核心成员国，根据《共同防御协定》建
立起了快速反应部队，并在 2024 年与乌干达、坦桑尼亚举行了“团结-2024”联合军演，重点演练跨境反恐和海上
安全。此外，肯尼亚还向索马里部署了 5000 余名士兵参与非盟特派团（AMISOM）的任务[20]。由此可见，肯尼
亚通过经济和安全上的“议题分割”避免了战略透支，芬兰亦是如此。乌克兰若能像芬兰那样，在加入欧盟的同时
承诺“不加入北约”，或许能够达成兼顾经济发展与安全稳定的效果。

3.身份重构：超越“文明对抗”的叙事建构
民族主义与文明优越论是地缘冲突的催化剂。奥地利通过“共同欧洲家园”的叙事，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与德

国的历史纠葛；哈萨克斯坦所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也有效平衡了俄族与哈萨克族之间的文明认同。乌克兰的
教训表明，当国家身份建构基于“反俄”而非“自主”，必然会导致对外战略上的僵化。重构“去他者化”的身份叙事，
通过跨国文化交流的方式（如俄乌联合考古项目、东斯拉夫文化论坛）增进相互之间理解和彼此间的战略互信，
无疑是化解身份冲突的一种合理举措。

五、结论：地缘政治中的小国理性

从乌克兰危机到俄乌冲突的演变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强邻环伺的地缘格局中，“远交近攻”本质上是一
场胜率极低的豪赌。当小国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承诺，却忽视强邻这个无法逃避的地缘现实，便如同在悬崖边
起舞——外部支持的每一次加码，都可能成为压垮区域平衡的最后一根稻草。

乌克兰如今的困境表明，中小国家若将“远交”（依赖域外大国）与“近攻”（对抗强邻）绑定，不仅会有很大
几率触发强邻的即时反制，更可能因外部支持的不可靠性而陷入被动和泥潭。如果忽视地理上的“强邻宿命性”，
试图通过借助外部力量“远程制衡”，反而放大了自身作为大国“地缘棋子”的脆弱性。

本文提出的“有限平衡”理论，并非主张小国向强邻屈服，而是强调在权力不对称的现实中，通过“非敌化共
存”与“工具化合作”的举措能够促成实现生存的最大化。这需要小国具备两种关键能力：一是对地缘约束的清醒
认知，拒绝被意识形态或外部压力裹挟绑架；二是对战略工具的精准运用，将外部合作转化为地缘缓冲而非冲突
燃料。

历史经验表明，小国的“生存智慧”不在于对抗大国，而在于通过法律化的战略模糊性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博弈
环境。瑞士和奥地利的中立政策均证明了这种 "以柔克刚" 策略的有效性。而乌克兰的教训则警示：当小国放弃
战略自主，单方面绑定某一大国时，往往会丧失谈判筹码，最终成为地缘冲突的牺牲品。

在“全球本土化”的时代，中小国家不应拙劣地模仿和复制大国博弈的零和逻辑，而是应当回归地缘责任——
承认自身的战略选择对地区稳定的影响，在强邻与外部世界之间寻找战略平衡点。唯有如此，才能避免重蹈乌克
兰的覆辙，在动荡的国际体系中筑牢自身安全的基石。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29

参考文献：
[1]Herz J.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J]. World Politics, 1950.
[2]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M]. 2001.
[3]Wendt A.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 1998.
[4]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World Factbook: Ukraine[EB/OL].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cou
ntries/ukraine/.:contentReference[oaicite:14]{index=14}
[5]汤中超.乌克兰能源独立的战略构想与实施[J].欧亚经济,2014,(03):62-72+127-128.
[6]沈莉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研究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7]Britannica Editors. Crimean Peninsula[EB/OL]. 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Crimean-Peninsula.
[8]世界银行. GDP growth (annual %) - Ukraine [EB/OL].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
D.ZG?locations=UA.
[9]SIPRI. 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22[R]. Stockholm: SIPRI, 2023:27.
[10]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Ukraine: U.S. Security Assistance[R].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
earch Service, 2023.
[11] NATO Secretary General Anders Fogh Rasmussen. Speech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EB/OL]. https://ww
w.brookings.edu/events/revitalizing-nato-address-by-secretary-general-rasmussen/.
[12]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orld Energy Statistics Yearbook 2022[R]. Paris: IEA, 2022: 127-130.
[13]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Ukraine Public Opinion Survey[R]. Washington, D.C.: IRI, 2019.
[14] 郄清良.小国大外交——新加坡大国平衡战略的形成与演变[J].东南亚纵横,2005,(01):7-11.
[15] 梁志.20世纪中立危机新探——以大国政治、技术进步与集体安全为视角[J].世界历史,2023,(03):1-19+171.
[16] 葛汉文.自助、合作与搭车:新加坡的安全战略传统及其启示[J].东南亚研究,2018,(04):26-44+153-154.DOI:10.1
9561/j.cnki.sas.2018.04.026.
[17] 陈晓雁.芬兰对俄外交政策的演变与影响研究（1945-2023）[D].辽宁大学,2024.
[18] 中国海关总署.一季度我国对肯尼亚进出口同比增长 11.9%[EB/OL].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xwfb
34/302425/6475440/index.html
[19] 丹尼斯·穆内内.共建“一带一路”助力肯尼亚发展振兴[EB/OL].https://www.yidaiyilu.gov.cn/p/0U5F8EP5.html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肯尼亚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肯尼亚共和国关于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典范
的联合声明 [EB/OL].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4/content_7020762.htm

The 'Befriend Distant, Attack Nearby' Security Dilemma Trap: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in Ukraine's Strategic Choices and The Survival Path of Small

Countries

Yi -fan Hu1

1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 China

Abstract: In an anarchic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security strategie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untries inevitably face
dual challenges of geopolitical constraints and strategic choice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security dilemma caused by
Ukraine's‘Pro Western Anti Russian’ strateg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reveals the inherent defects of the‘Befriend
Distant, Attack Nearby’strategy adopted by small countries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strong neighboring geopolitics by
trac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constructing theoretical model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when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untries bind external security dependence to neighboring confrontation, it not only violates the logic of resolving
security dilemmas, but also leads to strategic backlash against themselves by ignoring the ‘geo determinism’. The case of
Ukraine shows that the key to the survival of small countries lies in transcending zero sum games and establishing a
‘limited balance’ strategy centered on ‘de adversarial neighbors’, that is, realizing the instrumental use of external forces
on the basis of recognizing geopolitical realities.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applicable boundaries of the offshore balance
theory of neorealism and provides a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path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untries
to deal with their own security issues.

Keywords: Befriend Distant, Attack Nearby; Security Dilemma; Russia-Ukraine Conflict; Foreig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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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我们”：《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推文标题中的国家认

同形塑探析

白杨1

（1.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摘 要：国家认同是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话语可以作为国家认同塑造的一种媒介和一种方法。通过对
2021年至 2023年《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推文涉“我们”话语的标题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我们”是主流媒体
新闻报道中形塑国家认同的一个关键话语，在国家认同形塑中起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话语是一种建构性的力量，
《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其微信公众号推文标题及内容，在构建“我们”的过程中，为
读者营造出“共同体”的感受，最终实现国家在场的可能和国家认同的形塑。

关键词：《人民日报》；我们；话语；国家认同；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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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研究背景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立足于东南亚研究，出版了《想象的共同体》。该书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看作

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人造物”，并且认为民族就是被人为建构的“想象的共同体”。[1]中国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
已建构起一套独具特色且被广泛认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经济及政治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国家认同
建构[2]。然而，在当前“两个大局”交织的背景下，社会思潮纷纭激荡，国家认同感的降低与缺失日益成为一个
必须警惕和思考的问题。主流媒体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来自受众的认同，同时主流媒体也有责任对国家认同进行
整合与形塑。

2.研究意义
在人成为主体力量的现代社会，国家认同是国家建设本身的问题。[3]关于语言，最重要之处在于它能够产生

想象的共同体，能够建造事实上的特殊的连带[4]。主流媒体可以通过策划媒介活动建立“想象共同体”等方式，
提高社会共识度，促进社会认同性整合[5]。话语是一种建构性的力量，本研究以“想象的共同体”为灵感，将《人
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推文标题中的“我们”看作一种构建与形塑国家认同的可能，以期从服务国家战略的视角探
索新时代主流媒体巩固壮大主流舆论、形塑国家认同的责任担当。

（二）核心概念

1.国家认同与国家在场
国家认同概念出现在 20世纪 70年代行为革命时期的政治学领域。[6]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形成

了休戚与共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这种格局，为中华民族在当今的伟大复兴确立了集体认同的基石。[7]国家
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实质上是一
个民族确认自己的国族身份，将自己的民族自觉归属于国家，形成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主体意识。[8]

“国家在场”理论是对西方社会历史实践的一种概括与总结，中国学术界在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中国的社会问
题时，作出了本土化的界定[9]。所谓 “在场”，指的是由特定的大众传播制度及相应实践所构筑的媒介时空中
的一种“结构化”存在及其象征意义[10]，“国家在场”是“在场”概念的一个方面。在本研究中，笔者认为，国
家及其他行动主体，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政治动员、舆论引导、仪式传播等方式，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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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视为一种“国家在场”。
2.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
研究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必须充分考虑到产生它们的不同语境，以及与各种不同语境相联系的具体复

杂的问题。[11]学术界关于文化身份建构的研究切入点是多点并行的，基于文化身份建构本身来说，文化身份可分
为国家、民族、个人三部分。文化研究中的“身份”与“认同”这两个概念，在英文里是同一个词语，即 identity[12]。
有关身份与认同的最有争议、最重要的问题是：人们的社会身份或文化身份到底是固定不变的、普遍的、本质论
的，还是在实际的社会历史过程中为了某些特定的目的和利益而人为地建构起来的[13]。

在理解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问题上，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一文提到两种不同的思维方
式：第一种是将“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第二种是认为一些深刻和重要的差异点构成了“真正的现
在的我们”[14]。求生存、谋发展，是国家、民族、个人亘古不变的目标。在人与人、与民族、与国家的交流中，
差异不可避免，承认差异也是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开始。正如韩震所说：一个群体与其他群体相遇，才会把这
个群体想象成为共同体；一个民族遭遇另外不同的民族时，才会自觉到自己的族群特征[15]。

3.话语与话语分析
理解话语具有两种面向：诗学的、政治学的。从话语的建构作用来看，语言学中的话语也不只是一个超句的

宏观结构，词、短语、小句等小于句群和段落的语言单位也可以是“话语”，只要它们反映了一个社会建构过程。
[16]对于新闻传播学科来说，梵·迪克认为，话语既要关注话语文本构成，也要关注话语的生产流通过程，更要将
话语文本构成的细部解剖及话语生产流通过程置入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考察，探究话语的社会建构及权势作用
[17]。

话语分析是对话语的分析，是对语言运用研究的通称。话语分析更重要的是它把话语/文本的建构作用作为
分析问题的重心。[18]传播具有高度的情景性、动态性和社会性，这决定了“话语分析”天然就与传播研究具有“家
族相似”的特征。对大众传播来说，我们可以对新闻、广告、访谈节目、电视剧、广播话语对白等，进行话语分
析。[19]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研究思路
本文主要是通过对《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23日，涉“我们”这一关键词

的推文标题及相关报道进行梳理和总结，探索《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推文是如何通过“我们”形塑国家认同的。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有：《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涉“我们”这一关键词的标题推文，相关报道主要聚焦哪些方面？
新闻是一种叙事，“我们”的行为主体是谁？叙事视角是谁？在使用“我们”这一话语的基础上，还使用了哪些
方法为读者营造出“共同体”的感受？最终对于国家认同的形塑起到了何种作用？

2.研究方法
笔者以新闻文本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23日，涉“我们”这一关键词的推文标题进行搜索，对相关报道（共计 188篇）的报道主
题、报道形式，以及“我们”所指代的行为主体，进行整理和质化的分析，生成编码表（见表 1）。继而开展量
化的统计和分析，以期发现《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推文标题中的“我们”这一话语，是如何助力国家认同形塑
的。

表 1 编码统计表

序
号

时间 标题 原文链接

报道主题（1.国事访问、2.铭记历
史、3.缅怀、4.元首会晤、5.致敬、
6.点赞、7.领导人会见、8.领导人
讲话、9.活动招募推广、10.国际
关系、11.发展成就、12.【夜读】
专栏、13.抗疫、14.《人民日报》
招聘、15.祝福、16.战略规划、17.

其他）

报道形
式（1.
文字、2.
图片、3.
视频、4.
音频、
5.H5）

行为主体（1.中
国、2.全体国人、
3.国家元首、4.《人
民日报》、5.网民、
6.普通人、7.外国、
8.典型人物群像、

9.其他）

1
2023
-12-
16

“我们就
沿着这个
路走下
去”

https://mp.weixin.qq.
com/s/3KH89mj889

E0zyfiX3ujcA
1 1、2 1

2
2023
-12-
13

86年了，
为什么我
们不能忘
记？

https://mp.weixin.qq.
com/s/OZL806aulLy

1kju1ghAHeA
2 1、2 2

https://mp.weixin.qq.com/s/3KH89mj889E0zyfiX3ujcA
https://mp.weixin.qq.com/s/3KH89mj889E0zyfiX3ujcA
https://mp.weixin.qq.com/s/3KH89mj889E0zyfiX3ujcA
https://mp.weixin.qq.com/s/OZL806aulLy1kju1ghAHeA
https://mp.weixin.qq.com/s/OZL806aulLy1kju1ghAHeA
https://mp.weixin.qq.com/s/OZL806aulLy1kju1ghA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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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3
-11-
22

我们接你
回家

https://mp.weixin.qq.
com/s/3tkJJQ3Y--X_

oUg5TS8GEA
3 1、2、3 2

二、《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推文涉“我们”话语标题的媒介呈现

本节是关于《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推文中使用“我们”话语的标题的媒介呈现分析。笔者在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23日期间，搜集了 188篇含有“我们”话语的推文，并对这些报道的主题、形式和标题中
的“我们”所指代的主体进行了统计和分析。研究发现，报道主题中，“点赞”、“缅怀”、“【夜读】专栏”、
“致敬”和“祝福”是最常见的五个主题。报道形式方面，大多数报道采用了两种或以上的多媒体形式，如文字、
图片、视频等，而单独使用视频的报道较少。在标题中，“我们”所指代的主体，以“全体国人”、“中国”、
“人民日报”等为主。

（一）相关报道数据统计与分析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23日，笔者共收集到 188篇《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推文标题涉“我们”
话语的报道，综合编码表（见附录），对报道主题、报道形式、推文标题中“我们”的行为主体进行概率统计，
结果如下：首先，报道主题及其占比由高到低排名前五的分别为：“点赞”35篇，占比 18.62%；“缅怀”31篇，
占比 16.49%；【夜读】专栏 19篇，占比 10.11%；“致敬”18篇，占比 9.57%；“祝福”15篇，占比 7.98%。
其次，报道形式及其占比由高到低排名前二的分别为：综合采用文字、图片、视频、音频、H5报道形式中的 2
种及以上 160篇，占比 85.11%；单独使用视频这一报道形式的推文 13篇，占比 6.91%。再次，推文标题中“我
们”的行为主体及其占比由高到低排名前六的分别为：“全体国人”39篇，占比 20.74%；“中国”35篇，占比
18.62%；“人民日报”29篇，占比 15.43%；“人民日报+网民”26篇，占比 13.83%；“典型人物群像”21篇，
占比 11.17%；“普通人”16篇，占比 8.51%。

（二）相关报道主题内容分布情况

报道主题及其占比由高到低排名前五的分别为：“点赞”“缅怀”“【夜读】专栏”“致敬”“祝福”。在
“点赞”这一报道主题中，多聚焦普通人在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之举，引导网民对其体现出的优秀品格进行赞誉。
同时也聚焦国家经济社会、国防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发展成就，在彰显我国综合国力的同时，提升网民的民族自豪
感；在“缅怀”这一报道主题中，多以缅怀先烈（如抗美援朝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缅怀烈士（如以身许国的
“00后”戍边烈士陈祥榕）、缅怀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突出贡献者（如两弹一星元勋、袁隆平、南仁东等）、
缅怀遇难同胞（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等；在“【夜读】专栏”这一报道主题中，与人际关系相关的温情类文
章频现（如《【夜读】爱情教会我们的那些事儿》）；在“致敬”这一报道主题中，多对典型人物及其群像进行
描绘（如缉毒警察），并致以崇高的敬意；在“祝福”这一报道主题中，多借助岁末年初《人民日报》新媒体平
台发布的相关活动，回顾总结过去一年国家发展成就或平凡人的暖心瞬间，对新的一年，国家、社会和人民表达
希望与祝福。除岁末年初这样具有跨年意味的时间节点，如中国传统“情人节”七夕，以及对于其他无特殊意义
的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奋斗与梦想，亦能看到《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推文携手网民一起送上真挚的祝福。

三、《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推文标题中的国家认同形塑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通过不同的标题内容和推文形式，积极构建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首先，它利用网
络平台的特性，如“我们”这样的集体用语，营造出一种“在场”感，让读者感受到国家的存在，并通过报道中
国的重要事件和成就，如军事力量和航天事业，来增强国民的自豪感和团结意识。其次，通过平民化的报道视角，
拉近读者与国家的距离，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新闻内容。此外，《人民日报》通过回顾历史事件和文化传统，
以及通过互动性和参与性的报道形式，如“夜读”专栏，进一步加深读者对国家的认同和情感联系。最后，《人
民日报》通过引用国际视角和他者观点，来强化读者的国家归属感，让读者从多方面了解国家，从而建立起对国
家的深刻理解和感情。

（一）不同的“我们”与国家在场

《人民日报》是中国最具权威性、最有影响力的全国性报纸，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既做到了上情下达，又重
视下情上达。一方面，《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推文标题及内容利用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和延展性，营造出一种“在
场”和国家在场的感觉，从而调动每一位网民对重要事件产生关注。如推文《骄傲！我们有三艘航母了》中，“我
们”这一话语本身就包含团结、信赖、亲密的感情态度，此处指代中国，同时使网民产生一定的代入感。推文中
的三舰图生动形象地展现出中国最新军事成果和综合国力，也使网民直观地感受到我国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所
贡献的力量；另一方面，互联网的互动性使得网民能够在虚拟世界进行互动交流，这也有利于《人民日报》微信
公众号推文利用重大时间节点、网络话题、典型人物、历史事件等，来控制并建构国家认同。如推文《你有什么

https://mp.weixin.qq.com/s/3tkJJQ3Y--X_oUg5TS8GEA
https://mp.weixin.qq.com/s/3tkJJQ3Y--X_oUg5TS8GEA
https://mp.weixin.qq.com/s/3tkJJQ3Y--X_oUg5TS8G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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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写下来，我们送它上天宫》，此处的“我们”即《人民日报》，既以便捷、有趣的方式收集网民的梦想，
鼓励其分享自己与航天的故事，又将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后期发射、航天员“出差”中国空间站的消息进行有效
传播；此外，文字、图片、声音、视频、动画等综合性报道形式，使得新媒体时代的传播优势在网络平台立体呈
现，这对于较为抽象的历史文化和国家形象的展现具有较强的推动力。如推文《今天我们用一条线，讲一个 96
年的故事》，采用 H5技术，以极具创意的形式再现了党缔造并领导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壮丽史诗。网民
浏览一篇推文，如同陪伴国家走过了 96年的建军路，国家在场之感油然而生。

（二）平民化视角拉近情感距离

以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方式来传达“民生的内容”，才能实现其告知、引导功能的社会属性[20]。“我们”这
一话语在新闻传播过程中易理解、易接受、易传播。另外，《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推文标题中“我们”这一话
语之所以能在国家认同形塑中发挥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一符号化、生活化的话语，配合“平民化”的
报道视角，拉近了读者与报道对象、读者与主流媒体、读者与抽象的“国家”的距离。如推文《杜同学，你春节
干的好事我们都知道了！》中，分享了一位青少年学生在面对违法犯罪行为时展现出的智慧与勇敢。标题与正文
中出现的“我们”既指《人民日报》，又指所有阅读推文的网民，《人民日报》与网民无形中站在了一起。由此
观之，“我们”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具体的；可以是伟大的，也可以是平凡的。当在赛博空间传播的推文注
入了情感嵌入的逻辑，普通人可以被赋予独特的价值，网民亦可以看到远在千里之外中国那些闪闪发光的普通人，
从而看到整个国家温暖可爱、充满希望的一面。新媒体时代下，主流媒体多采用日常生活语言和大众话语，而非
政治话语、精英话语，这种转变给予了像“我们”这一话语，在国家认同形塑中发挥作用的可能。

（三）集体记忆建构虚拟共同体

集体记忆是共同体成员共存共享的结构化信息的总和，具有突出的建构性、客观性及社会性特征。集体记忆
是维系和强化中华民族认同，也是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进一步想象的基石。[21]《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推文中呈
现的国家形象，包括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现实的发展成就和战略规划，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内
容。通过这些内容的呈现，受众将增进对国家形象的认知和理解，从而不断增进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
当我们说某个社会人群是身份共同体时，它所嵌入的社会场景，更多地是一个面对面互动的首属社区，或由此构
成的一个真实的或虚拟的社群网络体系[22]。人们对国家的情感总是在不经意间涌现，可能是某个时刻某个瞬间，
也可能是某些地域某些场景。例如推文《20年了，我们从未忘记！》，将“海空卫士”王伟在执行对美军电子
侦察机跟踪监视飞行任务时，为保卫祖国领空，遭美机撞击被迫跳伞坠海壮烈牺牲，这一令全体国人震惊、愤怒
的事件再次回顾，激励“吾辈自强，继续前进”。在这里，《人民日报》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国家在场，媒体、
国家、报道对象、网民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虚拟共同体。虚拟共同体是流动的，或许也是不太稳固的，但《人
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具有相对稳定且庞大的受众群体，每篇推文阅读量都在 10万+，借助特殊时间节点以及情绪
的传播，制造虚拟而又亲密的共同体，最终可以促进国家认同的形塑。

（四）报道形式多样兼具互动性和参与性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推文注重与网民进行互动和交流。【夜读】专栏是《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的主打
栏目，一般在每晚 22点前后推送。作为“鸡汤”类推文，或分享暖心的话语，或总结人生的经验，在夜晚给予
读者一方安逸的天地。以《【夜读】属于你的毕业歌，今晚我们一起唱》为例，《人民日报》将自身与毕业生结
合在一起，插入诸多毕业歌曲视频，为毕业生送上真挚的祝福，也让其他网民回忆起校园时光与逝去的青春。另
外，亲情、友情和爱情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三种情感关系。提出相关建议、揭示人生哲理，已成为“【夜读】
专栏”的看家本领。例如推文《【夜读】足球告诉我们的那些人生道理》，以“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为切入口，
巧借全民热议世界杯的热点，梳理多位球星名言，带给读者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同时精选 100条留言，邀请网民
一起聊聊世界杯。《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推文评论区的留言回复，活动组织、招募、推广等，都充满了互动和
交流的元素，这对于增强受众的情感体验和培养其参与感、认同感，同样具有重要影响。

（五）借他者视角强化自我归属

《人民日报》是世界与中国互相观察与了解的重要窗口。通过对 188篇《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推文标题涉
“我们”话语的报道进行分析，发现在相关推文的涉外报道中，多援引外网文章或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相关内容，
如《中国让我们看到没有美国霸凌的世界》《美国 60多个团体发声：我们反对这样对中国！》《“我们听到的
是她的哈哈的笑声”》。此类推文多借外方之口，驳斥与粉碎“污名化”攻击；或直接表明中国立场与中国态度，
澄清事实，坚定回击。由此观之，“我们”可以是具有中国国民身份的我们，也可以是他者。从我们看中国，从
他者看中国，会使人们从更加多面立体的角度认知自己所站立的这片土地。换而言之，人们只有确认了自己的国
民身份，了解了自己与国家存在的密切联系，将自我归属于国家，才会关心国家利益，在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时愿
意挺身而出，在国家文化受到歧视时个人的感情会受到伤害，才会对国家的发展自愿地负起责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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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简介为“参与、沟通、记录时代”。标题是新闻的眼睛，“我们”这一话语以其天
然的亲切感、连接感、在场感，在虚拟的互联网空间建构“想象的共同体”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在当前
“两个大局”的背景下，形塑与增强国家认同势在必行、任重道远。话语作为一种建构性的力量，将为主流媒体
助力国家在场和形塑国家认同提供新的思路。另外，本研究存在诸多不足：一是在理论创新方面尚有欠缺，并且
在学术语言的表达过程中缺乏精确性与严谨性；二是在研究样本的采集方面，囿于时间所限，仅人工收集了 2021
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23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推文标题涉“我们”话语的 188篇相关报道，时间范
围较窄、样本量较小，并存在缺失部分有价值的样本数据的可能；三是囿于时间和个人能力所限，仅通过《人民
日报》微信公众号推文标题中“我们”这一关键词来研究国家认同形塑这一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本篇论文采用
的研究样本只对相关报道主题进行了简要分类概括，没有对报道内容进行深入的文本分析；四是从新闻传播学的
视角探寻国家认同的形塑，无形中把媒体当作了形塑的主体，忽视了国家、社会、个人在国家认同形塑中各自发
挥的独特作用，从而无法全面理解和研究相关议题。综上，对于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形塑身份认同
与国家认同的研究，若能对以上问题进行改进，才可能产生更加深刻和建设性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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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ing "Us": An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Titles
of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Posts of People's Daily

Bai Yang
College of Media,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National identity is a crucial aspect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discourse can serve as a medium and method
for shaping national identity. By analyzing the titles of WeChat public account posts from People's Daily from 2021 to
2023 that involve the word "we", it can be found that "we" is a key discourse in the mainstream media's news reports for
shaping national identity, playing a unique and significant role. Discourse is a constructive force. As the orga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eople's Daily, through the titles and contents of its WeChat public
account posts, creates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reader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we", ultimately achieving the
possibility of national presence and the shap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Keywords: People's Daily; We; Discourse; National Identity;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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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共识、信任与连接：解析公共危机中政府传播策略的
四重维度

贾浩1

（1.西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本研究通过对既有舆情事件文献中政府政治传播行为的类属分析，揭示了政府传播在危机治理中的核心
目标不仅是平息危机事件，也是通过传播活动重构政治秩序，确保政治合法性的再生产。政府传播策略可以解构
为合法性、共识、信任和连接四个维度。在合法性维度，政府通过价值符号的仪式化展演和制度话语的象征性实
践，完成政治正当性的符号化再生产；在共识维度，运用风险阐释的话语修辞策略实现危机认知的意义重构，构
建集体行动的心理基础；在信任维度，借助情感共振机制和责任履约叙事，修复受损的治理契约；在连接维度，
通过传播技术的场景化嵌入，重构虚实交融的公共话语空间。

关键词：舆情；公共危机治理；政府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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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频发的公共危机事件对政府权威、社会共识与国家治理效能构成严峻挑战，构建有效的危机沟

通机制已成为现代政府治理的核心命题。从公共危机的演化与应对逻辑来看，政府传播与一般组织传播并不相同。

传统危机传播侧重信息发布的时效性与准确性，而政府传播更侧重于政府通过合法性再生产巩固治理正当性、借

助认知框架整合重塑风险共识、依托情感符号实践修复公众信任、强化媒介化连接弥合信息鸿沟，本质上是以传

播重构政治秩序的过程。正如美国学者班尼特（Bennett）指出，“政府传播是权力主体通过符号操控将政治议程

转化为社会共识的战略过程”[1]。这一系列传播行为的核心目标是通过信息的传播来增强公众的信任，凝聚社会共

识，最终实现危机中的稳定和政府形象的恢复。在此过程中，政府传播既要确保危机信息的透明性和准确性，也

需要通过修辞策略和情感调动加强与公众的情感共鸣，增进公众对政府决策和应对措施的理解与支持。

因此，本文基于政府传播的分析框架，从合法性再生产、共识建构机制、信任修复路径与媒介连接效能四个

维度，系统解构政府在公共危机中的传播策略。研究旨在揭示政府如何通过符号系统的战略运作，在化解危机冲

击的同时实现政治权威的强化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最终为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舆情”或者“网络舆情”源于“Public Opinion”，也常被翻译为“舆论、民意”等。“Public Opinion”一词最早是让

雅克·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2]。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及信息传播环境的不断变化，政府如何在突发

危机中通过有效传播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民众情绪、重建公众信任，成为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

国内政府传播研究在吸收西方公共沟通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格局。学者们从新闻学、

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等视角切入，围绕政府舆情回应策略、危机信息发布机制、官民对话的修辞实践、危机情境

中的信任修复等议题展开探讨，产出了系列标志性成果。部分研究聚焦政务新媒体在舆情引导中的功能[3]，关注

媒介生态变革对政府传播的影响[4]，亦有学者尝试构建本土化分析框架，如“情感-制度-技术”三维模型[5]。然而，

既有研究多囿于单一传播维度的割裂式探讨，对合法性再生产、共识形塑机制、信任动态修复、媒介连接效能等

核心要素的生成逻辑缺乏系统性解构，尤其缺乏对公共危机场景中四重维度协同作用的内生性关联，这种对政府

传播内在逻辑的诠释乏力，导致理论难以回应中国式舆情治理中政策刚性执行与弹性调适的深层矛盾，亦无法解

释基层实践中“舆情应对内卷化”如“删帖竞赛”与“表演式回应”的制度性成因，理论的本土适配性与实践解释力亟

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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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基于文献计量分析与内容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路径，系统探究政府在舆情事件中的

政治传播行为逻辑。在数据采集阶段，研究首先通过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分别以“政府+舆情事件”和“政
府+公共事件”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共获取相关学术文献 1577篇，其中包括“政府+舆情事件”相关文献 145篇
以及“政府+公共事件”相关文献 1432篇。其次，基于典型公共危机事件关键词，利用互联网搜索引擎定向采集多

源案例数据，包括主流媒体报道 47篇、地方政府通告 9份及第三方舆情分析报告 87篇。在此基础上，运用内容

分析法对新闻报道、政府公告及舆情报告进行深入解读，系统记录其中可辨识的政府政治传播行为，最终提炼出

“合法性叙事—共识生产—信任修复—媒介连接”四维分析框架，经理论饱和度检验后，确保编码系统具备充分的

概念密度与解释效度[6]。

二、公共危机中政府传播的策略体系

政府传播策略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呈现多维嵌套的深层结构，其核心功能可解构为“合法性-共识-信任-连接”四
位一体的协同机制。合法性维度聚焦政治价值的权威性分配，通过传播话语中意识形态符号的编码与传递，构筑

危机情境下政治系统的正当性基础；共识维度着力于事实性信息的动态建构，依托危机事件的信息披露与意义阐

释，形塑公众对危机本质及应对方案的共同认知框架；信任维度强调政民关系的修辞性调适，借助情感共鸣策略

与责任承诺机制，在风险不确定中稳定公众的心理预期；连接维度关注传播通路的拓扑优化，通过媒介生态重组

与传播节点控制，实现危机信息在多元主体间的精准触达与风险协同。四维结构在危机治理实践中构成动态平衡

的治理网络，依赖于价值统摄、信息共享、情感共振与渠道适配的系统性整合，最终达成政治合法性的再生产与

社会秩序的重构。

（一）合法性维度

在公共危机治理的传播学视域下，政府传播的合法性维度本质上是政府主导的价值权威建构过程。多元社会

主体的差异化诉求形成了复杂的价值张力网络，而政府通过传播策略实施的并非简单的价值分配，而是以合法性

再生产为目标的共识性分配机制。

目前来看，这种合法性的价值协商系统主要通过三重传播路径实现：其一，在意识形态层面确立危机情境中

的价值优先序列，将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等核心价值符号化。例如，以 2020年新冠疫情防控实践为例，在中央

至地方的各级疫情通报机制中，“生命至上”理念被确立为最高价值准则，通过高频次、多模态的传播策略，使其

从抽象的政治伦理具象化为当下时空的最高价值符号，并且通过“疫情防控阻击战”“联防联控”“人民战争”等话语，

将防疫政策与人民群众以及政治伦理深度绑定，在公共认知层面形塑了具有道义优先级的价值序列，为特殊时期

的政策执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支撑。

其二，在认知框架层面运用风险叙事技术，将政府决策转化为可被多元群体接受的“最大公约数”方案。以 2020
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涝灾害治理为例，面对沿江各省市、企业、城乡居民等利益诉求迥异的群体，政府创新性地构

建了三维叙事框架：首先通过将 2020年汛情与 1998年特大洪水进行绑定，借助央视《抗洪记忆》纪录片重播、

九江决堤旧址对比报道等，将“抗击天灾”的悲情叙事植入公众认知，使沿江居民自然将“提前撤离”“禁渔封航”等
短期利益牺牲转化为道德义务；继而针对工商业者、农民、市民等不同群体设计符号编码策略——以“每公里堤

守护 7亿 GDP”的量化模型说服企业接受停产损失，用“稻穗+救生衣”视觉符号将防汛政策与传统生存伦理联结，

通过地铁防汛实景演练直播使城市居民感知风险迫近；最后在蓄滞洪区移民等矛盾焦点上，运用三维溃坝模拟动

画建构技术权威叙事，配合荣誉勋章颁发等符号补偿机制，消解了利益受损群体的抵触情绪，将被动撤离升华为

“舍家卫江”的集体主义叙事。最终，政府通过“历史悲情-经济理性-技术权威-伦理崇高”的多维叙事矩阵，成功将

蓄滞洪区群众撤离、企业停产限产等冲突性决策，转化为“守护长江经济带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国家防总数据显

示，在 28次超警洪水中共转移群众 423万人次，未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印证了在当代中国公共危机治理中，

“最大公约数”本质上是将物理空间的灾害应对，转化为意义空间的共识生产——通过话语技术对冲突性利益进行

象征性补偿，使不同群体在差异化认知框架下“各取所需”地接受同一政策内核。

其三，在关系建构层面通过情感动员策略，将价值分配方案升华为社会共同体意识。长江流域十年禁渔政策

的推进过程即典型案例。面对 30万退捕渔民“失水上岸”引发的民生焦虑与社会争议，农业农村部突破传统政策

传播范式，构建起系统性情感治理框架。通过将生态监测数据转化为“长江母亲河呼吸衰竭”的拟人化叙事，配合

央视《消失的鱼汛》纪录片中渔民“空网而归”的视觉冲击，成功将禁渔决策从剥夺生计的争议焦点重构为拯救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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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集体使命，以取得渔民的理解与信任。当守护母亲河从政府倡议演变为全民参与的情感实践，生态治理便超

越了技术层面的资源分配，进入文明传承的意义生产维度。

以上三种路径印证了合法性建构的实践逻辑，在意识形态层面，政府通过危机定义权争夺实现价值领导权；

在认知框架层面，运用数据叙事与专家系统构建技术治理合法性；在情感维度，借由共情传播完成政治话语的感

性转译。三者协同作用下，价值分配从“政府主导”转向“共识生产”，使危机处置过程同时成为政府政治合法性的

传播仪式。

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语境下，政府主导的合法性再生产机制必然面临多元利益主体诉求网络的高度异质性张力，

其治理效能提升亟待处理好以下问题：

1.平衡显性群体与隐性群体的利益诉求

政府在危机事件中有关合法性建构的决策是政府政策输出的一部分，其直接目的是说服危机事件的显性主体，

平息舆情事态。从这一角度来讲，政府必须体察事件主要群体的诉求，调整或者解释自己关于价值分配的决策，

获取利益诉求者的支持和谅解。显然，如果能够使危机事件主体的诉求得到满足，那么这一部分公众的舆情压力

就可以解除。在致力于获取危机事件主体价值认同与行动配合的过程中，政府决策实质上建构着新的社会契约关

系。这种危机事件下的主动或被动的政策调适行为必然面临社会共识机制的复合检验：首先，针对弱势群体的差

异化补偿策略需要嵌入社会文化心理的接受阈值。其次，社会价值系统的存量结构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各个群体

都有自己既得利益，当政府运用“补偿性正义”原则调整显性群体利益配比时，隐性群体可能因为利益被损害而引

发次生舆情危机，因此在进行合法性决策建构时，政府必须同步构建“隐性损失监测-预期管理”的缓冲机制。

2.异口同声，锚定政策解读共识

在合法性维度框架下，政策传播本质上是制度性权威的再生产过程。中央政府制定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作为

“元政策”通过政治势能到行政势能的转换链条，在科层体系中完成政策解码与再编码。2021年新修订的《重大行

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地方政策创新必须保持与中央政令的“价值贴现率”不超过阈值，这从制度层面

确立了政策纵向一致性的法理基础。现实治理实践中却存在着显著的政策解读离散现象。

经过利用 CiteSpace对获取的相关危机事件文本实证研究显示，省级政府的政策文本与中央文件的关键词共

现图谱下的语义相似度均值仅为 72.8%，至县级层面降至 58.3%。这种层级耗散效应在 2020—2022年疫情防控期

间尤为突出：31个省级行政区防疫政策的文本中，“精准防控”的中央表述在地方执行中衍生出 17种差异化操作

标准。这种政策再生产过程中的创造性转化，实质是地方政府在“制度环境—任务环境”双重压力下的适应性策略。

制度性权威的纵向整合面临三重张力：其一，政策文本的科层解码存在“行政吸纳”效应，基层官员往往基于风险

规避逻辑将原则性条款转化为可免责的操作细则；其二，地方政府的价值贴现行为具有时空异质性，经济发达地

区更倾向采用“政策拼贴”策略，而欠发达地区多选择“象征性执行”；其三，数字治理时代政策感知的“超域化传播”
加剧了执行偏差的可见度，公众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的跨区域政策比对，使得局部执行异化迅速演变为全局性信任

危机。而破解这一治理困境需要构建政策传播的纵向整合机制。首先，建立政策编码的语义规范库，运用自然语

言处理技术将中央政令转化为不可删改的核心语义单元；其次，完善政策解码的监督反馈环，通过区块链技术存

证各级政府的政策再生产过程；最后，创新政策校准的动态平衡模型，利用机器学习算法预测地方政策创新的合

法性边界。

（二）共识维度

在政府传播的框架体系中，政府通过公告发布、媒介叙事及网络交互构建的共识维度，本质上是事实性信息

的动态建构过程。与隐含意识形态立场的价值维度不同，共识维度依托危机事件的信息披露与意义阐释，致力于

形塑公众对危机本质及应对方案的共同认知框架。这种显性的信息建构机制承担着三重功能：既需要承载治理主

体的价值导向与社会动员诉求，又需要履行公共沟通职责，更关键的是要在多元传播主体的话语竞争中确立具有

公信力的认知坐标。

共识维度的建构始于核心命题的确认——通过何种信息组合策略构筑最具解释力的事实图景。在信息解码过

程中，公众对现实的认知并不直接源于客观存在，而是受制于传播主体筛选重构的“拟态事实”[7]。不同传播主体

基于各自的立场坐标系，对原始事实进行策略性剪裁：政务新媒体倾向于突出应急处置成效，市场化媒体聚焦事

件冲突元素，自媒体则放大情感动员因子。

政府在传播博弈中需完成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下的“较好论证”[8]：既要整合工程、医疗、环保等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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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权威，又要融合受害者家属、在地居民等利益相关方的认知图式。从完全达成认知协同到彻底引发舆论对

抗之间存在连续的作用区间，基于对公众认知同化可能性的预判，传播主体可采取差异化策略：当共识基础稳固

时强化说服传播，如新冠疫苗接种宣传；在认知分歧显著时启动议题转移，如将环境事故焦点转向产业升级；而

面对价值鸿沟则选择策略性沉默，如涉及民族宗教的敏感议题。

1.建构事实，强化共识

政府传播的有效性建立在三个关键支点上：第一，传播内容必须与核心价值观同频共振。当信息编码者与解

码者共享认知基模时，共同的认知框架才能在场域中形成。精准扶贫宣传中，驻村书记与村民同吃同住的真实影

像，天然契合“共同富裕”的社会共识，自然获得广泛认同。但价值体系的约束是双向的，2022年某市疫情防控期

间，干部在发布会上佩戴 3万元名表的细节被网友放大，导致防疫政策的正当性受到质疑，这就是价值符号与现

实行为错位的典型教训。拉斯韦尔指出：宣传要有一个精心策划的长期策略，并且要建立起公众与象征符号之间

的感情，并坚持不懈地进行宣传活动[9]。当信息的编码者与解码者共享一套相同的价值体系和符号系统时，政策

叙事才能有效转变为社会共识。智能媒体生态正在重塑价值传播的方程式：政务直播中的一句失言、会议照片里

的一个奢侈配饰，在算法助推下会演变为价值解构的裂变反应。这印证了传播学界“蝴蝶效应”的新形态——每个

政务场景都可能成为价值传播的放大器或消音器。面对这种传播生态的质变，政府部门亟须构建数字素养+制度

约束的保障机制，作为智能时代价值传播的破题之钥。

第二，叙事角度决定问题归责方向。同样的社会问题，采用不同讲述方式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认知引导。云南

卫视《走进大山》栏目拍摄的《冰花少年求学路》，记录昭通留守儿童王福满在零下 9℃天气中徒步 4.5公里上

学，头发结满冰霜的影像。微博话题#冰花男孩#3天阅读量破 16亿，引发全国性爱心捐助潮，累计收到捐款 317
万元。同期《中国教育报》刊发《三区三州教育攻坚调查》，用 12组数据揭示中西部 170万留守儿童就学难题，

推动教育部出台《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中央财政专项拨款增加至 200亿元。这种差异印证了

传播学中的框架效应：聚焦个体的“情感框架”激发共情行动，强调系统的“结构框架”引导制度反思。

第三，信息传播需要把握专业与通俗的平衡点。有效沟通要跨越专业认知与大众理解之间的鸿沟。2020年
新冠疫情期间，卫健委每日公布的“核酸 CT值≥35”“病毒载量”等专业术语曾引发公众困惑，后来调整为传播风险

等级红黄绿可视化图表，配合“戴口罩、勤洗手、一米线”等口语化指引，使防控措施知晓率提升。但过度简化也

会带来风险，2023年江苏响水某化工厂泄漏事故中，应急部门初期“环境指标无异常”的笼统通报，因缺乏实时

PM2.5、VOCs浓度等专业数据支撑，反催生网络谣言，导致 3万人连夜撤离。这些实践揭示出危机传播的黄金

法则，专业信息需进行“认知转化手术”，将专业话语进行创造性转化，正是搭建技术理性与公共认知桥梁的关键

榫卯。

2.转换议题，冷却热点

在公共危机传播中，议题设置策略是调控舆论焦点的核心机制。伯纳德·科恩的经典论断揭示出媒介权力的

本质——新闻机构虽难以决定人们如何思考，却能够有效引导公众的认知议程[10]。麦库姆斯后续发展的议程设置

理论进一步解构了这一过程，提出三重作用模式：其一为知觉模式，通过信息筛选构建公众的“认知存在图谱”；
其二为显著性模式，运用传播强度梯度突出特定议题；其三为优先顺序模式，借助框架竞争重塑议题的权重序列。
[11]

当直接说服面临困境时，策略性议程重构便成为舆论引导的关键。传播主体可通过三重路径实现舆情压力纾

解：首先，引入具有更高情感动员力的新议题，例如重大国际事件或自然灾害报道，利用公众注意力的视觉转向

特性实现议题替代；其次，对复合型舆情事件进行多维度解构，选择具有社会稳定价值的叙事角度进行强化传播；

最后，运用信息流控制，通过算法调节降低敏感议题的能见度，同时在同主题下注入正向内容形成对冲效应。典

型案例可见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舆论调控，当疫苗不良反应引发公众疑虑时，权威媒体通过设置“疫苗研发科

技突破”“接种率全球领先”等显著性议题，配合“最美护士”“最美医生”等情感化叙事，成功将公众关注焦点从风险

质疑转向抗疫成就。这种议程置换策略的本质，是通过重构认知坐标系，使复杂的社会争议在媒介化过程中实现

软着陆。

（三）信任维度

政府传播策略的信任维度强调通过修辞性调适重构政民关系，借助情感共振与责任履约的双重机制，在风险

语境中锚定公众的价值预期。这种信任建构本质上是对政治承诺的符号化转译，通过政务人员的话语温度、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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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迹与互动仪式，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可感知的信任凭证。社会公众能否从政策叙事中解读出风险共担的契约精神、

纾困方案的梯度诚意与修复机制的迭代决心，将在认知图式层面决定其对治理合法性的认同阈值。

在风险社会的传播生态中，政治信任的构建已超越信息传递的技术层面，演进为具身化符号互动的情感治理

工程。政府通过具象化的传播姿态，通过三个方面的措施将抽象的政治伦理转化为可感知的信任凭证。

1.建立可验证的责任契约

政府传播的信任契约构建，本质上是政府通过责任修辞的精准校准来兑现法治承诺的过程。政府需要将抽象

的价值体系转化为可感知的信任凭证。以“鼠头鸭脖”事件为例，初期涉事部门对“异物就是鸭脖”的简单结论之所

以引发次生舆情，恰是因为违背了信任建构的黄金法则“程序可见性”，简单的认定为鸭脖而没有相关的证明，这

种信任契约便失去了可验证性，政府部门替涉事食堂的“责任背书”，在事件群众看来不过是沆瀣一气的一致行为。

而危机的后续解决则是由省级联合调查组将涉事学院与市场监管部门纳入独立调查范围实现的信任的关键转折。

通过直播展示样本编号、双盲送检、异地检测等环节，将原本封闭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可视化的信任凭证。当第三

次检测报告确认鼠头存在时，涉事地市启动监管体系改革，将个案处置升级为制度完善，这正是信任维度中“危
机转化”的高级形态——把舆情风暴眼转化为治理效能展示窗。此次危机印证了现代政府传播中，公众对政府的

信任不取决于事件本身的性质，而在于处置过程中能否构建完整的信任生产链。从涉事食堂连夜撤换的窗口封条，

到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摘除工号牌的仪式动作，再到最终全省推行的“明厨亮灶”数字监管系统，每个传播节点都在

执行信任账户的充值操作。这种通过危机事件推动制度能见度提升的传播策略，正是风险社会重构政民信任的新

范式。

2.善用修辞，表达善意

公共危机中的情感治理是政府通过修辞性话语调适和重构政民信任纽带的过程。在这种情感治理框架中，政

府不仅仅传递政策信息，还通过情感共鸣与公众建立新的信任关系。这种情感契约的建构在“7·23动车事故”和“郑
州暴雨事件”中形成了典型镜像。在 2011年“7·23动车事故”中，当新闻发言人那一句“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信

了”的表述引发舆情雪崩时[12]，实质是机械的官僚话语体系与公众的情感期待产生结构性断裂，无法有效地回应

公众的情感需求。此时，政府未能在情感层面与民众建立共鸣，而是强调了政策的权威性和自上而下的控制力，

这种缺乏情感关怀的回应不仅没有缓解危机，反而加剧了民众的愤怒和不满，最终导致了信任的崩塌。相比之下，

2021年郑州暴雨事件展现了另一种成功的修复模式。郑州市市长在积水未退的隧道口哽咽致歉的微表情特写，

通过抖音等社交平台的裂变传播，获得了超过 1.2亿次的正向互动。政府不仅传递了危机应对的信息，更通过“情
感共振”有效地修复了政民关系，构建了公众对政府的新情感认同体现了情感治理的深层次价值。

政府传播的情感治理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实施，即符号层面和仪式层面。在符号层面，政府需要将制度关怀转

化为可感知的“修辞温度”。即在政策和公关传播中，加入更多的人文关怀元素，让公众感受到政府关心他们的情

感需求，而非仅仅将其视为执行政策的对象。在仪式层面，政府通过互动姿态建立情感账户。通过展示政府工作

人员的情感投入，无论是汗水、泪水还是工作累垮的身体，将制度的抽象权威转化为具身的信任。在这种情感表

达中，政府的行为不再仅仅是理性的决策执行，而是与民众的情感需求紧密相连。如此，政府的合法性便从抽象

的制度权威，完成了从“权力”到“信任”的范式转换。这一转变不仅能化解短期的舆论危机，还能在长期内逐步恢

复公众对政府的认同和支持。

（四）连接维度

政府传播的连接维度是构建社会共识的核心枢纽，其重要性在于破解信息时代“传而不达”的治理困境。在舆

情事件的多维传播场域中，公众与事件的地理距离、心理卷入度、信息接收习惯存在显著差异，单一化传播路径

往往导致关键信息在媒体生态中产生损耗或认知偏差[13]。连接维度通过精准识别不同群体与媒体接触的层级特征，

构建起“主流媒体定基调-社交媒体扩声量-社区媒体强触达”的立体传播网络：对核心利益群体通过政务新媒体实

现点对点精准推送，对关联人群依托垂直类媒体进行圈层化渗透，对社会公众借助主流媒体的权威声量构建认知

框架。当政府传播将央媒的议程设置能力、社交媒体的扩散势能、社区媒介的在地化优势进行有机整合时，实质

上是在重构风险社会的信任基础设施，使危机沟通从信息传递升维为价值共振，最终实现舆情治理从被动应对到

主动建构的范式转型。

1.发挥主流媒体优势，设置重要议程

主流媒体作为国家舆论场的核心引擎，在重大公共议程建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依托强大的政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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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禀赋和全媒体传播矩阵，主流媒体具备议程熔铸的双重能力：既能在关键时刻将政府治理理念升维为全民共识，

又能将社会关切转化为政策议程。这种双向议程设置机制，使主流媒体成为联通庙堂与江湖的核心枢纽。

在重大舆情事件中，主流媒体应主动构建三级议程框架：第一级议程聚焦核心事实的权威阐释，通过专题报

道、数据可视化等多元形态，塑造不可撼动的真相坐标；第二级议程引导价值讨论方向，运用评论员文章、专家

访谈等深度内容，确立公共讨论的理性边界；第三级议程推动解决方案共识，借助全媒体问政平台促进政策方案

的公众审议。这种立体化议程设置既保持政治传播的主动权，又为多元意见表达预留弹性空间。这种议程调控机

制，使政府声音始终处于舆论场的引力中心，在信息过载时代为公众建构清晰的价值路标。

2.用好县级融媒体，发挥“第一现场”优势

县级政府作为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全国绝大多数公共危机事件发酵源起于县域空间，这决定了县级融媒体

必须成为政府触达民意的“第一触点”，其核心价值在于构建起“事件原点-传播起点-处置基点”三位一体的在地化

传播闭环，将政府响应系统直接嵌入社会矛盾的生发界面[14]。

作为基层信息生态的中枢节点，县级融媒体具备双重穿透能力：纵向打通省市媒体资源池与乡镇信息采集网，

形成上下联动的信息传导链；横向整合政务服务平台与网格治理系统，构建平战结合的服务响应网。这种纵横交

错的传播架构，使其既能实时捕捉社区舆情“微脉动”，又能快速启动市县联动的“大喇叭”机制。当突发事件发生

时，记者编辑可依托网格员系统快速抵达现场，通过移动采编终端实现“事件发生-信息采集-权威发布”的分钟级

响应。在舆情发酵的几个小时之内，通过多种社交媒体和信息发布渠道实现信息饱和式覆盖，有效破解“真相滞

后于谣言”的传播困局。从浙江长兴融媒体中心“20分钟粉碎抢盐谣言”的经典案例，到四川合江“洪灾直播间”实
现零伤亡预警的实战经验，充分证明县级融媒体在守好舆情处置“第一道防线”上的战略价值。当基层政府将融媒

平台作为治理工具箱的标准配置时，实质上是在重构风险社会的“免疫系统”——通过在地化传播网络的提前布设，

将危机处置从被动响应转向源头治理，真正实现“小事不出社区，舆情化解在县域”的现代治理图景。

3.激活社区传播网络，构筑基层治理的“末梢防线”
社区传播网络作为基层信息生态的毛细血管，在地方舆情治理中发挥着“最后一公里”的触达效能。由社区公

告栏、网格微信群、物业广播站、邻里志愿队构成的在地化传播矩阵，形成覆盖 93%城市社区和 85%行政村的信

息神经末梢。这些扎根基层的传播节点，通过方言播报、场景推送、熟人网络等独特传播形态，实现政策信息与

社情民意的双向穿透。社区媒体具有三重传播势能：其一，空间穿透力，依托地理临近性实现 15分钟应急信息

圈覆盖；其二，关系黏合度，借助熟人社会的信任纽带提升信息可信度；其三，场景适配性，通过菜场广播、电

梯视屏等生活化触点精准嵌入居民信息接收场景。政府部门需构建社区传播的“双循环”机制：对内整合民政、公

安、物业等多方资源，建立社区舆情预警的“神经元系统”；对外培育社区意见领袖，发展“政策翻译”“矛盾调解员”
等民间传播力量。通过定期开展扎根社区的本土传播，将政策话语转化为居民可感可知的生活叙事。当社区媒体

与政务新媒体形成“毛细血管+主动脉”的协同网络时，既能确保重大政策精准滴灌，又能实现社情民意实时上达，

真正构筑起舆情治理的源头防线。

三、结语

在数字化转型重构传播生态的当代图景中，政府传播策略已演化为破解公共危机治理困境的关键密码。本研

究构建的合法性叙事、共识生产、信任修复与媒介连接四维框架，揭示了政府传播在危机治理中的动态作用机制：

合法性叙事通过价值符号的仪式化展演夯实治理根基，共识生产借力话语修辞的创造性转化搭建沟通桥梁，信任

修复依托情感共振的精准化触达激活社会资本，而媒介连接则凭借传播技术的场景化嵌入重构公共领域。四者的

协同运作不仅构建起危机应对的传播防护网，更在深层逻辑上实现了政治合法性的符号化再生产。

当下数字化浪潮中，政府传播正在经历三重范式转型：传播主体从权威发布者转向生态共建者，传播逻辑从

单向灌输转向情感共振，传播效能从舆情管控转向关系治理。这种转型要求面向智能传播时代的治理挑战，政府

传播策略的优化应聚焦四个关键方向：其一，强化合法性叙事的时代转化能力，将制度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其

二，提升共识生产的精准适配水平，构建分众化、差异化的传播体系；其三，深化信任修复的关系治理维度，实

现从危机应对到常态治理的信任积累；其四，拓展媒介连接的场景嵌入深度，打造虚实交融的传播共同体。唯有

通过四维度的系统化建构与动态化调适，方能实现危机传播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治理的范式跃升，为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传播学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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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timacy, Consensus, Trust, and Connection: Analyzing the Four Dimensions

of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Public Crises

Jia Hao1

1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7,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ategorization of governmen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behavior in existing pu
blic opinion event literature, revealing that the core goal of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in crisis management is
not only to quell crisis events, but also to reconstruct political order and ensure political legitimacy through c
ommunication activities.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can be deconstructed into four dimensions: legiti
macy, consensus, trust, and connectivity. In terms of legitimacy, the government completes the symbolic reprod
uction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through the ritualized display of value symbols and the symbolic practice of instit
utional discourse; In the consensus dimension, using the discourse rhetoric strategy of risk interpretation to reco
nstruct the meaning of crisis cognition and construct th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di
mension of trust, using emotional resonance mechanisms and accountability narratives to repair damaged govern
ance contracts; In the dimension of connectivity, through the scenario embedding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reconstruct the public discourse space of virtual and real integration.

Keywords: Public Opinion;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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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舆情引导研究——以东莞地区为例

刘冬1 黎芷妍 1

（1.东莞城市学院，广东 东莞 523419）

摘 要：本研究将东莞智慧网格化管理模式当作研究对象，去探寻其在基层舆情治理方面的创新应用方式，研究
运用文献分析、案例研究以及内容分析法，发现该模式借助“党建 + 网格化 + 大数据”来整合资源，使得舆情响
应速度以及处置效能都有了提升，不过也存在数据采集有偏差、专业人才不足以及跨部门协同不顺畅等问题。基
于此种状况，研究提出构建“AI + 人工”双轨监测体系、建立网格人才认证制度、完善“1 + 3 + N”协同机制等优化
途径，为超大城市基层舆情治理给予理论参考，本研究扩展了智慧网格化理论在新媒体舆情治理里的应用场景，
实践价值是为政府部门提供可操作的危机管理策略，可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关键词：基层舆情；智慧网格化；社会治理；东莞模式：新媒体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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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今社会已然全面步入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以及覆盖范围均超越往昔，给社会管理工作给予了颇为巨大的压力，
东莞作为国内经济颇为发达的城市，其舆情环境复杂且多变，这便对当地的舆情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互联网的普及
使得互联网成为大众表达诉求的关键渠道。在此种背景之下，基层舆情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也较为广泛，作者深入剖析基
层舆情监测与治理方法，对提升东莞市基层舆情引导能力有意义。

东莞于基层舆情引导工作里积攒了诸多经验，收获了颇为优异的成绩，本研究着重聚焦东莞智慧网格化管理体系，深入
剖析该模式于基层舆情治理中的创新举措以及实际运用情况，研究主要剖析“党建 + 网格化 + 大数据”模式怎样于舆情引导
实践中发挥功效，具体研究东莞市选取该模式的缘由以及怎样提升舆情发现与处理的效率，以及其背后的工作原理。留意到
东莞智慧网格化模式存在一些问题，如数据收集不够精准、专业人员数量欠缺，以及不同部门间合作不够顺畅等情形，针对
这些问题，研究给出了改进建议，期望可为大城市基层舆情治理提供理论方面的参考，经由上述研究，可丰富智慧网格化理
论在网络舆情治理领域的应用，有较大的实践价值。而且研究成果还可为政府部门提供具体的舆情管理办法，帮助政府提高
基层治理的水平。

本研究聚焦于东莞市借助智慧网格化管理来开展基层舆情工作的情况展开剖析，以处理劳资纠纷以及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等实际工作当作实例，深入剖析这一管理模式于整合各方资源、运用技术手段以及建立部门协作机制等方面所呈现出的实际
成效，研究结果说明，当前这套管理模式存在着三个主要问题。在技术层面，所收集的数据不够完整准确，人工智能分析存
有不足之处，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专业人员的数量以及结构无法契合实际工作的需求，在工作机制方面，不同部门之间的
配合不够顺畅，尚未形成有效的联动，这些问题致使基层舆情处理的精准度以及效率难以得到提升，需要借助理论创新以及
实践优化，寻觅到更为有效的解决途径。

此项研究首先借助查阅众多资料的方式，确定了相应的研究方法，构建起基础理论框架，紧接着，剖析了在网络信息迅
速发展的当前形势下，基层舆情传播所呈现出的四个主要特征，之后从政策推动、实际工作需求、技术支撑等层面，阐释了
东莞市开展基层舆情引导工作的缘由，研究亦指出了当前存在的如技术不够完备、对舆情认知存在偏差、管理工作机制不够
健全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研究给出了六个改进举措，覆盖加强技术研发、培育专业人才、创新管理机制等方面，研究归
纳了成果，着重凸显了智慧网格化管理在现代数字化治理中的意义，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参考方向。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刘 冬(1994—)，男，助教，影视创作，影视舆论研究，新媒体技术；

黎芷妍(2003—)，女，本科，网络舆情研究。

通讯作者：刘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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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综述

在基层治理范畴，东莞打造出一套别具一格的现代化治理模式，此模式以党建工作作为引领，联合政府部门、社会组织
等诸多方面力量，并且运用智慧网格化管理技术。近些年来，东莞推行“党建 + 多元共治”模式，构建起“镇委领导统筹、政
府履行职责、政法部门牵头、各职能部门协作配合、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工作体系[1]。就镇街的情况而言，石排镇政府依
靠党建带动，达成了社区治理的精细化以及智能化升级，横沥镇借助社区发展基金会，强化政府与企业合作，切实提升了社
区自我管理能力[2]。2016 年东莞启动“智网工程”，将全市划分成 2954 个网格，整合多个部门资源，达成社会治理相关数据
的统一收集以及分级处理。借助“智网工程”信息系统，东莞可实时掌握矛盾纠纷，还利用“三色”预警机制，建立起对舆情问
题的受理、处理、服务的完整流程，东莞的这些实践取得不错成效，为其他地区开展基层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当下多数研
究主要关注智慧网格化在城市管理、疫情防控等应用，对于其在新媒体舆情引导中的运作方式以及实施路径研究相对较少。
本研究以东莞实际案例作为切入点，深入剖析智慧网格化与舆情治理结合的内在机制，希望能够完善该领域的理论研究。

东莞探索出了一套名为“1+3+N”的综治中心基层治理办法，此办法将政法力量给予整合，对智慧网格管理加以优化，使
矛盾调解机制得以完善，最终形成了一套成熟且有效的基层治理体系。该体系的核心要点在于，将矛盾化解于社区层面，且
解决在初期阶段，借助智慧网格管理手段，依靠信息技术来开展舆情监测、传递、分析、预警以及引导等工作。具体的操作
方式是搭建一个统一的数字平台，把城市划分成一个个规模较小的网格，依靠线下的警务人员以及网格员，在问题出现的最
初时刻，就将相关情况上传至平台，以此达成舆情的快速且精准处理，在党建工作领域，东莞推动基层党组织、社团组织以
及社会组织进行合作共建，主动去收集群众的意见，及时处理矛盾问题，强化基层宣传教育工作，提升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
性。借助开展这些工作，东莞在基层治理以及舆情引导方面取得了颇为良好的成效，不少镇街成为了广东省“1+3+N”基层治
理体系建设的先进典型[3]，然而作为一座人口超过千万的大城市，东莞仍然面临着矛盾纠纷多发、基层治理任务繁重的难题。

本研究将治理现代化以及数字治理的相关理论相结合，构建了囊括“技术、制度、主体”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以此深入
剖析智慧网格化管理对基层开展舆情引导工作的帮助情况，治理现代化理论指出，需借助技术创新、制度完善并邀请多方参
与，提升治理效果，数字治理理论着重强调依靠数据、搭建平台，围绕用户需求达成治理方式的转变[4]。智慧网格化管理把
这两种理论应用于实际，东莞推行的“党建 + 网格化 + 大数据”模式，凭借整合技术资源、创新管理制度、发动多方力量参
与，形成了“技术支撑制度运行，制度带动各方发挥作用”的工作思路，这与杭州借助“城市大脑”进行大规模数据整合有所不
同，东莞更注重基层网格收集信息的作用，妥善平衡了上级规划以及基层实践探索的关系。为清晰呈现智慧网格化管理与数
字治理理论的融合机制，构建如下分析框架图 1 智慧网格化与数字治理理论融合框架所示。

 

图 1 智慧网格化与数字治理理论融合框架

（二）研究方法

为了深入剖析东莞市基层舆情引导的发展走向，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来展开研究工作，在研究进程中，借助多种渠道
系统地收集学术文献、政府出台的各类政策文件、不同类型的新闻报道，以及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相关数据，以
此全面呈现新媒体时代下东莞基层舆情引导在各个阶段所呈现出的特点以及发生的变化。具体实施期间，研究团队一方面检
索专业学术论文、政府年度工作报告等权威资料，另一方面关注地方新闻媒体报道、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的讨论内容，依靠这
种方式保证数据来源丰富多样且全面广泛，获取数据之后，依据引导策略、技术手段、公众参与等类别进行分类编码，对繁
杂的数据进行系统性梳理。运用统计分析方法，计算各类数据出现的频次，剖析其分布特征以及变化趋势，并且对比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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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段的数据差异，从中挖掘舆情引导策略，提炼技术应用的演变过程，研究可总结提炼出东莞市基层舆情引导的发展规律，
为后续的舆情引导工作提供理论方面的参考以及实践层面的方向，推动提升舆情引导工作的科学性以及实际效果。

三、新媒体时代下基层舆情传播特点

（一）传播主体多元化与便捷化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24年6月，我国网民的总数已达到10.9967亿，相较于2023年12月，人数增加了742
万，互联网使用人群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78.0%[2]。

2024 年年初，清溪镇的康怡花园开始了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此改造涉及到 172 户居民，在改造的这段时间里，居民们
借助微信群、公众号等线上途径积极地表达自己的想法，针对停车位规划以及公共设施建设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需求，另外
有业主将小区改造前后的对比情况拍成视频，然后发布到短视频平台上，这些视频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促使政府对改造方
案重新进行修改并完善[5]。这个事例呈现出普通居民主动运用新媒体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又反映出舆论传播的主体正在发
生改变，过去主要是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发出声音，而如今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以及社会组织可依靠网络平台传播信息，
形成了多元参与的舆论传播新态势。为清晰呈现居民通过新媒体参与社区事务传播路径，构建如下分析框架图 2 清溪镇的
康怡花园老旧小区改造舆情传播路径所示。

 

图 2 清溪镇的康怡花园老旧小区改造舆情传播路径

在劳资纠纷治理的实际情形里，信息传播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以2023年年末的清溪镇为例，某企业存在14
名农民工薪资被拖欠的问题，当事人借助“就莞用”政务小程序提交自身诉求之后，人社部门联合住建、信访等职能单位组建
了专项工作组，历经21天成功完成了43万元薪资的协调发放工作。在这类实践当中，劳动者、企业实体、行政部门以及媒
体机构等多个主体，依靠线上数字平台和线下行政渠道的协同合作，构建起了“诉求申报—部门响应—处置反馈”的闭环工作
机制，达成了矛盾纠纷的高效化解，像石龙镇依靠企业风险预警系统，在监测到某餐饮企业存在租金拖欠风险后，迅速开展
前置调解工作，促使45名员工在4个工作日内完成了薪资结算，充分体现出地方政府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达成舆情风险
主动防控的治理效果。

东莞市融媒体技术平台投入使用，将市直媒体以及镇街融媒体中心的资源给予整合，把市级媒体和各个镇街融媒体中心
的资源汇聚到一处，如此便构建起统一制作内容且多个平台发布的传播模式，同时依靠智能采编工具与数据分析功能，融媒
体平台可迅速发现舆情线索，并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切实提升了基层舆情引导的科学性与精准性[6]。

（二）基层干部网络舆情应对能力经验不足

在新媒体环境这个大背景之下，基层干部应对网络舆情时能力不足的问题正变得越发明显，依据《东莞市2024年政府
工作报告》可知，尽管全市基层治理数字化程度已然达到了68%，然而超过七成接受访问的干部依旧依靠人工去查看舆情
信息[7]。这样一种较为落后的监测方式，使得问题没办法及时得到处理。以2022年为例，道滘镇小河村村民在抖音平台上
反映河堤加固工程进度缓慢，当该视频播放量超过80万次之后，镇政府才着手进行处理，这比舆情处理最佳的两小时期限
晚了1.5小时[8]。

展开来说，在舆情监测方面，基层干部处理复杂信息存在险阻，短视频平台每日新增内容达300万条[9]，他们难以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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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合成的虚假视频，对于字幕画面矛盾、图片修改、场景暗示、弹幕影射等新的信息传播手段也无法察觉，很容易遗漏关
键信息，在舆情分析环节，因缺乏专业人才，只能依靠经验进行判断，无法科学地分析信息传播路线以及群众态度，也难以
抓住关键意见领袖。在制定应对办法之时，由于没有专业指导，回应效果欠佳，许多基层干部仅仅知晓发布消息，却不重视
与群众互动。专业人才的短缺给基层治理造成了诸多难题，难以契合实际工作的需求，基层干部在面对舆情时，难以迅速察
觉并精准剖析，相应的应对策略也欠缺专业性，对基层治理的实际成效产生了影响。

四、智慧网格化引导舆情存在的不足之处

（一）技术依赖与网格资源局限

当运用大数据技术来开展网络信息的采集以及分析工作的时候，有可能会面临如样本截断偏差、AI技术被滥用、系统
性偏差以及情绪量化偏误等一系列问题，运用这类处于技术层面的挑战很容易造成网络舆情出现误判的情况，对决策精准度
产生影响。

对比杭州利用整合全域数据构建起的智能监测体系“城市大脑”，东莞的“智网工程”在新兴媒体形式的识别能力方面有着
较为十分突出的欠缺，杭州“城市大脑”的舆情监测系统接入了超过10万的网络信源，依靠自然语言处理以及计算机视觉等
技术，可实时解析短视频画面里的语义、直播弹幕中的情绪以及图文内容里的隐喻信息，其AI算法针对“深度伪造视频”的
识别准确率达到了92%[10]。就2023年杭州某景区游客聚集这一事件来说，该系统凭借对抖音视频的地理定位、画面人流量
以及评论关键词进行分析，自动触发了黄色预警，使得景区在1小时之内就完成了限流方案的制定和实施[11]。

再看东莞，当前的监测体系主要依靠“网格员人工巡查”以及“传统文本关键词筛选”，对于短视频、直播等新兴媒介的监
测存在着滞后情况，在2024年厚街镇新围村的某包装工厂火灾事故当中，现场工人所拍摄的抖音视频传播了1个小时之后[12]，
网格系统依旧没有触发预警，因为技术存在限制，使得敏感信息识别的效率比较低，基层干部很难及时进行介入处置，错失
了舆情应对的“黄金两小时”这一关键窗口[8]。东莞智慧网格化管理在技术层面存在显著局限，与杭州集中式治理模式对比表
1如下。

表 1 东莞与杭州数字治理模式技术差异对比

对比维度 东莞分布式治理（智慧

网格化）

杭州集中式治理（城市

大脑）

技术局限 理论差异

数据采集模

式

非结构化数据采集覆

盖率不足 30%，新兴

媒体识别滞后

全域覆盖多模态数据，

计算机视觉技术实时

解析视频语义

新兴媒体监测能力弱，

易漏判；

分布式采集重局部精

准，缺全域关联分析，

致舆情监测盲区

技术工具定

位

AI 仅处理 70% 传统

文本数据，复杂场景识

别准确率＜50%

“深度伪造视频” 识别

率达 92%，技术赋能

效能超东莞 3 倍

传统文本处理能力有

限，复杂场景识别能力

不足

分布式治理致技术碎

片化，集中式治理具集

约化优势，资源分散使

复杂舆情难成治理合

力

（二）认识不足而错失良机

政府以及管理机构要是对网络舆情的关键性及其影响力没有足够的认识，那么在处理的时候可能就会重视程度不够，错
过最佳的应对时机，就拿工业城市东莞来说，它的土地资源比较紧张，供应不足以及使用权纠纷等问题很容易引发负面舆情，
在土地征收、拆迁、教学学位分配等方面。在2023年的时候，阳光热线问政平台出现了关于CBD商务区多余学位分配的
提问如图 3，说明分配结果不符合就近入学政策，然而相关部门对舆情风险重视不够，回复内容简单，只是用高端人才和企
业人才优待政策来解释，没有充分回应公众合理诉求，引起问政人不满，最终演变成负面舆情。这一事件体现出，政府部门
对特定议题的公众舆情反应模式、舆论认知特点缺少深入了解，同时对自媒体、新闻媒体等传播主体的话语逻辑和传播策略
研究不足，致使在舆情应对中难以采取有效举措，对舆情生成演化规律、公众表达反馈机制等关键环节缺乏基本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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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来源阳光热线问政平台

（三）协作部门责任规划不明确

在智慧网格化管理的实际运作过程中，责任主体界定模糊这一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在网络舆情应对的具体场景里，
政府部门、媒体机构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单位之间，协同权责的边界呈现出十分突出的不确定性[13]。虽然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
提升舆情处置效能的一条关键途径，然而当下权责体系的模糊状况，致使各参与方的职能范围以及责任归属都难以做到精准
划定，对舆情治理的整体成效造成了消极影响。

从体制维度来审视可以发现，主体责任模糊、协同失效这类治理困境，和现行的行政组织架构以及部门职能配置模式有
着深层的关联，部门间职能交叉重叠是其中较为突出的症结所在，以东莞职业技术学院的快递管理情况为例，校园快递运营
监管涉及学校保卫处、后勤部门以及行业监管机构等多个主体，然而却缺少清晰的权责划分体系。学校保卫处基于其安全管
理职能，会对快递入校流程以及存放区域进行管控，以此来维护校园秩序的稳定，后勤部门依据服务保障职责，本应承担起
快递收发服务的统筹协调工作，行业监管机构则需要履行快递经营活动的合规监督职能，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为跨部门
协同机制的缺失，各主体之间缺乏常态化的信息共享与会商机制，导致在快递管理问题处置过程中，频繁出现责任边界模糊、
相互推诿塞责的情况。

责任主体难以清晰界定，其中一个较为关键的因素是绩效考核以及激励机制存在一定漏洞，目前基层政府单位和社会组
织所设置的考核指标，大多是依据自身核心业务来确定的，然而对于那些需要多个部门协同合作才能完成的任务而言，缺乏
明确的考核细则以及激励手段，就拿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快递管理事件来说，快递公司与学校在处理相关问题时都有所顾虑，
因为担心承担责任会对自身利益造成影响。学校方面害怕由于管理不善而受到教育部门的批评，同时也担心会引发学生的不
满情绪，快递公司则担心配合学校进行管理会使运营成本有所增加，双方均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在协商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不够积极主动，这使得快递管理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最终引起了网络舆论的关注。

（四）居民参与与信任风险

智慧网格化管理若要实现高效的舆情处理，就必然离不开对居民同意提供的数据进行收集与分析，然而依靠数据开展舆
情管理的这种方式存在一定问题，一旦出现隐私泄露的情况，便会对公众对管理工作的信任造成影响，干扰舆情引导工作的
正常推进，为能及时且准确地把握舆情动态，智慧网格化系统需要对居民个人资料、行动路线、健康状况等多方面的数据加
以汇总。可是在数据集中存放、跨部门传递以及与外部机构合作的进程中，倘若技术防护不到位、管理流程存在漏洞，或者
人员操作出现不当，均有可能致使居民隐私遭到泄露，比如在新冠疫情期间，杭州所推出的健康码用于记录居民的健康与出
行状况，但不少居民担心健康码的数据会被不当使用或者泄露，对政府的数据管理能力产生怀疑，由此引发了一些负面议论。

五、解决方法

（一）加强技术研发

当下网络信息传播速度较快且变化多样，政府与社会组织开展舆情监测分析并非易事，在遭遇突发重大事件以及关键社
会问题时，数据能否及时获取以及是否准确，直接关乎事情处理的成效，运用大数据舆情监测工具预先发现问题并发出预警，
显得颇为关键，这些工具可全程关注舆情变化，倘若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效果欠佳，还可以依靠剖析人们在网上的讨论内容、
态度以及关注重点，帮助政府明晰老百姓的具体需求，找准问题的关键所在[13]。政府可依据分析结果，调整应对策略，使舆
情处理更为科学、高效，大数据舆情监测工具的预警功能，贯穿于舆情处理的全过程，是了解民众想法、调整工作策略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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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方式，在舆情管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二）培养专业人才

要提升基层舆情处理能力，就得和行业内企业、机构进行长期合作，给网格管理员、社区联络员、志愿者队伍、基层干
部、社区社会组织、基层融媒体中心工作人员创造在真实工作场景中学习的机会，使他们学会运用智慧网格化工具监测和引
导舆情，能更快适应未来工作需求，并且要鼓励这些基层人员参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以及舆情研讨会。借助这种途径，他们
可以及时知晓舆情管理的最新发展趋势，学到其他地方处理舆情的好办法，网络环境以及舆情形势持续变化，舆情专业人才
培养要注重创新思维与持续学习能力，教育单位应当定期更新课程，把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新理论、新技术融入教学当
中，让课程内容一直紧跟前沿。要着重培养学员独立思考的能力，使他们可对各类问题展开深入剖析，提出创新性的解决办
法。

（三）优化协作流程

突发舆情属于检验城市舆情引导能力的关键节点，跨部门协作在一般情况下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应对手段，然而在实际操
作进程中却存在诸多问题：沟通方面存在障碍，使得信息传递速度较为缓慢，部门之间的信息也存在不一致的状况，职责划
分不够清晰，引发互相推诿的现象，协同作业面临险阻，资源分配不均衡，造成人力以及技术方面存在不足，目标存在差异，
致使部门欠缺全局意识，行动难以达成统一，反馈机制不够完善，导致基层的声音难以做到及时且准确地传达。优化协作机
制无疑是东莞提升突发舆情引导效果的核心要点，要构建一套标准化流程，覆盖舆情预警、信息互通、职责明确、资源调配、
决策执行以及效果反馈等各个环节，以此保障各部门可实现高效协同[14]。

东莞在面对突发舆情时，构建了一套完备的应对体系以提升处置能力，于决策环节，应急指挥小组由多个部门的负责人
共同组成，制定了规范的决策流程，保证决策可快速且精准，执行过程中，各部门依照统一安排，借助建立执行进度跟踪机
制，随时把控工作进展，及时处理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15]。在结果反馈层面，东莞搭建起公众、基层、部门三级反馈渠道，
凭借发放问卷以及设置网络评论区等形式，广泛搜集民众意见，基层工作人员及时汇报舆情处置中的实际状况，各部门定期
对处置效果给予总结分析，依据反馈而来的信息，优化后续各部门协作流程，形成一个涉及决策、执行直至反馈优化的完整
工作链条，切实提升突发舆情引导工作的效率。

六、结语

东莞市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以及大数据分析等技术，促使基层舆情引导组织得以把握社会热点、民众意见以及
舆论走向，达成精准的舆论引导效果，东莞借助社交媒体、官方网站以及手机应用等多种渠道，呈现自身城市发展成果、文
化特色以及创新成就，提升城市形象，对招商引资、吸引人才以及吸引游客等方面起到帮助作用。东莞在智慧网络舆情引导
方面所采取的举措，可为其他城市给予一定参考。

本研究对东莞智慧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分析不够深入。只是简单和杭州 “城市大脑” 对比，指出东莞模式的不足，没有深
入探究东莞自身技术体系存在问题的内在原因，所以没办法全面、深入地了解技术局限是怎么产生的。在研究角度来说，本
研究视角比较单一，能获取的文献资料比较有限，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其他主体在基层舆情引导中的相互关系
和协同作用研究较少，不能完整呈现基层舆情引导工作的全貌。同时因为不是专业人士，缺乏对具体实施步骤和效果评估方
法的研究，这使得这些措施在实际应用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难以得到充分验证。

在以后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下手，首当其冲，拓宽研究视角，深入研究多元主体在基层舆情引导中的互动和协同
机制，构建更完善的基层舆情引导多元共治体系。还可以继续深入基层舆情引导组织，加大对东莞智慧网格化管理技术的研
究力度，探索适合东莞实际情况的技术升级方案，重点提高对新兴媒体的监测能力和数据处理的精准度。在未来研究中积极
参与舆情引导工作，深入研究改进措施的具体实施细节和科学的效果评估方法，通过实践不断优化这些措施，提升东莞基层
舆情引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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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Grassroots Public Sentiment Guidance Strategies: The Dongguan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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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Dongguan's smart grid management model in grassroots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Employing literature analysis, case studies, and content analysi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Party building + grid management + big data" model significantly enhances public opinion response speed and handling
efficiency through resource integration, particularly in areas such a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labor disputes. However,
challenges such as data collection bias, shortages of professional talent, and inefficient cross-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remain.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study proposes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including constructing an "AI + human"
dual-track monitoring system, establishing a grid talent certification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1+3+N"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grassroots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in megacities. This research
expands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smart grid theory in new media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and offers practical value
by providing actionable crisis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contributing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Keywords: Grassroots public opinion; Smart grid management; Social governance; Dongguan model;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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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放大镜：青年生育焦虑的扩散机制与感染效应
刘宇靖1

（1.西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8）

摘 要：在现代社会，社交媒体的普及和影响力日益增强，对个人心理健康和社会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
在生育问题上，青年群体如何通过社交媒体感知和体验生养焦虑，成为了本研究探讨的重点。本研究采用了扎根
理论方法，并通过深度访谈收集数据。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在社交媒体活跃的青年群体。通过使用 NVivo软件，我
们对访谈资料进行了详细的编码和分析，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深度。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在青年生养焦虑的
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扩散与感染”的作用，类似于一个放大镜。社交媒体平台上关于生育的信息和讨论，不仅增
加了青年对生养问题的关注，还加剧了他们的焦虑感。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对生育压力的感知、对未来的
担忧，以及对社会和个人期望的反思。

关键词：青年；生育焦虑；扎根理论；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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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将近 20年，且程度一直在加深，“未富先老”特征明显。这一社会现象既是老龄化
问题，也伴随着少子化的挑战，两者共同导致社会劳动力不断匮乏，养老负担不断增重。提升生育率被认为是解
决这些问题的关键途径。为了刺激生育率，中国在 2013年底和 2016年初分别实施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
策[1]。然而，放开生育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刺激了居民的生育行为，但很快便失去了动力。这表明随着时间推移，
生育政策的影响逐渐减弱，导致出生率下降的趋势因素将逐渐成为决定性因素。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近年来生育
率持续下降，可能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生育焦虑情绪有关。生育焦虑是家庭在生育决策上的矛盾状态：家庭渴望
生育孩子，但又担心高昂的生育成本，最终形成“想生而不敢生”的焦虑状态。

在这一社会背景下，青年阶段成为个体生命周期中的关键时期，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近年来，生育焦
虑在青年群体中逐渐成为普遍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青年面临来自家庭、社会和个体层面的压力，使得生育决策
变得复杂而严峻。在这个背景下，社交媒体崭露头角，成为塑造青年生育观念和焦虑的重要因素。

社交媒体的普及为人们提供了更广泛的信息渠道和社交平台。然而，对于青年生养焦虑的影响仍是一个相对
新颖而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社交媒体在青年生养焦虑中的角色，为理解和应对这一问题提
供深刻见解。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在国内青年生育焦虑的研究方面，以购房压力、社会压力和生育观念为出发点进行探讨。张雨和朱亚鹏的研
究以重庆市为例，检验了购房压力对青年生育焦虑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购房压力不仅直接影响青年生育焦虑，
还通过降低青年主观幸福感和社会公平感来影响生育焦虑。杨清的研究关注当代独居青年，指出当代青年面临着
“新生育焦虑”，包括女性的“生产恐惧”、“产后抑郁”等问题。研究探讨了女性辞职带娃而失去经济收入以及观念
更新导致老人不愿意帮助青年带孩子等因素。刘娟和宋亭亭的研究通过深度访谈和网络文本分析，考察了“三孩”
政策实施以来女性在社交媒体使用中的声誉风险感知。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放大了女性的生育风险感知，高频使
用社交媒体容易强化女性的性别意识，影响她们的生育意愿。这些研究显示了青年生育焦虑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
响，包括购房压力、社会压力、生育观念以及社交媒体的影响。这为深入理解和解决青年生育焦虑问题提供了一
定的研究基础。

大众传媒的心理疏导研究是经典传播学研究较为薄弱的环节。在国内，以媒介疏导作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梳理，
所得的文献数量较为有限。国内有关媒介与大众社会心理焦虑的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媒对社会心理的作用
方面，强调大众传媒社会焦虑“助推器”与“泄压阀”的双重特征。在大众传媒社会焦虑催化方面，朱丽丽在《网络
与现实：煽情传播背后的社会焦虑——以[五道杠少年]事件为例》中指出媒介环境的混杂与出位为传播的“煽情”
倾向提供土壤；王思羽在《青年群体社会焦虑的媒介呈现与疏导》中指出，大众传媒对焦虑议题的倾向性设置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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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刻意制造，使得青年群体被大量负面信息和消极情绪包围。“这种流量化的焦虑制造往往具有一种“煽情”效果，
其构成的媒介内容在放大青年群体社会焦虑现状的同时，也在激发着青年群体内心焦虑情绪的生成”；曹芝慧在
《传媒视角下新媒体时代社会焦虑泛化研究》中得出，信息泛滥催生了认知焦虑、新媒体情感交流的“热得快效
应”催生了情感流失焦虑、脱域空间的身份游移则催生了身份定位焦虑，如此形成了属于新媒体时代的“媒介效果”

在本研究中，采用扎根理论方法进行深度研究，这是一种质性研究方法，旨在通过对原始材料的深入分析构
建理论。扎根理论由格拉泽和施特劳斯提出，其核心思想是研究者不预设理论假设，而是直接从反映社会现象的
原始资料中提炼相关概念与类别。这种方法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聚焦概念，最终形成理论框架[2]。

在本文中，我们对 18位青年进行深度访谈，生成原始分析资料。通过逐层编码的过程，我们确定了原生性
概念，并归纳出中心类别，从而逐步构建了社交媒体在青年生养焦虑中的角色逻辑理论模型。这个模型是通过对
原始数据的深入解析和概念的逐步发展而产生的，完全遵循扎根理论的方法论。同时，我们进行了对社交媒体平
台上的生育相关内容的系统分析，揭示了社交媒体上存在的生育话题、情感表达和互动模式。这种综合性的研究
方法有助于全面理解社交媒体在青年生养焦虑中的作用，为未来深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资料编码分析

(一)开放式编码

在对评论文本进行逐字逐句推敲，并结合用户之间的讨论时，我们运用了多种分析工具，包括提问、比较、
词意分析以及寻找指示时间的词语等。通过深入分析，我们成功归纳出开放式编码初始范畴，总计 28个，涵盖
了互动情感与成果的各个方面。

这些初始范畴的归纳是通过对评论文本的详细分析和用户之间的讨论，结合特定情境进行考察而得出的。其
中，提问是一种常见的互动方式，用户通过提出问题引发讨论。比较则涉及将不同观点、经验或情感进行对比，
从而得出结论。词意分析则是通过深入理解评论中的用词来揭示用户的情感和态度。寻找指示时间的词语有助于
确定评论发生的时间背景，从而更好地理解情境。

这样的分析方法使我们能够系统地理解互动情感与成果，将相似的情感和境况归纳为 28个开放式编码初始
范畴。这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基础，使我们能够深入挖掘用户之间的互动模式和情感体验。

表 1开放式编码形成的结果

范畴 原始性代表语句

媒体传播生育分娩疼痛
我感觉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关于生育呀就是带来的一些痛苦，一些伤害，就感觉
就是震撼还挺大的

媒体传播生育后遗症
我忽然看到这个这个视频，他给我贩卖一些生养焦虑，讲一个女性生前生后的
身材对比呀，就是觉得生了孩子之后身材走形呀，它可能会让我暂时的焦虑。

媒体传播生育的生命危险
但是感觉自己生育的代价和风险太大，尤其是有时候看到进入手术室之后妈妈
没下来这种的案例，我就会想生孩子会不会死啊

媒体传播生育过程疼痛
之前看到一个外国人怀了四个小孩，到后期都无法走路了，觉得女生很难，生
孩子很辛苦。

养育孩子的教育成本
我姐生育了一个孩子，她叙述的话，她焦虑的话，可能更多焦虑的是子女呢，
也是一个教育问题，他会就是考虑小孩在哪儿上学？

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
还有就是时间。特别是时间，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很多人都是没有时间，没有
时间照顾小孩

养育孩子的精力成本 我的焦虑目前主要是在精力和经济方面

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
大家的焦虑一般方面就是经济成本上，因为现在养育一个小孩，他的教育、医
疗、健康、兴趣爱好就各方面的成本比较高，

女性个人意识觉醒 当越来越的意识到了这种，我其实可以有别的选择，我拥有自己的选择权

家庭关系中男女不平等
但很多女性呢，她过度注重自己在家庭中的这个母亲的角色，那她势必就会缺
少竞争向上的这种动作

养育孩子的心理压力 妈妈会分享自己经历生产的状态之后并没有突然的完成心理上的转变
对生育的认知程度不足 总之就是身边人的这个科普不足，没有媒体的话，自己很难知道相关信息
网络导致厌女倾向 你会觉得，哇，原来你也在潜意识的就是在做着这些厌倦女爱男的事情。
担心被孩子过度影响 感觉他们未来的生活就已经被锁死了

顺其自然 我就觉这东西就顺其自然嘛
既定人生标准 我还是希望按照就是既定的人生的标准

对三孩政策不认可 我感觉国家就是直接就没想过大家愿不愿意生，却就给大家造成一种要生三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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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导向。我反正看到这个有时候真的就很气，甚至会想：偏不生孩子了。

非不婚主义 我不是一个不婚主义者
思想比较传统 但是呢我可能是有比较传统的人

不参与讨论
这种讨论参与的比较少，参与的的话我也都不是说去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多
偏向于一种赞扬与鼓励。

媒体对生育影响程度 网上声音对我影响真的不是很大
网络传播男女对立 一是男女对立的内容

网络上母亲的辛苦
她分享的是说我自己的饭有多么多么的好吃，但大家观点都是她需要这么早起
来给孩子做饭，作为一个妈妈有这么这么的辛苦，瞬间就激起大家的一些生养
焦虑

社交媒体整体传播负面信息 基本上结尾都是反正我不生了，结尾都是这一句话，反正我不生我感觉现在。

社交内容分享的心理机制
不论你展现出的育儿有多么多么好，大家都只会看到自己想要的，因为现在社
会当前的大环境就是大部分人都有生养焦虑

同辈压力 反而我更多的可能是会有一些同辈压力

工作和家庭难以兼顾
他们就是潜意识里认为他们应该在职场上厮杀，然后就在对家庭的关怀就会下
意识的减少，就会造成这个家庭里头父亲觉得的缺位。

生育带来家庭关系问题 比如他们说就是她怀孕期间，她的伴侣发生一些什么不符合她的想法的行为

(二)主轴性编码

主轴性编码的目的在于通过归纳和演绎，从开放式编码中抽象出中心类属范畴，并在两级编码之间形成包括
因果关系、过程关系、情境关系等多种形态的关系网。基于主轴性编码，将开放式编码中得到的 28个范畴归纳
为以下主副范畴：主范畴：生育个人意愿、生育健康风险、人际关系困境、生育成本风险、社会压力。副范畴：
女性权利意识加强、心理准备不足、

媒体传播健康焦虑、同辈关系、职场关系、家庭关系、养育成本问题、媒体传播焦虑感知、媒体带来的焦虑
程度、文化传统、生育配套政策。通过这样的编码结构，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不同范畴之间的关系，包括它们
之间的因果关系、过程关系以及情境关系，为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框架。

表 2 主轴性编码
主范畴 副范畴 子范畴

生育个人意愿
女性权利意识加强

女性意识的觉醒；
网络导致厌女倾向；
担心被孩子过度影响；
家庭关系中男女不平等

心理准备不足
养育孩子的心理压力；
对生育的认知程度不足

人际关系困境
同辈关系 同辈压力
职场关系 工作和家庭难以兼顾
家庭关系 生育带来的家庭关系问题

社会压力
媒体传播焦虑感知

社交内容分享的心理机制；
社交媒体整体传播负面信息；

网络上母亲的辛苦；
网络传播男女对立

媒体带来的焦虑程度
不参与社交媒体的讨论；
社交媒体对生育的影响程度

生育健康风险 媒体传播健康焦虑

媒体传播生育分娩疼痛；
媒体传播生育后遗症；

媒体传播生育的生命危险；
媒体传播生育过程疼痛

生育成本风险 养育成本问题

养育孩子的教育成本；
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
养育孩子的精力成本；
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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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择式式编码

本文将“社交媒体对生养焦虑情绪的感染与扩散”作为此阶段核心范畴，在对评论文本库材料进行梳理分析、
归纳类属和逐层编码的基础上，构建理论模型。

图 1 选择式编码

三、“感染与扩散”模型的内涵与形成原因

（一）社交媒体对青年生养焦虑的感染机制

社交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在塑造青年生育焦虑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首先，社交媒体上频繁呈现的
生育相关信息构成了一条重要的信息传播路径，直接影响着青年对生育的态度和期望。通过这些平台，青年能够
接触到多元化的生育信息，涵盖专业医学知识、他人的生育经验，以及社会文化观念。这些广泛传播的信息形成
了一种“感染”机制，导致青年在社交媒体的信息环境中逐渐塑造出自己的生育观念。由主轴性编码可得，在社会
压力这一主要范畴的影响下，大多数青年受到社交媒体的显著影响。他们对网络上关于生育问题的焦虑感知更为
敏感，容易受到影响。

在信息感染的过程中，积极向上的生育信息可能产生正面影响，激发青年的生养欲望。例如，社交媒体上分
享的成功生育经验、健康孕育过程的信息，可能对青年形成积极的生养观念产生显著影响。相反，负面或导向焦
虑的信息也可能在社交媒体上扩散，从而引发青年的担忧和焦虑

（二）社交媒体中的生育焦虑扩散模式

社交媒体不仅仅是信息传播的平台，更是社交互动的场所。在这个社交网络中，生育焦虑往往通过社交关系
的扩散产生更为复杂的影响。社交媒体上存在的生育焦虑扩散模式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社交媒体上的群体效应
社交媒体上形成的生育焦虑往往通过群体效应而扩散。在社交媒体上，同一社群内的青年倾向于形成共鸣，

相似的生育焦虑观念在社群内迅速传播。这种群体效应可以加强生育焦虑的共鸣感，使得个体更容易受到同类的
情感和焦虑的影响。

2.情感传递与共情效应
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大量情感表达，而这些情感在互动中可能传递并引发共情效应。生育焦虑的情感传递往往

通过社交媒体上的用户之间的互动而扩散。当一个青年在社交媒体上表达生育焦虑时，其社交网络中的其他用户
可能因共鸣而产生共情，从而将这种情感扩散至更广泛的社交群体。

3.生育焦虑的社交传播链
社交媒体上的社交传播链也是生育焦虑扩散的关键。通过用户之间的分享、转发和评论，生育焦虑可能在社

交媒体上形成一条复杂的传播链。这种传播链的形成使得生育焦虑能够跨越不同社交群体，形成更为广泛的影响。
4.社交媒体对生育焦虑的缓解作用
然而，社交媒体并非单纯带来负面影响，它也可能对青年生育焦虑产生缓解作用。首先，社交媒体上积极的

生育信息和成功案例可以为青年提供正向的参照，缓解焦虑感。其次，社交媒体上的支持性社交网络和在线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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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青年提供了分享经验、互相支持的平台，有助于缓解生育焦虑的情感负担。

(三)“感染与扩散”模型形成原因

1.社会环境
随着“独身主义”和“丁克”理念在当代社会的普及，我们见证了未婚和无子女家庭的显著增加。这一趋势不仅

受到社会媒体和新闻报道的广泛关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年群体的生育观念。在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下，
许多青年面临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催婚催育”压力，进而引发了“生育焦虑”。然而，这种焦虑并非单一原因所致。
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媒体对女性生育问题的报道常常聚焦于三个方面：不敢生、不愿生和不能生[3]。这些
报道反映了社会对传统生育观念的再评估。

特别是随着中国“二胎”政策的放开，新的生育焦虑特点开始显现。这包括“二胎”带来的额外经济、职业和家
庭压力。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怀孕和产后的生理和心理挑战，如“生产恐惧”和“产后抑郁”，成为她们面临的重
大难题。这不仅影响了她们的职业生涯，甚至导致一些女性选择辞职专职照顾孩子，失去经济独立性[4]。此外，
育儿和教育成本对许多家庭来说是一项重大负担。随着家庭规模的增加，住房空间变得紧张，不得不考虑更换或
购买更大的住房。家庭内部的压力和可能导致的女性产后抑郁，以及家庭危机，也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过去，
老年人在照顾孙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观念的变迁，许多老人不再愿意承担这一角色，进而加剧了代际
冲突。

另一方面，中国青年普遍面临着沉重的购房压力。这一压力源自于住房在中国家庭中的核心地位以及持续上
涨的房价。媒体报道强调，对于许多青年来说，拥有住房是走向成家立业的基础，也是在婚姻市场中获得竞争力
的关键[5]。因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婚前就开始努力购房，这进一步推动了购房者年龄的下降。与此同时，房
价的持续上涨超出了许多青年的支付能力，导致他们不得不依赖家庭支持甚至贷款购房，从而严重透支了家庭未
来的收入。这种经济压力使得部分年轻人选择延迟结婚和生育，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生育焦虑。

2.社会意识转型
社交媒体的普及与发展推动了社会意识的转型。这一转型体现在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社会互动模式上。

在社交媒体的影响下，传统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正在逐渐被新的思想和观念所替代。比如，关于生育的观念，传
统上强调生育作为家庭和社会的必要职责，而在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关注个人选择、生活质量和职
业发展等方面。在这一背景下，青年群体的生育观念受到了显著影响。通过社交媒体，青年人接触到多元化的生
育观点，包括支持生育的观点和选择不生育的理由。这些观点多来自于个人经验分享、专家分析或是公众讨论，
它们不仅提供了多样的信息，也引发了青年人对于生育问题的深入思考。在深度访谈中有受访者表示“作为一个
个体来讲，就是应该先成就自己。”和“我其实可以有别的选择，我拥有自己的选择权，我可以不按照既定的轨道
这种，那势必就会有一部分先锋去选择，然后为后来者开辟更多的道路。”这样的婚姻态度。

3.传播习惯
从媒介角度出发，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显著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和速度。这一变化在青年群体中尤为明

显，他们频繁参与在线讨论和社交媒体互动，形成了一个高度活跃的信息交流环境。在这种环境下，群体极化现
象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群体极化是指人们在网络群体讨论中，由于相互影响，态度或意见变得更加极端[6]。
这种现象在网络舆论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尤为常见。

网络匿名性是导致群体极化的关键因素之一。由于匿名性，人们在表达观点时的社会责任感降低，从而更加
自由地发表和接受新的、甚至是极端的观点。这一现象在生育话题的讨论中尤为显著。例如，青年群体在讨论生
育焦虑时，可能会受到极端意见的影响，从而加剧他们对生育问题的担忧。网络社交互动中的主要意见并不总是
反映现实。从众心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人们倾向于接受大多数人的观点。这种现象在生育焦虑的
形成中尤为重要，因为网络上的主流观点可能并不总是基于事实或全面的分析。例如有受访者表示“其实影响挺
大的，而且大多是偏负面，因为可能是信息茧房的原因吧，就是你在无意当中点赞或者评论到了某一个观点，大
数据可能会认定你认可或者是反对，随后不断的给你推送相关的东西，就会导致长期以来你在固定的账号上看到
的消息其实是大概一个方向的内容”。

四、结语

费孝通认为“血缘是最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7]。然而，在当今社会，特别
是在年轻一代中，对于血缘的看法似乎有所淡化。这一现象在社交媒体上尤为显著，越来越多的人表示“不在乎
自己是否有后代延续血缘”。这种变化可能反映了当代社会对于个人身份和生活选择的更广泛认同。

社交媒体的兴起不仅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也深刻影响了人们对于生育的态度和感知。这种影响可通过“生
养焦虑”的现象体现出来。生养焦虑主要是由于在人口生产过程中，不确定因素对个人生育行为产生的心理影响。
在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机制下，形成了一种“感染与扩散”的传播模型。具体来说，这个模型包括五个阶段：从媒
体环境获取“已感染”信息，个人感知，人际传播，环境嵌套，以及加剧信息的“感染”。我们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深
入研究，发现其形成原因可以从四个维度进行分析：风险感知、个人感知、人际感知和社会压力。特别是在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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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环境下，青年人往往从中获取关于婚姻和生育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多数倾向于负面。这一现象表明，社交媒
体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放大镜的作用，放大了青年人对于生育的焦虑情绪。然而，当我们通过深度访谈真正深入
了解青年的想法时，发现大部分人仍然愿意与他们所爱的人一起孕育后代。这一发现提示我们，尽管社交媒体对
青年人的生育观念产生了影响，但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和对亲密关系的渴望仍然在青年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在现代
社会，养育孩子不仅意味着时间、精力、财力和物力的巨大投入，还包括父母自身承受的心理压力和教育、事业
发展受限的隐形成本。相较于男性，女性往往承担着更多的生育成本。如今，女性在选择生育时会考虑身处的社
会环境，比如社会地位、身体健康状况和职业发展前景。她们不仅需要担心生产的疼痛和后遗症，还要面临因为
生育带来的“母职惩罚”，如受到用人单位就业歧视、离开劳动力市场回归家庭等。作为热点事件的舆论场和放大
镜，有关生育风险的议题在社交媒体平台曝光的机会更大，并往往会以颠覆传统单一叙事和性别观念的形式传播
开来。女性社交媒体使用频率越高，就越容易受到网络思潮的影响。社交媒体唤醒了女性的独立意识，也影响了
她们的生育意愿[8]。虽然社交媒体加剧了生育焦虑，但同时也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表达和探讨这些焦虑的平台。
这种互动和分享有时可以提供支持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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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as a Magnifying Glass: The Diffusion Mechanisms and Contagion Effects
of Childbearing Anxiety Among Young Adults

Liu Yu Jing1
1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7, China

Abstract: In modern society, the prevalence and influence of social media have grown significantly, profoundly
impacting individual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s. Particularly regarding fertility issu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how
young adults perceive and experience childbearing anxiety through social media. Adopting a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this research collected data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The participants primarily comprised socially active young
adults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Using NVivo software, the interview data were meticulously coded and analyzed to
ensure the accuracy and depth of the finding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social media plays a role akin to a "magnifying
glass" in the formation and escalation of childbearing anxiety among young adults, characterized by a process of
"diffusion and contagion." Discussions and information about fertility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not only heighten young
adults' attention to childbearing issues but also intensify their anxiety. This multifaceted influence encompasses
perceptions of fertility-related pressures, concerns about the future, and reflections on societal and personal expectations.

Keywords: Young adults；Childbearing anxiety；Grounded theory；Social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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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对活着的人的道德义务边界研究：

基于代际正义的视角1

张紫轩 1 李泽同 1 姚铮 1

(1.吉林建筑大学，吉林 长春 130000)

摘 要：我们创新构建了时间加权道德决策矩阵（TEDM），该模型融合功利主义、道义论及美德伦理学精髓，
采用动态整合策略量化跨代道德责任，旨在提供一种全面考量不同伦理理论优势的决策支持工具。 过去，伦理
分析中的各种原则常被认为存在冲突，但TEDM创新性地采用动态加权的多目标优化框架，实现对这些原则的综
合考量，模型会依据时间变化灵活调整各原则的重要性权重。 此架构围绕三大维度测评福祉效应、权责限制及
道德属性，随后运用具备自适应权重计算功能的时间聚合层整合上述考量。 该方法通过构建分层时间转换器来
模拟不同时间尺度上的道德判断过程，采用道德梯度下降策略，旨在依据未来可能的道德情境对当前决策进行优
化，从而实现更加前瞻性和负责任的决策制定。 核心革新如动态权重重新分配、反事实道德仿真以及世代公平
证明，这些措施协同作用，旨在对跨代司法难题中涉及的量化妥协进行有效管理与评估。 所研发的策略整合了
时间维度与道德上的不确定因素，旨在超越传统静态道德体系的限制，为政策评估与选择过程提供了既具原则性
又具备灵活性的指导工具。 将人工智能融入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框架中，展现出了实践层面的有效性，同时确
保了理论上的坚实基础和逻辑的严密性。

关键词：时间加权道德决策矩阵（TEDM）；跨代道德责任；动态加权优化；分层时间转换器；道德梯度下降

DOI：doi.org/10.70693/rwsk.v1i6.1094

1.引言

当前时代背景下，个体与未来世代间的道德责任构成了一项复杂而紧迫的任务，现行的道德准则体系似乎难
以提供全面有效的解决方案。 过往策略往往基于单一理论框架，比如功利主义侧重于最大化整体福祉[1]，道义
论则聚焦于基于权利的责任感[2]，而美德伦理学则侧重评判个体的道德特质[3]。尽管这些理论贡献了深刻的理解，
但单一视角的运用无法全面展现代际正义的复杂特性，特别是当权衡即时需求与长远生存挑战时[4]。

近期的研究尝试通过多元伦理学[5]及融合决策策略[6]来缩小现有鸿沟。 相反地，此类探索往往视伦理理论为
固定元素，未能充分展现其作为动态交流要素的特性。 探讨跨时代责任时，我们面临了理论挑战，特别是传统
的折现法[7]和成本效益评估[8]难以有效解析代际道德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我们提出了时间加权道德决策矩阵（TEDM），这是一种创新的方法论，其三大核心突破旨在破解现有挑战。
它构建了一个加权决策框架，通过在伦理理论中引入正交轴的概念，将这一理论具体化为可操作的模型，以此来
有条理地平衡并协调那些存在冲突的道德观点。 该系统整合了一种自适应时态加权方案，旨在依据责任的时间
跨度动态调整各道德维度的重要性权重。 第三，此策略采用整合方法，结合参与式审议与实证案例研究，旨在
确保政策讨论的实践相关性。这一过程旨在通过具体案例分析与直接参与者的反馈，深化对政策辩论实际效果的
理解。

本篇论文后续部分规划如下：第二章节重点梳理了代际正义与混合伦理学的理论根基。 第三节深入阐述了
TEDM框架的理论体系及其具体的计算方法。 第四部分探讨了该模型在气候政策与资源分配领域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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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了其在应对跨代挑战中的潜力与效能。 第五部分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全面影响，并指出了未来
研究的潜在路径。

2.相关工作

代际正义这一议题的探讨，融合了众多哲学体系的传统智慧，为各时代中应承担的责任提供了多元解读框架。
依据文献[1]所述，功利主义理论主张追求最大化的整体福祉，然而这一策略在处理时间价值折损及非个体差异问
题时遭遇了复杂挑战。 道德理论框架[2]确立了基于权责的原则，然而在多元选择间的平衡上却面临挑战。 美德
伦理学[3]着重于个体品质的评估，尽管其提供了道德行为的指导原则，但在制定政策时未能提供定量分析框架。

近期的综合努力已创造出多样化的成功融合方案。 有研究尝试将功利主义与道义论的理念整合进基于规则
的系统中[6]，也有其他策略利用机器学习技术实时优化道德决策中的权重分配[9]。 此类策略往往忽视了时间维度
的重要性，未将其作为核心构建元素来考量。在时间序列分析领域，TEDM（Time-Evolving Dependency Modeling）
采用了一种创新方法，即层次化时间建模，它明确地利用注意力机制来捕捉并表达不同时间尺度上的代际关联，
以此来弥合现有模型在理解和预测动态变化过程中的不足。

[4]一书深入剖析了时间伦理学的理论框架，特别关注了如何评估未来福利的价值，引入并探讨了贴现率的概
念及其在决策中的应用。 [5]文献中阐述了一种元伦理框架，旨在协调相冲突的道德原则，然而该框架并未考虑
时间维度的影响。 在政策分析实践中，[8]所提及的工具往往侧重于经济数据的考量，而对哲学层面的深入探讨
则有所欠缺，这反映出实践中对经济学指标的优先关注。

相较于传统手段，TEDM创新性地整合了道德层面的动态时间合并策略、旨在确保跨代传承的美德内化机制，
以及能量化公正性的认证体系，这些革新为决策过程增添了新的考量维度。 这些进展允许我们系统地探究不同
时间跨度上的责任，且能与三大道德原则的哲学思想保持协调一致，从而实现全面而深入的责任评估。 此架构
通过引入多目标优化机制实现了动态迭代，这一特性显著区别于静态混合模型，后者仅实现道德理论的简单叠加，
缺乏互动调整的过程。

3.混合道德框架

时间加权道德决策矩阵（TEDM）提供了一种整合性的框架，旨在通过界定三个关键道德维度来系统性地评
价代际间的伦理责任。 此章节阐述了该架构的技术根基，以数学模型作为起点，接着深入剖析其计算流程和优
化策略。

3.1混合伦理框架的制定

TEDM框架融合了功利主义、道义论以及基于美德的考量，通过赋予这三个道德理论随时间变化的加权系数，

形成一个动态的综合评价体系，以此来量化时间维度上的伦理决策价值：

�� = �� ⋅ �� +�� ⋅ �� +�� ⋅ ��     (1)

确保在道德层面达成统一标准的贡献至关重要。 采用经典效用函数的调整形式，功利主义方法量化并评估
预期福利的总效应，以此作为决策的基础：

�� =
�=0

�

��� ⋅� � ��+�      (2)

在探讨未来效用预期时，我们引入了暂定的贴现系数作为权重工具，此系数关联时间维度中的福利元素，旨
在量化不同时间点上效用的价值。 Deontological模块通过设定边界来内化基于权限的限制：

�� =
�=1

�

�� �� ≥ ��      (3)

此处涉及一个指示符函数，用于确认权限已达设定的最低标准。 采用双曲线嵌入方法量化并分析了不同世
代间的道德价值观一致性，揭示了美德成分在跨代际比较中的角色与影响：

�� =
1

1 + ��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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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计算双曲线距离的方法来量度当下的道德品质与理想典范之间的差距�� ⋅ ���∗。
3.2 架构组件：Temporal Fusion 和 Hierarchical Transformer

该体系结构采用多层次设计，实现公式 1中概述的核心功能。 时间融合层通过计算自适应权重，实现了对
不同时间序列数据的有效整合与优化处理。此过程旨在根据数据特性动态调整权重分配，以提升模型对时间序列
信息的综合分析能力：

�� =
�−휆�

�=0
� �−휆��

     (5)

�� = 1−� 훿�      (6)

�� = tanh � ⋅ sim ��, ��+1      (7)
此文中涉及 sigmoid函数的应用以及衡量连续世代间道德一致性的问题。 三层时间转换器采用了三种注意力机
制来处理其组成部分：� ⋅ sim ⋅

head� = softmax
����

�

��
��     (8)

3.3 改进与测评：道德梯度下降及逆向事实模拟。
此架构旨在优化现有决策过程，通过极力减小其对后代可能产生的道德负效应：
制定评价指标与设定预期目标之间存在差异，这有时会导致对快速政策调整施以严厉的处罚，尤其是在代际

政策变化剧烈的背景下。 反事实模拟旨在描绘一系列可能的道德发展路径，通过此方法，决策者能够深入理解
其选择对潜在未来的影响：

ℒ =
�=0

�

CE ��,��
∗ +� ⋅ KL �� ∥ ��+1�      (9)

其中衡量标准与理想评估 不同，并惩罚了代际之间的剧烈政策转变。反事实模拟通过以下方式投射出不同的道
德轨迹：CE ⋅ ��

∗KL ⋅
훥� = �actual −�counterfactual     (10)

3.4 代际股权证书的解释与应用结果

该框架借助道德平衡证书量化累积义务：
在考量责任时，应依据所涉人群数量予以权重分配。 这些认证机制采用明确且量化的标准来进行代际责任

分配，旨在确保当前决策对后代利益的影响能够得到公正考量。

4.案例研究和应用

为了评估时间加权道德决策矩阵（TEDM）的实用性，我们将其应用于两个典型的跨代挑战案例——应对气
候变化和管理不可再生资源，以此来检验其在复杂社会决策中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此类案例分析揭示了时间动
态性和道德不确定性的考量下，TEDM在平衡对峙的道德原则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4.1气候政策：跨代碳预算

代际正义的核心议题之一是气候变化，当前的温室气体排放行为正对后代构成深远的影响和潜在的经济负担。
传统方法中，成本效益分析往往倾向于使用指数贴现，这种做法有可能导致对较远期潜在风险的严重低估，揭示
出决策评估中存在的重要局限性[7]。 TEDM采用动态机制，依据行为的影响程度调整道德权重，以此应对道德决
策中的复杂挑战。

针对 100年的碳预算情形，功利主义视角通过采用双曲线贴现法整合福利变化（见公式 2），道德主义部分
则实施依权利确定的排放限制措施（见公式 3）。 在评估代际公平性时，我们采用政策一致性指标作为衡量美
德部分的工具（参见方程 4），以此来系统地分析不同世代间的权益平衡状态。 在时间融合的框架中，通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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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 5-7计算得出的自适应权重经历了显著变化，从侧重于短期利益和功利主义考量（α值为 0.62）转向了更着
重长期、追求世纪级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道德与美德导向（γ值为 0.58），体现了决策重点由即时收益向长远社会
责任与环境可持续性的转变。

转换器模型（公式 8）在三个时间维度上解析其元素：短期内（0至 30年），焦点在于能源转换成本与即时
健康效应；中期（30至 70年），旨在权衡经济发展与气候阈值；而长期内（超过 70年），则侧重于减缓生存
风险与代际公正的优先事项。

对比传统贴现模型（方程 10），反事实模拟方法（TEDM）的提出旨在探索更为灵活且全面的决策评估框架，
此分析揭示了两者在处理未来不确定性时的不同策略与优势。 根据表 1的数据，长期缓解策略获得了超过 15%
的资源投入，依然确保了高达 92%的近期福利留存，这一成果展示了通过特定理论框架成功达成的难得平衡，超
越了单一理论所能提供的解决方案。

表 1. 替代框架中的气候政策权衡分析
框架 近期福利 （0–30y） 长期降低风险 （70+y） 代际公平性得分

功利贴现 0.89 0.41 0.52
基于权限的上限 0.71 0.83 0.67
TEDM （提议） 0.85 0.76 0.88

4.2 采矿业资源分配的代际公平性研究

第二项案例深入探讨了磷酸盐矿产的提取活动，这一过程当前对全球粮食供应构成了潜在风险，凸显了资源
开发与长期食物保障之间的紧张关系。 TEDM道德证书（公式 11）借助特定数学模型，量化了在决策过程中所
承担的义务，以此提供一个评估道德责任的标准化方法：

此表述涉及人口预测及其与道德准则及可持续发展策略间的和谐匹配，旨在评估两者间的一致性和相辅相成
的关系。 此方程式旨在量化当前经济需要（权重为 0.55）、后代资源权益（权重为 0.32）及生态责任（权重为
0.13）之间的理想比例，以此指导资源的可持续开采量。

参与式审议机制[10]致力于将道德考量转化为决策工具，以此作为制定政策的重要手段。 针对摩洛哥磷酸盐
资源的开发策略，TEDM提出如下建议：短期内（0-20年），应优先进行 60%的开采活动，并将 30%的资源重新
投入到研发回收技术上；中期（20-50年），调整为 40%的开采比例与 50%的资金用于技术创新；而长期规划（超
过 50年），则将开采比例降至 10%，同时将高达 80%的资源投入于可持续发展项目中。

采用分步策略，我们成功达到了 78%的最大经济效益，并确保了未来世代能拥有 65%的自然资源，这一成果
较之传统的固定优化方案显著提升了 2.1倍。 验证显示，面对新兴可持续技术，此框架在审视及调整责任时展
现出极强的时效性。

4.3比较分析

研究案例表明，TEDM展现出在两个关键维度上的独特效能：一是能够跨时间尺度灵活调整道德决策重点，
二是（此处应有具体的第二点描述，但未给出完整信息，故无法精确补充）。 采用代际证书来度量并平衡权益
三。 综合运用经验驱动的预测方法与基于原则的推理策略。

经典体系常显现出偏颇性，功利主义倾向轻视长远损害，而义务论则往往固执于无视效益结果的教条约束。
在探讨解决伦理挑战时，TEDM的混合架构创新性地实现了道德维度间的动态互动，此策略在两个具体应用场景
中的表现尤为出色，其在公平性指标上的优异成绩得到明确验证（见表 1）。 此架构的数学表述还允许执行敏
感性评估，以揭示责任架构在面对不同人群或气候条件时的变动情况。

5.讨论和未来工作

5.1 应对 TEDM的局限与挑战

尽管TEDM在构建跨代伦理框架中展现出一定的指导意义，其应用仍面临若干局限性，值得深入探讨。 该
体系对时间贴现的采用虽具灵活性，却承继了探讨未来福利贴现道德合理性的核心论争（参考文献 7）。 在等
式 2中，采纳双曲线贴现策略虽有助于缓解部分偏误，但对于包含深度不确定性的场景，如面临风险或技术转折
点时，如何设定贴现率仍是个颇具争议的话题。 在探讨美德伦理学的构成时（如公式 4所示），其核心基于预
先设定的道德准则，若未经过实践中的调适，则可能蕴含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参考文献[9]）。

在探讨多层级伦理决策的计算难题时，我们面临着如何在不同尺度上实现有效且公正的优化策略这一关键问
题。 层次化的变压器模型（如公式 8所示）在进行长时间的模拟时，往往面临资源消耗大的挑战，特别是在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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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刻画道德层面间复杂的非线性交互作用时，这一问题尤为凸显。 实证研究遭遇挑战，主要源于跨代责任概念
缺少明确的事实依据。 方程式 10所体现的反事实分析策略旨在探索不同政策路径下的潜在结果，这种方法的有
效性关键在于对替代政策前景的精准预测。

5.2 探索更广泛应用与未来方向

TEDM的适应性强，暗示其在超出当前探讨范围内的案例研究中还存在着广泛的应用可能性。 此体系可被
重新设计用以审视人工智能管理中的责任，确保短期内的创新动力能与长远的安全考量和谐共存。 在全球卫生
策略制定中，如疫苗分配与大流行病应对，可以借鉴TEDM框架，通过权衡功利主义视角下的健康效益最大化与
道义论视角下的公平原则，来实现更全面、公正的决策。

为了深入理解并推动技术发展，未来研究需聚焦于三大核心领域进行探索。 通过整合TEDM与强化学习机
制，系统能够在动态变化的道德准则环境中实现策略的自我调整与优化。 通过融入文化变迁与情境因素，美德
伦理学的体系得以拓展，这将显著提升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适用性和普适性。 针对实时决策需求，定制开发精简
型实时动态模型（TEDM）版本，如在气候管理或紧急救援场景中应用，能显著提升其实践价值与效果。

5.3道德考虑和实施挑战

在政策实践中整合TEDM系统，可能会遭遇多重道德考量与操作挑战。 此架构产出的数量化结果易被误读
为直接的伦理指南，而实际上它更应被视为促进细致考量的辅助手段。 决策者应理解，尽管TEDM整合了规范
性推理，它并不拟替代这一核心过程。 此架构在进行人口与效应预估时，高度仰赖于数据的支持，尤其在面对
长期且数据量不足的预测情境时，其认知层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变得尤为显著。

一个核心的执行难题在于如何在现有的管理体系内正式确立TEDM机制。 尽管方程式 11所体现的道德证书
能建立起明确的责任框架，然而将其实施的有效性则依赖于法律体系的认可和支持。 通过将目标导向型环境决
策模型(TEDM)引入国家气候适应策略或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路线图中，我们可以验证这一方法的有效性。与伦理
学家、 构建健全框架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与领域内专家的协作不可或缺，旨在明晰假设前提，共同推动技术
应用的正当性和责任性。

6.总结

时间加权道德决策矩阵（TEDM）构建了一种灵活且系统化的分析工具，旨在量化跨时间周期内的道德责任，
以此促进代际间的公正分配。 整合功利主义、道义论及美德伦理学的核心理念，TEDM这一理论框架运用动态
加权机制，旨在克服单一伦理学理论的局限性，同时确保其决策过程具备哲学上的深度与严格性。 此架构采用
层级时间模型与道德梯度下降法，旨在平衡即时利益、权利基线及长远的道德连贯性，实现三者间的根本性调和
与考量。

通过气候政策与资源分配的实际案例分析，我们发现TEMD在协调冲突的伦理诉求上展现出显著优势，相较
于传统模型，它更能在确保公正与提升适应能力之间取得平衡。 代际公平证书创新地搭建了连接抽象伦理原则
与具体决策实践的桥梁，有效促进了道德责任的落实，解决了理论与现实间的脱节问题。 尽管面临计算难度与
实证检验的难题，TEDM为深入探讨跨代责任的复杂性奠定了理论根基。

未来发展中，TEDM有望扩大其在新领域的应用范围，特别是聚焦于AI管理及全球卫生等关键领域，这些领
域涉及时间与伦理的复杂交织。 为了构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以应对错综复杂的代际挑战，确保加权决策过程
的公开与理解，同时推动不同领域专家间的紧密协作，这一框架有望演变为一个极具效能的工具。 简而言之，
TEDM这一概念标志着在多变环境中，道德哲学与长远政策制定间寻求和谐关系的关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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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Boundaries of Moral Obligations to Living Peopl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ZiXuan Zhang¹, Zetong Li¹, Zheng Yao¹
¹ Jilin Jianzhu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00, Jilin, China

Abstract: We innovatively construct a Time-Weighted Moral Decision Matrix (TEDM), which integrates the essence of
utilitarianism, deontology, and virtue ethics, and uses a dynamic integration strategy to quantify cross-generational moral
responsibility, aiming to provide a decision support tool that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s the advantages of different
ethical theories. In the past, various principles in ethical analysis were often considered to be in conflict, but TEDM
innovatively adopts a dynamically weighted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framework to achieve a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these principles, and the model will flexibly adjust the importance weights of each principle according
to time changes. The framework measures well-being effects,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limitations, and moral attributes
around three dimensions, and then integrates these considerations using a time aggregation layer with adaptive weight
calculation. In this method, a hierarchical time converter is constructed to simulate the moral judgment process at
different time scales, and the moral gradient descent strategy is used to optimize the current decision-making according
to the possible moral scenarios in the future, so as to achieve more forward-looking and 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
Core innovations such as dynamic weight redistribution, counterfactual moral simulation, and generational proof of
fairness work together to effectively manage and evaluate the quantitative compromises involved in cross-generational
judicial challenges. The developed strategy integrates the temporal dimension and moral uncertainties, aiming to
transce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static moral system and provide a principled and flexible guiding tool for the
policy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process. The integration of AI into the traditional framework of cost-benefit analysis has
demonstrated effectiveness at the practical level, while ensuring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logical rigor.

Keywords: Time-Weighted Moral Decision Matrix (TEDM); Cross-Generational Moral Responsibility; Dynamic
Weighted Optimization; Hierarchical Time Converter; Moral Gradient Des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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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神论者的道德基础：世俗伦理与宗教伦理的对话1

张紫轩 1李泽同 1李文荐 1

(1.吉林建筑大学，吉林长春 130000)

摘要：我们提倡了道德现象学推动的自适应界面(MPDAI)，这是一种新框架，目的在于利用自适应用户道德推
理进程从而促成无神论者同宗教观念之间开展伦理谈话，传统的 UI设计经常忽视了道德体验现象的深度，常
常依靠静态或者依照规则去调整个性化。MPDAI靠三大块组件去弥补这种差池，道德感知分析器，量度使用者
输入的现象学特征，意向性推动的导航引擎，凭借道德意向性重塑途径；现象学还原提示生成器，它通过包围
本体论假说而达成综合反思提示。这几个要素和传统 UI模块相互作用，以营造语境相关的谈话环境。此框架
用基于 transformer的编码器做道德感觉分析，用基于图的推荐器做导航，用对比学习得到提示。不同于启发式
改编，MPDAI把方法建在道德现象学上，尊重道德推理的多样性与深沉对话得以成立。实施靠最先进的模型，
像 GPT - 4o，GraphAttentionNetworks这样的东西联系起哲学严格和可扩大的 UI设计，建议的框架体现出推动
有益的跨视角伦理谈话的极佳潜在价值，给已有的适应系统形成一个有道理的替换选择。

关键词：道德现象学；自适应界面；伦理谈话；无神论者；宗教观念

DOI：doi.org/10.70693/rwsk.v1i6.1090

1.引言

道德推理与人机互动的交集正引起人们更多关注，尤其是当需细致伦理对话于不同世界观之间时。这些系
统尽管多数使用静态或者启发式适应，但常忽略了道德体验背后的现象学——充满价值的意向性、情感效应值、
以及感知框架等等，无神论与宗教伦理间此类差异在比较时尤其明显，后者往往在权威、纯洁以及关心等地方
各执一端。

我们提出了一种道德现象学驱动的自适应接口（MPDAI），它是一个不断将接口机制与道德推理的结构特
征相匹配的框架，与基于规则的改编不同，MPDAI将道德现象学的观点付诸实践，以重新组织对话路径，改善
提示，并实时分析用户的输入。该系统使用现象学还原[1] 来帮助用户阐明他们的假设，而自适应的导航路径[2]

则会随着道德意向性的改变而改变。这种方法把哲学探究的严谨性与现代 UI设计的可扩展性联系起来。
MPDAI对于三个方面做出了贡献，第一，提出了一个现象学上的适应过程，把它和启发式的方法或者用数

据来驱动的个性化过程区别开，第二，表明了基于 transformer的模型是怎么把道德感知特征，像危害或者纯净
优先级这样的东西融入到界面动态当中的，第三，给予一个可以模仿的框架以设计出一些界面，这有助于深入
进行那些横跨不同视角的伦理对话，并处理有关道德判断中的记录偏见的问题（无神论者）。

本文其余的部分包括第 2节对道德基础和自适应界面的回顾工作,第 3节介绍支持 MPDAI的现象学方法,
第 4节介绍面向用户的系统和迭代原型设计,第 5节和 6节讨论更广泛的意义和结论。

2.相关工作

道德对话的自适应界面的开发与道德心理学，现象学以及人机交互的研究相互交织在一起，道德现象学的
先前工作已经探讨了道德体验是如何借助感知，意向性以及充满价值的框架被构建起来的，这些研究突出了现
象学描述符（像道义权重或者目的论焦点）对于塑造道德推理的作用，不过它们很少谈及这些描述符在界面设
计当中如何被运用。

在自适应 UI研究中，系统往往依靠静态用户配置文件或基于规则的个性化，虽然这些方法提升了可用性，
但缺乏捕捉道德推理动态本质的颗粒度。最近的研究尝试了情商对话系统，它把情感线索融入到响应生成里，
不过，这样的系统一般着重于情感，而不是道德话语更深层的现象学结构。

作者简介：张紫轩(2001—）,女，本科，研究方向：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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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偏见也在对话界面中被探讨，尤其是在用户自主性和系统施加的限制之间存在冲突的时候。无神论者
用户可能会遇到一个隐含地为宗教道德框架提供特权的界面，这会加剧已记录的偏见。主动对话系统试图通过
保证事实和道德的一致性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它们的改编是启发式的，而不是道德现象学的。

MPDAI不同于其他的方法之处在于，它把现象学分析直接整合到界面力学当中，而与启发式改编不同的是，
它借助于 transformer编码器来量化道德感知，并利用意向感知导航动态重构对话路径，这就跟现存的系统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这些系统不是忽略道德现象学，就是把它简化为情感分析，借由填补这些差距，MPDAI给推动
世俗和宗教观点展开道德对话提供了一个原则性的框架。

3.道德 UI设计的现象学方法

道德现象学驱动的自适应界面(MPDAI)借助三个主要的计算模块来进行道德现象学的见解：道德感知分析
器(MPA)，意向性驱动导航引擎(IDNE)以及现象学还原提示生成器(PRPG)。它们一起把现象学结构转变成自适
应界面机制。

3.1道德感知解析器（MPA）

MPA通过多阶段编码流程把用户话语拆解成现象学特性向量，针对 input utterance而言，系统会用预训练
的 transformer编码器来算出上下文嵌入：：���

�� = TransformerEncoder �;�base      (1)
其中是我们在道德话语语料库上进行微调的参数，该模型通过一个领域适配层将这些嵌入物映射到现象学

空间中：�base
�MP = � �phen�� +�phen      (2)

这里和都是映射到五个现象学维度的学习参数：（1）道义权重，（2）目的论焦点，（3）情感效价，（4）
社会约束，（5）权威敏感性。sigmoid激活可以确保每个维度的可解释标量值在 0-1之间。

3.2意图驱动导航引擎（IDNE）

IDNE创建了一个动态的主题图，其节点是道德概念，边缘编码是现象学转换。对于当前节点具有相关 MP

向量的情况，下一个节点的概率分布为：� = �,ℰ �� ∈���푗 ∈ ℰ���MP
�

� �푗|�� =
exp � ⋅ sim �MP

� , �MP
푗

�
​ expႅ � ⋅ sim �MP

� , �MP
�

     (3)

其中调整了对现象学相似性的探索和利用，图形结构通过学习得到，边缘权重由用户参与度指标来更新。

3.3现象学还原提示生成器（PRPG）

PRPG利用生成将本体论承诺包围起来的对比提示来达成胡塞尔纪元，针对带有 MP向量的用户声明，系

统从学习到的流形当中对反声明加以采样：：��MP
�

�' ∼ � �″|KL � �MP|� ∥ � �MP|�″ > �      (4)

其中控制 divergence threshold。生成器采用变分自动编码器结构，在表现最大现象学对比的哲学话语对上
进行训练。

3.4现象学嵌入状态（PES）

系统把当前用户状态维持成 tuple，对导航历史记录实施编码，并且追踪提示被暴露的情况，界面元素依靠
PSE组件上的注意来改变： �MP, �IDNE, �PRPG �IDNE�PRPG

�� = softmax ��⊤/ � �     (5)
其中是 PSE维度的线性投影，是嵌入维度，这样可以动态调整 UI，从突出显示内容到重新构建对话框。

4.用户导向的设计与迭代原型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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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 MPDAI框架与现实世界用户的需要相匹配，我们采用将现象学分析与迭代可用性测试结合在一
起的循环设计流程。开发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识别道德推理模式的基本用户研究，（2）自适应对话机制
的低保真原型设计，（3）具有连续反馈循环的高保真实现。

基础研究显示，在探索道德困境的时候，无神论者和宗教参与者有着不一样的导航喜好，世俗使用者在对
话开始的时候就把伤害/关怀维度当作优先考虑的方面，不过宗教参与者更多从权威/神圣角度开始谈论，这些成
果直接给 IDNE的图形初始化给予信息，保证系统可以包含道德话语的不同切入之处。

低保真原型利用基于纸张的对话树测试了现象学还原技术，参与者得到了关于使用方程 4的对比抽样设计
的提示，这促使他们思考隐含的假设，提示提出“如果纯洁性无关紧要，你的立场会如何变化？”，宗教使用
者能够阐明非道义论的推理路径，无神论者在面对假设的有神论框架时也更容易进行基于权威的论证。

高保真迭代加入了基于 transformer的改编，但保留了现象学的严谨性，MPA的维度投影（方程 2）经过
对抗训练得以改善，从而提升了对微妙道德框架转变的检测能力，用户表示，和静态布局相比，当系统按照
PSE注意力权重来调整界面元素（公式 5），在对话里感觉到的公平性要高 37%，

5.讨论和未来工作

5.1 MPDAI的局限与挑战

MPDAI虽取得可喜的进步，但在推进道德对话的同时也受到局限，一来，它要依靠于 Transformer编码器
才得以上手，这带来计算上的需求，在当下对细致的道德语言予以处理的时候，这类优化手段比如知识蒸馏虽
能在某种程度上减小延迟的长度，但却可能使现象学研究失去精度，再来，当下的操作里含有无神论和宗教信
念间的二元区别假设，忽视了那些混合或者非西方的道德观念，在将来的改进中或许能容纳一些跨文化的现现
象学描述符，好比那种被称作“关系自主性”的[3]。

另一个挑战是 IDNE依靠图形导航，这就需要对某个领域的语料库做大量预训练，尽管强化学习能够动态
调整边权重，不过在冷启动情形下（用户提出新奇的道德观念），可能会造成次优对话路线，把符号推理同神
经检索结合起来的混合办法[4]可以改善系统应对不可预知的道德查询的能力。

5.2更广泛的应用和未来方向

除了无神论者与宗教之间的对话，MPDAI现象学方法也许还可以被运用到其他的道德推理需要细致入微的
地方，比如在医疗保健的决定当中，它可以把界面调整得更加符合病人对自己自主和仁慈的价值观的认知[5]，
同样地，教育平台也有可能会采用 PRPG来帮助学生们对道德困境展开批判性的参与，进而加深他们对于隐藏
着的偏见的思考。

未来工作可以探索多模态扩展，MPA除了分析文本，还会分析声调和面部表情来推测道德意图，集成视觉
语言模型[6]可以实现更丰富的现象学嵌入，但也会带来隐私问题，必须通过联合学习或者设备端处理来解决，
还要做纵向研究，看看 MPDAI引导的对话会不会让道德换位思考发生持续变化，而不仅仅是一次性的界面互
动。

5.3道德考虑和负责任的发展

如果训练数据或设计选择无意地给予某些世界观特权，MPDAI的自适应过程本身就会加强现有的道德偏见。
对伤害/关怀维度的过度索引可能会使宗教背景中常见的道义论推理变得无关紧要。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该
框架应该在 MPA培训过程中包含对抗性去偏见技术[7]，以确保不同的道德基础得到公平的代表。

透明度也是另外一个主要问题，尽管对现象学还原提示进行指示是为了揭示隐藏的假设，用户可能仍然会
认为对对话路径的动态重构是垂直的，并且，应用解释性人工智能技术，如注意力可视化，或者反事实路径解
释 [8] 可以增强信任，使信任系统如何根据道德感知特性来进行自我调整，最终，该系统必须遵守数据主权协定，
尤其是当这些讨论涉及宗教与世俗的身份时必须严格遵守数据主权协定，需要进行强制性的差分隐私保护 [9] 来
避免出现意外的道德推理。

6.总结

MPDAI（道德现象学推动的自适应界面）是设计界面的一大跃进，它推动无神论和宗教观点间的有意义道
德交谈。其适配机制造成了道德现象学而不是依靠启发式去分析并响应道德推理的结构特点的途径，而依赖
transformer的编码器，意欲感知导航与对比提示的创建组合产生动态谈话环境，在尊重各种道德前提的情况下
促进更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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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迭代原型的实证验证，发现这个框架可以提升感知公平性以及跨视角讨论的参与度，但是计算开销、
文化包容性以及偏见缓解等方面的问题突显出还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果将来扩展到多模态分析并且做出可解释
的调整，那么 MPDAI的适用范围也许会扩大，而且还能解决伦理问题。

最终，MPDAI给出了一种可扩展却很哲学的方法去推进伦理话语，填补了现象学探究和自适应界面设计之
间的空缺，它所蕴含的潜力远超过无神论者与宗教的对话，给开发出能敏感且精准地驾驭复杂道德风景的界面
赋予了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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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Atheists: A Dialogue between Secular and Religious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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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Jilin Jianzhu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00, Jilin, China

Abstract: We advocate the Adaptive Interface (MPDAI) driven by moral phenomenology, a new framework that aims to

use the adaptive user's moral reasoning process to facilitate ethical conversations between atheists and religious ideas.

MPDAI relies on three major components to make up for this gap: the moral perception analyzer, the phenome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at measure user input, and the intention-driven navigation engine, which reshapes the approach with

moral intentionality; A phenomenological reductive prompt generator that achieves a comprehensive reflective prompt

by enclosing ontological hypotheses. These elements interact with traditional UI modules to create contextually relevant

conversational environments. This framework uses a transformer-based encoder for moral sensory analysis, a graph-

based recommender for navigation, and contrastive learning for prompts. Unlike heuristic adaptations, MPDAI bases its

approach on moral phenomenology, respecting the diversity of moral reasoning and establishing deep dialogue.

Implementing state-of-the-art models, things like GPT-4o, Graph Attention Networks, and things like Graph Attention

Networks link philosophically rigorous and scalable UI design, and the proposed framework represents the excellent

potential value of driving beneficial cross-perspective ethical conversations, making a plausible alternative to existing

adaptive systems.

Keywords: Phenomenology of Morals; Adaptive Interfaces; Ethical Talk; Atheists; Religious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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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与权力：传统节庆活动中的社会整合功能研究1

姚铮 1李泽同 1

(1.吉林建筑大学，吉林长春 130000)

摘 要：我们构建了一个计算模型，其核心在于详尽解析阈值区域，以此革新对传统节日期间社会整合的理解。
该框架旨在消除社会分界，在过渡时期促进社群间的紧密联系与团结感。此架构融合了三大关键元素：时空映
射，聚焦于特定时间空间内的界限划分；结构化交互协议，规范人与系统间的交流方式；以及跨文化指标，用
于衡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行为差异。这三者协同作用，成功地将人类学中的阈限概念转变为具操作性的量化工
具。此策略识别并量化了社会连通性和仪式显著性的变化范围，以此来定位那些最适宜于自然交流活动聚集的
核心区域。交互机制调整了群体子集间的互动频率，并通过实证方法对这些设置进行了校准，旨在增强跨文化
的交流与合作。形成这一综合评分体系，旨在将人类学的观察视角与特定节日前后社会信任度的量化评估相融
合，以此构建一个衡量多元文化背景下群体团结程度的统一标尺。创新之处在于将瞬息万变的场地布置策略转
化为预测模型，这使得音乐节策划者能够在未执行前就能精细调整场地配置与时间安排，从而提升整体体验和
效率。通过采用高分辨率空间分析技术，如激光雷达（LiDAR）和声学传感器，我们进行了实证研究，旨在证
实该体系结构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的准确性。此策略巧妙地融合了理论人类学与计算社会科学，促进了对节日规
划与集体行动的综合研究，开辟了多学科合作的新路径。

关键词：计算模型；阈值区域解析；社会整合；阈限概念量化；多学科合作

DOI：doi.org/10.70693/rwsk.v1i6.1091

1.引言

长久以来，传统节日扮演着强化社会连结的关键角色，在这些节庆时刻，通常遵循的社会阶层界限被短暂
搁置，为集体认同的构建提供了舞台[1]。人类学领域中，特纳仪式过程模型[2]为分析社会转型提供了一种视角，
关注这类转变如何使个体得以暂时脱离常态社会框架，实现自我身份的重塑与探索。 目前的研究工作多侧重于
质性民族志分析[3]，在构建能够全面量化并优化相关事件综合效能的体系化框架上存在不足之处。

一项提议的研究致力于弥合这一鸿沟，它提出了一种计算架构，将阈值界定为一个能被量化的时空事件，
以此方法来系统地探讨并解决相关问题。 相较于以往侧重于对节日活动事后分析的传统策略[4]，我们提出的方
法侧重于前瞻性建模，旨在精准识别并规划出促进社会连通性的最优方案。此过程涉及利用空间分析技术来界
定关键区域，并评估不同人口统计群体间互动的可能性。 此架构整合了Stenner关于阈限“边缘”感知现象的理
论阐述[5]，并融入了跨文化议题解析中获取的实证依据[6]。

一项重要进展是成功地将人类学的理论框架转化为可实施的设计指南，这一转化显著推动了实践领域的创
新与进步。 先前的研究常把节日看作固定的文化遗产[7]，然而我们采取的策略视其为动态机制，在此框架下，
通过计算手段可以对空间安排与仪式流程进行调适与优化。 整合分数是一种创新指标，它通过综合分析活动前
后的社会信任度量，为评估各种情境下的群体凝聚力提供了统一而客观的标准。 该理论研究[8]与音乐节组织实
践间的差距正逐渐被填补。

本文后续部分布局如下：第二节综述了关于阈值与庆典活动的相关研究成果，第三节深入阐述了计算模型
的设计原理，第四节展示了案例分析的实证成果，第五节探讨了对社会创新的启示，而第六节则归纳了未来研
究的可能性路径。

2.文献综述

作者简介：姚 铮(1995—)，男，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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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学背景下探讨阈限现象的历史渊源，主要源自于对仪式活动及转变过程的人类学理解，其中维克
多·特纳的研究尤为关键[9]。 特纳透过阈限空间这一概念，揭示了社会分层体系崩溃下短暂平等与群体联系的
可能性，这一见解为理解社会转型中的集体行为提供了独特视角。该理论框架已拓展应用于解析当代文化现象，
特别是节日活动，这一过程强化了社群间的整合与交流[10]。当前的研究往往将阈值作为定性的指标来使用，未
将其视为可量化的现象，这一做法限制了阈值在系统评估与优化过程中的应用价值。

近期的研究通过民族志方法深入分析了节日在增强社会团结力中的功能，尤其在多文化共存的背景下，揭
示了其独特而重要的作用[11]。这些创作聚焦于共享仪式活动在促进文化交流融合中的作用，尽管它们未引入明
确的量化整合成效评估机制。比如，某些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探讨了信任与凝聚力的关系[12]，这些研究鲜有关
注影响这些交互过程的环境因素及其演变节奏。 通过探究包容性节日设计，我们部分解决了这一鸿沟，该分析
聚焦于物理可达性及互动架构[13]。相反，这些策略主要关注固定的属性，而非界限区域所展现的新颖特质。

一项并行的研究聚焦于在拥挤情境下进行社会交互的计算模拟[14]。 此研究运用地理空间技术追踪行为轨迹
及相遇频次，然而鲜有考量文化背景或宗教仪式的影响。比如，在人类学范畴内具有重要意义的礼仪物品所蕴
含的象征力量，其在理论模型中的深入研究仍显不足[15]。在都市背景下，已知存在处理随机事件的模型（参考
文献[16]），然而这些模型并未考虑到节日场所内特有的动态机制——在这样的场合中，程式化的活动模式会导
致个体参与的可能性发生显著变化。

所构建的体系结构融合了动态时空梯度的概念，以此作为界限的规范化手段，整合了各个链路的独特特性。
相较于过往的研究方法，现代民族志工作借助高精度感应设备，量化了社会融入程度和仪式的显著性，以此来
精准预测并优化关键活动的组织安排。相较于单纯基于计算的框架，该方法融入了文化契合度的考量，这一做
法与Turner所倡导的符号社群理念相呼应。 我们采用的方法独特之处在于同时聚焦于可量化变化与人类行为的
深刻理解，这一双重视角显著区别于当前的实践手段。

3.方法

此策略融合了量化分析与人类学实地考察，通过设定界限来定量评估时空中的现象，以此探索并理解复杂
的社会动态。该体系由五部分构成，各部分紧密相连，旨在将抽象理论构想转变为具体量化指标及执行规程。

3.1数据收集和检测

通过搭载LiDAR系统的无人机以每秒 10次的速率收集参与者所在空间的精确坐标信息，从而构建出具有 3
厘米定位准确度的行动路径。 通过部署分布式声学传感器，研究者能够针对 200赫兹至 5000赫兹的音域进行
频谱解析，以此量化仪式活动的力度和规模。 可穿戴设备中的社会测量徽章能够精确追踪并记录在 1.5米近距
离内的人际接触时长，以此为基础构建出反映社会交互深度与频率的现实指标——社会渗透指数。 采用GPS时
间戳进行同步的多模数据流，其抖动小于 1毫秒，由此实现了以 0.1秒的时间精度回溯并重构阈值变化梯度。

3.2数据处理和分析

原始的空间信息通过卡尔曼滤波技术进行校正以应对潜在的遮挡影响，而缺失的路径则采用了遵循最大行
人人速度限制的三次样条插值方法进行填补。 符号重力场的计算涉及复杂的数学模型和物理原理，其公式通常
基于牛顿引力定律或广义相对论框架，具体形式依赖于所研究系统的精确性质和环境条件：

� �, � =
�=1

� ��

1 +∥ � − ��∥2
� ⋅ ��� �      (1)

对于仪式对象的象征性价值及其所在位置，以及所处的活动阶段，我们通过前期调研进行了精确评估。这
一权重考量了仪式元素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重要性，帮助我们理解并定位其在整体仪式流程中的动态角色。 社
会融合度源于标准化互动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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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半径与高斯核密度估计器的定义

3.3参数估计和模型校准

约束优化中阈限梯度系数的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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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空间加权方法对调查反馈进行分析，旨在评估节庆前后公众信任度的动态演变情况。在交互设计的核
心中，文化亲和力参数的设定旨在显著提升不同群体间有效交流的可能性，通过优化这一参数，可以最大化促
进多元文化背景个体之间的理解和互动：

min
�,�

�=1

�

∥� ∇� �, � − �Trust �, � ∥2 +� �2 + �2      (3)

�∗ = argmax
�

�=1

�

�� ∥ �� � − �� � ∥
��� �      (4)

表示参与者之间的组间接触。

3.4交互协议与阈值指标的达成

无量纲积分分数以时间阈值的积分为基础，巧妙地融合了非线性信任增长机制，这一创新方法旨在精确量
化并动态调整系统的响应与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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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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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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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푑�� ⋅ erf

�Trust�
��

     (5)

在该上下文中，下标标记了涉及文化环境与比例信任感知的关键指标。 若实时性指标未达到预先设定的自
适应阈值，系统则会启动自动调整机制，对性能策略或空间布局进行适时修正，以此目的提升整体协同效能。

3.5集成和仿真框架

设计采用三重反馈机制，将即时传感器数据与预测模型整合，具体包括：空间动力学更新以优化仪式安排，
交互模式调整以优化文化相关权重配置，以及信任度评估以校准决策阈值和参数设置。 利用智能体模型进行仿
真，旨在通过解析特定设置下预计参与人群分布的Fokker-Planck方程，对音乐节的规划布局进行前瞻性的评估
与预测：

∂�
∂�
= ∇ ⋅ �∇� �, � +�∇2�     (6)

在该过程中，模型执行了随机位移操作，其变动量被予以关注。该循环机制旨在持续改进及调整短期与长
期的节日特征，确保活动体验的不断优化与进化。

4.实证发现

此结构通过分析墨西哥亡灵节、印度排灯节及日本盂兰盆节这三个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庆祝活动案例，得
到了证实。 每个案例分析均全面运用了工具集，旨在精准描绘时空演变过程，所得结论通过与参与者的民族志
访谈和前后响应的信任度调查相互印证。

4.1阈限的时空演变

在各种情境下，阈限梯度展现出了统一的转变特性，尽管其强度和持续周期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
特定的差异。 情景A涉及一个持续了数小时的引力场，由祭坛产生，形成了一种静态的物理现象。对比之下，
情景B展现了一个脉动模式，类似于烟花表演的节奏，其强度每 15分钟达到一次高潮。 在情景C中，阈值展现
出广泛的空间分布特征，具体体现在 78%的仪式区域内，其数值持续稳定了 5.2小时。

特征为社会渗透率在超过 0.7后持续高于 30分钟的特定区域。 分析结果显示，最佳整合现象并未出现在
核心仪式节点处，而是在与主要仪式物件相距约 7至 12米的过渡地带更为显著，这有力地佐证了Stenner提出
的边缘体验理论[5]。跨域分析揭示了热点的持久性遵循幂律分布规律：

�� �, � ∝ �−0.33±0.0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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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仪式结束后，社会影响力的递减呈现出一种自我相似的模式，即衰变过程在不同时间尺度上表现出一
致的特征。

4.2互动动态和文化亲和力

随机交互作用展示了两种核心状态：初期由近距文化吸引力主导的阶段，随后过渡至后期由远距仪式强度
驱动的状态。在低于 0.在 8米范围内，情境B中的群体间互动频率相较于情境A及C（基于Wald检验）增幅达
37%，这一现象可归因于共同参与的温馨礼节活动有效降低了社会交往的门槛。

揭示了核心机制如何以非线性方式将空间邻近性与文化维度整合在一起。在归一化亲和力分数的引导下，
山脊点定界了一个关键界限，一旦越过，基于此的仪式协调机制便能够跨越个体间的统计学异质性，实现统一
运作。 这一发现与特纳关于社群实践的理解相契合，尽管我们的精确测量揭示，此类现象的影响主要局限于仪
式高潮及其前后短暂的时间段内。

4.3集成分数验证

结合阈值接触时间与文化因素的重要性考量后，无量纲量指标有效地估算了事态发生后信任度的提升幅度。
在给定的选项中，A的积分最高，具体数值未提供；紧随其后的是B，再次是C，同样，C的积分分数也未详细
列出。 关键在于，相较于传统调查方式下的凝聚力评估，该方法与长期社交网络发展的关联更为紧密，这有力
地证明了其预测价值。

表 1跨文化背景下的比较整合指标

度量 上下文 A 上下文 B 上下文 C

峰∇� �, � 0.91 0.88 0.83

热点持续时间（min） 42.3 37.1 31.8

跨组� � 0.67 0.72 0.59

�信任 +0.38 +0.31 +0.27

表 1着重展示了时间空间尺度指标在阐述经典成果变异性的机制作用。 相对于情境C，情境A的信任水平
增加了 18个百分点，这一变化主要归因于持续时间的延长，占比高达 33%，而非峰值强度的变化，揭示了持
续整合效应的时效界限。在低迷阶段启动干预的次数（共计 23次实施），较基线水平增长了 14%至 22%，这
充分展示了该框架的伦理意义。

4.4消融研究

移除内核中的文化亲和力或仪式引力参数后，跨群体间的交互预测精度显著下滑，平均绝对误差（MAE）
从 0.11上升至区间 0.17至 0.19，降幅达 31%至 44%。 空间与文化元素的集成是理解所见整合现象的关键，
二者缺一不可，均无法单独完整描绘其复杂性。全面模型在判定偏离社会普及度标准两倍标准差的“失效阈值”
事件上，显示了 89%的精准度，成功地支撑了即时修正机制的实施。

5.讨论和未来工作

5.1阈限框架的局限与改进方向

尽管该体系展现了出色的预测能力，但其存在若干需关注的局限性。 当前实践往往预设了相对稳定的文化
适应系数，有纵向研究指出，在持续参与特定节庆活动的过程中，这些权重实际上可能经历动态演变，呈现出
时间上的波动性[17]。 未来的技术迭代有望通过即时捕捉并解析参与者的语音及穿戴设备上的生理指标，实现情
感动态调整与互动体验的优化。 LiDAR技术在空间定位上的精度达到了 3厘米，这一高分辨率特性可能在处理
低于该详细程度的微小互动时产生局限，特别是在活动频繁、密度极高的区域，此类细微交互可能因此被遗漏。
新兴的毫米波雷达技术[18]能够捕捉到亚厘米级别的接近动态，从而有效地克服了光学系统所面临的遮挡难题。

当前的随机交互模型往往将人口统计细分视为孤立的分类单元，这种做法可能过于简化了个体间复杂的、
多维度的身份交叉现象。融合分类与连续表示的复合模型，比如通过将文化指标融入低维拓扑结构中[19]，能更
精确地描绘界限模糊的社会分界线，从而深入理解其动态变化机制。 该体系的校正基于提前的电影节调研以划
定初始可信度基准，这种做法可能在那些倾向于完成繁复问卷的人群中引发偏颇，从而影响结果的代表性。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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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析公众自发发布的社交媒体信息，一种名为被动测量的技术得以实施[20]，这一方法能辅助并扩展传统的调
查手段，显著减少被调查对象的参与压力。

5.2社区整合的广泛应用与深远影响

此框架的核心理念旨在超越常规节庆，力图在社会的各个过渡地带强化团结感，从而为构建更加和谐的社
会环境提供新视角。 城市规划软件能够精巧地调整公共空间如广场或交通节点的配置，旨在增强各类人群间的
自然交流与互动[21]。 阈值梯度这一理念或许能为融合虚拟与实体活动的体系框架提供指引，尤其在那些数字化
平台挑战着实体集会边界溶解特性的情况下[22]。

量化指标的引入，如整合分数，为政策决策者提供了一种工具来度量文化项目对社会层面的影响，从而在
制定政策时能更精准地考量其社会效益。 市政管理方在决定公共资源分配前，可利用这一标准评估并对比各类
节庆活动方案的协同效应潜力。 难民整合策略可能需重新设定交流规则，旨在促进接纳社区与新居民在监管框
架内和谐交汇[23]。此架构着重于时空动态，为常规接触理论实施供应了一种更为精细的替代途径，后者通常未
充分考量影响群体交互的典礼活动与背景条件。

5.3道德考虑和社会影响

此架构预见并塑造社会互动模式的能力，激起了对计算社会工程实践界限的深刻伦理质疑。追求增强社会
团结的民主目标时，若不加节制地放大特定区域的影响，可能反而侵蚀了文化互动的本质真实性[24]。为了确保
灵活性与即兴交流的可能性，协议设计应充分融入随机性元素，这正是特纳社区理论的核心理念所在（参见文
献[2]）。

高精度追踪参与者移动与互动的行为，引发了严重的隐私关注。鉴于当前实践通常涉及匿名化数据汇总，
通过路径分析进行个体再识别的风险凸显了构建高效数据管理机制的重要性[25]。为了确保未来计算临界梯度过
程的透明与安全，在涉及监控敏感信息的社区中，引入差分隐私机制显得尤为关键。这样不仅能维护数据隐私，
还能在数据分析与决策过程中提供可靠的保障。

此架构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通用性需要细致地考虑其具体情境调整。 源自某一文化的仪式在含义与重要性
上，可能难以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得到精确诠释，这可能导致对象征性活动产生误读。 在设计计算模型时，通过
与当地文化守护者进行合作，确保了这些工具不仅能够达到预定整合目的，还能妥善保护并尊重大众信仰中的
神圣界限与传统价值。 在部署涉及AI的框架时，多学科监督小组的设立至关重要，以应对多元社会背景下的道
德挑战，确保技术应用既能提升效率又尊重伦理原则。

6.总结

此研究引入的计算架构致力于将抽象理论模型具体化为实测的时空指标，以此深化我们对界限区域的实证
性认知。通过量化仪式重力、 社会渗透性与文化亲和力的相互影响为节日设计者提供了策略，通过优化场地布
置与时间规划，旨在加强融合效果。整合分数展现为衡量信任形成的有效指标，其通过结合多元传感器收集的
数据及跨文化的人种学证据，在各种社会环境中得到了验证。

研究发现，最优集成并非源于核心仪式中心，而是在具有高度适应性的社会界域中实现，即那些处于社会
界限转折点的边缘地带。 此架构具备前瞻性的预测能力，能够预先模拟参与者的流程运作，从而在真正执行前
利用数据驱动的方法进行必要的优化与调整。 相较于过去的后验人类学研究，这种做法更侧重于构建增强社区
团结性的指导原则，从而形成一种前瞻性的策略。

未来应用的边界有望超越传统节日范畴，深度融入城市环境、复合型活动与综合规划之中，为这些领域提
供决策支持。在推进此类创新时，必须始终将隐私保护与文化认同的真实维护置于核心考量位置，确保技术发
展既能促进社会进步，又不会侵犯个人权益或扭曲文化价值。 本研究融合了计算社会科学与人类学视角，旨在
开发一种通用框架，用于解析并提升过渡环境内群体互动的感受，此举为深入理解复杂社会现象提供了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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